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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 

以郑景贵、张弼士及叶祖意故居为例 

 

翁丽珠 

 

乔治市这个世遗城市，拥有许多独特的华人古迹，这些古迹建筑体现了

居民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结构与价值观，有助于诠释这个城市的深厚

内涵。本论文以乔治市华人古迹中的三座名人故居为主，探讨故居的发展过

程与功能演变，以认识古迹保存在乔治市所占的重要地位。论文立意探讨：

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包括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以了解其演变过程

与原因；针对拥有官衔的两位侨领——郑景贵与张弼士的故居，以及未具官

衔的富商叶祖意的故居，探讨这些故居的功能演变过程与原因。 

除了宏观研究的视角，场景研究将是更重要的部分。本研究主要使用文

献搜集法、实地考察与访谈法来进行史料搜集，以建构槟城早期的社会面貌、

发展与社会变迁、乔治市入遗的古迹范围以及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

变。研究发现：乔治市的华人建筑，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国儒家思想与传

统建筑礼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英国殖民地建筑文化的影响。经过二百多年

的历史变迁，不论是建筑物在物质面的使用功能，还是精神面的象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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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今昔有异。随着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繁荣，乔治市越来越多的老

建筑被利用于经济与商业活动。 

三座名人故居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兴建缘起与功能演变，如今皆已转

型成博物馆。郑景贵故居与张弼士故居不约而同地经历了由盛而衰、乃至被

迫转手的命运；叶祖意故居虽得以保存，却已非原貌。从故居走向博物馆，

三座故居的演变机制包含了主观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含：屋主家族的兴

衰起落、后代子嗣对先人所遗留的财产珍惜与否、长辈身教言教的精神、家

庭的财富观念以及对子女从小的教育方式等等，客观因素则是新屋主的经济

状况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此外，槟城州政府于二十世纪末所推动的文化遗

产保护活动，亦是促成三座老宅转型的原因之一。 

本文在论述郑景贵故居与张弼士故居的功能演变之过程与原因，能有较

为完整的叙述与讨论；惟郑景贵故居从鼎盛期走向没落期的部分，由于资料

的短缺不足，使得这一时期的面貌出现不完整的现象；此外，叶祖意的生平

与故居的资料相对零星松散，致使在文字论述上无法非常完整地叙述出来。 

建筑功能的演变，是城市新陈代谢的有机组成。本文透过世界文化遗产

的角度，重新审视乔治市这老城的华人古迹，检视国家历史、本土文化价值

与艺术，进而研究与探讨先贤祖辈所遗留的丰硕遗产。 

 

关键词：乔治市、华人古迹、功能演变、物质功能、精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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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CHINESE HERITAGE IN 

GEORGE TOWN, PENANG: BASED ON THE HOUSES OF 

CHUNG KENG KWEE, CHEONG FATT TZE AND YEAP CHOR EE 

 

ENG LEE CHOO 

 

     As one of the world’s heritage site, George Town has many unique Chinese 

heritage buildings which reflect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economic 

status, social  structure and core values of the community.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Chinese heritage, which includes physical 

function and spiritual function, based on the houses of Chung Keng Kwee, 

Cheong Fatt Tze and Yeap Chor Ee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ation of heritage in George Town. 

     Ow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site study and observation other than macro 

perspective, literature collec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feature interview are 

engaged in this study in order to retrieve the progress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heritage in George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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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hysical function and spiritual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heritage buildings 

in George Town has been changed over the years and varied from the past.  The 

Chinese heritage building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etiquette as well as the  British  

coloni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Old buildings are evidently turned to commercial 

purpose under urban development.  Chung Keng Kwee’s mansion and Cheong 

Fatt Tze’s mansion were sold while Yeap Chor Ee’s house was inherited by his 

descendants.  The three hous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different types of museums.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three houses was caused by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which includ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wner’s family, 

how the descendants cherish the property left by their ancestors, the concept of 

family wealth and the way of educating children from a young age, an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new house owners and their considera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In additi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ctivities 

promoted by the Penang government in late 20th century had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ree old houses too.  

     The 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houses of Chung Keng Kwee and 

Cheong Fatt Tze are more complete and intact compared to Yeap Chor Ee’s.  

Unfortunately, the life st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Yeap Chor Ee’ house and 

Chung Keng Kwee’s heyday to his declining period are gaps lack due to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The evolution of architectural functions i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city’s 

metabolism.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s heritage, this study aim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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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the history and explore the local cultural values  together  with  the legacy 

of George Town. 

 

 

Keywords: 

George Town, Chinese heritage,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s, physical function,      

spiritu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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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槟城，亦称槟榔屿（马来语：Pulau Pinang、英语：Penang  Island），

简称槟城、槟岛、槟州或庇能，位于马来半岛北部，马六甲海峡北端的一个

小岛，素有“东方明珠”之美誉（Pearl of the Orient）。槟城这名字在 1591

年开始出现于有关马来半岛的记录上。当时，一位航行于马六甲海峡的英国

旅者詹姆斯.兰卡斯特上尉（Captain James Lancaster）称槟城为“Poolo 

Pinang”（Zakiah Hanum,1989:62）。从广义上来说，槟城包括槟岛与威利

斯省（Province Wellesley）。此地原称马来名 Seberang Perai，属于吉打王

国。1800 年英国殖民此地，改称英文名 Province Wellesley（威尔斯利省，

简称威省）。1957 年独立后，此地即恢复马来名 Seberang Perai。槟城的总

面积是 1031 平方公里，计槟岛 293 平方公里，威省 738 平方公里。其中，

首府乔治市（George Town）的原本面积是 34 平方公里， 1969 年后扩大成

为 41 平方公里。马来半岛的地理位置，恰巧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处于

“南洋”的要冲，正是东西海道必经之地。早期，东西方的商船和往来商贾

非常频繁，他们不但带来了铁器和铜器等货物，也把外来文化带到这里，掀

开马来亚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页（黄尧，2003：5）。据《汉书地理志》记

载，西汉武帝之际，中国与海南诸国已有交通往来。第九世纪的阿拉伯人游

记里头，亦记载早在第三世纪，中国商船即已航行至槟榔屿（曾松华，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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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人在十五世纪的明代，即郑和下西洋之际，于《郑和航海图》1

中即称当时的槟城为“槟榔屿”（陈剑虹，2007：18）。“槟榔屿”成了官

方文书和民间通用的一个雅称。张少宽指出：昔日马来人称呼槟岛为“槟榔

屿”，相传因岛上盛产槟榔而得名，惟当地人却不曾听闻槟城有此特产

（2005：2）。黄尧亦指出：根据史书记载，早在 1786年，槟城岛上已有五

十八位居民。当中三人为：张理、丘兆祥及马福春。他们是于 1745 年来到

槟城（2003：41）。可见早在英国人占领槟城，华人已经落足于此。两年后，

居民人数增至约一千名。至 1804 年间，岛上人口已有一万二千人，当中包

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缅甸人、武吉斯人以及少数的欧洲人（姚枬、张

礼千，1946：33）。随着人口的陆续迁入，经过努力经营，原来的人烟稀少

之地，日益发展为村落，形成户口殷盛的生机勃勃之区。 

1786 年之前，槟榔屿隶属吉打（Kedah）王国，法兰西斯•莱特（Capt. 

Francis Light，1740-1794）以商人兼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的身份，与吉打苏

丹签订条约后，于 1786 年 7 月 17 日登陆槟榔屿，并于 8 月 11 日举行升旗

典礼后，启开了英国殖民马来亚2的第一步（Treggoning K.G, 1965:43）。莱

特也被委任为槟榔屿首位督办官（superintendant）。当时正逢英国太子威尔

斯（Prince of Wales）生日前夕，于是莱特将这小岛命名为“威尔斯太子岛”

（Prince of Wales Island），并将槟榔屿的市镇称为“乔治市”（George 

                                                           
1
《郑和航海图》全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著番图》，收录于明人茅元

仪辑《武备志》卷二百四十，也叫《茅坤图》。 
2
 马来亚指的是马来半岛的统一体。1957 年 8 月 31 日独立后以马来亚为国名。1963 年 9

月 16 日连同沙巴、砂拉越与新加坡组成马来西亚联邦，通称马来西亚。1965 年新加坡退

出马来西亚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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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以纪念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 the King）。这一年，

标志着槟城历史的起点，同时也是华人开始大规模地从中国迁徙至马来半岛，

更是马来西亚华人史其中一个重要的起点（谢诗坚，2003：212）。在更大

的战略里，槟城被视为英国打开中国贸易之路的一个跳板（Treggoning 

K.G,1965:3）。当时，槟岛还是一个丛林芜草的古老渔村，而且人口稀少，

居民仅从事本土贸易。莱特登陆后，有一名华人辜礼欢前来赠送一张渔网，

陪同他的尚有数名印度基督教徒，以示欢迎（书蠹，1969：54）。辜礼欢祖

籍福建漳州，他是率领族人辗转从泰国到吉打而定居在槟城（颜清湟，2006：

2）。后来，莱特委任各族优秀分子为甲必丹，负责各社区的治安、社会秩

序等。辜礼欢也被封为第一位华人甲必丹，甲必丹辜礼欢在槟城市政府成立

时，亦成为市政府议员（陈剑虹，2007：29）。乔治市建立后，许多居民从

吉打移民到槟城。他们当中包括马来人、英国人及印度人（也称朱利亚人，

Chuliars），还有许多来自对岸北海（Seberang Prai）的马来商人到槟城经商

（Zakiah Hanum,1989:62）。1800 年，英国又从吉打苏丹手里取得槟榔屿对

岸的威利斯省（ Province Wellesley）的控制权，并将之纳入槟榔屿

（Zakry,1994:13）。 

英国在十八世纪中叶，已掀起了工业革命，工商业发达，一日千里。槟

城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下，自然受到影响。来到十八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崛

起，英国已是一个渐趋成熟的重商国家，占据槟城是属于部署海外政经霸权

的一环。取得槟城的管辖权后，英国人也开启了殖民先声。经商的英国人选

择槟城作为中转站商港，往来中国和印度的商船也在此停靠作补给。当时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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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开辟槟岛的主要目的有三：一、作为修船站或避风港；二、设立转口贸易

站；三、开辟香料种植区（Eustace Anthony Nonis,2012:13）。然而，英殖

民者面临着人口稀少、劳动力奇缺的困难，为了开垦槟榔屿这快处女地，发

展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莱特大量引进中国劳工，并从印度引入大批廉价劳工，

同时也引进锡兰、泰国和缅甸的劳工（H.Berbar,2004:12）。当时的中国正

处于一个由清朝政府统治的古旧帝国，旧制度在逐渐瓦解的过程之中。由于

社会动荡不安，加上农产品歉收，饥荒遍起，闽粤两省面对天灾人祸，在地

狭人稠、生存困难的情况下，为了生计与糊口，大量闽粤华人纷纷往南洋地

区迁移。而槟榔屿这个拥有富饶资源与发展条件的新埠，成为了英国人在亚

洲最早输入苦力的主要港口，同时也成了中国人在南洋落地生根的目的地或

是跳板（吴俊才，1956：168）。颜清湟指出，槟榔屿之所以吸引大量移民

到此发展，是以十六世纪欧洲国家在东南亚扩展势力作为背景。英国在占据

槟城后，设立第一个自由港，在此区域扩展殖民势力。较后在新加坡及以后

的马六甲实施自由贸易的政策，更是吸引华人移民至此发展之主因（2005：

158）。林水檺认为华人南移，除了中国国内的局势不稳定所致，实际上也

包含了以下因素：南洋物产资源丰饶、土地肥沃及良好的发展环境，也对华

人产生吸引力；再者是华人本身所拥有的冒险精神与坚韧的生存毅力（1984：

3）。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变迁与演变的历史，清末中国华人大规模的向

海外移民，对世界各地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而槟城这一港口都市，能在历史

上形成，又能保持发展，主要是因为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优越地理位置。因此，

开埠后移民人数日益增加，岛上日新月盛，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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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槟城被开拓为英国在东南亚的第一个前哨，加上海上交通的便利，

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和新移民，不管是为了寻找和开拓新生活，还是为了到

此经商贸易，都纷纷涌入槟城这个岛屿。早前，已有来自阿拉伯、波斯、印

度和中国的商人，往来活跃于亚洲各地，也包括南洋一带的地区。此时，来

自缅甸、暹罗、苏门答腊以及其他群岛的商人，也都络绎到此，寻求经商机

会。这些商人和移民，包括了大量的中国移民，都被列入英国的统计人口数

字中。这些口操不同语言的移民群体，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给

槟城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技术和多元文化，甚至新的政治体制，为槟城的殖民

史添加丰富和混杂的元素。他们进一步促进文明交流与融合，与当地文化结

合而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在地认同。随着时日，槟城逐渐朝向国际性的商业中

心发展，成为东西方商品贸易的重要港口。 

 

图 1-1 槟城的地理位置(资料来源：http://mommynificent.com/wp-

content/uploads/2014/08/malaysia-map-1-copy.jpg)  

     

http://mommynificent.com/wp-content/uploads/2014/08/malaysia-map-1-copy.jpg
http://mommynificent.com/wp-content/uploads/2014/08/malaysia-map-1-copy.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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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889年的槟城地图（资料来源： Arkib Negara Malaysia:  

No Penerimaan 2001/0049507g1） 

 

初期的槟榔屿，岛上除了少数居民，只有一小撮的英国人，殖民政府的

税收有限，英国所推行的司法制度未能顺利推展，发展缓慢。英国在开辟槟

榔屿后，商业贸易多由华人经营。最初为槟榔屿的发展而贡献的，是来自邻

近地区的一些早期移民，包括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等。他们使用本身的语

言，拥护各自的社群领袖，也奉行各自所认可的“地方法”。从十八世纪末

至十九世纪初，当地华人在英殖民城市中，逐渐扮演了相当关键性的角色。

他们除了与其他族群分工而治，更是当时移民社会中的核心（张礼千，1959：

33）。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马来半岛内地的锡矿业和种植业迅速发展，大批

华人南来涌入锡矿区和垦殖区。除了农业与开垦种植，多数华人经营商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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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技术工人。他们开设小杂货店与土产经销店，从事木工、泥水工与铁工

等领域的工作(郑永美，1978：75)。渐渐地，华人商店遍布马来半岛各地，

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了让自由贸易提升岛上的经济状况，莱特把槟岛纳入

自由贸易港口，自由贸易刺激了海内外商贾前来贸易，带动了各行业。依靠

海港城市的优越地理条件，槟城逐步发展起来。两百多年来，槟城迅速崛起，

日益繁荣，成为当时马来亚，乃至今天马来西亚最繁华的市镇。槟城开埠至

今，在马来西亚的十三个州属中，是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州属。槟城的首府

乔治市更一直被认为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北马最大的城市（高丽珍，2010：

3）。虽然，近几年的人口统计报告显示随着华人生育率的普遍降低，而巫

裔的生育率增高，造成华人的人口百分比降低，槟城华人人口有着下滑的想

象。然而，从整体上来看，槟城的社会结构与生活面貌，仍是充满了浓厚的

华人色彩。 

 

表 1-1   2013-2017 年槟城人口构成 

年份 华裔 巫裔 印裔 其他 非马来西亚

公民 

总人口 

2013 681，300 680，400 161，500 4，900 134，500 1662，600 

2014 683，500 693，100 161，900 5，000 134，500 1678，100 

2015 685，800 701，600 164，300 5，200 141，200 1698，100 

2016 688，900 711，800 165，700 5，000 146，300 1717，700 

2017 694，200 728，800 166，100 5，000 152，200 1746，300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数字局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http://pqi.stats.gov.my/result.php?token=3ba22b1ae4f4b09f068429adcb3ce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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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的东北角康华丽堡（Fort Cornwallis）一带，是英殖民政府最先开

辟的地带，也是最早的行政中心。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如前所述，就是委任

各族群領袖分而治之。萊特初建喬治市时，在靠近观音亭的地带规划出一个

长方形的街道面积图，包括今天的大伯公街（King Street），义兴街

（Church Street）、椰脚街（Pitt Street）与漆木街（Bishop Street）。之后，

莱特又规划出萊特街（Light Street）、土库街（Beach Street）、吉宁仔街

（Chulia Street）和椰腳街（Pitt Street）四大街道，形成一個“四方城”，

这是乔治市最早的商业地区。槟城作为一个自由港口，必须要有码头，因此

海墘路（Weld Quay）也被发展起来（谢诗坚，2012：42-43）。从这些路

名可看出早期殖民地官僚的名字，深深地烙印在槟城这片土地。 

 

图 1-3  莱特登陆槟城后所开辟的街道。 

（资料来源：《槟州中华总商会钻禧纪念特刊（1903-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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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最早的一幅乔治市图，由当年的 Captain H.B.Popham 画于

1786 年。（资料来源 http://www.gtwhi.com.my/images/gtwhi_pic1.jpg） 

 

乔治市的建筑始于十九世纪初期，刚开始建造的是简陋的亚答叶板屋，

后来因为经过多次严重的火灾，造成极大的损失。因此，自 1817 年起，殖

民地政府规定市区里只能建造耐火的砖瓦屋，唯码头附近的华人住宅还保留

着十九世纪末的板屋面貌。在槟城，身处异乡的华人移民，一方面为了满足

精神上的寄托，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同一群体的凝聚力量，他们逐渐建立起寺

庙、宗祠和会馆等组织，以及通称为“公司”的社会、经济组织，以便彼此

相互扶持，同时共同抵御外来的纷争(Sarnia Hayes Hoyt,1991:69-70)。正如

今堀诚二所指：“华侨的同乡意识，极其鲜明”（1974：6）。大伯公街

(King Street) 是早期移民的聚居地，此处建立了不少早期华人社会组织。

如武帝庙、存心公司、宁阳馆、富德祠、香山馆、仁和馆和仁胜馆等（陈剑

虹，2007：25），这些宗祠会馆组织，具备了信仰、礼俗、司法、经济等角

http://www.gtwhi.com.my/images/gtwhi_pic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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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此外，槟城的五大姓氏公司，包括龙山堂邱公司、石塘谢氏福侯公司、

霞阳植德堂杨公司、九龙堂林公司及颖川堂陈公司，同样负起敦亲睦邻、福

利教育等多种功能，以照顾同乡宗亲的利益。成立华人群体结社的表征缩影，

说明华人在此落籍的同时，也发展了他们的社会组织网络（陈耀威，2003：

41）。 

由于英殖民政府看重华人的勤朴和智慧，因此对华人广为招募，华人亦

趋之若鹜，致使移民人数猛增。到 1794 年，莱特在 1794 年 1 月 25 日去世

前写过一封被后人认为可能是致给孟加拉总督的信函。信中提到：“华人构

成我们居民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们男女老幼都有，为数约三千人，他们

从事木匠、泥水匠及金属匠等等不同行业。他们是商人、店主和耕垦种植者，

有的则驾着小船到邻近地区冒险营商。他们是来自东方的民族，政府不必多

花费即可征得税金，他们是颇具价值的资产。他们使用外人听不懂的语言，

能够以非常神秘的方式组织会党，对抗任何政府的暴力控制。假设他们的勇

敢有如他们的聪明，那么将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与欧洲人一样热衷于金钱的

追求，他们花钱购买爱好的物品，不等发大财再衣锦还乡，而是每年将他们

的所得寄给家人。贫穷的劳工往往会从事双份的工作，以便多攒两三块钱寄

回中国。他们稍有积蓄便娶妻成家，终其一生过着一成不变的家庭生活……”

（Victor Purcell,1965:244）。莱特的信件反映出早期华人社会的生活情况与

观念。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华侨各项事业的发展，华侨社会便逐步形成和建

立起来。从槟城、马六甲等推广到新马各地，华侨成为十九世纪开发新马最

重要的一股力量。在经济上，华侨从以商业为主而转向各行各业，特别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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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业、香料种植业与零售业等。十九世纪，槟榔屿先后兴起的胡椒园、豆蔻、

丁香园和甘蔗园，几乎全为华工所开发与种植（Victor Purcell,1967:88）。

当中有一小部分的华商，通过艰苦的劳动和节俭积蓄，逐步累积了资本，然

后开始创业。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从身无分文的移民而成为千万富翁，进而

成为南洋社会的领袖人物，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权势。渐渐地，华人移

民社会开始有了重大的阶级层次。颜清湟把新马华人社会的不寻常阶级结构，

分为三个阶层，其中包括：上层阶级如富有的银行家、贸易商、锡矿家与园

主等；中层阶级如零售商、店员与工匠等；下层阶级如工人、仆从和小贩等

（1982：30）。有关新马华人社会的阶层变迁，将在往后的篇章加以讨论。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由于西方国家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与原料需

求大大增加，于是扩大招募“契约华工”的规模，不少移民就是通过契约形

式（俗称“卖猪仔”）而南渡到东南亚地区。新加坡和槟榔屿是两个最重要

的贩运契约华工中心。南洋一带还对华工实行“赊票制”（Credit Ticket 

System），通过客头在中国各地招募劳力，运至海峡殖民地，旅费待到达后

向雇主索取，新客必须以劳力来偿还他从中国到南洋过程中的一切开支，通

常以削减工资的方式工作，一般华工会被束缚几年时间而不得自由身（颜清

湟，2005：159）。从中国南来的新移民劳工被称为“新客”，这些“新客”

背井离乡、漂洋渡海来到异地，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语言也不甚通，

这些移民只得团结起来，与籍贯相同的乡亲聚居在一起，彼此互惠互助、同

甘共苦。较后到来的移民，则多是利用同乡关系而得到庇护与协助。早期的

华人移民，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他们供奉从家乡带来的神灵和祖先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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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中国式服装，脑后留有辫子，使用来自中国的物品(Raymond Flower，

2009:151)。他们把本身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传统的节日庆典，

都带到这片新的土地上。在这里，他们重建了新的华人社会。这个新的华人

社会文化，带有强烈的地方性、帮派特点和神灵崇拜色彩。随着时代的变迁

与华人人口的增加，各方言群华人在这土地落脚，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表现出

华人传统的精髓。他们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建立同乡会馆、祠堂寺

庙以及行业帮会等组织，使得槟城的同乡团体到处林立。一方面是藉以维持

与故乡的联系，同时又是为加强团结侨居地同乡的据点。因此其原乡的社会

体制，乃乘此而带进于会馆的组织中。他们也兴建中国式民房和商店，并创

立学校，华人逐渐成为槟城的主体社群。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情形亦如黄建

淳所指：“华人社会承袭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以中国的文化精神、民族特性

及历史传统为结构。各民系主观上仍保留本身的传统文化习俗，客观上却又

须适应当地另一种体系的环境”（1988：4）。时至今日，槟城到处可见传

统华人建筑，包括各种方言会馆组织、古老的寺庙建筑与堂皇富丽的名人故

居大宅。从这些充满传统中华文化色彩与风格的历史建筑物，可以看出，当

时的华人把故乡的建筑文化移植过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槟城大兴土木，落实“现代化”的大时代。

随着苏黎世运河（Suez Canal）于 1869 年开通后，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亚

洲国家的航程。航运业的发达，也让槟城的港口集散功能相应提高。乔治市

的市区范围逐渐扩大，现代化的聚落体系亦整体提升，道路和物产的新增，

使乔治市发展成一个店厝栉比的小市镇。英殖民政府在乔治市东北角斥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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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法院和市政厅等建筑，以展现帝国的政经实力。与殖民行政核心毗邻的莲

花河（Leith Street，槟城人对“莲花河路”的一般叫法）以及红毛路

（Northam Road，现称 Jalan Sultan Ahmad Shah）一带则成为名人富商的豪

宅别墅之聚集地（Cheah Jin Seng,2012:129）。通往升旗山、白云山等林荫

大道等主要道路两侧，迅速地兴建了许多的学校、寺庙、华厦豪宅及店厝等

建筑（高丽珍，2010：123-125）。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移入槟城，他们

不仅带来了西方文化，也在此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精致家园。在英殖民统治的

影响之下，粉刷一新的西式建筑，充满美学艺术的山墙建筑，配上金光闪闪

的黄铜和银质装饰物，以及昂贵耐用柚木地板，成了引领槟城建筑风潮的先

锋。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槟城的建筑可说是重商主义的版本和殖民隶属

关系的体现。从早期华人聚居的村落，至英国人建立的乔治市城镇，再到二

十世纪渐渐出现具有槟城特色的店屋，这些建筑物的建筑风格与格局，有移

植自中国的传统建筑体制，也有受英国建筑风貌的影响，并结合本土特色，

在槟城这片充满热带气候的殖民土地上，发展出独特的“海峡折中式”

（Straits Eclectic）建筑。这时期，海峡殖民地建筑传承的不只是东西方建

筑物的格局与外形，混杂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同时也反映了前人的智慧与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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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槟城的地标建筑——光大大厦(KOMTAR) 

（笔者摄于 2011 年 8月 29日） 

 

由于东、西方贸易往来频繁，让乔治市同时受到来自中国、印度、阿拉

伯、波斯及西方的移民和过客的影响，并融入本土的马来文化，汇聚成一个

多国风情的社会。往来贸易商人与移民的历史轨迹及文化足迹通过建筑物、

宗教庆典以及生活习俗，完整地遗留在乔治市。根据林玉裳，3世遗区有

4665 间老建筑，其中 611 间是传统行业建筑物，305 间传统手工艺店及 84

间传统文艺店。区内有 92 条街道，常年有 466 种各民族的节庆，另有 7 座

姓氏桥。这些有形及无形的文化遗产，包括多元文化特色的建筑群，多姿多

彩的各种宗教建筑，以及富有十九世纪英殖民地色彩的街道景观，构成槟城

                                                           
3
访问林玉裳（槟城古迹信托会主席）——日期：2014 年 5 月 3 日，地点：玉裳位于槟城寓

所，时间：9.30am-11.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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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如高丽珍所指：尽管地处英殖民政府与满清政府的

“化外之地”，在因殖民脉络之下，这个由多元种族所构成的移民社会，却

展现了蓬勃的发展潜力（2009：20）。 

正是这种别具特色的多元文化色彩，让槟城乔治市得以于 2008 年 7 月

7 日，正式和马六甲州的首府马六甲市，联名作为“马六甲海峡历史古城”，

共同登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文化遗产（World Heritage 

Site）名录。并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乔治市是历史岛屿港埠”为题，

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乔治市成功申遗，充分表现出它

的独特价值。这个价值，不单单只属于大马或槟城，而是一种属于世界性的

“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这其中的价值表现尤其在于乔治市拥有

许多不同种类的街屋（也称店屋），这些街屋适合不同种族居住，而且使用

性能多，可家居可营商，而更多时候是家居与商务兼具，充分反映出十九世

纪多元社会的生活面貌，融合了中国、葡萄牙、亚齐、阿拉伯、英国及我国

等多种文化的特色。以乔治市来说，因为一向华人人口占大多数，因此市内

最多的建筑物是传统华人店屋建筑。两百多年过去，当年兴建的许多历史建

筑物依然存在，成为早期华人在我国落地生根的历史见证。这些纵横市内的

老店屋构成乔治市的纹路，同时也是乔治市挤入世界古迹城的条件。乔治市

除了以古迹或历史建筑物见著，同时具有居民生活其中的浓厚气息与氛围。

因此，乔治市也被称为“活的博物馆”（Live Museum）。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在殖民地华人社会中，富商一掷千金兴

建豪宅的现象非常普遍。中西合璧的豪华大宅是槟城殖民地建筑中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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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这种建筑格局严谨、精巧建造的大宅，在当时的槟城可说相当普遍。

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移动与交流中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交织着清末与殖民地时

代的特色。这种战前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不只拥有建筑美学价值，更蕴

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历史意义。乔治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里的古迹已

成为世界的共同遗产。然而，自2008年入遗后至今，乔治市里珍贵的文化遗

产，包括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仍是有相当数量并未受到应有的重

视，甚至受到破坏。时至今日，当中一些百年老宅，因着种种原因而有了不

同的命运。有的因后代子嗣家道中落而转让他人手中，有的被有识之士相中

而加以整修；有者改成了博物馆，有者成了特色餐厅或咖啡馆，有者被修复

为休闲及度假的房子，有者转型成以历史风味作卖点的精致旅馆。走在乔治

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经过特别装修打造的老建筑，在旅游业的推波助澜下，

以全新的面貌为游客旅人提供观赏或歇脚的功能。根据刘政宽的研究，这种

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入遗后的马六甲（2010：71）。 

    富丽堂皇的大宅如郑景贵故居、张弼士故居、梁碧如故居以及叶祖意故

居等，是当年这些侨领富商的官邸和家居大宅，映照着他们在华人社会尊贵

显赫的地位与庞大财富。这是当时许多华侨在海外取得成功后，以豪宅光耀

故里为荣的普遍情形。正如陈达所说：“富贵而不归故里，如锦衣夜行。”

而炫耀乡里最直接了当的办法，就是兴建豪宅（1938：118）。经过百年岁

月的辗转与人事变迁，这些房子在几度易手转换主人后，在新屋主重新修缮

和规划下，大宅都已一一转型。转型后的建筑，有者面貌改变，有者依旧保

存原貌；然而，大宅的使用功能已有所不同。在时代巨轮的滚动之下，金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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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郑景贵故居改成了“侨生博物馆”（The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也称槟城娘惹博物馆）；古色古香、中西合璧的张弼士大宅院——“蓝屋”

（The Blue Mansion），转变成张弼士展览馆兼豪华主题旅馆（Cheong Fatt 

Tze- The Blue Mansion）；带有盎格鲁印度（Anglo–Indian）建筑风味的梁

碧如故居已成为“赤道艺术学院”（Equator Academy of Art）；叶祖意故居，

虽说并未转手易主，顺利遗留至后代子孙，然而这座老店屋亦已一变为二，

转型为The Sire博物馆餐厅（The Sire Museum Restaurant），屋前屋后分别

扮演着展览馆和餐厅的功能。惟，笔者于2017年初重临旧地考察，老店屋仅

开放面临唐人街（Penang Street）的“叶祖意博物馆”，面向大伯公路

(King Street)的餐厅则大门紧闭、不再营业。可见这些当年曾经风光一时的

标志性建筑，在多年以后经历迥异的变迁命运。 

这些华丽大宅，屋主当年兴建的目的是作为未来落叶归根的居所。百年

之后，遗留下的故居风貌已变，只留下了历史的印记，见证着许多重要的历

史事件。今天，当人们走进这些老建筑，从屋内的布局配置、摆设的珍贵古

董文物和陈旧老照片等，相信会强烈地感受到老宅子所带来的感动和震撼。

然而，这一切是有别于前几代人所感受的真实感。这一栋栋老建筑所展现的

外貌、格局、形式与装饰，和以前有所不同，其意义与功能也有别于前。凸

显了这些建筑在现今是为了让人参观和展览而存在，与昔日作为生活家居、

或作为官邸、或商业所需，是大有分别的。 

乔治市入遗后，曾经被忽略多时的老建筑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古迹区

内的华人老宅子，面对了各种冲击，也出现了各个面向的议题与探讨，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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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了名人故居转型的研究。名人故居作为乔治市重要的华人古迹，这些

故居的转型与功能演变对于入遗后的乔治市之发展，具有什么意义？又有何

影响？个人以为这是古迹关心者应该深入了解与探讨的课题。 

楼庆西在谈论建筑时这么认为：“一座建筑的价值由建筑所具有的功能

所决定”。在他看来，任何一幢或一组建筑，决定其规模和内容的，首先自

然是它们的功能需要（2004a：40）。此外，他也指出，建筑作为一个物质

实体保存的长期性，它在物质功能上的通用性和在精神功能上的超时代性，

使得它能够在历史的发展中受到长期、反复和多方面的使用。也就是说在这

个建筑环境里会经过许多事件，关系到许多的人，这些事件和人物因而也能

够通过建筑这个物质环境而被记载和保留下来（2004a：367）。这引发笔者

进一步探索其他学者的观点。梁思成同样认为一座建筑物必须满足使用功能

（2005：111）。这和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说的

“功能意味着某种需要的满足”（1999：138），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华人故居是乔治市重要的华人古迹，与乔治市的华人社会历史变迁有着

密切的关系。然而，有关先贤的事迹档案已渐散佚，这些故居的文献研究亦

甚为有限。从陈耀威所著的《慎之家塾与海记栈》与 Chan Suan Choo 的

The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A Museum of Straits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来看，两者的主角都是郑景贵故居。此外，Lin Lee Loh-Lim（卢林玲理）撰

写的 The Blue Mansion: The Story of Mandarin Splendour Reborn（《蓝屋•张

弼士故居传奇》），主角是张弼士故居；然而，这三本著作对于名人故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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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与功能演变的部分，着墨不多。这引发笔者对郑景贵、张弼士与叶祖意

故居之功能演变的研究兴趣。 

本文所探讨的华人古迹（故居）功能演变，立足于故居建筑的“物质功

能”或“使用功能”与“精神功能”。即从以下三位侨领：郑景贵、张弼士

与叶祖意的故居的“物质功能” 与“精神功能”，探讨这些华人古迹的功

能演变，从而窥探经过岁月的洗礼，历经沧桑风雨之后，这些具有深厚历史

意义与文化内涵的华人老建筑，其居住与使用功能以及精神功能有着怎样的

演变过程，以及演变的原因。本文所讨论的老建筑，一方面传袭了中国的建

筑风格，内外装饰、建筑设计与材料来自中国，同时保留了历史的原型；另

一方面，这些华人建筑同时也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建筑物的立

面山墙、建材与装饰等。大宅兴建的年代正值中国清末民初之际，建筑物的

主人既是华人移民，同时也是南洋地区赫赫有名的侨领富商，在政治和经济

上有着一定的作为和贡献，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例如郑景贵(1821-1901)，

当时的身份是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甲必丹，4并受清廷诰封资政大夫（二品

官）；张弼士(1841-1916)出任过清廷驻槟城副领事，也担任过新加坡总领

事，受赏头品顶戴、光禄大夫；两人都是属于拥有官职的著名侨领兼富商。

另外一人叶祖意(1868-1952)，虽无任何官职，却是当时槟城华人社会上的

闻人兼殷实富商。 

                                                           
4
所谓甲必丹者，即侨居外国土地上的一种民族的公认首领、领袖或头目。当地政府不但赋

予某种执行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可施予本族人士身上，而且作为本族与政府之间的桥梁。

Kapitan 一字的拼音，可能受到荷文 Kapitein 的影响。Kapitan 一字与西班牙文的 Capitan 或

英文的 Captain 可互相通用（黄存燊著、张清江译，196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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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主要将从槟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礼制方面，

辅以海峡殖民地的建筑发展，分析研究并比较这三位侨领富商的身份地位与

建造豪宅的关系，论述三座名人故居建筑，从殖民地时代开始至今所呈现出

来的时代烙印。希望能将人物与建筑空间有机地看作一个整体，加以探讨细

致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故居功能演变的过程与原因。 

 

第二节 关键名词的界定与概念的厘清 

一、“古迹” 

探讨华人古迹，首先必须先厘清“古迹”（Heritage）的诠释与概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 Heritage 定义为“文化遗产”。包括：文

物古迹（Monuments）：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

建筑物、 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建筑群（Groups of Buildings）：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

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遗址（Sites）：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5无可否认的是，中

文世界至今尚未有一个名词，完全相当于英文的 Heritage。本地文史工作者

陈耀威指出：中国对 Heritage 的称法是︰“文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或“文物古迹”，如《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台湾习惯叫

                                                           
5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17 年 7 月 25 日阅自

http://whc.unesco.org/archive/convention-ch.pdf。 

 

http://whc.unesco.org/archive/convention-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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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或“文化资产”，如《文化资产保存法内》，包含古迹、古物、

历史建筑与自然地景等等；日本则叫“文化財”，如《无形文化财》、《日

本文化财保护法》。英文 Heritage 一词包含古玩珍器到遗址，从单栋建筑物、

纪念物，到成片历史街区、村落、聚落、乃至到一座完整的城市。在形式方

面，从纪念碑、帝皇相将的皇宮豪邸、陵墓、教堂、寺庙等建筑精品，推广

到普通民宅和聚落。无论如何，古老的东西叫古物，老屋叫古迹（陈耀威，

2008）。本地建筑师张集强认为：“文化遗产是经历长久时间演变，承载社

群文化精神象征的物质或非物质遗产。這些遗产沒有特定的形式或标准，可

以是华丽的皇宮帝宛，简朴的民居或店屋；也可以是精致殿堂级的声乐，或

是街巷里流传的乡土歌谣。”（张集强，2011）。 

当代出版的《辞海》、《古今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通用汉

语词典，把“古迹”释义为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或其它具有重要意义的遗迹。根

据《威尼斯宪章》（The Venice Charter），6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

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

市或乡村环境。这不仅适用于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且亦适用于随时光逝而获得文化

意义的过去一些较为朴实的艺术品。中国古建筑学者罗哲文认为：古迹是我们的祖

先用辛勤劳动和血汗智慧，创造出来而遗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不可再现的瑰宝，也

是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财富。或经上百年、上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一旦毁坏就

不可能再得（2001：2-3）。台湾古迹专家李乾朗指出：古迹就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能幸运地躲过天灾人祸而留存下来的古代建筑物。它不一定是住宅或宫殿，还包括

                                                           
6
全称《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宪章肯定了历史文物建筑的重要价值和作

用，将其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和历史的见证。于 1964年 5 月 25 日至 31 日在威尼斯通过。 



22 
 

城墙、城门、堤防、码头、桥梁、炮台、街道，以及寺庙、道观、庭院、牌坊、陵

墓与近代的学校、教堂、火车站等建筑物（2001：4）。陈耀威指出，根据我国

1976 年文物保障法令，超过百年历史的建筑可以被指定为古迹（2001：61）。本

地文史工作者陈亚才认为古迹除了最为普遍的住宅、庙宇等建筑之外，还包括另外

两大类：一是与居住环境有关的，比如一个城市、一条市街、一座广场与四周的建

筑物、市街的附属物，如古井、喷水池、碑记与石刻等；另一种是纪念物——陵墓、

墓园与纪念碑（1999：51）。由此可知，古迹是人类生活所遗存的文化遗迹，包含

着历史文化脉络、人文风俗、建筑式样等，代表着先民走过的生活足迹，具有承先

启后的教育功能。 

 

二、“功能” 

楼庆西强调建筑物拥有两方面的“功能”，即 “物质功能”，（也称

“使用功能”）与“精神功能”。建筑的“物质功能”有较大的适应性和通

用性，比如合院式的住宅也可以用作佛寺，紫禁城的宫殿既可以用作朝政，

也可以读书、居住和从事宗教活动。建筑的“精神功能”适应性则不比“物

质功能”那么大，比如宫殿表现的是帝王的威严和王朝的权势，文人园林表

现的是追求自然雅致与淡泊，住宅要求的是宁静与私密等。不同的精神要求

不但在建筑的总体布局，环境的设计，建筑的形象上表现出来，并且还应用

建筑的装饰、色彩等手段加以渲染与深化。总的来说，建筑的“物质功能”

具有通用性，而建筑的“精神功能” 比较能够长时期地起作用，在一定的

场合下，往往具有超越时代的性能（2004a：366-367）。以此观之，可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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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精神功能”是指建筑物的体形、内部和外部的空间组合、细部的处理、

材料的色彩以及工程的装饰等等，能给人以美的感觉，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

需要，还能体现出民族的文化传统与风格，表现出建筑物的性格与时代特征，

含有传达意向、文化的象征及隐喻功能。 

在人类社会，建筑的功能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之外，还有社会

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功能要求。没有人能离开建筑，人们可以不听音乐，

不读小说，不看戏剧，不欣赏画展，但却不可能不住在房屋里，也不可能离

群而居。每一座建筑物的建筑功能都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变化，随着城

市经济产业的发展而出现新陈代谢的有机组成。建筑的物质功能决定了建筑

物具有纪念性。比如希腊的神庙、罗马的广场、巴黎的铁塔、中国的万里长

城、非洲的原始村落，还有数不清的古城市、古村镇，当初并不是为了纪念

而专门建筑的，但是到了后来，却成了纪念性很强的遗迹，成为人们欣赏的

历史文化地标了。一如本文所探讨的乔治市华人古迹故居，当初兴建并非有

意让它成为古迹、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时至今日，历经百年岁月的老宅，成

了文化古迹。这些建筑的功能，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唯有经得起风

吹雨打、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或得到保护的建筑物，始得以留存下来。 

通过建筑的功能演变，能够看出建筑物在转变的过程中，其物质面貌与

精神象征，从最初的原始面貌到目前的情形，前后有何不同，以及建筑功能

转变的过程与原因。依此而言，本文在讨论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 演

变，指的即是建筑物的“物质功能”（或使用功能）与“精神功能”（包括

文化意涵、艺术象征）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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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居” 

根据 2014 第 3 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故居”是指“曾经居住

过的房屋和院落”。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郑景贵、张弼士及叶祖意之故居，

三位人物都是十九世纪槟城华人社会政商界的著名侨领，彼等之故居被视为

“名人故居”。在今天，这三座故居既是建筑遗产，又是文化遗产。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问题 

一、为何研究槟城乔治市 

本文的研究动机源于笔者当初单纯的想法，主要在于探讨槟城乔治市进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册后，在世遗光环的冲击下，在世界各地的旅客涌入乔治

市之后，在乔治市古迹区的屋价地皮被炒高之后，这个以多数华人为人口的

城市，其古迹建筑的居住功能（即物质功能，也称使用功能）与精神功能有

着怎样的改变。在深入研究后，笔者发现：当我们把槟城乔治市的华人古迹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免不了要真正考虑槟城乔治市的历史文化轨迹与

华人古迹的密切关系，并从各角度来进一步了解乔治市这个老城的发展脉络。 

槟城是英国政府殖民马来亚的第一个殖民地，十八世纪中国闽粤一带的

移民浪潮，也以槟城为目的地。从中国近代史或海外华人史的角度切入观察，

可看出槟城的重要地位与角色。槟城是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事业根据地，自

1905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曾踏足槟城五次，并在此策划了黄花岗起义，

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张少宽，2004：13-14）。1910年，同盟会南洋支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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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迁往槟城，槟城乃成为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由此可见其重要性。同

样在1910年，后世史家称为“庇能会议”的广州起义即在此召开（颜清湟，

1982：265-266）。凸显了槟城华人在辛亥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因此选择槟城作为研究区域自有其历史意义。 

乔治市位于槟岛的东北角，是槟城的首府，也是槟岛乃至整个北马区的

政治、金融、旅游、文化和高等教育中心，有其举足轻重之处。槟城的独特

性除了它是英国殖民化马来亚的滥觞，而且是华人人口最集中的一州，乃至

最后形成了以华人为主导的政体（谢诗坚，2003：210）。乔治市于2008年7

月7日正式和马六甲州的首府马六甲市联名作为“马六甲海峡历史古城”，

共同登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文化遗产（World Heritage 

Site）名录，并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乔治市是历史岛屿港埠”为题，

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虽然乔治市、马六甲联名申请入

遗，实际上，两地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与世遗古迹建筑。从两地开埠先后的

历史来看，马六甲始建于1403年，槟城开辟于1786年；槟城乔治市的开埠与

历史不比马六甲来得早，但是，其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事迹却堪比马六甲丰

富有活力、多彩多姿。马六甲所展现的是历史的宽度，槟城所呈现的是历史

的厚度。如前所述，乔治市世遗区有4665间老建筑，保留了全世界最为完整

的街屋与店屋，其中涵盖了华人传统文化的寺庙、宗祠、家庙及华人社区；

回教文化的清真寺与周围的回教社区；印度文化的庙宇与社区；基督教文化

的教堂与社区；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社区。四大文明与宗教、多元种族的文

化特色，加上不同时期的殖民建筑与丰富的海峡折中式建筑，这些有形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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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文化遗产，构成槟城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相比马六甲的世遗范围只是

圣保罗山及其周围的政府建筑物、博物馆、教堂、广场、葡萄牙与荷兰的城

堡遗址等，以及拥有超过600间店屋与住屋、宗教建筑、古墓等的历史老街

区，乔治市古迹区无疑是丰富得多。乔治市与马六甲同样拥有一条和谐之街

（Street of Harmony），屹立着不同的宗教场所，反映出多元和谐的社会。

乔治市在这区域表现出一种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建筑风貌，厚重的历史与现今

的日常生活完美交融的情景。乔治市在沿海一带有英国殖民地区域，华人围

绕着大街（China Street）定居，唐人街旁边是小印度区，马来人则以亚齐回

教堂为中心聚居。无疑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网站7上这样的一句话：

“乔治市和马六甲构成独特的建筑和文化城市景观，不会在东亚和东南亚地

区的任何地方可以找到”是深具意义的。 

由于乔治市这个世遗城市的特殊地位，拥有许多华人古迹的乔治市必然

有它本身独特的条件，加上多元属性的文化，是槟城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槟

城是中国境外至今仍维持完好文化传承的地方（黄木锦，2012：375）。全

面了解乔治市古迹的发展过程和变迁，认识古迹保存在乔治市所占的重要地

位，是研究华人古迹功能演变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笔者选定槟城乔治市的

原因。 

 

 

 

                                                           
7

Melaka and George Town, Historic Cities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http://whc.unesco.org/en/list/1223/ 

http://whc.unesco.org/en/list/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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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华人古迹的目的 

    世界上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或自然价值的古迹，因两次世界大战

和许多地区性战争，而遭到了令人痛心的破坏。促成人类文化遗产进一步的

摧毁与灭亡，主要在于现代化的建设。为建设先进城市，迈向科技化社会的

理念，不少古迹和文化往往成为被牺牲的对象。一个古迹可能是历经千百年

岁月的累积，可能在一瞬间消失，而且将永远失去，无法重来。最让人惊心

动魄的莫过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于 2001 年 3 月的疯狂毁佛行动，由于人类

的疯狂无知，阿富汗两尊历史悠久、艺术价值极高的巴米扬（Bamiyan）大

佛在全世界的震惊中，被炸成了碎块，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谴责（南

方朔，2001）。但类似的悲剧不会只发生在遥远的巴米扬小村，一触即发的

战争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在与古迹保存产生对峙与矛盾。2012 年，由于

埃及局势动荡，典藏世界级古文物的埃及博物馆无法幸免，同样遭到暴民大

肆捣毁、劫掠与破坏。人们对古迹的维护不力，稍有差池就会对自然和文化

遗产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近年来，极端组织 The Islamic State (简称 ISIS)以劫掠文物来为军事行

为获取资金，对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文物古迹大事破坏。伊拉克和叙利亞共有

十一个历史遗迹在世界遗产名录或预备名录中， 然而，仅仅 2015 年，先后

被破坏的包括巴尔米拉（Palmyra）古城的夏明神庙（Temple of Baal-Shamin）

和贝尔神庙（Temple of Bel）、伊拉克古城豪尔萨巴德（Khorsabad）、拥

有二千年以上历史的赫拉（Hatra）古城、苏尔博物馆（Mosul Museum）及

馆内物品以及尼尼微（Nineveh）的奈尔迦尔门（Nergal Gate），更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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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动还包括 2014 年对约拿之墓（Tomb of Jonah）的严重破坏。约拿是基督

教和犹太教中的先知，也是伊斯兰教先知之一。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

英博物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极端组织这种针对文化遗產的破坏和毁

灭性行为，均发出严厉的谴责（何清涟，20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 1972 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截至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包括大马都已签署。这项公约的制

定，旨在考虑到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毁坏与消失，都会造成世界各民族遗产

的匮乏，永远不再回复，这是人类共同的损失。文化遗产是凝聚民族历史和

精神的公共财富，需要人们共同珍视，才能使其世代传承、发扬光大。在马

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大环境里，由于历史的因缘以及各项主客观因素，特别是

晚近以来，由于政治社会的变迁，传统价值的演化，国内不少华人历史文化

古迹，尽管对华人社会是如此重要，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遭到不同程度

的损伤，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危机。1984 年至 1986 年，马六甲州政府决引用

法令征用三保山。三保山是早年南来华人的安息之地，敬奉祖先及尊重先人

的安宁是华人的传统习俗，具有文化与历史价值的墓地，岂可被铲平？在朝

野政党与社会大众的极力争取下，最后马六甲州政府决定把三保山列为历史

文化区（陈亚才，2000：49-78）。1985 年，柔佛州政府宪报公布征用新山

整个 Kampung Pahang 区的土地，包括新山百年华人古庙。这座见证先贤南

来开埠的历史文物，在华社力争数年之后依旧不保。1991 年 12 月，新山古

庙山门与风雨亭被当局以暴力摧毁，化为断垣残砾，使得古庙的完整性受到

严重的破坏（陈亚才，2000：87-95）。1994 年，吉隆坡市政府宣布征用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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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场路广东义山坟地，占地约五百英亩的各宗教义山被献议搬迁。本着对

文化的尊重和坚持，各乡团会馆衮衮诸公与华社坚持义山不能轻易交换或交

易。经历多时的义山搬迁争议，直到 2000 年才得以圆满解决，并议决美化

义山成古迹公园（陈亚才，2000：119-170）。从以上的例子来看，可知华

人古迹所承受的冲击。 

早期到槟城拓荒的中国移民，并非单一的华人群体，他们多来自闽粤地

区，因此乔治市的建筑物也都传袭了闽南与岭南的建筑风格。这些建于十九

世纪的华人古迹，建筑设计与材料来自中国，建筑类型很多，同时保留了历

史的原型。雕梁画栋充满古色古香的韵味，屋顶上的泥塑、墙上的彩绘、堂

前的石雕、建筑内外的对联，无不展现来自中华文化的艺术精髓，也是华裔

先贤南来开拓槟城的历史见证，证明先辈在开埠建国中所留下来的血汗史料。

如前所述，这些传统建筑物，有些带有中西合璧的风貌，它们既是槟城乔治

市的文化特色，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真实见证，有着极高的历史、

文化、艺术与科学价值。这些不同功能与不同形式的古迹建筑，共同组成了

槟城乔治市这两百多年来的历史篇章，同时也反映了不同年代的生活方式与

社会组织。 

古迹建筑体现了居民的经济、社会结构与价值观，有助于诠释一个民族、

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华人古迹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原已不长，古迹亦不多，

如果我们还不竭力保存面临流失的古迹，又以什么传承给我们的后代？我们

可以想象，如果失去了华人古迹，失去了历史的场景与实物，华人历史古迹

的文化内涵和传承必然受到冲击。如果失去了华人古迹，槟城乔治市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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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风貌必然顿失颜色！如果古迹不保，乔治市世遗之名必然岌岌可危。古

迹维护有助于丰富我们的历史内涵，保存并发扬我们的文化。华人古迹对华

人社会如此重要，但我国华人古迹的历史文献却是如此有限。黄木锦深感拥

有百年历史的槟城华团组织，应该更加关心槟城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其

永续经营的发展趋势的重要性（2012：359）。保存古迹、维护古迹、研究

古迹，从我们这一代、从我们自身做起。笔者选定华人古迹中的故居作重点

研究，目的是希望可以为华族之历史文化古迹，保存一些资料，作点滴的累

积与传衍，以弥补现有文献资料之不足，为华人文化传统与历史厚度，为古

迹之永续经营与发展，尽一份微力。 

 

三、研究古迹功能演变的目的 

    在时代的巨轮下，在发展饱和与地皮日益昂贵的趋势下，城市里的许多

老建筑被转变为其他用途、或被拆除再重建发展，似乎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尽管这些老建筑背后或曾有过一段辉煌的过去，或者其建筑形式具有某种独

特的意义，却因为建筑外观看起来破旧碍眼而无法觅得知音人，或因为建筑

发挥不了本身最大的经济效益，最终面临了转型、甚至终究要被抛弃淘汰的

命运。我国已故华裔富商蔡正木（1880-1940）的故居“The Bok House”，

建于 1926 年，位于吉隆坡尺土寸金的闹市。一代商贾之家，是一座深具特

色的文化遗产。外观仿文艺复兴建筑样式，同时加入了考量本地热带气候而

设的阳台空间，具有通风采光等设施，代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建筑。在二战

期间，大宅曾被日军征用作为横滨正金银行。战后，蔡氏故居改为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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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至 2001 年，大宅前厅被改装成以法国餐闻名的 Le Coqdor 餐厅，蔡

家家族成员仍居于后院。此后，蔡正木故居一直被空置。这栋充满历史意义

的豪宅，虽然设施保存完好，却于 2006 年 12 月在一片反对声浪下，正

式被拆毀，在发展的洪流下走入历史（谢林霖，2014）。此外，对发展吉

隆坡贡献极大的著名矿业资本家陆佑（1846-1917），其结合中西风格与特

色的故居“东兴园”，同样未得到政府或民间团体的重视。陆佑的豪华故居，

如今改成私人律师楼；尽管这也算是一种古迹保存的方式，然而，始终失去

了历史文化资产的意义（星洲日报，2013 年 6 月 16 日）。张集强认为，陆

佑故居、陆秋杰故居、以及槟城的张弼士故居与郑景贵故居等，具有精致的

雕刻，即使放在马来西亚的建筑史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09：435 ）。  

槟城乔治市的华人古迹，在近三十年中，随着市区内的发展、改造规

模与力度的加大，加上旅游开发的需要，不少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建筑都发生

了改变。如名人宅邸、商业建筑、甚至地标性建筑，不但在外观上，也在功

能形式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人会认为，名人早已远去，留下的不过是

昔日的老宅子，在时代巨轮的转动下，早已今非昔貌，有何看头？孰不知，

几乎每一处名人故居都有屋主极为鲜明的性格。这些正在悄然消失的故居，

那被岁月风雨侵蚀得斑驳的门窗内，掩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蕴藏

了丰厚的人文风景线。这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其重要的保存价值。 

如前所述，乔治市华人古迹中的豪门大宅如郑景贵故居成了“侨生博

物馆”，张弼士大宅变成展览馆兼豪华旅馆，叶祖意故居转为叶祖意博物馆。

原本的豪门大宅，不再有人居住其中，建筑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有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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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尤其是建筑物改为展览馆之后，老建筑作为展示之用，肩负的是为

屋主提供商机，而非屋宅的家居功能与价值，这使得古迹建筑的物质功能与

精神功能，乃至历史感与社会责任感逐步缺失。梅淑贞在《乔治市卷帙》的

序文中指出：原来的硬体建筑一旦改变了，建筑里的软体也将逐渐流失，一

如旧的人亦慢慢凋零，然后，口述历史也消逝了（2016：6）。为了保存民

族的记忆与历史，为历史作记录有其必要。 

一个城市的记忆，包含过往的一切。要了解这个城市的过去，必须从

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寻找刻痕的铭记，包括残缺的边缘。而城市的符号，就

如在寺庙可以见到神像，带着特殊的象征，信徒可以藉此辨认神祗，进而诚

心地祷告。一座建筑没有任何招牌，仍能靠形式本身，以及它在城市格局中

所占位置，展示其功能。故此，建筑的价值，在于其功能所衍生的符号（卡

尔维诺，1993：24）。古迹的保存与否，与建筑的使用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建筑的使用功能又与居民的生活紧密相关。如果紧系民生的空间消失了，

居民搬走了，社区邻里的亲密网络将被破坏。如果老建筑改头换面转型了，

建筑的功能改变了，极可能让古迹的生存备受威胁，乔治市丰富多姿的风俗

民情与人文生活亦将逐渐变质或消灭。汉宝德指出：如果把建筑看作文化的

具体表征，那么一个民族传统建筑的灭亡就应该是该文化的衰亡（2013：

21）。 

由上观之，可知古迹的功能演变是一个重要且值得重视的研究议题。

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前人文献有关名人故居的研究颇为有限；许多人

只看到故居建筑今日的形式面貌与所扮演的功能，而不知建筑的原貌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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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居在转型后，其建筑面貌与地位、包括屋内的装饰等，都变成附属的

身份。因此，本篇研究的立意在于为华族历史、华人古迹故居的功能演变作

一个保存的记录。探讨郑景贵、张弼士与叶祖意故居的的功能演变对于乔治

市之发展，具有什么意义？又有何影响？ 

 

第四节 研究范围 

    前文提到，由于东方与西方文明在槟城碰撞，孕育出了槟城独特又丰富

的岛屿文化。槟城的历史特点、社会之现状，乃至槟城的华人古迹，是华人

人口作为历史上主流建设之力量所形成的社会历史的结果。由于槟城早期的

华人多数是中国移民，这些移民自然而然也把原乡的传统文化移植到新的聚

居地，借以建构与原乡熟悉的生活环境。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中国古代建筑

是源远流长的独立发展体系。这个体系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已初步形

成。直至二十世纪，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结构和布局，而且传播到其他国

家（尹国均，2008：1）。由于槟城乔治市的华人古迹与中国传统建筑有着

密切的关系，在探讨本研究的范围时，笔者将依据中国建筑的分类，把乔治

市的华人古迹分门别类。 

关于中国建筑的分类，建筑界的学者专家各有不同的归类方法，有者以

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归类，如出自乔匀、刘叙杰等的《中国古代建筑》，这

部号称“第一本中国建筑通史”把从原始社会与夏、商、周的建筑开始，至

清代建筑，按朝代的历史顺序把建筑分类（2003：103-187）。这种分类法

固然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建筑的发展脉络与演进，然而，放在乔治市的华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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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建筑来看，乔治市两百多年的的历史并不像中国般分历朝历代；因此这种

归类法，显然是不恰当的。楼庆西在《中国古建筑二十讲》中以按城市、宫

殿、坛庙、陵墓、宗教建筑、园林与住宅等七种建筑类型加以分别（2004a：

iii-iv）。此类分法，对于乔治市本身即是一个“城市”的古迹建筑，同样

是不适合的。 

尹国均在《帝国符号》中，把中国古建筑按功能分为七大类：1.居住建

筑——这是人类最早创造的建筑，主要有穴居和干栏两种。原始社会的穴居

正逐步朝着宫室式住宅演化，而宫室式的代表类型是四合院。2.城市公共建

筑——主要包括城墙、城楼与城门，还有钟楼和鼓楼。3.宫殿建筑——宫殿

是帝王举行仪式、办理政务与居住之所。4.礼制与祭祀建筑——凡是由“礼

制”要求产生并被纳入官方祭典的建筑，称为礼制建筑，凡是民间主要以人

为祭祀对象的，称为祭祀建筑。5.陵墓建筑——是专供安葬并祭祀死者而用

的建筑物。汉代以后，帝王墓葬称陵，臣庶称墓。6.佛教建筑——包括寺院、

塔和石窟三大类。7.园林和园林建筑——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

园林和风景名胜四大类（2008：2-3）。笔者认同尹国均的建筑分类法，本

论文也采用这样分类。 

虽说槟城的华人古迹建筑源自中国，然而，与中国大陆相比，槟城乔治

市华人古迹里并没有堂皇庄严、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也无官方祭典的礼制

建筑如天坛、祈年殿和社稷坛等，更无规模宏大的园林建筑；8有的只是居

                                                           
8
中国的园林建筑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和风景园林四大类，构成的元素有

山、水、花木和建筑。是多种艺术的综合体，反映着传统哲学、美学、文学、绘画、建筑、

园艺等多门科学艺术和工程艺术的成就。详见楼庆西(2004a: 19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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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筑，包括民居和官宅，以及祭祀建筑如庙宇与宗祠。其中，中国建筑类

别中的“墓陵建筑” 是指帝王之陵，乔治市古迹的里只有臣庶墓地，并无

帝王之陵。墓地象征华人文化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历史，是当年拓荒华人

的安息墓地，有其重大意义（黄文斌，2012：5-7）。然而，墓地不在乔治

市古迹范围之内，故本文不予论述。 

本文根据槟城州政府联合槟城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和槟城博物院（Penang 

State Government, Pusat Warisan Pulau Pinang, Lembaga Muzium Negeri 

PulauPinang）所提供的古迹范围资料，列出乔治市的世界文化遗产古迹区

与重点古迹，再从中列出华人古迹，并根据中国古建筑按功能分类，将华人

古迹分为（一）居住建筑、（二）祭祀建筑。 

乔治市的世界文化遗产古迹区分为（一）古迹核心区（Core Zone）：

占地 109.38 公顷，内有 2344间古迹建筑。（二）古迹缓冲区(Buffer Zone)：

占地 150.04 公顷，内有 2321 间古迹建筑。古迹保留区占地共 259.42 公顷，

拥有 4665 间古迹建筑，这些古迹建筑物多为华人老店屋。根据槟城州政府

联合槟城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和槟城博物院，乔治市内的重点古迹为： 

1.钟楼（Clock Tower） 

2.康沃利斯堡 （Fort Cornwallis） 

3.战争纪念馆（War Memorial） 

4.市政厅大厦（City Hall） 

5.槟州大会堂（Town Hall） 

6.莱特街修道院女中（Convent Light Stree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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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院（Court Buildings） 

8.叶祖意故居（House of Yeap Chor Ee） 

9.州议会大厦（State Assembly Buildings） 

10.华盖街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Assumption） 

11.槟城博物馆（Penang State Museum） 

12.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 Church） 

13.观音亭/广福宫（Goddess of Mercy Temple） 

14.福德祠/大伯公（King Street Temple） 

15.侨生博物馆/槟城娘惹博物馆（The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16.马来亚铁道局（Malayan Railway Building） 

17.教堂街码头（Church Street Pier） 

18.马里安曼印度庙（Mahmariamman Temple） 

19．吉宁甲必丹回教堂（Kapitan Keling Mosque） 

20．韩江家庙/潮州会馆（Teochew Temple） 

21．谢氏宗祠（Cheah Kongsi） 

22．龙山堂邱公司（Khoo Kongsi） 

23．亚齐回教堂（Masjid Melayu Lebuh Acheh） 

24．叶氏宗祠（Yap Kongsi Temple） 

25．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Dr. Sun Yat Sen’s Penang Base） 

26．赛阿拉达斯故居/槟伊斯兰博物院（Islamic Museum/SyedAlatas    

         M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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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圣芳济中学（Saint Xavier’s Institution） 

28．梁辉（梁碧如）故居（Leong Fee’s Mansion） 

29．张弼士故居（Cheong Fatt Tze Mansion） 

30．库丁库每故居（Residence of Ku Din Ku Meh） 

31．基督教坟场（Christian Cemetery） 

32．圣芳济教堂（Saint Francis Xavier Church） 

33．孟加里寺庙（Benggali Mosque） 

34．海南庙/ 天后宫（Hainan Temple） 

35．胡靖古庙（Goldsmiths Guild） 

36．鲁班古庙（Carpenters Guild） 

A. 小印度（Little India） 

B. 槟城文化遗产中心（Pusat Warisan Pulau Pinang） 

C. 槟州艺术画廊（Art Gallery Lebuh Acheh & Lebuh  Amenian） 

D. 海墘姓氏桥（Clan Jetties） 

E. 吉宁万山特价市场（Chowrasta Market） 

F. 金饰公市（Gold Baz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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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乔治市古迹区的分布图 

（图片来源：http://heritagegeorgetown.blogspot.my/2010/03/unesco-world-

heritage-site.html） 

 

 
 

其中编号 1 至 25 为乔治市文化遗产核心区（Core Zone）的重点古迹，

编号 26 至 36 为缓冲区（Buffer Zone）的重点古迹。符号 A 至 F 亦为古迹

区。本文将只着重于华人古迹部分，按编号顺序为:8.叶祖意故居、13.观音

亭（广福宫）、14.福德祠（大伯公）、15.侨生博物馆/槟城娘惹博物馆

（郑景贵故居）、20.韩江家庙、21.谢氏宗祠、22.龙山堂邱公司、24.叶氏

宗祠、25.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28.梁碧如故居、29.张弼士故居、34.海

南庙、35.胡靖古庙、36.鲁班古庙及 D.海墘姓氏桥共十五处。 

本文根据中国古建筑功能，再把槟城乔治市的华人古迹归纳成（一）居

住建筑与（二）祭祀建筑二类： 

http://heritagegeorgetown.blogspot.my/2010/03/unesco-world-heritage-site.html
http://heritagegeorgetown.blogspot.my/2010/03/unesco-world-heritage-si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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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住建筑。包括：8.叶祖意故居、15.郑景贵故居、25.孙中山槟

城基地纪念馆、28.梁碧如故居、29.张弼士故居、D.海墘姓氏桥：包括姓王

桥、姓林桥、姓周桥、姓陈桥、姓杨桥、姓李桥、杂姓桥。 

（二）祭祀建筑。包括：13.观音亭（广福宫）、14.福德祠（大伯公）、

20.韩江家庙、21.谢氏宗祠、22.龙山堂邱公司、24.叶氏宗祠、34.海南庙

（天后宫）、35.胡靖古庙、36.鲁班古庙。 

由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范围过于庞大，绝非个人凭能力所能胜任，必须

谨慎加以权衡取舍。经过再三的详细分析与考虑，本研究仅将范围圈定在

“居住建筑”的“故居”这一部分，有关“祭祀建筑”，将不予讨论。然而，

即便如此，因为下列多种原因，本研究的重点，又以叶祖意故居、郑景贵故

居与张弼士三位人物的故居为限，并按个别人物案例，依时代先后加以论述，

即（一）郑景贵故居、（二）张弼士故居以及（三）叶祖意故居。 

以下为本文对华人古迹中“居住建筑”取舍的原因： 

（一）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位于打铜仔街（Armenian Street）120

号，也称“庄荣裕”。根据邱思妮，“1904 年 5 月，槟城阅书报社迁入此

址”（2008：40），指出这儿曾是孙中山革命党人的阅书报社第二个社址。

这里也是孙中山于 1910 年 11 月 14 日，即后世史家所指的“庇能会议”9之

隔日，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的场地（邱思妮，2008：52）。笔者曾访问槟城

民间学者张少宽，10张少宽指出“庄荣裕”其实是孙中山所倡议创立的“槟

                                                           
9
“庇能会议”是于 1910 年 11 月 13 日在柑仔园 404 号址召开。详见邱思妮(2008：50-51)。 
10
访问张张少宽——日期：2014 年 5 月 2 日，地点：槟城晋江会馆，时间：2.00pm-4.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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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阅书报社”曾经租赁的会址。即从 1909 年 4月至 1912年 2月，前后不到

三年的时间（2016：215-216）。基于 “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并非“孙

中山故居”，故本论文不予论述。 

（二）海墘姓氏桥，座落于槟城乔治市的渡口码头的海墘街（Weld 

Quay），被列为文化遗产的核心区之一，目前有七座不同姓氏的姓氏桥。

姓氏桥是槟城自由港口的原址，也是早期华人苦力南来最先落脚聚集讨生活

之处。虽然姓氏桥是属于居住建筑，但并非个别“故居”建筑。本文以“故

居”为研究，因此姓氏桥不在本论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三）郑景贵、张弼士与叶祖意之故居，经过岁月的变迁，皆已转型为

“博物馆”。梁碧如故居虽也列入华人古迹区内，亦是名人故居，但其故居

改变为赤道艺术学院，与转型为博物馆的郑、张与叶的故居不同类型。此外，

梁碧如与张弼士同样曾经担任清廷驻槟城副领事，本文选择张弼士作为研究

对象之一。因此，梁碧如故居不在讨论的范围内。 

（四）郑景贵、张弼士与叶祖意三人南来的时期有先后之分：郑景贵

（1821-1901）于 1841年离乡背井南来；张弼士（1841-1916）于 1858年出

洋至印尼的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谋生，后到槟

城定居 ；叶祖意（1868-1952）则于 1885 年远渡重洋到槟城谋生。本论文

将依先后的次序，论述三人的生平与故居之功能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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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郑景贵的身份为华人“甲必丹”，具有代表本土官衔的地位；同

时又受清廷诰封资政大夫（二品官），兼赏“戴花翎”。11张弼士为清廷驻

槟城副领事，后升任为新加坡署理总领事，代表南洋侨领的身份。因此，本

研究将郑景贵与张弼士列为“具有官衔”的人物，并讨论其故居的功能演变。

叶祖意身为殷商，并无官职，因此本文将从“未具官衔”的人物角度论述其

故居功能演变。 

本文在乔治市华人古迹的研究里，探索乔治市本土的移民文化之特质，

也从历史文献追溯华人定居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将着重于乔治市三大侨

领巨富，包括：华人甲必丹郑景贵、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张弼士，以及殷商叶

祖意的生命历程与家族起落，并探讨其作为华人古迹之故居的发展脉络、功

能演变和其中的兴衰原因。 

 

第五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槟城的移民与其历史有着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从移民那一代开始，遥

跨时空、飘洋过海踏上槟城这个岛屿讨生活，许多人都留在这岛上扎根，传

宗接代、开枝散叶。久而久之，居住的异乡之地成了故乡，而故乡却成了遥

远的异乡。从乔治市的华人古迹可看出时代的变迁，移民文化的发展和历史。

古迹，是来自历史的声音，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就以一座古庙为例，

从庙里的神祗、格局、记载创立及修建沿革的碑石等，可以直接或间接的看

                                                           
11
清朝官员的官帽顶部称为顶戴，可以通过顶戴的颜色判断官员的级别。“花翎”即孔雀尾

羽钥，饰于冠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貴族特有的冠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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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地方发展的历史、居民的背景和他们的社会生活（陈亚才，1999：

50）。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新建筑的功能日趋复杂。在这样一个新的时

代中，乔治市大部分历史古迹在种种影响下，已改变了面貌，也扮演着不同

的功能。古迹的使用价值已大大降低，它们的历史价值也日益淡化。若干年

後，乔治市的华人古迹区或许完全丧失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魅力，甚至连世

界文化遗产的地位也不保。古迹的保存与否，古迹的功能演变，确实与社会

大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着深远和重大的影响。正如台湾古迹专家王镇

华在《中国建筑备忘录》所说：“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看看这个地方对待

前贤与古迹的态度就可知道”（1984：序）。无可否认，古迹的功能演变蕴

含一种无形的文化价值，而大众对古迹的维护与存在价值，显现在他们对文

化和历史意识上的共识。 

十九、二十世纪的槟城，虽然受英殖民政府统治，然而，当时的华人社

会，依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新马华人社会，财富成为构成社会身

份地位的主要指标，是决定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一些移民在经过一段时间

的克勤克俭与艰苦奋斗后，逐渐上升为中介商人和零售商人，形成一个中产

阶级，有者则成了雄才厚资的富翁。一些发迹后的华侨商绅开始为自己建造

家园，也投入社会的创建工作，做出种种的贡献。而另一边的祖国，也就是

当时的中国，由于战乱频繁，国势江河日下，加上水灾频发，清廷国库财政

衰颓，于是大开捐纳制度。这种卖官鬻爵的措施在华侨大资产阶级中，掀起

了强烈的回响，新马不少著名富商纷纷向清政府捐购官爵（颜清湟，2010b：

65）。这些富商向清政府购得爵衔后，使用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富有和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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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官时大宴亲朋戚友以示庆祝，在各种社交场合穿戴官服以示官阶，兴建豪

华住宅以显示其身份（林远辉、张应龙，1991：187）。根据颜清湟的研究，

1889 年以后，卖官鬻爵已成公开化。唯当时所有捐官都限于虚衔，官职并

无鬻卖（2010b：59-64）。这种捐纳制度为富有的华侨提供了晋升、取得名

衔的机会，满足了他们追求官职、财富、声望的观念，实现他们衣锦还乡、

光宗耀祖的期望；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地位，并扩展他们

的经济利益。因此，财势雄大的富商都趋之若鹜，而且都成为清朝政府吁请

捐助的对象。事实上，所谓“鬻官”，其实就是建立在清廷与华侨互惠互利

的基础上。 

本论文研究的第一位对象——郑景贵（1821-1901），靠着采锡起家，

为海山派首领，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马来亚最具影响力的华人锡矿家（黄文

斌，2016：1）,他也是拉律战争（Larut War）的历史关键人之一，是当时

华人社会帮群领袖中的一位典型人物。富甲一方的郑景贵，成功后努力回馈

社会，对于槟城和霹雳两地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公益，有着巨大的贡献。郑氏

在发迹后慷慨捐输回馈祖国家乡，曾经数度斥资赈济水灾及奖学金，以及十

万金巨额助军费，清庭为表彰他赤诚爱国，特钦加兵备道衔，诰封资政大夫

（二品官）,12且追赠父亲和祖父三代。1886 年，又获清廷赏“戴花翎”；

并且得到英殖民政府封为华人甲必丹，郑氏同时又是霹雳议会议员，是属于

拥有中国与本土双重官职的富商。郑氏于晚年七旬在槟城兴建华丽豪宅“海

                                                           
12
位列二品，当时满清官阶分九品，一品最高。县令列七品，州官也不过四品。郑景贵之诰

封资政大夫亦是属于卖官鬻爵。详见颜清湟（2010a：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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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栈”和家祠“慎之家塾”，其大宅海记栈的多功能及表现的综合体建筑，

被认为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陈耀威，2013：51）。陈耀威评论慎之家塾的

精工和细致程度，在新马的广府建筑中首推第一，甚至可说是东南亚最精致

的广府建筑（2013：74）。十九世纪末，槟城华人社会上，郑景贵的赫赫气

势与雄财势力，让人侧目。 

本文的第二位研究对象——张弼士（1841-1916），同样是来自中国的

移民，在印尼经商起家，成为富可敌国的企业家。张弼士既得荷属殖民政府

与英国殖民者的器重，又受当地侨民的拥戴，1893 年，清廷政府在槟榔屿

设立副领事，张弼士被相中担任槟榔屿首任副领事。1894 年，驻新加坡总

领事黄遵宪回国任湖南按察使，张弼士受推荐接任驻新加坡总领事。无论奏

陈商政或建国要务，颇受皇朝器重。张弼士担任领事后，积极发挥雄浑的才

干魄力，忙于穿梭往来中国与新马之间，展开对南洋地区的发展以及对华侨

的保护与照顾，并热烈招揽华侨鬻爵买官，同时大力劝导华侨回国投资。张

弼士对于槟城的公益事业亦是贡献良多，张氏是中华学校的创办人，更带动

华商在新马两地兴办华文学校。二十世纪初，张弼士已是一位蜚声国际的重

要 人 物 ， 被 《 纽 约 时 报 》 称 为 “ 中 国 的 洛 克 菲 勒 ” 13 （ Ronald 

G.Knapp,2010:139）。被公认为东南亚声望最显赫、财富最雄厚的张弼士，

其所兴建的“光禄第”（又名“蓝屋”），被视为槟城最美的房子，乃至东

南亚现存最大的清代中国园林式住宅（联合早报，2012年 3月 7 日）。 

                                                           
13
洛克菲勒（Rockerfeller）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创办人，是当时的美国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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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第三位研究对象——叶祖意（1868―1952），出身乡下贫农，其

白手起家的经历，勇于创业的精神，一直被槟城人津津乐道。叶祖意和其他

成功的移民商人一样，初抵南洋之际，胼手胝足以劳力换取低廉的生活费。

于工作数年后有了积蓄，就开始自立门户，从事一些小买卖，慢慢建立了个

人的信用，才逐渐在其他生意和工商活动发展扩大，后来成为槟城备受瞩目

的实业家和银行家。叶祖意对槟城作出巨大的贡献和影响，是槟城华人社会

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位殷商。其在商界与银行界所展现的锋芒，

让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叶祖意可说是槟城华人从中国南来，在异乡重新

扎根、奋斗成功的典型例子。二十世纪初，叶祖意独资创设万兴利银行，更

成为当时槟城乃至马来亚名噪一时、功勋卓著的银行家。在事业有成后，叶

祖意拥有了本身的住宅。故居是建于 1880 年代的双层店屋，屋宅横跨大伯

公街（King Street）与唐人街（Penang Street）。 

本研究中的三位人物，郑景贵与张弼士这两位绅商，从他们的年龄来看，

两人大约相隔一个时代。郑景贵（1821-1901）较年长、张弼士（1841-1916）

次之，都是属于较早期的移民，并且都是拥有官衔的侨领。他们的资产丰厚、

身份赫赫，在当时的清末时代，算是富贵兼备的商绅阶级。他们的豪华大宅

都是在事业成功后始兴建，堂皇考究的建筑引人注目，并且被列入乔治市古

迹区内。叶祖意（1868―1952）南来的时代较迟，相比上述两位侨领，年龄

亦较轻。叶祖意创业成功后拥资万千，在当时的华人社会已是著名的企业家、

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乃至槟城社会的核心领袖。时至今日，叶祖意仍被誉为



46 
 

独资创办万兴利银行的一位顶尖人物。叶氏并未拥有任何官衔，是一位身家

丰厚的殷商。本文选此三位人物为研究对象，主要在于： 

1．三人皆是十九、二十世纪华人社会拥有丰厚财富的领袖或商人。 

2．皆拥有豪宅。 

3．彼等之豪宅故居已转型为博物馆。 

4. 三人各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郑景贵代表的是本土华人甲必丹，张

弼士代表的是清廷侨领，叶祖意代表平民殷商。  

本文在探讨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时，把张弼士与郑景贵归类为

“具有官衔”的人物，叶祖意则列入“未具官衔”的人物，尝试分析、探讨

二组人物与他们的故居建筑之间的关系。当中包括他们的身份地位与兴建故

居之动机立意有何联系或影响，故居之建筑格局与形式与彼等之身份地位是

否有关联，彼等在世时故居之利用功能、乃至后世以及百年后的变迁等等。 

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是槟城乃至国家的瑰宝，是一个承载着珍贵文化遗

产价值的有机整体。前人的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名人在政治、商场上的成

就，或名人故居在易手后，经过装修转型后的情形。这些研究并未将人物与

故居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以深入探讨其演变的过程与原因。本文的研究意

义在于探讨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故居建筑之功能演变过程与原因，保护与

利用的现状，成功的经验和面临困境的根源，为作为槟城乔治市文化遗产的

华人古迹应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对于华人文化传承的作用、提升民族的文化，

提供理论和现实上的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乔治市华人古迹为主轴，立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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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概貌，包括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以了解其演

变过程与原因。 

2.针对拥有官衔的两位侨领——郑景贵与张弼士的故居，以了解彼等之故居

的功能演变（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过程与原因。 

3.对于未具官衔的富商叶祖意的故居，探讨其故居的功能演变（物质功能与

精神功能）过程与原因。 

 

第六节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使用文献搜集法、实地考察与访谈法来进行史料搜

集，以重新建构槟城早期的社会面貌、发展与社会变迁、乔治市入遗的古迹

范围以及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在本研究中，除了宏观研究的视

角，场景研究将是更重要的部分。本研究认为所谓场景包括空间、时间和人

的活动几个要素。因此本研究主要是通过文献史料，对研究对象（人物）、

历史轨迹和古迹（即故居）进行多方考证，以建构其历史。由于古迹是一

“历史现场”，是一实体历史，场景是立体的，并且在不断的变迁中，并具

有历史现场感，因此本研究也将通过实地考察和人物采访，结合文献的爬梳，

相互反复印证，作实际的论述。具体而言，笔者搜集资料的方法有三： 

一、文献搜集 

    笔者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诸如中、英、巫文的专书论著，研讨会论集、

学位论文、学术期刊的论文、民间文献、网络资料、地图、官方出版品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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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料等，以及报章杂志上的相关文章，作为必要的辅助资料，以增强本论

文的预设与理据。本论文将从官方档案中整理、分析及归纳，厘清槟城乔治

市古迹区中的华人古迹，进而分析出华人古迹的种类，界定研究的目标与范

围，进一步了解华人古迹中居住建筑的功能演变。对槟城开埠的情形之还原

主要以地理位置、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与中国移民为主要对象，这些因素对

于日后槟城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本文主要参考了书蠹所著的《槟榔屿

开辟》、Zakry Abadi 所著的 Pembangunan Pulau Pinang 以及谢诗坚所编

著的《槟城华人两百年》，再对照其他作者的文献著作，以便对槟城的开埠

与发展脉络有全面的认识。此外，一些游记和照片图册等，也是用以还原不

同时期槟城面貌的重要工具，如陈剑虹的《槟榔屿华人史图录》、Khoo 

Salma Nasution & Malcolm Wade 的Penang Postcard Collection: 1899-1930s、

Cheah Jin Seng的PENANG:500 Early Postcards，以及姚枬、张礼千所著的

《槟榔屿志略》，皆透过图片文字反映了槟城当时的情景。 

有关槟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方面，高丽珍的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地方华

人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张少宽有关槟城的系列丛书如《槟榔屿华人史

话》、《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等多本著作以及杜忠全的槟城地方志与文化

的著作集如《我的老槟城》、《老槟城路志铭》等等，为本研究提供槟城开

发以来各时期的社会面貌。邝国祥的著作如《槟城散记》与续集等，详细地

叙述了槟城不同时期的的人物与风貌，颜清湟的《新马华人社会史》与黄尧

的《马星华人志》对于了解新马华人社会变迁的轨迹，进而掌握槟城华人社

会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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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槟城乔治市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册以及华人古迹的范围，官方档

案是不可或缺的。本研究从官方出版品，即槟城州政府联合槟城世界文化遗

产中心和槟城博物院（Penang State Government, Pusat Warisan Pulau Pinang, 

Lembaga Muzium Negeri Pulau Pinang）所提供的古迹范围资料，列出乔治市

的世界文化遗产古迹区与重点古迹，再从中列出华人古迹以进行探讨。由于

大量华人移民的进入，槟城的华人建筑物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建筑

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英殖民政府统治的关系而融合了西方文化。因此本研

究也借助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史纲的专书，理解中国的建筑与文化、中国法律

与中国社会，追根溯源，以探讨中国传统建筑的礼制与文化对槟城华人建筑

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了建筑空间中轴对称均衡的格局，中华文化伦理尊卑

等级分明的布局配置；以方正宽敞的天井体现风水学说；以雕工精湛的的各

种石雕、木雕与砖雕等表征着文化精神；堂号、牌匾与对联等更蕴涵文化意

义；建筑的颜色亦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分类。本研究在讨论故居建筑时将对

这些特征加以探讨。此外，本研究亦借助英文版本有关英国殖民地建筑文化

对这些古迹的影响作出探讨。西方文化对华人古迹的影响包括外廊或五脚基、

苏格兰铸铁铁花栏杆与英式拼花地砖等。本研究将透过爬梳中西建筑形式的

衍生与发展脉络，分析槟城华人建筑的发展轨迹。 

本研究有关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之范围，是以郑景贵、张弼

士及叶祖意故居为例。从十九世纪至今，经过岁月的更迭与人事的变迁，这

三座名人故居已出现很大的改变。三位人物活跃的年代与所兴建的故居并非

在同一个时期，因此必须将不同角色与故居之功能演变的情形加以厘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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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透过参考前人的文献来看郑景贵其人与故居的功能演变；此外，由于郑

景贵在当时是秘密会社海山党党魁，又是著名的锡矿家，本研究也参考了秘

密会党与锡矿业等著作，梳理出槟城与太平一带秘密会社的发展及其与矿工

之间的关系，进而讨论郑景贵的生平与故居之功能演变的过程与原因。 

张弼士及其百年故居——“蓝屋”在槟城有着显著的重要性，但本地学

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韩信夫与杨德昌编著的《张弼士研究专辑》提供

了许多张弼士的生平事迹，Lin Lee Loh-Lim 所著的 The Blue Mansion：The 

Story of Mandarin Splendour Reborn，图文并茂地详述了蓝屋的原貌、修复过

程与之后的使用。本研究也进一步蒐集了报章上有关张弼士故居的文章，配

合叙述张弼士故居的建筑专书来建构张弼士故居的功能演变过程与原因。  

本研究的第三位人物——叶祖意的资料非常缺乏，Tsu- I Yeh零碎拼凑

的 Biography of Towkay Yeap Chor Ee具有不少参考的价值。此外，《槟州南

阳堂叶氏宗祠2010-2011》的特刊与《南洋名人集传》，蕴含了叶祖意的一

些历史事迹。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有意采访叶祖意的孙子叶良发，以填补

叶氏故居资料残缺不齐的部分，经对方婉拒后，笔者透过收集民间的资料、

一些访谈以及多次的实地考察，亲身参观叶祖意故居并作详细的考察，加以

确认基本的史实与研究的推论。 

 

二、实地考察 

本研究主要是对名人古迹故居的关注，笔者以实地考察的方式参观与考

察现场，并辅以采访和收集口述资料。笔者以为，唯有通过实地观察与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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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才能更接近故居变迁的历史面貌。笔者参观的故居包括郑景贵、张

弼士及叶祖意故居，这三座故居历经百年岁月都已转型成不同功能的博物馆。 

通过参观侨生博物馆（郑景贵故居）、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张弼

士故居）与叶祖意展览馆（叶祖意故居），考察这三座不同建筑物内外的建

筑形式、格局与各类装饰、堂号牌匾、对联条屏、古董文物、老照片与重要

文件等，不仅可协助本研究重构建筑的原本面貌与没落时期之相，也可借此

建立本研究的古迹故居在不同时期的建筑功能，包括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

笔者在考察的过程中也拍摄不少照片，作为记录与佐证。 

这三座博物馆（展览馆）都是开放给民众参观，但个别的开放程度毕竟

有别。以侨生博物馆来说，导览员会带领公众参观每个区域，并加以解说，

参观者也可任意拍摄照片或自由参观，逗留时间也不拘。考察的过程显得从

容，对建筑物的构造与各类文物也可仔细观察并拍摄，得以补充文献上的不

足。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的约束较多，观众只能在特定的导览时间才有

机会入内参观。由英文导览员带领参观主建筑，时间只有区区的四十五分钟，

许多区域严禁拍摄。要在里头取得实际资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本研究同

时透过文献与网络取得相关资料，再加以实际对照。叶祖意展览馆的参观时

间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观众可自由参观或拍照。展览馆提供的是语音（华语

与英语）导览，音响并不理想，幸有一本简单的小册子补充了这方面的不足。

叶祖意展览馆经过大事装修，建筑面貌已大不相同，在论述建筑的功能演变

部分有一定程度的局限与难度。本研究大量参考同时期的店屋建筑文献，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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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亲身参观乔治市这时期的店屋，并作比较，以期得到一个接近原貌的情

形。 

三、访谈 

基于笔者的研究对象为乔治市华人古迹故居, 故笔者采访了长期居住在

槟城的地方人士，一些对古迹建筑有深入研究的专业人士与建筑师，并做近

距离的访谈，以取得相关资料。访谈内容主要集中在乔治市入遗与华人古迹、

郑景贵、张弼士与叶祖意在槟城的轶事以及他们的故居演变。其中进行较深

入访谈的人士如下： 

1. 王福顺（侨生博物馆经理）——日期：2014年 5月 1日，地点：侨生博   

物馆，时间：12.50pm-1.20pm。 

2. 张少宽（槟城文史工作者）——日期：2014 年 5 月 2 日，地点：槟城晋

江会馆，时间：2.00pm-4.10pm。 

3. 林玉裳（槟城古迹信托会主席）——日期：2014 年 5 月 3 日，地点：林

玉裳寓所，时间：9.30am-11.30am。 

4. 杜忠全（《老槟城》系列作者）——日期：2016 年 4 月 11 日，地点：

金宝拉曼大学校园，时间：11.00am-11.40am。 

5. 陈耀威（槟城文史工作者兼文化遗产保护师）——日期：2016 年 11月 6

日，地点：拉曼大学双溪龙校园，时间：4.05 pm-4.30pm。 

6. 江柏炜（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日期：2016 年 11 月 27 日，地点：拉

曼大学双溪龙校园，时间：4.10pm-4.30pm。 

7. 谢清祥（老槟城人）——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地点：槟城龙山堂，

时间：10.00am-12.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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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与社会学范畴，

因此本研究除综合前人相关研究，以作为论述根据外，也将以上述几种学科

作为理论基础，再综合建筑学的功能理论来进行分析讨论，以期挖掘华人古

迹的居住功能的演变过程与原因。本研究试图采用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的“功能主义建筑”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解读古

迹建筑中典型场景的文化符号意义和功能（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勒·柯

布西耶认为自古以来许多建筑都是注重功能的，建筑的形式应该服从它的功

能。建筑必须针对一些家庭的需要，使私人居住空间的创造和公共空间的规

划协调一致。其中心思想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周嫄，2006:46-47）。

楼庆西同样强调建筑拥有两方面的功能，即是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2004a：

366-367 本研究同时使用比较的方法，以互动的视角考察槟城乔治市二战前

后华人侨领与华人社会的关系，及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索三位不同身

份地位的侨领与富商在不同时期兴建大宅，他们与大宅之间的联系，以及转

型后的大宅之新功能，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 

第七节 文献综述 

本文以研究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为主，故笔者必须大量结合

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文献资料，探究专家学者对“古迹”的研究成绩。华人

古迹的功能演变对乔治市未来的古迹地位，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但

是，马来西亚官方向来不重视有关华族的研究工作，古迹研究多靠民间的力

量，目前所出版的关于槟城华人古迹的著作数量可说非常稀少。笔者根据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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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研究目的翻查前人的研究文献，发现近年来有关古迹建筑的研究主要体

现在专著，也有少数的论文与报导文学。 

 

一、与槟城华人故居有关的专著 

与本论文华人古迹故居相关的专著主要有陈耀威（2013）的《慎之家塾

与海记栈》、Chan Suan Choo（2011）The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A 

Museum of Straits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以及 Lin Lee Loh-Lim（卢林玲

理）（2012）的 The Blue Mansion: The Story of Mandarin Splendour Reborn

（《蓝屋•张弼士故居传奇》）这三本著作。前二者写的是同一座华人古迹

建筑——郑景贵故居，后者写的是张弼士故居。陈耀威主要是以建筑师的专

业角度，解说郑景贵的两座古建筑——“海记栈”与其家祠“慎之家塾”的

建造。书中叙述郑景贵其人生平，分析郑景贵的为人与心态，并解读郑景贵

当初建屋的动机与立意，同时讨论两座建筑物的总体规划、建筑形式、建筑

内涵与象征以及风格与各类传统装饰，尤其着重在“慎之家塾”这座家祠的

构造工艺与精致的装饰。这本书在资料研究上的一大贡献是作者以其专业的

建筑绘测知识，详细解说两座古建筑的布局与各类建筑装置，为郑景贵故居

的研究者带来极大的方便。作者除了在槟城实地考察，甚至远到中国郑景贵

原乡进行田野调查，严谨考证的精神，令人佩服。作者也通过对这两栋建筑

的仔细介绍与赏析，以雅俗共赏的手法带领读者导览槟城这座重要的文化遗

产。此书可说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从另一方面来看，书中并未讨论郑景贵

故居“海记栈”的功能演变过程与原因，即从郑景贵时代的鼎盛期到其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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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居住，再到大宅出租给散户与后来残旧败坏的没落期，乃至后来转手出

让、经过装修而转型为“侨生博物馆”。只是着重在郑景贵其人与“海记栈”

及“慎之家塾”的建筑，这与本论文从历史角度探讨郑景贵故居的功能演变

之过程与原因，有不同之处。 

Chan Suan Choo 在书中同样提到郑景贵的生平与其人轶事，海记栈的建

造、每个建筑部分的特征与所使用的建材，以及海记栈修复的情形与扩建的

部分。唯更多篇幅是着重于翻新后的“海记栈”转型为“峇峇与娘惹博物馆”

(也称“侨生博物馆”)的情形，包括其中西合璧的建筑格局与各种中西建材

的采用。作者更详细介绍了海峡殖民地峇峇与娘惹之缘起，并大量叙述有关

峇峇与娘惹的生活习俗、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家居用具与器皿，尤其是精致的

峇峇瓷器、金器首饰、娘惹衣饰歌巴雅（Baju Kebaya）以及传统娘惹家具，

更是通过精美的图片一一展现。本书对于有兴趣进一步认识槟城的峇峇与娘

惹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同样的，此书并未从历史角度讨论郑景贵

大宅的功能演变，主要是让读者认识转型后的“侨生博物馆”与峇峇娘惹文

化。郑景贵与海记栈及慎之家塾在书中的出现，像是一种“前身”的角色。

本论文将采用陈耀威在第四章所提到的海记栈之建筑形式以及建筑的内涵与

象征，论述海记栈这座老宅的兴建，然后结合 Chan Suan Choo 所提供的有

关翻新后的“峇峇与娘惹博物馆”的资料，加以梳理整合，以求得到一个完

整的转型的全貌。然后一一论述这座古迹故居在改变面貌与转型前后的不同

功能，即是本论文所要探讨的郑景贵故居的功能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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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Lee Loh-Lim（卢林玲理）所撰写的 The Blue Mansion: The Story of 

Mandarin Splendour Reborn（《蓝屋•张弼士故居传奇》）是针对张弼士故

居——“蓝屋”而写。书中叙述张弼士其人其事与家族，位于乔治市莲花河

路的蓝屋之兴建及其周边的历史轨迹，蓝屋这座建筑物的特色，包括建筑物

的格局与机能以及风水元素。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详细解说建筑物的修复过程

与所采用的各种建材，强调修复大宅的用意主要是为了保存古迹，还原建筑

原貌。本书着重在老屋的新生命，作者亦不忘提出修复的意义及影响，以及

所获得的各项荣誉奖项。作者在书中叙述修复前后的建筑，其外观面貌与内

部装饰在没落时期与修复后之强烈对比，有意带出这座百年建筑在没落残旧

之际，获得有心人的维护抢救，才得以“整旧如旧”，再以凤凰重生的姿态

出现。可以肯定的是，此书提供了许多保贵的参考价值。本书内容大量着墨

于新屋主对修复大宅的付出，以及建筑物在修复后所提供的各种用途与所获

得的荣耀。这和本论文单纯并全面地探讨原主人张弼士与其大宅于不同时期

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的历史演变轨迹，并不相同。 

欧阳姗（2008）的《古城遗书》写的是马六甲的文化遗产，反映了深厚

的葡萄牙与荷兰殖民统治的痕迹。这本书与杜忠全（2016）的《乔治市卷帙》

恰恰成了“双城记”，应合了马六甲与乔治市双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册荣

誉。虽然，这两本书并不直接谈古迹，而是以散文手法叙述了两座古城今昔

的风貌；然而，书中不少内容确实为本论文提供了有关老建筑变迁的启示。 

以书写历史建筑见称的学者 Ronald G.Knapp，其著作 Chinese Houses of 

Southeast Asia，主要是介绍东南亚各地二战前的著名华人建筑物。这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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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建筑书籍有两个章节详尽叙述槟城的郑景贵大宅（Chung Keng Quee 

Mansion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与张弼士大宅——蓝屋（Cheong 

Fatt Tze Blue Mansion )，从建筑师的专业角度探讨充满历史轨迹的老宅院

之建筑结构与特色，包括建筑格局与设计、建筑机能与各种建材的采用，装

饰艺术以及跨文化的融合元素。Khoo Salma Nasution（2012）所撰写的

Heritage Houses of Penang，Julia De Bierre（2009）的著作 Penang Through 

Gilded Door，H.Berbar（2004）的 Journey Through Penang: a pictorial guide 

to the pearl of the orient 以及 Ahmad Sanusi Hassan（2012）的 Architecture 

and Heritage Buildings in George Town Penang，都是属于介绍槟城的各类古

迹的入门书。这几部书图文并茂地叙述了槟城的开埠历史，海峡殖民地多元

文化的著名古迹之建筑特色，提供了不少有关古迹的发展与面貌，唯书中甚

少提及古迹建筑的功能演变。本论文将参考其中有关槟城的历史与古迹的资

料，特别是西方文化对槟城古迹的影响，再以本身从实地考察中所搜集的资

历加以补充论述。 

Tan Yeow Wooi（2015）的 Penang Shophouses: A Handbook of Features 

and Materials，清楚勾勒出槟城老店屋的发展脉络，可看出殖民地统治对华

人店屋的影响。对于有意了解槟城老店屋的读者，此书有极详尽的资料。本

论文将会参考有关建筑的演变轨迹与不同时代的建筑风貌，以了解同样是老

店屋的叶祖意故居之建筑特色，并加以论述叶祖意故居的功能演变。 

此外，有关博物馆的功能，以及与博物馆的历史文化与理论的书籍如：

Abu Talib Ahmad (2015) Museum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Malaysia, B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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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 Politics, Crane,SA 

(2000) Museums and Memory 与 Edson, Gary (1997) Museum Ethics 等，提供了

不少宝贵资料，以进一步探讨转型为博物馆的三座故居。黄贤强编著的《跨

与研究客家文化》亦有多篇论文探讨新加坡与香港的文物馆与博物馆，以及

中国的华侨故居等，这些论文对三地的文化空间进行了跨域比较研究，值得

细读并参考。 

 

二、与槟城华人社会有关的专著与论文 

学术著作方面，槟城学者陈剑虹的《广福宫与槟城华人社会》、《槟榔

屿潮州人史纲》、《槟榔屿华人史图录》与《槟城华族历史图片集》是对槟

城的华人社会、个别寺庙或宗祠会馆的创建与发展做出探讨。陈剑虹编的

《槟榔屿华人研究》包含了以下的研究——私会党、方言群、教育、宗教、

人物，提供了华人社会变迁的资料，展现华人社会在时间与空间脉络下的

“在地化”（Localization）。Wong Yee Tuan（2015）Penang Chinsese 

Commerce in the 19
th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以英文书写，

带领读者窥探槟城福建五大家族，即邱、谢、林、杨、陈五姓氏商人南来落

叶生根的过程，如何引领十九世纪的槟城及周边地区的经济风潮，及其后来

的衰弱过程。对于研究槟城乔治市的古迹变迁，本书提供了十九世纪槟城华

人社会经济脉搏的跳动。 

张晓威对于槟城的论述相当丰富，论文主要涵盖清代侨领人物如张弼士、

谢荣光、张煜南、梁碧如以及革命领袖孙中山，就槟城近代华人社会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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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社区结构以及社会领袖的结构与变迁作出剖析。包括：《商而优则仕：

南洋客籍富商张弼士，生命历程的初步考察》、《十九世纪槟榔屿华人方言

群社会与帮权政治》、《近代中国驻外领事与海外华人社会领袖角色的递换：

以驻槟榔屿副领事谢荣光(1895-1907)为例》、《晚清驻槟榔屿副领事的创

设与首任副领事的派任》、《孙中山与槟榔屿侨社》、《张煜南：十九世纪

末晚清驻槟榔屿的副领事与华人社会领袖》等等，对于了解槟城的社会变迁

与各侨领人物，具有一定的帮助。张晓威也有论文讨论槟城的华人故居，如

《槟城华人在文物维护方面的贡献：以张弼士故居及郑景贵故居为例》，作

者只是针对张弼士故居及郑景贵故居的维护工作作简单的论述，并未结合人

物与故居的演变作出探讨。本论文将参考以上的文献，从各个面向论述乔治

市这三位侨领商绅的故居演变。 

有关槟城的文献资料，黄贤强针对槟城的华人社会与人物亦撰写了不少

论文，如：《历史书写与文化记忆——以张弼士为例》、《梁碧如——二十

世纪初期槟城华人社会的领袖》、《客籍领事梁碧如与槟城华人社会的帮权

政治》、《清末槟城副领事戴欣然与南洋华人方言群社会》、《槟城华人社

会领导阶层的第三股势力》、《槟城的娼妓与华人社会》、《槟城妇女问题

与女子教育》与《孙中山在檳城的革命团体及其互动模式》等等有关槟城华

人社会的帮群互动以及社会课题。对于了解百年前的槟城华人社会，以上的

文献资料皆有助益。 

二战前后的槟榔屿华文书写，如黄尧的《马星华人志》，力钧《槟榔屿

志略》，姚楠、张礼千《槟榔屿志略》、邝国祥的《槟城散记》与《槟城散



60 
 

记续篇》等，提供了许多在地观点。此外，吴龙云的《遭遇帮群：槟城华人

社会的跨帮组织研究》与李永球的《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以探讨

人物、宗教、帮群和槟城风貌为主，亦在各方面为本论文予以宝贵的资料补

充。 

民间学人张少宽的《槟榔屿华人史话》、《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

《槟榔屿丛谈》、《南溟脞谈》、《孙中山与庇能会议：策动广州三、二九

之役》、《槟榔屿华人寺庙碑铭集录》与《槟榔屿旧闻》等，通过长年累月

所进行的实地调查，讨论槟榔屿的历史和人物，包括不少华人古迹，提供了

重要的槟榔屿华族史。同样对槟城做出不少研究的学者杜忠全，多年来孜孜

不倦书写槟城，为这座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老城做传承的记录工作。前后已

经出版十多本有关槟城的著作，包括：《老槟城•老生活》、《老槟城路志

铭：路名的故事》、《我的老槟城》、《岛城的那些事儿》、《老槟城•老

童谣：口传文化遗产》、《老槟城•老生活：口述生活记忆》、《老槟城•老

生活 2：老槟城的娱乐风华》、《山水槟城》与《乔治市卷帙》等。杜忠全

主要刻画槟城一个世纪以来的故事，包括记忆、历史故事、民间的生活现场、

变与不变的街道市容与路名，以及琐碎又细致的民间生活与传统文化习俗。

尤其《乔治市卷帙》一书，针对乔治市入遗而发表许多深切的体会，为本论

文提供不少宝贵的资料。 

此外，朱志强等的《槟城龙山堂邱公司——历史与建筑》、周泽南等的

《追根——马来西亚庙宇与宗祠巡游一、二》主要谈论槟城的宗祠家庙的历

史演变、寺庙建筑的风格特色及民间轶事等。以上的文献皆与槟城的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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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关，唯与古迹的关联不大。黄贤强编《吉隆坡与槟城华人社会——历史

书写与记忆》提供了吉隆坡与槟城两地华人社会的现象与人文面貌。 

有关槟城的论文，包括了高丽珍（2009）的《“全球帝国主义”与十八

世纪末槟榔屿的发展初探》与（2010）的《马来西亚槟城地方华人移民生活

的形成与发展》、潘怡洁（2012）的《消逝的“海墘”：槟城“姓氏桥”多

重边缘性的形成》、陈国伟（2005）的《公司流变——十九世纪槟城华人

“公司”体制的空间再现》、陈秋平（2002）的《英国殖民时代移民与马来

亚半岛佛教的发展——以槟城州为例》与何思蓉（2012）的《马来西亚槟城

乔治市历史名城——历史遗产建筑修复之探讨》等，均为本论文提供不少珍

贵资料。 

就上述所列的文献著述看来，前人研究多关于槟城华人社会从开埠至今

的社会组织变迁、宗教的发展、学校与教育的发展以及华人在政经文教各方

面所扮演的角色；为数不多的槟城古迹建筑资料，显得特别珍贵。以上这些

文献资料确实为笔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框架与脉络。然而，到目前为止，

专家学者和民间学人对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过程与原因，作完整

和系统性的研究，并未多见。因此，笔者只能在庞杂的资料中进行梳理、拼

凑和建构，厘清从海峡殖民地时代以来，槟城乔治市的华人古迹的发展脉络

与面貌。深入探讨百年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主要以郑景贵、张弼士及叶祖

意故居为例，研究这些华人故居演变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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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研究困难与其克服 

承上所述，探讨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最大难题是有关的资

料相当匮乏，所涉及的范畴与层面庞杂，不易掌握，恐会顾此失彼，出现错

漏。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虽已正式登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之

世界文化遗产（World Heritage Site）清单中，然而有关研究向来零星松散。

诚如许子根在《槟榔屿华人史话》所指：“槟榔屿开埠（1786 年）迄今，

已有二百余年历史，但是，以华文著述，描写槟榔屿华族社会动态的，则有

如凤毛麟角，非常罕见”（2002：序）。虽然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是稍有

进展，始终未臻理想。在笔者探讨的过程中，发现古迹故居的文献与研究，

往往是混在一些“社会史”、“建筑史”的文献与研究一起出现，使得笔者

在收集、阅读、分析与归纳方面，消耗了许多的时间与精神。而不少关于古

迹的研究也仅限于某一层面的涉猎，在深度和宽度上不足以涵盖本研究所须

参考之范围。再加上笔者并非建筑系或历史系专业，因此在进行研究和探讨

的过程中，不得不加倍谨慎和专注。 

由于古迹是一“历史现场”，是一实体历史，因此本研究必须通过实地

考察和实地采访，以访求所得，参照相关资料论述。在多次实地考察的过程

中，发现有些口述访谈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帮助不大，欲对槟城乔治市华人

古迹的历史演变作一全面性探讨，以范围与涵盖面来说，实际上有极大的困

难。无论如何，本研究仍旧可从中国史书、槟城乔治市的历史文献、现代学

者对马新华人社会与历史的考证、学者专家对槟城乔治市的研究报告以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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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和网站资料等，结合文献资料与实体，交互反复印证，透过记录与实证交

叠展现，以求文字与实践紧密结合，反映出最接近历史与真实的部分。 

本研究选择探讨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为主题，论述郑景贵、

张弼士与叶祖意故居的功能演变过程与原因，以期弥补学术上这方面的空缺。 

 

 
 

图 1-7 早期槟榔律街道，正中为著名的亦果（Echo）西报社 

（照片取自 http://www.authorstream.com/Presentation/tango0123-

2022755-nostalgic-penang-large-collection-vintage-photographs/） 

 

 

 

 



64 
 

 
 

图 1-8  早期海墘街码头（照片来源：
http://www.authorstream.com/Presentation/tango0123-2022755-nostalgic-

penang-large-collection-vintage-phot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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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概貌 

第一节 引言 

城市是一个历史的沉淀物，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在个别

城市留下印迹。城市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凝聚着不同历史时代的智慧结晶，

当中既包括物质方面，也有精神方面的。城市的人文历史不仅通过文字档案

等平面载体进行记录，也可以通过各种古老建筑物和历史遗存等立体的载体

得到见证。一座城市的古老建筑物，就是承载这座城市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

化的双重载体。在乔治市的古迹中，有一批类型丰富、特征显著的近代建筑。

它们在艺术风格、空间形态、造型特色、材料结构、建造方式等方面具有近

代特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乔治市的近代化历程，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

建筑艺术价值。 

随着时代变迁与城市建设的发展，槟城许多标志性原有建筑，如英国殖

民地驻槟城总督府已成了槟州元首府、名人宅邸如孙氏大宅与许心美故居，

为了让路给发展计划而被拆毁。坐落在乔治市世遗区边缘地带的头条路至七

条路社区，逾百间产业的租户店商因被收购而大举迁移，致使建筑原貌改变，

人文遗产脉络受创不轻，建筑的功能形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被用

作其他用途的建筑，已从具有典型意义的原有建筑功能而改变为其他功能。

究其原因，除了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近些年社会公众出现了普遍的旅游

热潮，一时，博物馆等文化场馆皆成为旅游热点；加上乔治市入遗后游客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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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带动了地方经济繁荣。因此，文化产业类中的各类博物馆和纪念馆犹如

雨后春笋般地在乔治市出现。 

乔治市的老房子被称为——活古迹（Living Heritage），是因为两百多

年来一直有居民生活其中，充满着多元文化风情，包括有形的古迹建筑和无

形的历史背景，以及生活习俗的实践。然而，随着社会变迁，随着城市发展

的滚滚洪流，随着金钱物质重于人文建筑的趋势，乔治市许多华人古迹未能

全都保存下来，不少古建筑已非原貌，建筑的原功能已不存在。严格来说，

一些古迹已非原古迹。尤其是屋租统治法令于 2000年失效之后，14不少居民

因为无法承担暴涨的屋租，被迫撤出了居住多年、甚至已经住了一两代人的

老宅子。不少传统行业店铺、老字号和老咖啡店，也因为无法负担昂贵的租

金而结束营业。比如百年老字号——东南亚最老的中药店“仁爱堂”，在

2009 年因店租起价而外迁至阿依淡（Air Itam）；百年酱园“天成号”也被

迫搬迁往距离原址约二公里的地方。这些充满风情和民生味道的传统行业，

在近年内迅速消失在老城的版图里（邓雁霞，2012）。这情形特别在乔治市

入遗后，受到“世界文化遗产”光环的加冕与冲击，古迹范围內的地价和屋

价马上出现水涨船高的现象，市内遗留下的许多华人先民的传统店屋和古老

建筑，首当其冲，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乔治市的

古迹区已成为“黄金”地带，屋价不断被炒高。新的屋主把这些充满魅力又

                                                           
14
马来西亚政府在 1966 年制订了“屋租统制法令”，压制屋租调高，屋主因修复经费无着，

只好任其原封不动。然而当这个法令在 2000 年失效，造成乔治市 12000 间原本受统制的屋

宇（屋主不能擅自驱赶住户，租金也不能随意调得太高，只比原租金不超过 100%。目的在

于保护中下层市民的居住权利）在一夜之间失去保护，租金提高后，导致不少居民自愿或

“被迫”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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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殖民地风味的老房子，将之改装，然后从事新时代的营业，如特色餐厅、

酒吧、婚纱店与美容店等。在经济浪潮的冲刷下，老房子逐渐走味走样。进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乔治市，随着老居民的迁出，逐渐失去原来的文化传

统。乔治市若只剩古迹，是否还能够延续原来的历史传统？关心槟城古迹发

展的学者，不无感慨地指出：“屋龄超过百年的老建筑，借着入遗的光环而

重新改键，都已完全失去本来的面貌，还能算是让人缅怀的古迹吗”（梅淑

贞，2016：5）；“乔治市已成古迹文化城，但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教育

显然还做得不够。更何况，专业乃至普及性的古迹文化讲座或展览，不一定

吸引人潮”（杜忠全，2016：185）。 

槟城乔治市的华人社会，一方面依旧保存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

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变迁积淀下来的文化与风俗，以致历史建筑物，

成为它的社会面貌特征。与中国相比，已有很大的差别。槟城乔治市的传统

华人建筑，包括许多古老大宅、会馆建筑与寺庙建筑，是中国移民渡海南来

所建。移民槟城的华人以来自福建的漳州和泉州两府，以及广东的广府人、

潮州人和客家人居多，因此槟城的建筑物，不论是会馆、宗祠和庙宇，都带

有强烈的地方性、成为文化的象征和集中表现，而且也都传袭了闽粤的建筑

风格（贺圣达，1995：470-471）。建筑的环境并非单栋建筑的问题，而是

建筑集体呈现的效果。这样的环境通常是几百年间陆续累积而成，很自然地

呈现了地方文化的特色。实际上，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各种类型，反映了不同

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乔治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古城，其旅游

资源中含有许多著名华人的故居，包括本文的研究对象如：郑景贵故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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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士故居与叶祖意故居等，这些故居无疑能够为华人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增添

内涵，也能够为旅游资源的丰富内容锦上添花。槟榔屿发展为一座繁荣的城

市，华人古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前文提到，2008 年，槟城乔治市以其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登上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文化遗产（World Heritage Site）名录。乔

治市成功申遗，在于拥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街屋（也称店屋）。全国共有三万

多间战前街屋，槟城有一万二千多间，大部分在乔治市，占了近三分之一。

这些双层或三层的街屋适合不同种族居住，而且使用性能多，可家居可营商，

更多时候是家居与商务兼顾，充分反映出十九世纪多元社会的生活面貌，融

合了中国、葡萄牙、亚齐、阿拉伯、英国及我国等多种文化的特色。而槟城

能够保留这许多的历史遗迹，其实应该感谢首都吉隆坡。马来西亚建国定都

在吉隆坡，所以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政府一直着重发展建设吉隆

坡。而槟城在 1963 年失去了自由海港的地位后，却逐渐被忽视而边缘化，

经济发展缓慢，这反而间接造成了很多老建筑没被拆除，使其在 2008 年申

办世界文化遗产时能得以成功（叶蓬玲，2017）。是所谓“塞翁失马、焉知

非福”。虽然如此，乔治市作为一个华人人口最多的城市，市内许多历史悠

久的华人古迹，仍是无可避免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流失。乔治市古迹遗存

状况不容乐观，这些宝贵的建筑遗产极待研究和保护。 

乔治市入遗后，在世遗光环的兴头上，借着乔治市的世界文化遗产条件，

吸引了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观光客到来。从入遗那一刻开始，不管是岛上的

居民或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甚至政府单位，众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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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桂冠上。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会真正探访古迹、认识古迹，并了解乔

治市缤纷丰富的多元文化。2012 年乔治市节庆（George Town Festival 2012）

之际，来自立陶宛（Lithuania）的青年艺术家恩尼斯（Ernest Zacharevic）

在乔治市街头创作了不少著名画作后，吸引了许多人一窝蜂地慕名涌入，走

马看花与吃喝玩乐的旅客居多。在古迹前、在大街小巷、在“乔治市魔镜”

（Mirrors George Town）壁画前，不少游客通过拍照证明到此一游，然后又

尽兴离去。试问，多少游人会抬头看看古建筑的沧桑，关切它曾留下的历史

印记？在这之前，槟城不过是马来西亚一个滨海休闲旅游的岛屿。事实上，

乔治市的古迹并非一夜之间冒出来。开埠二百多年来，城里的居民已长久生

活在老建筑里，这些建筑也随着岁月的流转而变老变旧变得沧桑。直到

2008 年乔治市入遗，人们才警觉这个岛屿到处都有具普世价值的古迹。之

后，槟州政府于 2010 年开始，将每年的 7 月 7 日列为槟州公共假期，即乔

治市成功获得世界文化遗产地位的纪念日——“古迹日”（Heritage Day），

人们对“古迹”，对所谓的“Heritage”有进一步的期盼与印象。笔者记忆

深刻的是，2014 年七月初旬到槟城进行实地调查，15走在槟城的大街小巷，

耳闻目见都是与“古迹日”、“Heritage Day”有关的庆典与节目。7 月 7

日那一天，在街头巷尾遇到的男女老少，津津乐道当天是“古迹日”假期。

一时，顿觉古迹魅力无远弗届。然而，即便如此，相比其他国家如中国、日

本、台湾与欧洲国家，他们早已拥有历史悠久的古迹。这些国家的民众，对

于古迹的认识，乃至如何维护与保存，并不陌生。在亚洲，日本的文化遗产

                                                           
15
2014 年 7 月 5 日至 8 日在槟城进行实地考察。 



70 
 

保护工作是最好的典范。许多老建筑乃至空置的老房子，都完好地保留下来，

并且予以完善的照护。对他们来说，保存古迹主要在于让人了解民间社会的

发展和演变，发挥古迹的教育功能，使其作为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古迹的

功能，在于让人置身其中，感受过去的人与事，以及曾经的生活场景，其绩

效比起课本上的图片与文字，更为直接和具有震撼性的冲击力。相对而言，

我们这个刚刚入遗的城市，许多人对于古迹的认识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在乔治市，街屋自然是市内的特色，古老的华人建筑随处可见。经过辗

转岁月，有些老建筑已经出现破损不堪、废弃倾颓的面貌，有些甚至落得面

目全非的地步。这几年来，因研究工作所需，常常行走在乔治市的大街小巷，

眼见一些老建筑正逐步被夷为平地，过了一段时间，又见原址竖立起一栋栋

毫无性格的钢骨水泥大厦。不少残旧的老建筑，极可能在一不小心之下落入

“发展”和“改头换貌”的地步。比起吉隆坡市内许多的老建筑在城市急速

的发展下而被摧毁，槟城乔治市的情形，或许不至于让人感叹无可奈何花落

去那般。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情形，不会轻易出现在其他国家如日

本及欧州国家。在我国，由于缺乏官方机构对华人历史的保存与维护，加上

主流历史的排斥，许多年轻一代的华人都不知道槟城拥有珍贵的华族历史和

华人古迹，更惶论保存与珍惜。要如何保存这些历史与古迹，成为我们拼凑

起一份完整历史的迫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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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充满特色的老店屋（笔者摄于 2011年 8月 29日） 

 

第二节 槟城的建筑形式与演变 

承前所述，在马来西亚，乔治市拥有最多的殖民地建筑。在英国的殖民

下，帝国主义为槟城带来了早期现代建筑和殖民样式建筑，由于文化的交融，

为适合不同业主的兴趣与选择，当地建筑在交互影响下而产生了中西合璧的

“海峡折中式”建筑。早期的“孟家楼”（即是英文的 bungalow, 也是今

日所指的别墅、小洋楼或独立式洋房）和店屋，是一种独特的本土建筑，也

是乔治市的文化遗产。英国于 1600 年成立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其主要目的在于扩展英国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和商业利益（陈剑

虹，2007：19），莱特在槟榔屿开埠，并且在华人领袖的鼎力协助下，让槟

榔屿在关键性的年代，发挥了最关键性的功能，甚至改写了近代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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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槟城自 1786 年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发后，殖民地政府对乔治市的城

市结构和形态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英国殖民地制度遗留下的痕迹包括道路

的规划以及店屋建筑。这一时期槟城的建筑风格明显地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冲

击，反映出一种殖民文化的轨迹，兼带有本地色彩（Julia De Bierre,2006:21-

25）。 

根据江柏炜的研究显示，早在十八世纪，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南部时，

因当地气候炎热，英国人建了一种宅前带有外廊的房子，以抵御太阳的照射，

使室内凉爽舒适。十九世纪时，这种被称作盎格鲁（Anglo Indian）风格的

小洋楼从亚洲传回英国，成了工业化社会生活的一种典型，并成为英国新兴

阶层的度假屋（2012：11）。当英国殖民地政府开辟槟城后，这种适合于本

地热带气候的建筑风格也随之传入，混合本地的建筑风格，经过在地化

（localization）的演变过程而形成一种“海峡折中式”16（Straits Eclectic）

建筑。早期，英殖民官员的洋楼就是仿照本地的马来房屋孟家楼而建（Ken 

Yeang,1992:143-146）。之后，大宅洋楼渐渐形成一种风气。1826 年，莱佛

士( S i r  S t a m f o r d Raffle)将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联合成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后，便致力于殖民地城市的治理。英国殖民统治者将

南亚的殖民治理经验应用于东南亚。除了外廊样式的小洋楼殖民建筑的引入，

外廊（即“五脚基”17或“骑楼”，Five-foot Way）更被制定为城市店屋18

                                                           
16
一种中西合璧的混杂式建筑。 

17
即是马来语的 kaki lima。英国殖民地政府要求店屋一楼临街部份必须保留有顶盖的五尺步

行通道，作为公共空间供人行走，以防日晒及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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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house）的建筑规范，“五脚基”被制度化为一种热带殖民城市的空

间文化形式。这种公共空间，被华人转化成类似中国传统店铺住宅“前店后

屋”的空间使用形态，为早期殖民城市提供了丰富的街道生活（Khoo 

SalmaNasution & Halim Berbar, 2012:57）。 

    在讨论乔治市的古迹建筑时，我们必须先了解槟城的建筑演变历史。根

据 Khoo SalmaNasution & Halim Berbar 在 Heritage Houses of Penang 指出，

槟城的建筑演变可分为两大时期如下： 

(一) 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殖民化和本土化的融合

之下，随着印度人和亚齐人（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穆斯林民族 Acheh）的交

接，这时期出现了两大类别的建筑 ：一种是单独一栋的孟家楼（洋楼），

另外一种是以双层排屋19形式出现的店屋。洋楼是当时富裕的欧洲人、或者

比较富有的印度人与阿拉伯商人的住所，而数量庞大的店屋（或称街屋）则

是作为商业用途。当时数量庞大的店屋，以整齐的砖瓦街屋为主体，以街道

系统而排列，兴建在靠近码头和热闹的市场一带。在一排排的店屋上，可以

看到它们复杂交错的形式，有来自欧洲、闽粤、印度、本土和印尼等地的建

筑文化影响。店屋是乔治市真正的社会文化经济产物，也是这地方最普及的

文化遗产。这些店屋，一般的宽度为十三至二十尺，屋身长度则是宽度的二

至三倍。 

                                                                                                                                                               
18
店屋，是建于十八至二十世纪间的典型建筑，也是当时槟城流行的建筑。一般来说，店屋

最显著的特点是前铺后宅，或下铺上宅，住商合一，集方便和保安为一体。它们并排联建

在街边一侧或两侧，建筑多为两层到三层。 
19
排屋，指的是多间房屋连建在一起，形成一排并列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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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越十九世纪后期至二战时期前——这一时期槟城的建筑风格，

明显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冲击。由于大量中国移民的迁入以及殖民文化的影响，

这时期槟城所兴建的孟家楼和店屋建筑，一方面展现着传统中国的建筑文化

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加上其他文化的影响，而逐

渐发展演变出一种带有中国庭院式的建筑。这些外观豪华宏伟的大宅，是由

当时极富有的客家侨领商人所建造。这时期著名的客家领袖有：郑景贵

（1821-1901）、张弼士（1841-1916）、张煜南（1851-1911）、张鸿南

（1861-1921）、谢春生（1847-1916）、梁碧如（1857-1912）、戴欣然

（1849-1919）与胡子春（1860-1921）等。相比之下，欧洲建筑显然逊色许

多。除此之外，此时的海峡殖民地华人都倾向于居住在宽敞高大的孟加楼建

筑，渐渐地就发展出槟城海峡折中式(Penang’s Straits Eclectic houses )建筑

(2012:18-22)。 

 

第三节 乔治市华人古迹概貌 

一、多元文化与丰富多姿的建筑风格 

 
    2008 年，乔治市与马六甲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名录，根据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两者登陆世界遗产的理由为：这两个城市都是（一）马六甲海

峡的历史名城——马六甲与乔治市，（二）马六甲和乔治市内共同拥有以下

的条件： 

                                                           
20
世界遗产委员会所定义的世界遗产可分四类，分别是：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景观及

兼具文化与自然特色的复合遗产。详见关越（200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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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留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街屋及店屋群， 

2.拥有华人传统文化的寺庙、宗祠、家庙及华人社区； 

3.拥有马来回教文化的清真寺及周围回教社区；基督教文化的教堂及社区； 

4.拥有印度文化的庙宇及社区； 

5.拥有少数民族文化的社区以及不同时期的殖民建筑和丰富的海峡混合式建

筑。 

6.在同样的城市范畴内，四大文明与宗教、多元种族的文化特色延续共存。 

 

这些拥有多元属性的文化本身，是槟城与马六甲最珍贵的文化资产。21

首两项“保留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街屋及店屋群”及“拥有华人传统文化的

寺庙、宗祠、家庙及华人社区”即已毫无保留地显示了华人古迹在乔治市的

举足轻重。尽管存在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建于十八、

十九世纪的建筑物，仍然有利地显示着其独特的价值与地位。建筑物所采用

的各种建筑材料反映出一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也展现着建筑物独特的物质功

能与精神功能。 

汉宝德把建筑诠释为一种生活的容器，是生命力的表现，其空间与造型

是由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所形成，反映了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精

神。民间建筑由于地域的差异，产生各地区不同的建筑面貌是必然的现象，

也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他并且认为一个地方的建筑是具有演化能力，是多

                                                           
21 Melaka and George Town, Historic Cities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http://whc.unesco.org/en/list/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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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多彩的（2013：32）。吴良镛谈到建筑也这么指出：“建筑是在文化的土

壤中培养出来的；同时，作为文化发展的进程，并成为文化之有形和具体的

表现”（1989：168）。以上的说法，槟城乔治市的老建筑，正符合了这么

一种时代演进的脉络。乔治市历史古城涵盖了丰富的历史建筑物，展现不同

的风貌与风味，包括早期折衷主义风格店屋、早期现代风格与晚期现代风格

的建筑物，以及各种宗教建筑物，如回教堂、基督教堂、华人寺庙和印度庙

宇等，这些别具一格的建筑物分布于乔治市街道两旁，见证这座淳朴海港城

市的变迁。再深入一层探索，将可发现在这些建筑物聚居超过两个世纪的群

体，来自不同的种族，如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亚齐

人、暹罗人、缅甸人和欧洲人。他们在传承和保留自身的独特文化之余，也

与他族的文化和谐交融。这种罕见的特质，构成乔治市独有的多元文化与和

平共处的凝聚力。 

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与交融之下，槟城的建筑形式和生活方式起了变化。

来自各国各地的移民带来了原乡的建筑文化特色与各种建材，中国人带来了

中华建筑文化的装饰艺术如陶瓷和剪黏、装饰屏风、石雕与铜制大门把手；

缅甸人运来他们国内生产的坚固耐用的柚木；邻近的马来人从浮罗交怡带来

质地精良的大理石；印度人从他们的国家运来品质良好的帆布和石头石块。

此外，来自欧洲的建筑师也引入了别有风味的西方建筑风格、铸铁围篱和旋

转楼梯、精美的几何图样瓷砖与彩色玻璃等等（Khoo Salma Nasution & 

Halim Berbar,2012:9-11）。这时期，来自中国原乡，经过精挑细选、手工非

常细致的优秀工匠，在此建造了一座又一座的庙宇，也兴建了许多新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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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加上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西方工程师和建筑师，他们联手建造出形式新

颖的建筑物，一种适合本地热带气候，以自然材质和自然色调为主，充满人

性化和折衷点缀的房屋——海峡折中式建筑。殖民地时期的槟城，由于政治

与军事大权都掌控在英国人手里，因此有大批外籍官员与军队成员派驻在此。

由于长期的驻守，加上携家带眷而形成一个消费能力极强的欧裔社群（杜忠

全，2008：58）。从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身份地位高高在上的殖民地

官员与外籍官商士绅，以及追求欧式生活的身家丰厚的华人富商，竞相兴建

起豪华富丽的洋楼大宅。在他们堂皇华美的建筑内，摆设了来自西方国家高

级名贵的装饰，如明亮耀眼的大镜子，璀璨夺目的水晶灯，做工精致的床头

柜和细致精美的玻璃器皿；以及来自中国镶嵌珍珠贝壳的酸枝古董家具，以

名贵的丝绸布料所制成的各种室内挂帘装饰与布置等。如前所述，在中西文

化的交融下，形成一种了独特的“海峡折中式”风格。 

二、乔治市华人古迹的产生背景 

如前所述，随着华人移民到海外谋生，原乡的建筑文化也就被“移植”

到他乡。富有中国建筑特色的庙宇或民居建筑，标志华人的存在。这些拥有

鲜明外观形象的华人建筑，不仅代表着不同区域的建筑特色与审美价值观，

也记录了社群的发展和社会互动关系。早年渡海南来的移民，由于远渡重洋

前程未卜，未来吉凶难以预测，从家乡带来的香火神像是庇佑他们安度他乡

的唯一依靠。在经历了难以掌握的命运旅程，这些神像被供奉在他们的落脚

处，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寄托。及后，在众人的集资下，一间间简陋的屋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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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逐渐发展成具规模的庙宇，成为该聚落的膜拜之处（卓克华，2003：9-

17）。由于华人多神信仰的宗教生活特征，宗教信仰场所是不可或缺的，使

得寺庙纷纷建立起来。初期的庙宇如：观音亭（广福宫）、福德祠（大伯

公）、韩江家庙、谢氏宗祠、叶氏宗祠、龙山堂邱公司等正是在此情况下纷

纷建立。宗祠，也称祠堂，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地方，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主

(俗称牌位)、进行祭祀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在现今的中国，宗祠文

化已渐势微；而在槟城，宗祠即华人的会馆，也称“公司”，却是广大华人

籍以联络同宗、巩固友谊的重要场所。正如我国砂拉越资深文史研究员田英

成所说：“许多古老的庙宇见证了历史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作为华裔先民奉

祭的宗教场所，庙宇提供了先民精神寄托与心灵慰藉。早期的庙宇也往往是

社区中心及乡亲组织的场所”（2003a：10-11）。移民槟城的华人以福建和

广州的闽南人居多，因此槟城的建筑物也都传袭了闽南的建筑风格。乔治市

华人古迹的各种类型，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 

槟城自莱特于 1786 年开埠以来，受到来自英国殖民地文化和周边地区

多元族群文化的影响，加上早期印度文化的传入，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播，形

成了多元文化的发展面貌。英国殖民地政府占领槟城，是新马华人社会发展

的第一阶段。虽然葡萄牙和荷兰人早已入侵马六甲，22但经历两百多年，这

两个殖民政府并未对华人的移入和社会形成引起重大变化。华人在新马地区

的发展，是伴随着英国人的殖民势力之推进而进行的。从十八世纪后期到十

九世纪末，是华人社会的形成期。这段时间，华侨人口迅速增加，从以商为

                                                           
22
葡萄牙与荷兰先后于 1511年、1641 年殖民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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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而逐渐转向采锡业、香料种植业和零售业。部分移民通过艰苦的奋斗和积

蓄，渐渐累积了资本，这是华侨经济的原始资本的积累时期。新马华人社会

也开始发生重大的阶级分化，一个由富商组成的华侨领导层由此诞生。从十

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华人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华人在海峡殖民

地各市掌握了相当的资本，并建立了相当基础的产业（黄松赞，2005：5-

7）。槟城的各种华人建筑，包括庙宇、店屋与华丽大宅，就在这种情形下，

逐渐发展起来。 

槟城的老建筑数以万计，老民宅数量之多，建筑风格之美，构件雕凿之

精，文化底蕴之深，无以伦比，将民居建筑推到了极致。在槟城的民居建筑

中，除了大宅院，数量庞大的老店屋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移民华商积累

了大量的财富，事业成功后他们大兴土木，修祠堂、建豪宅，极尽讲究奢华，

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一掷千金毫不吝啬，从而造就了槟城豪宅极高的艺术品

味。由于当时尚属清末之际，无论如何富有的移民都恪守中国传统礼制，不

会逾越建筑等级的规定。不少华人以西式的洋楼这一象征符号，表达其富裕

的家产与身份的转变（陈志宏，2012：78）。由于槟城的优越条件，不少华

人富商都把家园安置于此。海峡殖民地流行着一句话：“在新加坡赚钱，在

槟城安居，老死安葬于马六甲”（Make money in Singapore, live in Penang 

and die in Malacca）强调的是新加坡经济至上的地位；槟城则有着令人羡慕

的悠闲生活方式，加上多元文化与和乐融洽的社会环境与各地美食，适合长

住于此；而马六甲风景幽美的丘陵适合当作风水墓陵（Khoo Salma Nasution 

& Halim Berbar,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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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影响，槟城的许多建筑物也无可避免地受西方

建筑文化的影响。槟城的“红毛路”（即 Northam Road，现称 Jalan Sultan 

Ahmad Shah）到处可见富丽堂皇的豪华洋楼，这些建筑物都采用了来自西

方国家的建筑材料。如苏格兰生产的铸铁围栏与英国制造的精美瓷砖，这些

建材大都新颖精致但价格昂贵。不少富有的华商在建造堂皇富丽的大宅时，

为了表示本身的身份地位与财富，在他们的中式建筑内，也采用了许多品位

高尚的西方建筑式样与建材，使其大宅糅杂着中西合璧的风貌，反映出一种

南洋热带风味与典雅的殖民地色彩。乔治市拥有许多战前建筑物，市内最显

著的建筑为建于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期的战前双层店屋，各个时期的

店屋又有不同的特征。例如槟城于 1840 年到 1900流行的“华南折中式”店

屋，当中取用许多中国原乡的建筑材料及特征，在某种程度象征家乡情怀，

同时也因为当时引进的工匠，大多在原乡已具备建筑技术基础，因此被看作

是一种风土建筑概念的转移（张集强，2011）。 

槟城十九世纪的华人建筑都建有内部庭院和中庭（或称天井），住屋前

后的厅堂有一部分属于半室外空间，与天井连接成一个开放空间，而且每栋

住屋前建有前廊或屋檐。这种建筑形式，与中国南方庭院式民居非常相似。

而庭院式民居在具体表现上又可分为三种，即合院式、厅井式、组群式。其

中“厅井式”的建筑特色表现在敞口厅及小天井，即组成庭院的四面房屋皆

相互连接，屋面搭连，紧紧包围着中间的小院落，因檐高院小，形似井口，

故又称之为天井。天井内一般皆有地面铺装及排水渠道。每栋住屋前皆有宽

大的前廊或屋檐，以便雨天时串通行走。同时，一部分住屋做成敞口厅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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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空间，与天井共同作为生活使用空间。这种形式的建筑在湿热的夏天可

以产生阴凉的对流风，改善小气候。同时有较多的室外、半室外空间来安排

各项生活及生产活动。而敞口厅成为日常活动中心，且不受雨季的影响。厅

井式民居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通用形式，尤以浙江、两湖、闽粤为典

型（乔匀、刘叙杰等，2003：257-258）。这种民居，非常适合南洋湿热的

气候。因此，笔者推测槟城的华人建筑是受中国南方庭院式的“厅井式”建

筑之影响。槟城的华人传统店屋多集中在商业区，店屋前面都建有五脚基。

从建筑外观上，无法看出居住者的身份地位。然而建筑的格局与内部装饰之

金碧辉煌与讲究，俨然是一个宫殿的缩影，珍藏了东方和西方国家最昂贵的

古董家具和摆设品。这些古迹建筑直到今天，都保有了独特的建筑风格与装

饰。 

 

三、乔治市华人古迹的演变 

乔治市世遗区內共有 4665 间老建筑，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传统店屋。

这些店屋建於不同時期、从格局上来看，有些相似，但建筑细节又富有差异。

除了老房子，上千家传统商贩行业、茶馆、旧式咖啡店和手艺工匠店，也仍

然存在於老城之中，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分布最广最多的民居，与

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遮风挡雨与休养生息的场所，是心灵与情感的

寄托之处，更是人们生活经历的见证。这些老房子作为乔治市历史文化名城

的有机组成部分，记载着乔治市的历史变迁，深化着世遗名城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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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富含重要价值。除了多元族群之外，这些有形的古

迹建筑结合无形的文化资产，也是喬治市申遗的主打亮点。 

环顾今日乔治市古迹区，不少老房子，不管是当年堂皇华丽的大宅院还

是寻常老百姓的房子，经过装修和改头换面后，都已有了显著的改变。一些

老建筑成了博物馆、特色餐厅或咖啡馆、休闲及度假的房子；也有一些变身

为民宿和餐厅，甚至二合一的空间，餐厅开在楼下，民宿设在楼上。这种做

法看起来像是还原了战前旧屋那种楼下做生意，楼上住人的传统店屋生态。

始终，有其不同之处。老城旧屋，原本拥有人与生活文化与营生形态的互动、

传承与延续，有着一种有人生活其中的人文精神，属于一种自然又充满生机

的生活气息。如今，从建筑的外观来看，已非原貌；再从建筑的物质功能来

看，亦非单纯的供居民过寻常家居生活，而是无可避免地带有或多或少的商

业味道；至于建筑物的精神功能，终究随着建筑的转型而改变，乃至逐渐流

失。 

乔治市的世遗地位，得来不易，市内的历史文化古迹，本应遵循“整旧

如旧”的修缮原则，以保存其历史面貌（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等，2006：

281）。让人感到纳闷的是，不少老建筑都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原因之一

是：自屋租统治法令于 2000 年结束后，在世遗桂冠的照耀下，在经济商机

的考量下，外资不断涌入，乔治市的老建筑身价至少以十倍以上翻涨，摇身

一变成为槟城的“无价之宝”。新屋主将老建筑翻新重建，以新面貌新功能

亮相，修改和增添幾乎令老屋原貌盡失。其二，在乔治市的古迹区内，洋楼

与店屋属于二级古迹，可修改作其他用途，惟房子外观的屋瓦、装饰、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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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屋内的木板须予以保留。比起一级古迹如寺庙和公共建筑，只可以维修，

不可摧毁或增加，并需保留原来用途，这使得洋楼与店屋这类老建筑，无疑

有了更大的改变与转型的可能性。此外，旅游热潮与文化产业的兴起，老建

筑在功能上的改变与有效利用的发展趋势，使得乔治市不少老宅子，都已失

去其物质面的使用功能，即原本的家居功能，更遑论精神面的象征功能。 

这情形不仅使老宅子这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载体，其不可复

制的文化资源与老城的历史风貌，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还会使这座城市丧

失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以致削弱乔治市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老宅子，特别

是名人故居，如：郑景贵故居、张弼士故居与叶祖意故居等，拥有其独特的

代表性和显著性，更有其不可取代性。它们在歷史和社会的发展上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记载了一座建筑的历史轨迹，以及一个家族的发展印记与时代的

演进。老房子除了跟移民历史有关，也记载了华人移民如何在我国扎根，以

及对国家与华人社会的贡献。多年以后，这三座名人百年故居皆已先后转型

为不同类型的博物馆。 

乔治市的祭祀建筑如：观音亭（广福宫）、福德祠（大伯公）、韩江家

庙、谢氏宗祠、龙山堂邱公司、叶氏宗祠、海南庙、胡靖古庙与鲁班古庙等

古迹，经过岁月变迁，亦都有所改变。以观音亭（广福宫）来说，它是乔治

市最早的华人庙宇。当初建庙（1800 年）在于表扬神灵的惠泽与报谢精神；

作为当地华人的共同信仰机构，以维持当地华人的宗教与精神寄托。同时也

作为华人的社交活动中心，藉以协调当地的华社活动（陈剑虹，1989：34-

35）。1824 年《重建广福宫碑记》记载了“广福宫，闽粤人贩商此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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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观音佛祖者也，以故宫名广福”（骆静山，1984：427）。之后，因其僧

人承包集团的运作形式，使得广福宫被看作是商业色彩极之浓厚的宗教公司，

不但有悖于僧侣的清净形象，也失信于信众，为社会所诟病（陈剑虹，2006：

113）。观音亭于 2015年修复后，在庙宇的后院辟了一个“静心园”花园，

作为民众和游客散步的地方；并于庙内打造一间“历史走廊馆”，让善信与

游客了解该庙两百多年的历史故事。时至今日，观音亭所扮演的角色已不仅

仅是祈祷许愿的宗教场所（东方日报，2015年 07月 21日）。 

 

 
 

 
 

图 2-2 观音亭（广福宫）（笔者摄于 2011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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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广福宫牌匾（笔者摄于 2011年 8月 29日） 

 

 

 

韩江家庙，创始于 1855年，原称潮州公司。后于 1864年倡立韩江家庙，

原址位于尾街，志在团结粤东同乡。后成立潮州会馆，现今庙址位于吉宁街，

始建于 1870 年，初期只有一堂一厅，1888 年扩建至今天具有前、中、后三

进式传统建筑规模。由于社会改革风气渐开，韩江家庙同人有感于培育潮州

子弟之迫切，于 1919 年创办韩江学校，附设于韩江家庙内上课。1931 年，

始倡韩江互助会，以达巩固乡情的目的。1933 年末，韩江家庙正名为槟榔

屿潮州会馆，并于其后积极推动最先创议的马来亚潮州会馆联合会。之后因

韩江学校发展迅速，1951 年创办韩江中学；由小学而中学，以至今日的韩

江学院。2003 年，以学校部分空间创设了韩江华人文化馆。2013 年，原韩

江学校建筑物的修复工程竣工，会馆的办公楼全面启用。韩江家庙在 2006

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陈剑虹，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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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韩江家庙（笔者摄于 2011年 8月 29日） 

 

槟城龙山堂邱公司，简称邱公司，是马来西亚华人姓氏宗祠组织中最特

出的一个。1835 年成立了“诒穀堂”早期为宗亲会，以敦睦宗谊。承续宗

族制度传统的龙山堂邱公司，具备信仰、礼俗、教育、经济、司法等多元功

能。龙山堂邱公司早在 1907 年就率先其他姓氏公司在槟城办学堂，不论贫

富免费教育邱家子女。最初原名“邱氏两等小学堂”设在宗祠内，后因地方

不足，1910 年借中华学校部分教室授课，1914 年将海墘新路四店屋辟为课

室时改名为“新江学校”。在教育上，龙山堂邱公司也提供助学金或辅助金。

龙山堂邱公司的不动产也优先出租给族亲，并照顾族人福利。过去族人如有

发生纠纷，族长以祠堂为仲裁所，尽可能内部排解调和。龙山堂邱公司的行

政管理过去是由家长和董事所组成。1955 年龙山堂邱公司注册为社团，

1976 年改成注册信托团体，由信理会共同管理和投资公司的财产，这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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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堂邱公司更象现代的家族公司。传统族长和族规已不再对一般族人有任何

支配力。2009 年龙山堂邱公司地层设立邱氏文物馆，今天的龙山堂邱公司

已成为重要的名胜古迹（朱志强、陈耀威，2003：11-28）。 

“姓氏桥”座落于槟城乔治市的渡口码头的海墘街（Weld  Quay），是

槟城自由港口的原址，也是早期中国移民对槟城的经济和发展贡献的重要象

征，为乔治市最早发展的地带。进入二十一世纪，姓氏桥已失去其经济地位，

成为纯粹的住宅区。由于基本设备不足、环境卫生不好，姓氏桥在百多年来

历尽沧桑，渐渐走向寥落陈迹（周泽南、陈漱石，2003b：52-58）。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乔治市入遗之后，处于没落状态的“姓氏桥”却否极逢

春，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独有的木板桥与杆栏式板屋，展现其水上人家的

特色，成了吸引游客的卖点，姓氏桥也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尤其是姓周桥，

由于地理位置适中，每逢周末和假日，来自国内外的游客蜂拥而入，在游客

和经济利益的环环相扣之下，这儿不少民宅已转变成简单的民宿和手工艺小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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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姓氏桥（笔者摄于 2011年 8月 29日） 

 
 

综观以上所述，可见乔治市不少老建筑，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不

论是物质面的使用功能，还是精神面的象征功能，或是建筑机能的扩充，或

是外观样式的改变，都已今昔有异。乔治市老建筑的种种改变与演变，固然

是经济的快速成长与社会变迁的巨大影响所致。不可忽视的是，市内的华人

古迹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建筑风格，这些古迹必须加以保存与

维护。严格的说，保存的不仅仅是古迹，而是保存历史的感觉。以古迹故居

来说，本研究的三座名人故居皆已转型成为博物馆。要如何在古建筑再利用

的过程中依旧保存老建筑的“灵魂”，是一个重要的观念。笔者认同汉宝德

的说法：世界上古建筑维护的理论已从古物珍藏的观念，逐渐改变为融入生

活的观念。为了要再利用，修复时就讲究合用，不再固守“不得改变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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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迹维护原则。如此可使古建筑得到第二个生命。对于已指定为古迹者，

须认真修复，只改变其使用功能；对于被指定为历史建筑者，则保留主要外

貌，更新内部空间为他用。这样能使古迹引发的思古幽情与让人感动的时代

对比感，在新旧共构的空间中散发（2012：156-159）。 

 

第四节 郑景贵故居的功能概貌 

郑景贵（1821-1901）于 1841 年南来霹雳州（Perak），以开采锡矿与

承包饷码（Farm System
23）发迹。身为海山派党魁的郑景，从 1860 年到

1884 年领导槟城与太平两地的海山党。1877 年，郑景贵获英国当局封为霹

雳华人“甲必丹”勋衔。凭着和英国殖民地官员以及马来上层社会的良好关

系，郑景贵取得社会地位与经济力量。从此，踏上亦官亦商的青云路。郑景

贵故居（即海记栈）建于 1894 年，位於槟城义兴街（Church Street
24
），是

郑景贵在槟城的寓所及店铺，也是郑氏在槟城的公司总部。1899 年，郑景

贵也为自己兴建生祠“慎之家塾”。海记栈的建造，充分表现出郑景贵家族

地位之显赫与财力之雄厚，这是一座中西建筑结合的经典之作，属于少数保

存得很完整的华人建筑。海记栈原是义兴党总部，经过数次转手，至 1893

年落入郑景贵手中。郑景贵把原来的义兴总部建筑彻底摧毁拆除，并于

1894 年重新建造富丽堂皇两层楼高的建筑，改称海（隐“海山”意）记栈。

                                                           
23
即承包政府的鸦片、酒类、典当、赌业等税收。饷马承包制度可以使到政府不必花费一

分钱，凭着承包人的缴交税项来源，大量为当局提供既安全又有保障的收入，为政府的经

济及管理结构，常年开支预算工作，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存在。 
24

Church Street 应称教堂街，但因那时有关地方是秘密会社义兴党的大本营，在 1867 年时，

党员高达 二万五千名，也就被华人用秘密会社的名称命名为义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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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记栈是店屋化的孟加楼（Bungalow），同时也是中西合璧的特殊建筑。

为办商务，建筑临贴马路，一楼留五脚基是店屋（shop house）样貌；楼房

旁有空地院子（compound），后部用廊道连接服务间（service quarter），

拥有殖民地孟加楼的特征，被成为“海峡折中式样”。从建筑的功能来看，

海记栈是属于居住的（陈耀威，2005：173）。 

显而易见，海记栈的豪华气派与郑景贵的权贵身份起着相互辉映的作用。

一楼为商务和接待宾客之用，是郑景贵接待生意上往来的众多宾客，也是他

和官场显要洽谈聊天之处。二楼平面大致和一楼相似，也是两厅四房。郑景

贵的家居设在二楼，保有了个人居家生活的隐密。郑景贵拥有二妻二妾，加

上九儿六女，家族人口众多，需要一间宽敞大屋来容纳如此庞大的人口。另

一方面，身为甲必丹兼清廷二品官的郑景贵，以他当时亦官亦绅的身份和社

会威望，生活中周旋于洋人与土著之上层，往来宾客亦多为上流社会的富商

豪绅，其堂皇宏大的海记栈第宅不仅仅供家族享用，同时也是他举行盛大宴

会招待宾客的空间（Chan Suan Choo,2011:23）。这屋宅显然也是郑景贵的

官邸，目的在于向公众人士展示本身的财势与地位。郑景贵与海记栈二者关

系密切，雄财阔略的郑景贵以兴建冠冕堂皇的海记栈为荣，美轮美奂的海记

栈也因郑景贵的财势权威而立，二者相互辉映。 

郑景贵于 1901辞世后，遗下许多产业给子孙。子嗣中以郑大平（1879-

1935）最为杰出，郑大平本身拥有两座堂皇无比的豪宅（Chan Suan 

Choo,2011:13），居住在海记栈的是郑大详。自 1930 年起，郑景贵之后裔

不再居住在这间大宅。海记栈逐渐失去其原有的光辉，先后出租供作律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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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店与航空公司办事处之用，甚至将楼下空地租借给附近商行供泊车之用，

最后沦为一个荒废的大杂院。自 2002 易主后，现任物主孙崧茂即将海记栈

修复重建，转型为“侨生博物馆”（也称槟城娘惹博物馆），专门展览海峡

殖民地的娘惹文物与珍藏。 

 

第五节 张弼士故居的功能概貌 

张弼士（1841-1916）于 1858 年孑身出洋到印尼的巴达维亚（Batavia，

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谋生。通过经营垦殖业与承包酒税、鸦片、烟税、

典当税等，张弼士逐渐积累起本身的财富。1886 年后，张弼士将商务扩展

至马来亚；1895 年到 1910 年之间，他更将商业活动扩充到中国沿海各省，

并于山东烟台地区创建著名的张裕酿酒厂。张弼士于 1893 年出任驻槟城首

任副领事，从此步入仕途。翌年，升任驻新加坡署理总领事。在政商各领域

都上了轨道之后，张弼士于 1896 年动工兴建大宅，耗时整整八年才完工

（邝国祥，1958a：33）。大宅竣工之际，张弼士已官拜清廷“侍郎衔” 和

“三品京堂候补”。这座豪宅的规模、构造比例和空间规划自成一格，大宅

是先建主屋，后建左右两翼房屋。豪宅根据风水而建，工匠从中国引入，材

料从苏格兰输入。屋身外观中式，内部装饰陈设却是华洋融合，装潢华丽，

尽显雕龙画栋之美。 

美轮美奂的双层大宅院衬托出张弼士当时权贵显赫的身分地位，同时也

见证了他在清廷步步高升的官位。大宅院的主屋扮演着多重角色，许多重要

活动都在这里进行。楼上是张弼士与家人的私人空间。楼下大厅上堂为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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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和用餐之处，下堂是接待宾客与接洽生意之处，两旁侧房是张弼士的办

事处兼企业王国的商业基地。在这里，身为巨商的张弼士，一方面运筹帷幄

于国内外的商业，一方面应酬着商场上的生意伙伴与富绅巨贾。位居清廷驻

新加坡署理总领事官，张弼士的大宅院好比领事馆，他在这里接见和招待他

官场上的达官显要。觥筹交错、衣香鬓影，不在话下。大宅同时也是张弼士

最宠幸的七姨太的住所，张弼士的三姨太和六姨太也曾在不同时期入住这间

大宅院（LinLee Loh-Lim,2012：27 ）。 

张弼士故居向来人丁兴旺，张弼士期许家族能永久保存大宅，并希望大

宅荫庇护族九代。然而，但随着张弼士在 1916 年过世，大宅传到幼子张锦

龙（译音，Cheong Kam Loong）手中，由于家道中落，老屋缺乏维修和照

顾，经过岁月的摧残而破烂不堪，呈现残旧、剥落颓败之象，其子甚至沦落

到将屋子出租给三十户人家以收取租金过日。张弼士的幼儿在此住到 1989

年过世，家族也逐渐迁离。曾经风光一时的豪宅在张氏家族衰败之下，无奈

被迫转手。槟城建筑师卢光裕和其他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买下了这栋破旧

的古屋。1991 年，大宅依古迹维修方案全面修复；1995 年修复工程完成后，

大宅转型为张弼士故居展览馆。中间的主屋开放供公众参观，提供历史与建

筑的导览；而庭院左右两侧作为时尚旅店，提供客房让游客住宿、举行婚礼

及晚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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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叶祖意故居的功能概貌 

叶祖意（1868-1951）年少时移民到槟城，胼手胝足才逐渐创办小本生

意，之后在工商活动发展扩大。随着他于二十世纪初独资创设万兴利银行后，

遂成为当时槟城乃至马来亚名噪一时的银行家。在事业有成后，叶祖意拥有

了本身的住宅。故居是他当年落脚之处，是一座建于 1880 年代的双层店屋，

屋宅横跨大伯公街（King Street）与唐人街（Penang Street）。事业成功后

的叶祖意，许多重要活动都在这座楼房里进行。从“店—屋”的两种使用功

能来看，楼下空间为叶祖意接待宾客与洽谈生意之处，楼上则是他与家人的

私人生活空间。 

随着叶祖意于 1936 年迁往另座一豪宅，搬离后的这间老店屋，则出租

于其他业主。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最后的业主迁离之后，这间经历

百多年历史的屋子被空置荒废多年。曾经风光近半世纪的店屋，此时内部建

筑已经圮废残旧、破损不堪。直至 2005 年，叶祖意的孙子叶良发才着手将

这间祖屋翻修改建，并于 2008 年转型为 The Sire 西式餐厅兼博物馆（The 

Sire-Museum Restaurant）。故居面向唐人街的部分作为叶祖意博物馆，展出

叶氏家族的古董家具与珍藏收集，面向大伯公街的空间为西式餐厅。2017

年，西式餐厅已关闭，叶祖意故居博物馆已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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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礼制对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影响 

本文在对老建筑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乔治市的华人古迹，不管是大宅院、

店屋、民居、会馆、还是庙宇，不论是建筑的形式还是建筑内外的装饰，大

都移植自中国传统建筑式样，不但保存中国原乡的传统，更深受中国传统建

筑文化与礼制的影响。个中原因，自然是槟城的移民大部分来自中国，自然

而然也带来了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因此，本文在研究槟城乔治市华人古迹

的功能演变，就不能不探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礼制，以窥探两者之间的联

系与影响。楼庆西指出，在中国社会中，礼制不但体现在古代的政治制度、

经济关系上，也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建筑。古代大凡建庙、立

宅，无不以儒家的礼规来加以约束和引导。在这种儒学气氛的影响下，建筑

文化与营建活动相对而言，渐渐的礼制化与规范化，承接了儒家宗法等级理

论（1999：113）。 

王鲁民同样认为，中国建筑与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承载着宗法礼

制、阴阳平衡、五行生克、天人合一、风水理念等传统文化底蕴。此外，也

有以下几个特点，包括（一）功能性，中国传统建筑十分重视建筑功能的原

则；（二）关联性，中国传统建筑很自然地把建筑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组成

部分；（三）统括性，中国建筑把有关社会、文化、美学、经济的考虑相互

关联支撑，形成一个可以从多方位切入、意义丰富的整体（2002：3）。 

汉宝德在《中国的建筑与文化》亦开宗明义地说： 

“建筑是文化的具体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不可避免的表达在建筑

上面。建筑物虽然是实质的，但它所能暗示或揭示的，却包括了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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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不但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技术与科学水准，那个时代的精神，当时的审

美观念，而且忠实的记录了当事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2004：137）。 

 

建筑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具体象征，其外观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生活模式，

反映出民间信仰、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礼制伦理、建筑技术、经济力量、

文化水平等等层面。每一座建筑之建造自有其必然的背景与关系，屋宅创建

的年代、扩建与发展的情形以及建筑的功能，基本上与屋宅主人的兴旺衰颓

的历程有密切联系。就乔治市华人古迹来说，以建筑为基点，延伸到当时的

建筑礼制与文化，观察彼此之间互动的诸多面向，乃至建筑的物质功能与精

神功能，可以认识当时移民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其中的实际状况与意义。 

 

一、建筑形式与装饰的影响 

中国建筑的布置将主要的建筑物布置在主轴线上，次要的建筑物则布置

在主要建筑物的两侧，左右对称，组成一个方形或长方形院落。主房位于院

落的中央部分，显得特别高大或富丽；次要的建筑分列于两旁。主房后面为

主人长辈的居室，房屋虽然高大，外观却不突出，表示辈分虽高，却非一家

之主。中国古代之大家庭，妻妾子女众多，建筑与位分之关系表明各人在家

族中之地位（汉宝德，2004：153）。中国传统建筑也要求中正，不中则不

正，不正则不尊，不尊则无秩序，一如《礼记》中所强调的：“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非同一般的中轴线对称形式（葛剑

雄，2005：13）。此外，视觉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指出，平衡乃是人所需要的

东西，因为平衡能使人称心和愉快，规则对称的构图给人以安定的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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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活中，住宅的布局和设计不仅仅以人们的生活舒适方便为出发点，

在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礼制思想中，住宅的格局与形态就是一个以“修身”、

“齐家”与道德教化的场所，体现长尊卑幼礼制思想的空间（乔匀、刘叙杰

等，2003：10）。 

中国建筑对于装修、装饰特别讲究，凡一切建筑部位或构件，都要美化，

所选用的形象、色彩因部位与构件性质不同而有别。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分为

五大类，包括雕刻、塑造、组砌、镶嵌与彩绘等（康诺锡，2007：10-11）。

对于建筑的门窗、隔扇这种分隔室内外空间的间隔物，尤为讲究。是以通过

各种形象、花纹、色彩增强了建筑物立面的艺术效果，又可以使室内空间产

生既分隔有连通的效果（乔匀、刘叙杰等，2003：12）。明清之际，人们对

居室的审美要求已上升到了讲究理论的高度。有关居室的装潢布置、器玩珍

藏的陈列摆设的专书都陆续出现，基于性情、修养与气质、室内布置强调

“对称”，提倡韵致（高巍等，2003：242）。如前所述，槟城十九世纪的

华人建筑都建有内部庭院和中庭（或称天井），每栋住屋前皆有宽大的前廊

或屋檐。这种形式的建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中国庭院式民居“厅井式”

的影响，这种合院式住宅也被称为“南方天井院”（楼庆西，2004a：230）。

透过天井，利用大自然的赐予，在建筑中充分利用自然通风与采光。除此，

按照中国的民俗，一座建筑在院落内的建筑规定上，在门、厅、堂、寝的顺

序中，厅不得高于堂，而堂是整座建筑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多数基址都安排

得前低后高，也就是后部建筑除了最后一进，一般都要高于前一进，唯不能

高于主体的堂（葛剑雄，2005：18）。这种建筑格局的设计，利于自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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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和排水。这种传统中国建筑的院落空间极为弹性，能有效适应各种不同

的使用机能。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世俗与神圣不像西方那么

截然分别的结果。在殖民地社会，不同方言群的互动，殖民地西方直接或间

接影响，以及南洋本土热带环境的多重因素，逐渐促使华人传统建筑的变化，

互相混合或异变（陈耀威，2001：58）。 

 

二、风水理念与平衡对称 

风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包含有丰富的内容。近年来，学术界，

尤其是建筑界对风水研究者日益增多，有者认为风水是古代人们对居住环境

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有者认为风水是有关人与环境的学问。根据楼

庆西，风水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晋代郭璞所著《葬书》中首先提出的“葬者，

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则不散，行之使者止，故谓之

风水。”指的是死人安葬需要选择有生气之地，生气遇风则散，有水则止。

所以只有避风聚水才能获得生气。风水，可以理解为生气可以促发万物之生

成，有生气之地是使万物获得蓬勃生机的一种自然环境。这也是风水学中选

择环境和处理环境的一套理论与方法（2004a：349-350）。 

在中国传统建筑的规划设计中，平衡对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能表现出

安稳与持重。这一观念在风水堪舆学中也得到了加强。风水学认为，建筑平

面的方正，体型的均衡对称，环境格局的完备无缺等，都是吉利和谐的自然

表征。风水学也认为对称构图恰恰是和阴阳构成的左右、上下、前后概念对

应，也与主次、尊卑等伦理礼制相吻合，因而也就象征着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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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2005：16）。风水学关于环境的选择，阳宅、阴宅的定点、定向、

住房形态的分析等等论述与主张反映了实际生活的利弊，是经过实践证明行

之有效的经验总结。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生态环境自然适合人的居住生活。

此外，风水学对于天井也进一步提出“天井乃一宅之要，财禄攸关，要端方

平正，不可深陷落槽”，强调天井的方整和明亮之重要，使人在实际使用和

在视觉、心理上都会感到舒适（楼庆西，2004a：353-359）。 

 

三、清制的约束 

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广博，不论是在音乐歌舞、诗文书画中，还是在典章

文物、礼俗制度中都蕴含铭记着中华民族深沉的情感，反映出审美情趣与价

值。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建筑艺术的表现最具有综合性。建筑是艺术和生

活的空间载体，是技术和艺术的结晶，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物化体现。如前

所述，中国传统建筑受宗教、礼仪的影响，受儒家思想的制约，有严格的等

级性。中国建筑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汉唐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时代。自汉

唐到明清，中国建筑基本上一脉相承，并无根本差异。传统建筑到了明清，

即有衰微的迹象。清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末期一个在经济、政治上带有特殊性

质的社会阶段，经济日趋没落，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历史阶段。满洲

贵族入主中原后，清朝政府在各方面建立积极的民族政策，大力采纳吸收汉

文化以保证政权的稳定，使得建筑等级制度得到足够的重视（王鲁民，2002：

88）。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清制对于建筑有以下的约束：

一、二品厅堂七间九架，正门三间五架，三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正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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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三架，六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庶人间数最少，自来厅

房不得过三间，门只一间或无。所以庶人不论如何厚富，他可以造几十所房

子，但每一所房子的厅房都不得过三间。25房屋的形式和装饰，也大有分寸。

一、二品屋脊许用花样兽吻，三、四、五品许用兽吻。梁栋、斗拱、檐角，

也只有品官才能加以彩饰。公侯用彩色辉饰，门窗奎柱用金漆或黑饰；一至

五品官梁栋、斗拱、檐角，用青碧辉饰；六至九品梁栋只用土黄刷饰。 门

饰亦以华丽为贵，公侯用金漆及兽面锡环的大门，一、二品用兽面铜环，三

至五品用兽面摆锡环，六至九品黑门铁环（1999：149）。中国建筑之制如

此繁异，所以单从某人宅第经过，就晓得这房主人的身世。只须略一注视门

饰，屋瓦，厅堂之大小，便可一目了然。房屋等第之制的原意即在于此。 

比利时艺术家格里森（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在 Chinese 

Architecture 中写道：“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情感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

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

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民族的特征和理想”（转引自王鲁民，2002：

20）。中国向称“礼仪之邦”，用礼“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儒家学说中，

礼，意味着秩序，意味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味着宗法制度。在建筑

上，上至宫殿，下到民居，都在礼制的规范下。所以中国传统建筑的模式，

以及体现社会等级的建筑规模与质量等，皆融为一体。在营建活动中，人们

必须对建筑的规模等级、材料档次、空间位序、质量品次及匹配原则作出因

                                                           
25
“间”指房间的宽度，两根立柱中间算一间，间数越多，面宽越大。“架”是指房屋的深

度，架数越多，房屋越深。在中国北方，“间”的宽度介于 3.3 至 3.6 公尺，而南方则介

于 3.6 至 3.9 公尺之间；北方房屋“架”的深度一般超过 4.8 公尺，南方则超过 6.6 公尺。

详见 Ronald G.Knapp (2004), P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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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异的登记划分。建筑在他们眼里，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实用体，而且也

是一种体现人们社会意识的文化承载体（余卓群、龙彬，2002：107-108）。 

 

第八节 英国殖民地建筑文化对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影响 

一、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带外廊的小洋楼、五脚基店屋 

    十八世纪中叶，由于政治、经济及技术方面逐渐成熟，英国率先兴起了

一场工业革命。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各种机器的使用，到十九世纪中叶的维

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的统治时期（1837 年至 1901 年），英

国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在生产及贸易方面跃居世界首位，到处夺取

海上霸权，侵占殖民地，大量搜刮别国财富，这时期被认为是英国的黃金时

代。槟城开辟于资本主义盛起之际，蓬勃发展于“维多利亚繁荣期”

（Victoria Boom）以及“帝国主义繁荣期”（Imperialist Boom），因而累积

了丰厚的文化资产（高丽珍，2010：12）。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人在东亚和南洋通商或殖民时兴建的洋楼，一般称

为“殖民地式建筑”（Colonial Architecture）。这种英国殖民地流行的“洋

楼”式样，也随着西洋殖民势力而传入槟城。洋楼的文化形式特征主要表现

在外廊（veranda）、西式山头及其它象征表现。山头上常有雕饰，其形式

繁多，除了让外观看起来壮丽外，也有遮挡屋顶的作用。英国学者安东尼•

金（Anthony King）在研究中指出，这种筑有外廊的小别庄是一种起源于英

国殖民印度的建筑物，主要为避免阳光照射，保持屋内凉爽。这种带有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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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的建筑在十八世纪传回英国，成为布尔乔亚（bourgeoisie，即小资产阶

级）的一种新的住居形式。这种深具殖民权力象征的建筑形式，影响了印度

本土建筑而形成了“盎格魯印度”（Anglo-Indian）住屋（转引自江柏炜，

2012：11）。十九世纪末，槟城莲花河街上的梁碧如、谢春生、张煜南与戴

欣然等侨领的大宅，都是属于这种“盎格魯印度”风格（邝国祥，1958a：

32-33 ）。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槟城的洋楼建筑以中西合璧形式

出现，改建成西式门面中式厅堂天井布局，反映了中体西用的思潮。 

十九世纪初，随着英国取得新加坡与马六甲，连同槟城而组成海峡殖民

地，以及 1842 年《南京条约》于中国通商口岸所开辟的租界，外廊建筑被

引进东南亚与中国。1882 年，外廊更被英国制定为城市店屋（shophouses）

的建筑规范。这种被称为“五腳基”（Five Foot Way）的店屋率先于新加坡

实施，1826 年成为槟城及英属海峡殖民地城市普遍的風貌。这种店屋建筑

在一楼临街部分保留了设有頂盖的五尺的公共空间，供人行走，以防日晒雨

淋。当时槟城的华人移民多数来自广东和福建，因此店屋的建筑含有闽粤的

元素。从店屋的发展轨迹，即见一种从原乡建筑转向西式特征的过程（陈耀

威，2001：12）。乔治市文化遗产行动小组（Cultural Heritage Action Team 

（简称 CHAT））根据槟城店屋的风格与特征，把店屋分成六种时期与类型：    

1.1850年代或更早以前，建筑比较简陋的“早期槟榔屿式”。 

2.1840年到1900年，具有浓厚原乡建筑风味的“华南折衷式”。 

3.1890到1910年，受西洋建筑影响的“早期海峡折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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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10年代至1930年代，经济条件变好而具有更繁复装饰的“晚期海峡折衷

式”。 

5.1930年代至战后1960年代，因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成熟，跟上西方建筑潮

流的“艺术装饰式”。 

6.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早期现代主义式”。 

 

 
 

图 2-6  乔治市老店屋的六大类型 

（资料来源：https://decoartpiece.files.wordpress.com/2013/01/penang-heritage-

shophouse-visual-guide_chines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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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建筑材料与装饰的影响 

    如前所述，随着英国经济及技术方面逐渐成熟、工业的发达以及殖民势

力的强大影响，加上社会的变动和发展，以及文化的冲击与融合，在槟城，

来自欧洲的建筑师引入了时尚坚固的西方建筑材料如铸铁围篱和旋转楼梯、

精美的几何图样瓷砖与玻璃等等。许多建筑都体现中西文化交融的建筑空间，

门窗都具有中西杂糅的特征。此外，来自西方国家的名贵装饰，如明亮耀眼

的大镜子，璀璨夺目的水晶灯，做工精致的床头柜和细致精美的玻璃器皿，

都深受大富人家之青睐。经济能力极强的英国殖民地官员与外籍人士固然趋

之若鹜，槟城不少华人故居在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后，其建筑布局，装饰艺术，

材料运用等方面都带有浓厚的西洋或南洋气息，加之故居建筑宏大，工艺细

腻，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的精髓，又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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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郑景贵故居 

第一节 引言 

    英殖民政府在 1786 年开辟槟榔屿后，从中国、印度、泰国与缅甸等地

引入许多劳工，以开垦和发展该地。其中，刻苦耐劳和工作认真的中国劳工

最受英殖民政府青睐。槟城优越的地理环境与就业机会，致使涌向槟城的移

民人潮络绎不绝。其时，中国闽粤临海一带的居民，由于人口大量增加，造

成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上政治、经济与社会动荡等等因素，造成

当地大批农民无田可耕，无业可从。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不得不想方设法、

另觅生机。闽粤临海一带的居民，由于便利的地理条件与海上交通，纷纷移

居到南洋谋生。充满发展潜力与工作机会的槟榔屿，俨然成为新马地区华人

人口最多的聚集地（黄贤强，2008：76）。由于移民数量日益增加，渐渐形

成新的华人社会。显而易见的是，移民把家乡的文化带到新的土地，也带来

了社会问题。 

早期南来定居的华人，无论是来自福建还是广东，大多是来自农村目不

识丁之辈，文化水平普遍低落。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由于福

建和广东各地文化习俗差异颇大，而且方言众多，南来的移民包含了福建的

漳州人与泉州人等，广东的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和海南人等。各种方言、

风俗习惯和文化的规范，造成各方言群体之间，无可避免地形成一定程度的

隔阂。另一方面，初到异国他乡的移民，在人地生疏之下，自然而然会与来

自同一个地区或操同一方言的伙伴，聚集在一起，以求守望相助（贺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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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470-471）。于是，小小的一个团体，凝聚了移民的团结精神，也扮

演着内外兼顾的重要角色。对内，可以保持团结，接济乡里；对外，可以力

求一致，以适应复杂的陌生环境。由此，可以看出方言组织的一体两面。 

虽然不同方言群体存在着各自的帮别团体，南来的移民仍是以血缘、地

缘和业缘为纽带，建立同乡会馆、祠堂寺庙、行业帮会等组织，一起守望相

助、敦睦乡谊。新的移民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中国传统社会组

织的原则与框架，特别是闽粤社会组织的特色（曾少聪，2004：230-231）。

事实上，从明代开始，中国国内已创建各类会馆与不同性质的组织，发展到

清代已相当普遍与盛行（贺圣达，1995：471）。其中，原本含有政治色彩

的天地会（又叫“洪门”），主要为发动会党参与政治革命，甚至一度高举

“反清复明”的旗帜。天地会在海外繁衍的山头，活动目标和方式基本上延

续了乾隆中期的“顺天行道”，以团结互助、共同抗暴为主的秘密会社，也

随着闽粤的移民流入马来半岛（陈剑虹，2007：72）。福建和广东两省，恰

是中国天地会发源地最流行的地区。十九世纪，新马两地华人社会的秘密会

社林林总总有数十个，党员多数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会党随着移民的增长而

奠下雄厚的势力，而且并不属于某个方言社群所独有。这些帮会，有着严厉

的帮规条约，严密的组织形式和入会仪式，以及一套完整的口语、暗号、腰

凭，会规与誓言，受中国天地会为名的秘密会社所掌控。其中，义兴和海山

是最大帮派，其他的各类会党组织都是这两大会党的分支（邱格屏，2003：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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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南来的移民主要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无论教育水平或经济

地位都不高，这使得他们无法摆脱宗族和帮派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因为缺

乏中国政府的庇护，促使这些移民各自成立秘密会社以寻求庇护和互助（颜

清湟，2005：161）。特别是初来乍到的移民，面对陌生的环境，既不熟悉

殖民统治者的英语，也不熟悉土著的马来语或本地的峇峇语，在举目无亲之

下，唯有投靠华人社区的帮群组织，这使得秘密会党的势力更加扩张（李恩

涵，2003：187）。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巴素曾提到：“华侨不论到哪里，秘

密会社也跟随他们到那里”（巴素，1965：465）。可见，移民对秘密会社

的影响明显突出。 

早期会党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为守望相助、为同乡谋取经济利益，讲求兄

弟义气。虽有畛域、方言之别，大体上仍可合作共处。十九世纪中期以后，

来自不同地域与方言群的移民日多，加上谋生不易，造成新客与老侨时起龌

龊，纠纷不断（庄国土、刘文正，2009：83）。尔后，在利益得失与权力争

夺之下，沦为帮派争夺地盘而对峙，对新马华人社会造成广泛、巨大的影响。

英国殖民政府亦通过秘密会社的首领，掌控华工与华人社会。1830 年至

1860 年之间，马来亚发现许多锡矿地带，当时采矿业对华人有很大的吸引

力，大量的广东人和客家人就在此时移民到这一地区。 

会党初期以槟城为根据地，以华人居多的槟城不仅帮派林立，秘密会社

的势力更是随着移民人数而急剧膨胀。后来随着各地矿区的华人矿工之增加，

而陆续发展至霹雳、雪兰莪及彭亨各州（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87）。

在霹雳州拉律锡矿场里，随着愈来愈多的华人矿工聚集在一起，逐渐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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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帮会组织。义兴与海山党同属洪门天地会，义兴又称四县，党员来自惠

州、新宁、新会与肇庆四邑。初期以惠州客家人为主，1865 年惠州人迁至

雪兰莪，涌现后三个县府党员。以海山党为旗号的则有增城、番禺、顺德、

南海与东莞五县（李永球，2003：01）。义兴党与海山党，即在这种情况下

衍生出来。两个党派常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暴乱，进而扩大为两派之间的格

斗厮杀或“战争”。后更牵涉霹雳州皇室权力斗争，前后爆发了三次激烈的

拉律战争（Larut War）。早期，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的约束较少，同时并不

介入华人的事务，因此会党势力成为控制华人社会的重要力量，甚至被承认

为矿区内唯一有效的政治组织。一些拥有庞大资产、实力雄厚的商人，往往

成为华人会党或帮群的领导人物（黄建淳，1993：69-70）。 

     霹雳州锡矿的发现为客家人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造就了许多有名的

客籍矿家，如姚德胜、梁碧如、胡子春与梁燊南等。来自广东增城的郑景贵

（1821-190126，Chung Keng Kui
27），即是其中一位。郑景贵被认为是十九

世纪末马来亚最具影响力的华人锡矿家，他也是拉律战争的历史关键人之一，

是当时华人社会帮群领袖中的一位典型人物。郑景贵属于早期南来，赤手空

拳而成功崛起的移民之一。郑景贵即是凭着个人的能力与努力，终于在锡矿

业营商有成。郑景贵身为秘密会社海山党的首领兼锡矿场的大矿主，凭着与

当地马来领袖以及英国殖民地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迅速跃起成为当时的华

                                                           
26
郑景贵生卒年有四种说法——1821-1898，1821-1891，1829-1901，1821-1901 。本文根

据陈耀威研究所得（2013：37）。 
27
活跃于殖民地的郑景贵，有不少英译名。包括：Chung Keng Kwee、 Cheang Keng Kwi 、

Chang Kang Quee 、Chang Ah Quee、 Ah Quee、 Ah Kwi 及 Ah Kooi 等七种写法。（陈耀威：

2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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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领袖与富商（黄贤强， 2008：77）。最初，郑景贵在霹雳州太平

（Taiping）投资开采锡矿，事业成功后，逐渐将商业版图扩展至槟城。之

后，郑氏长年在霹雳与槟城两地劳碌奔波，直到晚年才决定于槟城定居，颐

养天年。郑景贵在事业成功后努力回馈社会，对于槟城和霹雳两地的文化教

育与社会公益，有着巨大的贡献。 

1874 年，郑景贵代表海山党出席“邦咯协约”（Pangkor Treaty）和谈，

陈亚炎则代表义兴党，以及马来统治者一起进行协商。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的

调解下，彼此签订“邦咯协约”，终于结束了历经多年的纠纷恶斗。从此，

英国对马来亚逐渐展开殖民统治，历史学家视为这是马来亚历史的转捩点。

身在南洋的郑景贵，对于中国家乡的发展，也关心备至。举凡振兴教育、修

桥造路、赈灾济困等善举，皆豪爽捐赠，也因为如此，而深获清廷嘉赏。

1884 年，郑景贵获清廷诰封资政大夫分巡兵备道（二品官），复赏“戴花

翎”（黄建淳，1993：71）。白手起家的郑景贵，不论是在霹雳、槟城、新

加坡或香港等地都有大片家业，尤其是在槟城的产业，更是让人钦羡。老槟

城人流传着一句福建俚语：“有景贵的富，无景贵的厝”，强调的就是郑景

贵的产业之多。指一般人即使能够像郑景贵一般富有，也未必能像郑景贵一

样拥有那么丰厚的家业（光明日报，2013 年 8 月 13 日）。邝国祥对郑景贵

有如此的描述：“数十年前间侨商富者，市人必翘指称公以对”（1958a：

108）。 

郑景贵于晚年七旬在槟城兴建华丽豪宅“海记栈”与家祠“慎之家塾”。

这两座建筑物，不论风格或功能，迥然不同，一西一中，尽显其官绅权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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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负傲气。百年后，郑景贵故居已转型为槟城侨生博物馆（The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本文将探讨十九世纪横跨槟城霹雳两地的巨富——甲必丹郑景贵的生命

历程与家族起落，并讨论其宅邸与祠堂——“海记栈”与“慎之家塾”的兴

建动机、建筑文化特色、象征意涵、发展脉络、功能演变与其中的兴衰原因，

以及郑景贵与海记栈的密切关系。 

 

第二节 郑景贵：人物与时代背景 

一、 渡海南来、开采锡矿 

郑景贵(1821-1901)，名嗣文，号慎之，以字行，通称亚贵。原籍广东

增城县绥福都良田的新村围（现增城市福和镇联安郑新村28），原乡为该县

东北偏远客家山区。家中兄弟五人，景贵排行第三。曾祖父开仁，祖父东霖，

父兴发，母赖氏，历代皆以业农为生。其父壮年时适值家乡灾荒难以度日，

无奈之下只身过番到马来亚谋生。不久，次兄景胜随后亦南渡，父子俩一去

渺无音讯。后家中长兄景洪逝世，赖景贵躬耕奉养慈母。1841 年，时景贵

二十岁，奉母命到南洋29寻找父兄，父子兄弟团聚后，景贵随父兄开矿。 

十九世纪初期，霹雳州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野丛林地带。1848 年，

一位马来人隆嘉化（Long Ja'far）在拉律（Larut，现称太平 Taiping）地区

                                                           
28
根据陈耀威：过去资料写绥福都良田新村之“约”字，乃“的”之错字。陈于 2002 年 2

月 5 日到增城郑景贵故里考察，确定地址（2013：18）。 
29
陈耀威认为，郑景贵很可能是在槟城寻找到父兄。之后，太平发现了锡矿，父子三人才往

霹雳发展。（陈耀威：2013： 19）。另一说法，郑景贵南来之前，素有“雷公盛”之称的

胞兄景胜，已在霹雳锡矿区工作，郑景贵找到父兄后，随父兄开矿（邝国祥（1958a：

109）。无论如何，郑景贵在霹雳从事锡矿开采，起家发迹一事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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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发现丰饶的锡矿藏量后，英国人马上闻风而至，并且广为招募华人做矿

工。当地马来土酋依不拉欣（Ngah Ibrahim）也邀华人到来开采锡矿，一时

大量槟城华人劳工蜂拥而至（R.O.Winstedt & Wilkinson, R.J,1974:78）。郑

景贵父子三人，亦在最早前往太平开采锡矿的行列中（陈耀威，2013：20）。

在 1850 年之前，拉律地区只有区区三位华人；得力于拉律锡矿的开发，使

得当地人口激增。虽然间中也曾历经三次的拉律战争，但人数还是不断增加。

随着锡矿的开发，拉律区迅速发展成为锡矿市镇。1870 年，霹雳一带的矿

工人数约四万人，及至十九世纪末，已激增至二十万人（郑资约，1961：

127）。虽然，当时有不少来自槟城的投资公司竞相前往开采锡矿；不过，

当地矿区却由“海山”与“义兴”这两大会党掌控。“海山”这一边是由广

州增城客家人为主的海山党人，在拿律区吉辇包（Klian Pauh，今太平监狱

一带）经营采锡；另一边则为广东惠州客家人的义兴党于新吉辇（Klian 

Baru，原名甘文丁，Kamunting，华人通称新港门）之地盘。最初，两个帮

会在各自的矿区工作营生，互不干涉。之后，两党在日常生活和开采锡矿的

生产过程中，由于避免不了的摩擦，而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对抗，社会问题亦

随之滋长。 

    郑景贵在辅佐父兄一段时日后，于 1858 年左右，即着手开创本身的事

业。郑景贵率先投资锡矿业，经过两次失败后，继续奋锐经营，直到第三次

才告成功。机灵聪敏的郑景贵，凭其过人胆识、智谋才干以及领导能力，在

短时间内被推举为海山派党魁。而且不出二十年，郑景贵已在锡矿业开创出

一片天地。对秘密会社有所研究的陈剑虹指出：事实上，矿场的经营者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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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秘密会社的首领，操纵着华工的生活方式，规范他们的行为，并驱使他

们入会，以确保采矿工作的顺利进行（2015：146）。当时，海山党首领除

了郑景贵，其兄景胜、冯观保及刘三亦是领袖之一。当中，刘三与亚明才

（Ah Min-Choey）二人乃景贵最忠诚的副手。另一边，义兴党的首脑则是

苏亚松30(So Ah Chiang，?-1865)（李永球，2003：01）。 

 

二、叱咤拉律战争的人物 

郑景贵身为矿场的经营者兼海山会党的首领，从 1860年到 1884 年，领

导着槟城与太平两地势力雄厚的海山党，党员之多，数以万计。根据资料，

1867 年，槟城的义兴会社拥有二千五百位左右的会员，占槟城人口的五分

之一；而海山的会员约五、六千人，尚有四千名附属于其他华人会党的红旗

党和白旗党（Comber,Leon,1959:118）。1861 至 1874 年间，海山党与义兴

党两派，由于水源争夺与矿地竞争的关系，加上马来酋长的权位斗争，往往

为了各自的帮派利益而水火不容，大打出手。锡矿的巨大盈利收益，使得这

些同样是流落异乡的华人自相残杀，十二年间屡次矛盾冲突而不能停息，其

间更爆发三次腥风血雨的“拉律战争”。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武力相向不仅使

两派人马元气大伤，两党杀戮还殃及槟城、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社会，笼罩在

风声鹤唳的阴晦中，一片肃杀。以致巴素形容秘密会社为“政府中的政府”

                                                           
30
义兴党第一任首领。So Ah Chiang 的中文名字，一般译为苏亚昌。李永球在田野调查中发

现为苏亚松。详见李永球（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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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um in Imperio）(1950:110)，俨然是马新华人社会的“统治者”，

英殖民地政府也无法管制。 

郑景贵的海山党与义兴党的严重冲突始于 1861 年 7 月，双方因争夺水

源，而引爆了第一次的“拉律战争”。由于海山党在锡矿区内的产锡量多、

党徒多，在华人苦力方面也比敌对党多，因此占极大的优势。当时的土酋依

布拉欣（Ngah Ibrahim）是一个投机分子，当他看到海山党的势力强大，即

倾向海山派。在依布拉欣的大力支持之下，郑景贵的海山党轻易地把义兴党

逐出新吉辇。心有不甘的义兴党向英国殖民地政府投诉，殖民地政府以暴乱

影响了殖民地商人的利益为由，要求苏丹做出赔偿。苏丹向依布拉欣施压，

在苏丹的施压之下，依布拉欣只得让义兴党回来采矿。这一次，两派的冲突

暂时得到缓解。第二次的“拉律战争”发生于 1865 年 6 月，肇因起于双方

党员因赌博而起的争执，势力强大的郑景贵再次把义兴打得落花流水，赶出

了矿区。两次恶斗都被海山党击败，让义兴党员怀恨于心。嗣后，两派之间

的摩擦冲突愈见频繁(Winstedt, R.O. & Wilkinson, R.J,1974:79-84)。1867 年，

械斗从霹雳蔓延到槟榔屿，结果引发了从 8 月 3 日至 14 日，持续超过十天

的“槟榔屿暴动”，让全市陷入癱瘓，英殖民政府为之震惊不已（陈剑虹，

2015：139-145）。1872 年 3 月，更爆发了长达两年的第三次“拉律战争”。

这一次的斗争，让一向强势的郑景贵败下阵来。械斗时期，两个帮派之间挟

械仇杀不断，人们每天都活在杀戮之中，双方人马死伤惨重，财产损失无数，

交战矿区和城镇几成废墟（李永球，2003：17-18）。另一方面，在拉律战

争期间，霹雳州马来王室亦发生皇室内斗，1871 年，霹雳苏丹阿里（Sul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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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去世，王储拉惹阿都拉（Raja Muda Abdullah），与拉惹依斯迈尔

（Raja Muda Ismail）为了争夺王位而斗得炽热。前者得到下霹雳的酋长、

义兴公司与海峡殖民地商人的支持；后者则得到海山公司、大伯公会与华族

商人的协助，导致王位斗争跟矿务纷争纠缠在一起，双方斗得难分难解

（Khoo Kay Kim,1984:153-154）。“拉律战争”两派人马的地盘之争，诚

如高丽珍指出： 

   “在非人性恶斗过程中，延烧成各党派之间援增火力，连绵十二年的报复性战

祸。这一场历时绵长、死伤无数的惨烈战争，纠葛甚深的问题根源，固然与中国原

乡的动荡与民族撕裂有关，但最关键的问题，毋宁是霹雳州马来苏丹的政治大位，

以及背后关联甚深的矿权与土地拓垦权的角力”（2010：175-176）。 

 

英国人决定对华人私会党在拿律矿区的纷争进行调解。1874年 1 月 20 日，

海峡殖民地政府邀请华、巫各方首领出席参与“邦咯协约”（Pangkor 

Treaty），郑景贵代表海山党与义兴党首领出席和谈，陈亚炎代表义兴党，

在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爵士（Sir Andrew Clarke）、麦乃雅（Major 

McNair）、南洛（Captain Dunlop）的旋调解下，双方同意放下往昔仇恨，

共同签订《邦咯条约》，终于结束了历史上的拉律战争（Khoo Kay 

Kim,1991:13）。《邦咯条约》的签署意味着英国势力在马来半岛的直接干

涉，以致日后对马来半岛的全盘掌控（Comber, Leon,1959:174）。正如张礼

千所评：“同室操戈之行为，于己无利，于人有功，至为明显”（张礼

千,1940：88）。之后，新吉辇地区改名为“太平”（Taiping），寓意长年

的战争结束，此地永远和平。和平协约三天后，英国殖民地政府为拢络两会

党首领，并加强对华人社会的控制与监管，委任郑景贵与义兴党义第三任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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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陈亚炎（？-1899）为安抚委员会（Pacification Commission）委员（Ho 

Tak Ming, 2009:191）。1877 年 6 月，为更有效管理华侨组织机构、处理华

侨移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事务，海峡殖民地政府设立华民护卫司

（Chinese Protectorate），委任毕麒麟（W. Pickering）为首任华民护卫司

（Protector of  Chinese）。从此，开启了英国殖民势力参政霹雳州的历史。

而霹雳州也继槟榔屿、马六甲与新加坡成为新海峡殖民地（New Straits 

Settlements）（Parkinson,1960:210）。随后，马来半岛各州亦因英国政治、

经济政策等因素而落入英殖民政府的统治里（Baker,Jim,2014:115）。秘密

会社在 1890 年英殖民政府颁布管制会党法令以前，是新马华人社会重要的

结构之一（黄建淳，1993：64）。鉴于会党危害治安，对社会的破坏性极强，

海峡殖民地政府于 1890 年正式取缔会党。惟这并无法摧毁顽强生命力的会

党，他们由公开而转入地下，继续生存下去（李永球，2002：30）。拉律争

端结束后，当地社区才渐趋繁荣，人们从此得以安居乐业。 

三、亦官亦商的青云路 

采锡是一项艰辛的行业，由于矿场的环境恶劣，加上疾病以及其他热带

地区常见的危险，矿工患病伤亡的情况十分严重（Ho Tak Ming,2009:80），

加上拉律矿场的连番斗争，可以看出开采锡矿的风险不小。相对的，锡矿业

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也让矿主迅速致富。郑景贵这位锡矿业巨头，虽然在开

采锡矿初期曾经遭遇两次的失败，至四十岁时，已跻身富商行列，成为霹雳

政商界非常杰出的人物（Ho Tak Ming, 2009:121）。1879年，其所拥有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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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公司（Kong Loon Kongsi）（白伟权，2016b：117），已是当时拉律区甚

至全国规模最大的矿场。及至 1891 年，其锡矿场雇有中国矿工六千三百名，

是当年拥有最多矿工的矿主（邱思东，2015：109）。郑景贵以其强悍倔强

的性格、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的精神，领导着矿区的弟兄为他打拼，其矿场

亦持续引进越来越多的客家乡亲。郑景贵的海山党尚有其他能干的首领与忠

诚坚毅的副手，如其兄景胜、冯观保、刘三与亚明才等人，对他极力辅佐，

加上同是来自增城的乡里之全力拥护，郑景贵在其所属帮派的协助下，因而

采矿事业迅速扩展攀升（傅吾康、陈铁凡，1985:23）。出身低下的郑景贵，

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拥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并且愿意接受新事物。当时，

拉律地区有不少矿场，多以传统的方式进行采矿。郑氏是最先使用水力唧筒

（hydraulic pump）这项新技术开采锡矿的矿主，水力采矿设在都拜（Tupai）

矿场，由霹雳政府进行试验。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巅峰，对于锡矿

的需求不断提高，自然十分关注霹雳这个巨大的锡矿区。1878 年，海峡殖

民地总督罗敏申爵士（Sir William Robinson）还亲至该矿场参观。当年，霹

雳参政司休罗爵士(Sir Hugh Low)下令发出廿一年的矿场地契以及颁布改善

矿工福利等措施，被视为受到郑景贵的影响（黄存燊，2006：160）。从以

上事件，可见马来统治者与英殖民政府对郑景贵的采锡经营方式之看重与赞

赏，往后他们更联手致力于锡矿工业的管制与提升。邱思东指出，以霹雳州

来说，早期中国华人矿工采用的是中国农村用以灌溉农田的水车，作为抽吸

矿湖底层水源（2015：105）。这种传统落后的采锡法，所得锡产量有限。

后来，矿场采用先进的机械化采矿方法，锡苗产量也跟着大量上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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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874 年，仅霹雳一州所输出的锡产为 702 长吨，31至 1882 年已激增

至 7,730长吨（2015：15）。根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显示，采锡工业的迅速

发展以及国际市场对锡矿量的大量需求，加上当时邻近地区如怡保、务边、

和丰以及金宝等地也发现大量矿苗，这一带的锡矿市镇最终构成了被称为

“近打谷地”（Kinta Valley）的产锡区。1880 年代，马来亚跃起成为世界

最大产锡量的国家，而其中约一半的產量來自霹雳。锡矿业迈入了新的里程

碑，更给郑景贵带来巨额财富。 

    根据 Wu Xiao An 的研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马华人社会的主

要结构由三种组织构成。它们分别是：“甲必丹”制度、“秘密会社”和

“公司”制度。甲必丹，扮演着领导角色，集财富与权势于一身，并具有行

政、管理和司法的权力；秘密会社，有其内部的政治使命，与当时的殖民地

政府以及马来统治者共存；公司，在当时指称华人的社会、经济组织

（2010:23-24）。华人社会这种特有的“三结合”机制，让农民出身的郑景

贵，得以在霹雳州迅速崛起，政商两界左右逢源。这一时期的新马华人社会，

以财富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且可以使人获得头衔与政治影响（颜清湟，

1991：76）。财雄势大的郑景贵，即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下，于 1877 年皆同

义兴会党的首领陈亚炎，获得英国当局册封霹雳华人“甲必丹”勋衔，两人

被赋予管理华人社区治安和内部事务的权力。郑景贵与陈亚炎亦担任首届霹

雳议会议员，自从两党纠纷媾和之后，他们亦变成亲密的朋友，两人共同为

华人争取各种福利，陈亚炎也成为郑景贵第四子郑大平的干爹。 

                                                           
31

1 长吨=1.016047 公吨（吨）。英美国家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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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和英国官员以及马来上层社会的良好关系，郑景贵顺利取得社会地

位与经济力量，与他们平起平坐，从此，踏上亦官亦商的青云路。从另一方

面来看，这是英国殖民地政府一套“以华制华”的间接统治方式，通过给予

各帮派的富商首领社会地位与名誉，借此提高他们在帮派中的地位和影响，

再利用他们控制华人，从而构筑殖民地的统治方式。这也印证了“华人秘密

会社的领袖，事实上是华人社会的统治者”（邱格屏，2003：127）。而秘

密会社，除了内部的政治使命，亦逐步演变为商人阶级发展个人政治与经济

利益之工具（陈剑虹，2007：48）。至于郑景贵的广轮公司，名义上是采锡

公司；事实上，也存有秘密会党的色彩。学者对此有以下看法： 

“就今天来看，‘公司’这个名词缺乏严谨的界范，以至於它代表的组织，

有从当时殖民地官方眼中恶名昭彰的秘密会社，到社团管理法令下一般市民的各式

结社，以及從宗祠组织与建筑，到股份制商业团体等差异极大之含义。无论如何，

这是华人社群组织形构经历的痕迹”（陈国伟、黄木锦、黄兰翔，2000:620）。 

 

有者认为：“表面上是行业垄断，亦可能是以夷制夷，旨在打击抑制洪

门同伙如义兴公司。海山被查禁后，海记栈可能是个新瓶”（刘放，2014）。

黄建淳认为新加坡、马六甲、槟城等地会党的名称，都是仿自东印度公司，

概以“公司”为名（1988：40）。从郑景贵的经历来看，他显然是这三结合

机制最大的得益者。 

颜清湟指出，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土著统治者已广泛采用饷码承包

（Farm System）的税收制度（1991：113）。1808 年，英国殖民者也沿袭

采纳这个制度，从中取得巨大利润，以保障本身的利益。此一制度，是将售

卖鸦片、烟、酒和开设赌局等事务交由会党领袖或甲必丹经手承包。华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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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常常因争夺巨额利润与权力而不惜勾心斗角，帮派之间相互竞争，殖民地

政府则坐收渔人之利，既操纵了华人领袖，亦轻易掌控了社会经济的脉络，

以这些税款作为行政及发展开销（李恩涵，2003:188）。以槟城来说，

1898-1906 年间，每年的鸦片税务占海峡殖民地财政税收的百分之四十九，

盈利之高，可见一斑（陈剑虹，2007：26），更何况尚有其他饷码税收。除

此，殖民地政府以鸦片作为操控华人的利器，不少华人劳工因吸食鸦片而萎

靡不振（Voon Phin Keong,2007:76）。英国政府亦借此突破了满清政府的贸

易壁垒，从而扭转中英贸易逆差。在当时华人社会属于非富即贵的郑景贵，

是 英 国 殖 民 地 政 府 眼 中 的 “ 上 等 和 更 受 尊 敬 的 阶 级 ” （ Victor 

Purcell,1967:73）。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权势，郑景贵上可与殖民地官员

或马来官员周旋，下可领导华人帮群，在种种有利的条件下，郑氏轻而易举

地取得了饷码承包。1888 年至 1895 年间，郑景贵连续拿下拉律、瓜拉江沙

（Kuala Kangsar）、近打（Kinta）甚至下霹雳（安顺，Teluk Intan）的种种

饷码。他从锡矿与饷码所聚敛的巨大财富，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势力，更

使他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巨商（张铢桐，2014：1563）。反观他的对手陈亚

炎，虽然也曾向清廷政府捐官鬻爵，32同样经营矿业，并是霹雳饷码的承包

人；然而，其晚年生活却潦倒不堪。 

在农村贫穷环境中长大的郑景贵，自小即已感染到客家民系节俭奋斗的

习惯。早期矿场的生活艰辛，工作与生活环境条件极不理想，矿工面对染上

疾病如：疟疾、霍乱与脚气病的风险极大（Khoo Salma Nasution and Abdur 

                                                           
32
颜清湟指出，由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所复印图片，获知陈亚炎穿著清朝官服带官

帽的照片，表明他曾向清廷捐官鬻爵（19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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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zzaq Lubis,2005:73），恶劣的环境，更是磨练出他不屈不饶的生活理念。

从事锡矿业后，让他充实了商场企业的能力。加上他手下人才鼎盛，有兄长

与效忠的部下辅佐他。当时风气未开，远离家乡的华侨视赌博为工余的正常

生活，抽鸦片更是平常。上至富绅巨贾，下至贩夫走卒，皆有烟赌的嗜好，

相习成风（邝国祥，1958a：116）。虽然郑景贵本身承包鸦片、酒类、典当、

赌业等税项，却能跳出一般的矿工生活，完全没有染上这些恶习。在华人移

民中，郑景贵是属于少有的向上流动的例子。胸襟开放的郑景贵，乐于接纳

新事物，包括西方文明带来的建筑技术和材料，从他经营矿业时采用新方法

采锡，到他建屋时采用西方建材可见一斑。正如他意识到西方文化和教育的

重要，把孩子都送到当时槟城最好的英校接受教育。 

 

四、清廷诰封资政大夫 

成功后的郑景贵，为人豪迈不拘，常常仗义疏财。虽然身在异乡，本着

对故乡血浓于水的关系，使得他对中国的局势十分关心；况且，中国的命运

起落对侨居海外的移民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凡举振兴教化，赈灾恤贫，修

桥造路等义举，皆鼎力咸成，所捐必钜。像多数发迹后不吝回馈乡里的人一

样，郑景贵体现了“有钱、有势未必是荣誉，能带给整个村子实惠与光荣的，

才是真正的荣誉。”（王镇华，1995：144）。出身贫困的郑景贵，痛感本

身的文化水平低落给创业带来艰辛，因此特别重视教育。为了振兴家乡教育，

他曾出资在增城兴建增江书院，广置图书，聘请名流讲学任教；同时建议清

朝朝廷给增城增加考秀才的名额，他还特别捐助进库册金（奖学金）。增城



120 
 

的“慎之家塾”亦是郑景贵出资兴建，为其子孙后代而设的学塾，实际上也

是该村和邻村农家子弟免费读书处所。为了改善家乡郑新村的交通，郑景贵

不断寄款回去，在五处崎岖山口处筑砌石级，修筑坚固的麻石桥以及供行人

休憩之用的风雨亭各两座，造福桑梓。他也在香港建大厦，为内地经此往南

洋的乡人提供食宿方便；同乡到香港谋生一时未找到职业，也到他那里暂时

安身。1870 年，天津发生大水灾，郑景贵得悉灾情，以他母亲赖太夫人名

义捐巨款赈灾，深获清廷嘉赏，给他在增城的故里赐赠“急公好义”牌匾。

1884 年，中法大战，清政府告急，郑景贵认为救国御侮人人有责，毅然慨

捐十万金巨额助军费（邝国祥，1958a：112）。清庭为表彰他赤诚爱国，加

上郑氏之前数度斥资赈济水灾及奖学金等，特钦加兵备道衔，诰封资政大夫

（二品官），且追赠父亲和祖父三代（颜清湟，1992：25）。1886 年，又

获清廷赏“戴花翎”。 

由于战乱频繁，中国国势江河日下，加上水灾频发，清廷国库财政衰颓，

于是大开捐纳制度。1877 年，清廷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领事馆；1887 年，

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建议鬻官于华侨，诱使富有商人捐资献款。同年，直

隶总督李鸿章通过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以及委任当地侨领作为代理，吁请

华侨慷慨捐输，救济灾民。这时期的鬻官制度是属于伪饰的，款项乃以献捐

救济金的方式缴付，然后论“金”行赏，按所捐献金数额，给予适当的荣衔。

清政府这种卖官鬻爵的措施在华侨大资产阶级中，掀起了强烈的回响，星马

不少著名富商纷纷向清政府捐购官爵（李盈慧，1997：28）。如前所述，聚

资巨万的甲必丹郑景贵也在鬻爵的行列中。颜清湟指出，一直到 1889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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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一整张捐官衔的价格表一再刊诸报端，卖官鬻爵已成公开化。唯所有

捐官都限于虚衔，官职并无鬻卖（2007：121）。捐纳制度为富有的华侨提

供了晋升、取得名衔的机会，满足了他们追求官职、财富、声望的观念，实

现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期望；同时也提高他们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地位。因

此引起了富裕侨商竞相捐纳的风气，财势雄大的富商都趋之若鹜，而且都成

为清朝政府吁请捐助的对象（颜清湟：2007：9-14）。所谓“鬻官”，其实

就是建立在清廷与华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十九世纪时，特别富有资财的华侨，常视清政府为显扬门厅的门径，并

以捐购官衔为荣耀（颜清湟，2007：16）。郑景贵买官鬻爵一事，笔者推测

郑景贵此举是另有谋略与想法。离乡去国多年，身在海外的郑景贵，拥有多

重身份，一方面贵为华人甲必丹，同时又是霹雳议会议员，并成为各种“饷

码”的承包人，在殖民地的华人社会有着超然的身份地位。然而，身为海山

党领袖，纵横海山锡矿区多年，一手操纵着他所创办的广隆锡矿公司，在海

山秘密会社的旗帜下，郑景贵始终脱离不了他“反清复明”的形象。即使清

廷政府远在千里之外，像郑景贵这些私往海外的华人，在当时属于被清廷视

为不安本分、甘心異域、自外王化的莠民（颜清湟，2007：5）。他们既得

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也不可能得到殖民政府的协助。在如此复杂纠缠的情

况之下，郑景贵肯定多番权衡轻重得失。深谋远虑如他，必然了解到鬻官之

举不仅可以提高他的声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对朝廷的效忠与支持，

若能得到清廷的“皇恩”之赐，对他的身份无疑起着“漂白”、甚至“美化”

的作用。另外，捐官亦提供了一种方便的伪饰，显示捐官者的慈善精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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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精神在华人社会中亦是争取领袖地位的一种重要素质（颜清湟，2007：

6）。明乎此，不难理解郑景贵对清廷源源不绝地捐献巨款，表面看起来似

乎是为自己、为家族鬻官，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名望；事实上，郑景贵更大程

度是为了表示自己对祖国的效忠，体现自己一份殷殷切切的“忠君爱国”之

心，再借此清洗自己的污点。 

 

第三节 对槟城与太平的贡献 

一、以慷慨好施之名、跻身槟城华人社会 

前文提到郑景贵在霹雳起家后，亦将事业扩展至槟城。在槟城，福建人

一向是人口众多的方言群，广东人次之，客籍人口一直只占 10%左右。华人

社会的领导权为福建帮和广东帮所垄断。以经济实力与凝聚力来说，福建人

的强大势力毋庸置疑，而且向来热心社会公益，无论是庙宇、会馆或义冢方

面的捐款，一直都是表现领先（麦留芳，1985：156-160）。槟城最早的华

人社团是建于 1800 年的广福宫，顾名思义，这是闽粤人士共同兴建的寺庙。

翌年，平章33公馆成立，作为当时槟城华人社会的最高组织，主要以推动跨

帮派社团的合作，是“上承广福宫历史任务，下开华人参事局组织先河”的

机构（陈剑虹，1983：135-136）。1896 年，平章公馆和广福宫的总理成员

与重要职位，均由闽粤二帮委派相同数目的人选出任，以维持权力均衡（陈

剑虹，2007：69-71）。由上观之，方言帮群的力量对华人社会结构有着相

                                                           
33
“平章”二字源出《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1914 年３月易名为平章会

馆，1974 年起正名为“槟州华人大会堂”。详见陈剑虹（20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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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巨大且深远的影响。虽然，郑景贵领导的海山客家帮之兴起，一度冲击了

福建人独大的局面。然而，即便如此，在闽粤富商居多的槟城，客家势力依

然薄弱。黄贤强在研究中指出，在郑景贵之后的客籍绅商如张弼士、张煜南

与张鸿南兄弟、谢春生、梁碧如与戴欣然等人，在闽粤帮群中，不得不另辟

蹊径，通过“第三股势力”异军突起，才得以拨出一条康庄大道（2008：

19-34）。 

郑景贵雄踞霹雳数十年，称得上是一位呼风唤雨的人物。然而，作为一

个以霹雳锡矿业起家的外来者，特别是一位人口占少数的客家人，若想在槟

城华人社会领导阶级占一席位，除了靠庞大财力，还需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与

威望。一个可能的快速方式是透过在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捐赠巨款等善举，以

提高本身的声望和权势。即先取得财富，然后利用财富来争取声望与权势

（颜清湟，2010：67）。向来在霹雳政商界浸淫的郑景贵，自然透视个中道

理。他不惜以财力物力为自己铺垫知名度，在槟城这个以闽粤帮群为主的华

人社会，闯出自己的盛名。1865 至 1868 年间，槟城的海珠屿兴建一座大伯

公庙，郑景贵是主要捐款人（邝国祥，1958b：56）。1883 年至 1886 年槟

城平章公馆的建筑费，他是个人出资最多者，让他成功晋身平章公馆领导层

（傅吾康、陈铁凡，1985：801）。1891 年，槟城第一庄严宝刹白鹤山极乐

寺初建，郑景贵连同张弼士、张煜南、张鸿南、谢荣光与戴欣然几位客籍富

商，对极乐寺慷慨捐献，个人捐助六千元，六人共捐款六万八千，被推举为

该寺产权的六大总理之一（傅吾康、陈铁凡，1985：660）。此外，郑氏于

1893 年，担任槟城五福书院的董事，又于 1849 年，创办槟城的增龙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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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甚力。他曾捐献一大段土地供兴建槟城五福书院，又与女儿郑庚娘合捐

一大片墓地予槟城广东暨汀州公冢。1895 年至 1896 年，张弼士领导槟榔

屿华人社会修建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郑景贵慷慨捐款一千五百元

（槟城新报，1896年 3月 19日），名列榜首。1899年，闽帮的福德祠（大

伯公庙）重修碑志上，载其捐银六十元，与闽帮头家柯祖仕同列缘首。郑景

贵对南华医院的贡献亦足以表扬，他捐出一万五千元，是个人捐款额最多者。

郑景贵甚至把手上不少房子赠送给贫苦的非客家人，丝毫没有籍贯和帮派之

分（郑永美，2013）。豪迈慷慨的郑景贵，渐渐在槟城的上层社会打开知名

度，成为槟城华人社会上一言九鼎、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除此之外，郑景

贵亦通过向清廷买官鬻爵，为自己提高身份与知名度。此一部分将在往后篇

章加以探讨。自此，郑景贵一直活跃于槟城华人社会，参与政商界各项盛大

的活动，成为上层社会所倚重的成员，这也奠下了郑氏在晚年兴建巨宅“海

记栈”与祠堂“慎之家塾”的机缘。 

 

二、建设太平的功臣 

郑景贵被指对太平的开发与建设，厥功至伟，李永球指他“功在太平”

（李永球，2013）太平这个锡矿市镇，历经三次的激烈战争后，遭受财产损

失无数，入目皆是残垣败瓦，令人惨不忍睹。拉律战争平息后，郑景贵大力

号召海山党人，尤其是增城同乡，共同协力重建该区。郑景贵有感于这是本

身发迹起家之地，亦是增城同乡赖以为生的第二家乡，而自己与海山弟兄却

对这地方造成难以计算的破坏，不免深感愧疚。他自觉有责任弥补两党战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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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伤害与破坏。一时大量增城人移居南来，发展太平当地经济，带动

百业兴旺。事实上，重建太平这个地方，对郑景贵来说可是十分必要。当时，

太平出产的锡米，是以牛车载到离太平不远的十八丁（Port Weld）港口，

之后再用船只载到槟城出售（邝国祥，1958a：109）。太平的兴衰，对郑景

贵的锡矿业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此外，身为霹雳议会议员，郑氏亦负起为

华人争取福利，包括建设店肆与修建会馆寺庙等要任。1888 年，郑景贵领

导太平增龙会馆，出资将简陋会馆改建为砖瓦永久性建筑（新马增龙会馆联

合特刊，1966）。1882 年，义兴党人创建粤东古庙，郑景贵不计前嫌，随

喜捐银二百元。1883 年，郑景贵创建岭南古庙，两年后又与陈亚炎共同创

建何仙姑庙。1883 年，由义兴党创建的峇东绥靖伯庙重建，郑氏亦放下嫌

隙，担任总理职（李永球，2003：5）。郑景贵在太平旧市区拥有大片的土

地与房子，太平湖则是他在 1880 年将废矿湖捐给政府后美化而成湖滨公园。 

 

第四节 郑景贵故居——“海记栈”与“慎之家塾” 

一、兴建大宅与祠堂的动机与立意 

（一）主观因素 

十九世纪末，郑景贵处于人生最高峰，在个人生命的历史轨迹中，已成

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郑景贵既受英国殖民地官员和马来统治者看好，

又得到清廷政府的重视，不免踌躇满志。当时的华人社会有着“富贵而不归

故里，如衣锦夜行”的观念，光景富裕者皆以归故里为荣。发迹后的郑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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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已多次往返故乡，探望亲人，并不断捐献巨款，得到乡里众人一致的倾

羡与赞赏。在当时的社会，兴建豪宅最能体现富商光宗耀祖、炫耀财富的价

值观，而且，大宅也可以作为将来落叶归根的居所（江柏炜，2012：8）。 

郑景贵在崇高的身份、地位、名望以外，需要一些更实质的东西来衬托

内心的虚荣。住屋是显示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正像物质文化如：华丽的服

饰、昂贵的汽车和精美的手表等，是“人人都看得見的”实体，以体面为标

准来辨识地位，可以让亲朋戚友与邻里羨慕，可以藉此表示屋主发达的气派，

况且房屋是‘拿不动的’”（陈达，1938：118-120）。1893 年，郑景贵在

义兴街（Church Street）一举买下了两块毗连的土地，以建造心目中的理想

大 宅 。 这 大 片 的 土 地 ， 正 是 其 宿 敌 义 兴 会 党 的 旧 址 （ Ronald 

G.Knapp,2010:105）。 

身为大富翁的郑景贵，其房产、土地、事业遍布槟城、霹雳、新加坡与

香港，甚至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地，让人望之兴叹。事业重心向在霹雳的

他，在太平市中心马力律(Jalan Barrack)，已拥有两栋毗连的豪华双层宅邸

店屋。34宽大的建筑物，楼下作为店铺，楼上当住宅，兼有办公与居家之用。

此外，郑景贵在槟城早已建有一间海记栈，位于门牌 31号的土库街（Beach 

Street，此建筑目前已转为“慈济”佛教团体所开办的“静思轩”书斋）。

这是一座甚有规模的商行建筑，空间之大，作为居家兼大本营，已是十分体

面；除此，郑氏在本头公巷亦有房子（白伟权，2016：186）。既然如此，

郑景贵为何还选择在槟城另建一座“海记栈”？况且，大宅恰恰是建在誓不

                                                           
34
笔者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参观此店屋，目前已转手为家私店。屋主为 Yeap Thean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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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立的义兴党旧址？事实上，这条街道 Church Street 被称为义兴街正是因

为义兴的党址位于此（Lo Mun Yuk,1990:206）。按理，郑景贵既与义兴相

互仇敌、誓不两立，双方应是背道而驰、老死不相往来，郑氏因何把大宅兴

建于义兴党旧址，就在被唤作“义兴街”的这条大街上？其背后动机与立意

究竟为何？ 

郑景贵兴建海记栈最大的原因，应是意在斩草除根、铲除其宿敌义兴党。

正如陈耀威所指：“身为大地主的郑景贵，在槟城拥有何其多的房产和土地，

要找一块地建造新的海记栈，以他的财雄势力是轻而易举的事。偏偏他选择

在义兴旧址新建，似乎象征他的海山击败义兴，并要彻底清除义兴的痕迹”

（2013：40）。如前所述，义兴海山两党数十年敌对，为了争夺矿地、水源、

权势而恶斗不休，尤其“拉律战争”三役，前两次都是势力强大的郑景贵占

上风，狠狠将义兴驱逐出矿场，毫不留情。谁料，最后一役，刚愎自负的郑

景贵却被义兴打得落花流水，铩羽而归。嗣后，不得不听命于殖民地政府，

双方握手言和。虽然，之后两党领袖皆获得殖民地政府的安抚封赐，皆大欢

喜，双方看似打成平手，无所谓胜负。然而，对于一向自视甚高的郑景贵来

说，这无疑是生平的奇耻大辱。作为海山党首领，郑景贵向以其威武霸气统

治一帮兄弟，党内有着严厉的帮规条约，讲的是恩仇必报，赏罚爱憎分明。

面对义兴党如此深仇大恨，自负的郑景贵自始意难平，因此一直处心积虑，

要为自己、为增城人、为海山党，着着实实地报复义兴、扳回一局。对郑景

贵来说，唯有把义兴街的义兴总部践踏踩平，然后把代表他郑景贵海山党首

领的标志性大宅矗立于此，宣示他郑景贵完完全全征服了义兴的意图，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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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从此寂寂告终，方能了他此生夙愿，泄他心头大恨。从另一方面来看，他

既已与陈亚炎握手言和，并且将第四子郑大平认陈亚炎为义父，两人、甚或

两党之间，应是无所谓的恩怨情仇。个人以为，这是郑景贵对事不对人的豪

迈个性。在私人的情感上，他与陈亚炎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在公，海山与义

兴始终是对立的会党。 

 

 
 

图 3-1 郑景贵位于太平的店屋（笔者摄于 2013年 12月 26 日） 

 
 

陈耀威指出，郑景贵位于义兴街的这片土地，原有八幢建筑物，分别为

门牌 24，25，25A，25B，25C，27，29 及 31，以及唐人街（Penang Street）

33号。31号正是义兴秘密会社的总部,建筑物非常宽大，属于三开间两进的

建筑，并有大厅与后廊（2013：40）。1862 年，这土地上的建筑原为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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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首领李国英（Lee Coyin，又名李亚坤）所拥有，后经过数次转手，至

1893 年落入郑景贵手中（黄存燊，2006：162）。郑景贵把原来的义兴总部

建筑彻底摧毁拆除，并于隔年重新建造一座富丽堂皇、楼高两层的建筑，称

为“海记栈”（海山公司的办事处，隐去“海山”之意）。当时土地的另一

侧为五福堂（即五福书院），书院大约建于 1850 年，为广州府十二县邑之

宗组织。郑经贵为了得到这片土地，砸下重金、凭借以地换地的方式，并捐

出巨款供五福堂于目前牛干冬（Chulia Street）的土地建立新建筑（陈剑虹，

2007：58）。最后，将整个建筑布局为一体的郑家，门牌定为“义兴街 29

号”，义兴旧址的 31号从此消失在乔治市版图。嗣后，郑景贵于 1899年在

海记栈毗邻的这块土地，建了“慎之家塾”这座家族祠堂，目的在于祭祀祖

先，传扬莫忘祖恩大德，同时祈求祖先保佑家族的延续与兴旺。除此之外，

郑景贵也有借此自显荣贵之意（陈耀威，2013：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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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侨生博物馆（郑景贵故居——海记栈） 

（笔者摄于 2014 年 5月 1日） 

 

 
 

图 3-3  外观庄严的慎之家塾（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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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观因素 

   郑景贵南来后，长期居住在太平，在政商界呼风唤雨超过四十五年，在

人生的最后五年才正式退休并定居于槟城（Ho Tak Ming,2009:121）。从笔

者所收集的资料来看，郑景贵之所以移居槟城，并在晚年兴建大宅终老于此，

有以下几个因素：槟城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优越地理位置，其自由港口地位在

十九世纪中叶后，由于周遭城镇的各种资源开发，而成为工业原产品的输出

站，拥有国际转口贸易的重要地位。槟城这个港口都市，除了对外联系的作

用；对内，与各资源城镇之间也相互牵引，成为重要的贸易纽带。况且，当

时马来亚的锡矿都是通过槟城输出到国外（Wong Yee Tuan,2015:27），这

对于锡矿事业蒸蒸日上的郑景贵来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助益。1869 年，苏

伊士运河（Suez Canal）通航后，缩短了欧亚两洲的航程，槟城和新加坡也

因此而成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繁华又充满蓬勃生机的槟城，相较于落后简

陋的太平小镇，对郑景贵来说，自然更具有吸引力。因此，把住宅与商业中

心设立在槟城，是有必要的。与此同时，这也清楚说明为何在他之后的客籍

富商如张弼士、张煜南与谢春生等人，他们原本的事业重心都在印尼，却不

约而同把商业版图移到槟城，所看重的就是就是槟城重要的港口位置。此外，

商业繁荣的槟城，有着便利的交通与物资交流，以及对农工商业的发展，这

各方面的优点，对于振兴商务与投资无疑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于郑景贵

的事业发展，更是具有极重大与深远的影响。况且此时的郑景贵已晋身槟城

的华人上层社会，定居于此，能让他更全面地融入槟城的华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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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记栈和慎之家塾的兴建，已是郑景贵年届七旬的事。以郑景贵七十

高龄犹有如此雄心壮志，这是客家民系里一种不屈不饶的性格，也就是俗称

为“硬颈”的个性。以建筑来说，不论何时何地，所有建筑的规划、内容及

其形态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可以说，建筑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载体（楼庆西，2004a：40）。海记栈这座建筑，严格来说，完全是为

了完成主人的使命。可以说，郑景贵建造大宅洋楼，一方面是复仇的象征，

另一方面则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文化象征。兴许，郑景贵比拟自己如同英国殖

民者一样，宣告一种新兴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力量；同时，他或也借大宅彰显

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身家，向闽粤社会展示他客家人的具体实力。 

前文论及，在华侨社会的制度下，造就了不少富裕的商人，他们不仅是

帮会的首领，也是社会的重要领袖，坐拥庞大资产，起居于奢华考究的大宅。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新加坡有著名的潮侨四大厝，包括陈旭年的“资政第”、

黄亚佛的“大夫第”，陈成宝与佘有进的堂皇府邸。不少富商还修建豪华花

园与别墅，作为消遣。如：章芳林的“明云别墅”、吴进卿的“德源园”以

及胡亚基的“南生园”等，自然，他们也有借以显扬之意（黄建淳，1993：

135）。在资源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槟城华人富豪亦纷纷体现“德润身，

富润屋”，大举兴建豪宅、别墅、名园与家冢。郑景贵是属于早期兴建豪宅

的一位，尔后有张弼士、梁碧如、张煜南以及谢春生等客家绅商，先后在莲

花河街（Leith Street）上建起百万富翁的洋楼大宅。以郑景贵来说，兴建大

宅的立意，一如前文所提，是为了炫耀门楣，使祖宗门庭倍加关宠。此外，

在海外的华人社会里，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礼俗规范和价值观念，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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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是重要的文化，深刻地影响到华人。在华人的传统观念中，凡富有之家，

必须建大厝、祠堂、书斋与坟墓，始称得上完成人生的大事。因大屋住人、

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都是光前裕后的意思。唯有四样具全，才

称得上“全福”（陈达，1938：118）。因此，家财万贯的郑景贵建造海记

栈与慎之家塾的立意，已昭然若揭。据陈耀威，郑景贵也归故里建屋，修祖

祠祖坟与建家塾（2013：112）。在槟城，海记栈就是他的大厝，慎之家塾

既是他的生祠也是书斋，此外，郑氏在生前也在槟城白云山（现为广汀第四

公冢）建生圹（2013：68）。这一切，也在于彰显他身为移国甲必丹，本国

资政大夫的身份（2013：113）。 

 

 
 

图 3-4  海记栈正门（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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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记栈——建筑形式与文化特色 

（一）建筑形式 

郑景贵故居——海记栈，是郑家府第一资政第，35建于 1894年，座落於

槟城义兴街（Church Street），是郑景贵在槟城的寓所及店铺，也是郑氏在

槟城的公司总部。在郑景贵所有的房产中，以海记栈大宅与家祠慎之家塾最

具代表性，不论选址、建筑风格、建材到施工，尽显气派与精良。外观为三

间连栋式的双层店面，乍看之下只是设计简单的一所大宅，并无特别之处；

然而，倘若仔细观察，将会发现，这座建筑恢宏壮观，气势非凡。尤其侧门

和入口处，竖立着雄浑坚实的维多利亚铸铁围篱与皇帽门柱，更是毫无隐瞒

地反映出这栋建筑的堂皇气派。正如 Khoo Salma 在著作中指出：“海记栈

前门看起来像是三间店屋合在一起，雄伟的外观却让人联想起威尼斯宫殿”

（2012:75）。大宅內部为中庭式宅院，格局方正，室内融合了中式木刻屏

风，英式花砖及苏格兰铸铁工艺三种元素；糅合多种类的建材与不同风格的

装饰。陈耀威称之为：“极富综合性，是店屋化的孟家楼（bungalow），同

时也是中西合璧的特殊建筑”（2013：51）。华丽的大厝，充满独特的“海

峡折衷式样”格调，分外令人瞩目。海记栈的建造，充分表现出郑景贵家族

地位之显赫与财力之雄厚。在今天看来，这是少数历经百年岁月，依旧保存

得很完整的华人建筑。 

 

                                                           
35
郑景贵荣升资政大夫，其府第可称为“资政第”（陈耀威，2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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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精美古董家具与英式花砖 

（笔者摄于 2014年 5 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正是在义兴街的土地上，郑景贵兴建了被喻为十九世纪最堂皇华丽的建

筑——海记栈。“海记栈”是郑景贵经营锡米贸易的商业宝号，这儿也是他

的锡矿总公司，其他分公司设于霹雳州拿律与其他地方。店屋化的建筑具有

商务作用，因此大宅是临街而立。大宅外观简单利落、四平八稳，外墙髹

以粉绿漆，以殖民地风格为主。海记栈面宽三开间，重楼二进，建筑空间讲

究中轴对称均衡。一楼保留中式的入口门面, 正中开大门，左右设有凸窗，

窗顶开着当时本地流行的气窗，以让空气流通。一楼前面留有走廊（五脚基、

骑楼），门楣挂有大大的牌匾，“海记栈”三个字配上大门的一副对联，显

得特别耀眼，。第一进门厅左右两侧均有厢房，一楼客厅为商务和接待宾客

之用。第二进正厅左右亦有厢房，厢房对着走廊开有窗口，是当时流行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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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满洲窗（亦称满周窗）。36屋内正中有一个四方宽大的天井与回廊，天

井铺以花岗岩，回廊以英国套色地砖镶嵌。走廊一边为侧门厅，另一边为楼

梯间，有一道大楼梯可登二楼。二楼外观西化，平面大致与一楼相似，也是

两厅四房，面天井四周围以苏格兰 Glasgow W. Macfarlane 铸铁柱子和花栏

杆，为这豪宅添增一抹欧陆风情，也使得这方正宽敞的天井区域很有中西合

璧的风味。 

 

图 3-6  精工铸铁栏杆和柱子（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 日） 

 

郑景贵的家居设在二楼，二楼后堂处还有专供下人行走的楼梯，与西方

住宅主仆分开的格式相像，保有了个人居家生活的宁静与私密。大宅侧门入

口处，靠右为门道，左边为天井，此处为迎接一般的普通访客。侧门外，院

子的宽大空间主要为停放马车与作为马厩之用，这主要是十九世纪有钱人家

的交通工具为马车（Chan Suan Choo,2011:33）。整栋大宅放空的地方不少，

                                                           
36
一种以传统的木框架镶嵌套色玻璃蚀刻画组成的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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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建地的关系平衡，可说相当注重风水学中的整合（谢林霖，2012）。

此外，由于受 到 海 峡 殖 民 地 建 筑 形 式 之 影 响 ， 部分建筑采用垂直

方式，即将建筑二楼化，并引入五脚基外。 

 
 

图 3-7 别有特色的满洲窗（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二）文化特色 

十九世纪后期，海峡殖民地华人倾向于居住在孟加楼建筑的生活方式，

于是，渐渐发展出槟城“海峡折衷式”房子。以郑景贵所兴建的海记栈来看，

是属于这一时代的“新建筑”。虽然，这栋建筑由洋建筑师设计，其建筑格

局却是十分“中式”，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体制（陈耀威，2013：

56）。大宅借用中轴对称的空间格局，讲究中华文化伦理尊卑等级分明的布

局配置（Chan Suan Choo,2011:130）。建筑高低错落，空间开放流畅，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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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井，从第一进过渡至第二进空间结合得完美和谐，凝结西方现代建筑与

合院文化的经典之作。中西风格保持有机平衡，既保有中国传统文化，同时

亦形成新的景观。宽敞明亮的中庭天井，是大宅里重要的部分，根据中国

“天人合一”的精神，在房子中下一部分方正空阔、没有建筑遮盖的院子，

直通宇宙，让房子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和大自然非常亲近的环境里。天井，起

着住宅内部拔风通风的作用，也利于采光。下雨时，四面的屋顶都向天井排

水，一方面可采集雨水，蓄水慢流，提高了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温度，同

时也去除了尘烟。事实上，天井在中国建筑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风水”角

色。楼庆西在其著作中一再强调：中国建筑很重视风水，其作用和目的不过

是接纳生气（2004a：17）。 

 

 

图 3-8 明亮宽敞的天井（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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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Suan Choo 也认为由于华人相信风和水代表财富、平和、宁静与好

运，因此在这座海峡折衷式建筑出现极大的方正天井，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2011:89）。身在官场商界的郑景贵，讲究金玉满堂、财源滚滚，焉能不

懂中国建筑的风水之说。大宅内也有许多中国建筑元素，如：雕工精湛的金

漆木雕屏风以及屋瓦等配件，中国花鸟山水图案以及悬挂的牌匾对联等等，

反映出郑景贵对中国文化的倾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筑的颜色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方面作为区分

社会等级的手段，另一方面具有尊卑高下的文化特性。清代规定公侯的门屋

为金色，一至二品官为绿色，三至九品官为黑色，民居只能用灰色。建筑装

饰在色彩的选用上较为谨慎，黄色是帝王之色，庶民不能滥用。红色象征美

好、幸福和富贵，祝愿和平多用青色（刘月，2008：116）。从以上颜色的

文化寓意看来，身为清廷二品官的郑景贵把大宅髹上青色漆，相信意在表达

以下涵义：明确告昭自己的二品官阶；此外，历经惨痛的“拉律战争”后，

他应是一心祈求社会和平、国泰民安。根据建筑学的统计资料显示，除了强

烈的红色和黄色，绿色也是华人最喜爱的颜色之一（高履泰，1988：4）。 

郑景贵耗下重金于建筑的细部装饰上，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建筑元素与

室内装饰，大宅内外昂贵精致的西式建材，包括英式拼花地砖、苏格兰铁花

栏杆和阳台柱子、骑楼内的凸窗，以及二楼的早期海峡折衷式立面等，这种

种建筑符号，一方面象征殖民地的现代性与进步，另一方面亦充分表达郑

景贵的富裕与身份的转变，是社会声望的象征与实践。朝街门面的厅堂特别

奢华，装潢瑰丽繁复，屏风雕刻精细，一片金碧辉煌，似乎是文胜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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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与布置（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 

 

三、物质功能（居住功能） 

前文论及，建筑作为一种空间实践，最主要的功能不外乎：(一)物质功

能（居住功能，或使用功能）与（二）精神功能（包括文化意涵、艺术象征）

(楼庆西，2006 ：162 )。一座建筑的建立，通常表示该家族在某个时期发

展成功之规模，这是中外社会共同一致的。郑景贵当时身为华人甲必丹，又

是资政大夫，加上坐拥万千财产，兴建大宅有着多种主客观因素。如前所述，

大宅扮演着多重角色，郑景贵与家人的许多重要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以大宅

的建筑格局来看，楼下前厅是郑景贵接待生意上往来的众多宾客，也是他和

官场显要洽谈聊天之处，包括英殖民地官员、马来酋长与印度显要等

（Christina Chin,2013）。其他建筑后段及二楼，则以家人居住空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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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景贵拥有至少四位妻妾，37原配林氏一直留守家乡，后移居香港，其他数

位太太与郑景贵一起生活。郑景贵子嗣满堂，共有十儿六女，儿子为大养、

38大仁、大日、大广、39大平、大昌、大亢、大兴、大详与大金。女儿为观娘、

秀英、庚娘、凤英、连英及连心。加上众多孙子，家族人口繁密，自然需要

一间宽敞大屋来容纳如此庞大的人口。大宅建于 1894 年，隔年竣工之际，

正值郑景贵七十五岁大寿，郑氏于此堂皇宅邸设下空前盛大寿宴，宴请各界

贤达闻人。当时，增城著名翰林赖际熙赠送一副对联祝贺郑氏，题字：“以

中朝阀阅，作外域屏藩，当湖海南来，应推第一。有潞国生华，备芬阳福泽，

极唐宋盛事，此既兼全”，可见同乡对郑景贵的推崇备至（邝国祥，1958a：

111）。与此同时，清廷驻槟城领事张弼士亦带领槟城的达官显要赴会庆贺，

共同赠送一套名贵的十三折酸枝螺钿寿屏为他祝寿，寿屏中称颂郑景贵的丰

功伟绩（陈耀威，2013：96），此亦显见郑氏的长袖善舞。另有大伯公会诸

领袖，包括李边坪家族（成记锡厂）、林宁绰家族（开恒美米较）、邱天德

与万裕兴船运等商号或名字联合赠送“祥开广厦”匾额祝贺（白伟权，

2016b：115）。 

十九世纪末，随着新加坡领事馆提升为总领事馆以及槟城副领事馆之设，

中国的外交官与特使络绎不绝到新加坡来访问，受到当地华人领袖与市民的

热烈欢迎。1894 年，张弼士位居新加坡总领事，需要不时接待来自中国的

                                                           
37
郑景贵原配为林氏，第二与第三太太同为胡氏，第四位陈氏；敬慎堂神主还有马氏恭人讳

金姑娘，未能确定身份。最后与郑景贵合葬的是陈夫人玉荫，谥号昭仪。详见陈耀威(2013：
18 )；Chan Suan Choo（2011）认为郑景贵有妻妾四位，原配为林氏，唯书中指第二太太
为陈玉荫，另有两位太太。详见 p12；黄建淳（1993）指郑景贵拥有五位妻妾,页 138。 
38
长子大养为养子。详见陈耀威（2013：33）；Ronald G. Knapp（2010），指其中一名儿子

为郑景贵与一位不知名女士所生。详见 p110. 
39
大广名字未出现在墓碑上，故一般人认为是九个儿子。详见陈耀威（2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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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员（崔贵强，1984：52）。根据 Ronald G.knapp，1895 年，慷慨大方的

郑景贵也惠借豪宅给张弼士，以迎接一位来自中国的海军司令与全体随行。

郑景贵在他的大宅办了一场华彩绚烂的花园晚宴，会上同时宴请了槟城上百

位名流社会绅士（2010:104）。笔者推测，这是因为张弼士本身的豪宅始建

于 1896 年，至 1904 年始建竣。1895 年，张弼士的大宅尚未兴建，张氏为

了热烈接待中国访员，因此向郑景贵借用豪宅，由此亦见郑张二人交情匪浅。

身为甲必丹兼清廷二品官的郑景贵，以他当时亦官亦绅的身份和社会威望，

生活中周旋于殖民地官员与马来上层社会人士，以及槟城华人社会的领袖，

往来宾客都是上流社会的富商豪绅。由此看来，其堂皇宏大的海记栈第宅不

仅仅供家族安居，作为郑氏与家人享受天伦之处，同时也是他平日一般酬酢，

甚至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宾客的空间。除此，以郑景贵当时位居华人甲必丹兼

清廷二品官身份，这大宅也是他的官邸，通过这座大宅，郑景贵显然也在于

向公众人士展示本身的财势与身份地位。可以想象：郑景贵在这富丽雄伟的

大宅，每逢盛大年节庆典、或举办喜庆寿宴，宅里名流嘉宾云集，谈笑风生、

觥筹交错，何等意气风发。大宅于他，除了用于作为日常生活的家居场所，

也有着功利目的的体现，一种盛大的上层社会使用功能，不言而喻。除此之

外，郑景贵在晚年从太平退居槟城，这大宅是他于商海中退下后、卸下沉重

的官职，作为消闲和休闲之处，更是他安享晚年的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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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神功能、象征意涵 

讨论过海记栈大宅的居住功能，再看看这座建筑的精神功能。陈耀威在

《从慎之家塾与海记栈看甲必丹郑景贵的心态》认为郑景贵所属两栋并列的

建筑物中，海记栈象征着“移国40甲必丹”，慎之家塾则是“本国资政大夫”

的建筑外化（2013：113）。郑景贵于 1894年兴建海记栈时，已拥有双重官

衔，一为华人“甲必丹”，另一为清廷“二品官”。大宅象征的正是郑景贵

重叠的崇高荣衔。处在槟城这个英国殖民地社会，郑景贵独具匠心地通过西

方建材与石柱上的“皇冠”表现他显赫的“甲必丹”官位。大宅的苏格兰雕

花柱、铁柱和各式英国进口花砖，以及屋内宽阔的柚木踏板大楼梯（Grand 

Staircase），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都是一种移国权势的象征手法。大

宅正门匾额上的门头“海记栈”，清楚表明了他海山党的重镇与首领地位，

以及其商业宝号。如前所述，这座建筑采用了中国建筑典型的中轴对称形式，

开设天井，讲究风水理论。侧门可见家族堂号牌匾“荣阳”与一副对联：

“荣华能使家声远，阳耀偏教世泽隆”；二进后门另有一副对联：“荣宗有

道家声远，阳德方亨景运新”，明显蕴含着郑景贵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拥

护与承袭，对中华文化的向往，以及对晚年生活的美好期待。 

牌匾是进入这个建筑的第一个印象，包含着主人的背景、文化与格调。

牌匾集法、装饰和建筑艺术于一身，是中华文化的人文生活与建筑美学发展

出来的形式。根据姓氏谱，郑氏堂号应是“荥阳”，然而，郑家大宅堂号与

                                                           
40
“移国”指的是“移民、移居的国家”。意即中国华人从祖国“本国”迁徙到“移国”。

“移国”意味着早期先辈们大量的移民潮，到另一个国家定居，参与开荒、发展、建设与

奉献。详见李永球（2003：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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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开头却错置为“荣阳”，如此一个天大的谬误，大宅翻新后，新屋主却

一直没有予以更正。 

 

 

 
 

图 3-10  侧门处家族堂号牌匾“荥阳”被误置为“荣阳” 

（笔者摄于 2014年 5 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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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二进后门的一副对联（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大宅前厅，展示了一面“燕翼詒謀”41牌匾，显示郑景贵希望后代子嗣，

善尽自己的职责与能力，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于他的朝廷命官

形象，按中国传统，朝廷的宦官大臣，其祖宗父母均可被授予适当的荣衔，

穿上相应的官服，为世人所羡慕。大宅内悬挂着郑景贵父母穿著官服的画像，

以及他本身与夫人身穿清廷官服官帽的特大画像，似乎骄傲地向人显示他的

                                                           
41
出处：1.《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2.《幼学琼林》，

卷二。祖孙父子类：燕翼詒謀，乃称裕后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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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衔。从屋内的装饰中，可看到中华文化精粹的表现，特别是建筑物的嵌瓷

如剪黏、镶嵌等；灰塑、彩绘、题联、字画与雕刻等。除了纳入了儒家的思

想，还结合了风水、祈愿、辟邪、艺术及文学诗词等元素，这些综合的特色，

造就了大宅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以郑景贵如此多重唐蕃两地官衔，在当时

的华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恢宏壮观的中西合璧建筑，绝对不是纯粹的巧

合。巍峨的建筑空间，蕴含着郑景贵的独特的风采和魅力，传达了客家人不

屈不挠的精神与坚毅奋斗的力量。 

 

 

图 3-12 “燕翼詒謀”牌匾（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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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木雕艺匠落款刻名（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五、儒家思想礼制的影响 

十九、二十世纪的移民社会，教育文化水平有限，多属文盲，对于儒家

五伦的教义及思想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鲜少认知。然而，这种伦理关系，却是根深蒂固的保留在中国几千年

的传统社会中（黄建淳，1993：78）。从海记栈的建造，可看出中国儒家思

想对郑景贵、以致对建筑的影响。儒学主张中正有序，故有建筑平面布置的

方整对称，这体现在郑家大宅的建筑形式。儒学主张尊卑有序，上下有别，

注重用建筑来体现尊卑礼序，举凡建筑的开间、体制、色彩、脊饰，都有严

格的规定，房舍建筑必须与等级身份对应，不得违制僭越。以上所提的传统

建筑礼制将在以下部分一一加以探讨。从清制的房舍建制来看，依据郑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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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二品官衔，大宅可设正门三间五架，拥厅堂七间九架（葛承雍，1992：

80）。虽然郑景贵的屋宅面积明显比一般民居来得宽敞舒适，建筑正门面宽

为三开间，大宅不过二进，并未逾越清制房舍建制。个中原因，主要是当时

尚属清末之际，海外华人仍是受清廷政府牵制，因此房屋的建筑规格一般不

会逾越等级的规定。况且，郑景贵本身海山党首领的“反清”身份，加上其

二品官位为虚衔，对于高高在上、恩威并重的朝廷，相信他是一直俯首称臣。

在公开身份上，郑景贵既是巨富，是多间庙宇、宗祠、乡会的领导人，又是

政府议员、甲必丹等高尚的荣耀身份；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秘密会社的首

领，也从事鸦片、赌博、贩卖烟酒等勾当（谢诗坚，2003：228）。在如此

多重又复杂的身份背景下，郑景贵的大宅海记栈，纵使堂皇富丽如许，始终

抹不去那一片隐隐的负面色彩。 

    历经百年岁月的老宅，至今除了建筑形式有迹可循，其他室内装饰与颜

色的采用，许多已非原物，亦非原貌。正如 Chan Suan Choo 所言：“多年

以来，海记栈经过多位屋主的改造和装修，在缺乏文字记录和图片文件的佐

证下，确实难以印证这座建筑物，哪些部分是原状，哪些部分是后来增建”

（2011：23-24）。更何况，海记栈在 2001 年易主后，现任物主孙崧茂

（Peter Soon）耗费两年时间修葺这间百年老屋，后将海记栈转型为槟城侨

生博物馆（The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经过多番装修改造的海记栈，

恐怕与原貌已有不少出入。笔者曾经参观侨生博物馆数次，据讲解员介绍，

馆里所留郑景贵遗物不多，目前所陈列的大部分物品，都是从事古董生意的

新业主的私藏。从室内的摆设来看，收藏的多为金光闪耀的峇峇娘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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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a and Nyonya）文物，以及价值不菲的古董与精致典丽的珍藏品。倘

若从屋内现有仅存的金漆屏雕、中国花鸟山水图案、牌匾对联以及郑景贵家

族的一些照片等物，以此评定郑景贵时代的海记栈之装饰是否在清制规范之

内，颇为不易。从挑高的天花板来看，木块结构简单，未见有清制建筑条规

所禁止的藻井42装饰。按清制，一品至五品官宅第梁栋、斗拱、檐角、门窗、

枋柱用青碧绘饰，品官房舍中的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环看大宅屋内柱子、

栏杆、门窗、户牖所漆颜色，有闪闪金漆、亦有深沉褐色及米色等其他颜色，

难以确定是目前宅主所采用的颜色或原来的色调。可以确定的是，在建造豪

宅的取向和格局，郑景贵还是倾向中国文化。 

身为增城客家人，郑景贵也在家乡建造了一间素朴的青砖灰瓦大屋，他

或希冀有朝一日告老还乡，能在老家寄养天年，或也意在提醒后世子孙，勿

忘祖先卑微的出身。郑景贵的海记栈是中西合璧的中式建筑，其家祠“慎之

家塾”是广府建筑，或许，对他来说，淳朴简单的客家建筑无法反映他显赫

的身份。身为广东客家人的他，因生意往来经常往返广州和香港各地，倾向

广东建筑文化，亦是可以理解。 

 

六、慎之家塾 

    建于 1899 年的“慎之家塾”祠堂，也是甲必丹郑景贵的生祠。祠宇落

成时，郑景贵故乡新村敦本堂族亲所赠的对联，就刻记‘慎之尊兄大人生祠

                                                           
42
位于殿堂天花中央的装饰，一般成正方形、圆形或多边形，凹面上有各种花纹、雕刻和彩

面，是古代宫殿的一种特殊装饰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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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志庆’的字眼。普遍上，生祠是朝廷或乡众为生人所立的祠堂，为了表

扬其功在邦国的极度表现，鲜有为自己而立者。郑景贵自立生祠，当是自视

显荣，以其勋功伟业让后人崇敬。这座庄严肃穆的祠堂，亦是这个家族光宗

耀祖的一种象征（陈耀威，2013：63）。陈耀威指出，从建筑格局以及雕梁

画栋的细致看来，慎之家塾在马新的广府建筑中首推第一，甚至可以说是东

南亚最精致的广府建筑（陈耀威，2013：74）。台湾古迹专家李乾朗亦称之

为“最美的粤式建筑”（光明日报，2013 年 8 月 13 日）。郑景贵共建了三

间慎之家塾，一在他的故乡增城新村，二是在广州市，三是在槟城。位于增

城市的慎之家塾，是郑景贵于 1897 年出资兴建。这座宏大的古老书舍，现

在是他的孙女黄郑月芳女士损资兴办的“育才小学”校址。43广州市的原状

不明，1980 年代因城市发展已拆除。和故乡新村的相比，槟城的慎之家塾

只是基本的三开间规模，而且面宽略窄，但十分精致，当时是用中国最好的

人工巧匠，以及最好的材料建成，郑景贵无疑是倾力营建。慎之家塾原是家

塾书院，供子弟读书识字，后开放给各籍贯的孩童入读，之后改为家祠。侨

生博物馆经理王福顺44在受访中指出，郑景贵的后人在脱售海记栈与慎之家

塾两栋建筑时，曾提出一要求，即家族子弟随时可回来家祠进行祭祀。可见，

郑氏家族十分重视慎之家塾与对先贤的祭拜。 

 

 

                                                           
43
《增城历史人物介绍---郑景贵》，http://www.wredian.com/2015/08/547379.html。 

44
访问王福顺——日期：2014年5月1日，地点：侨生博物馆，时间：12.50pm-1.20pm。 

http://www.wredian.com/2015/08/5473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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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郑景贵故居的发展脉络与功能演变 

一、郑景贵的第四子郑大平 

 
在讨论郑景贵故居的演变之前，必须先探讨郑景贵身故后的接班人。郑

景贵共有多名子女，其中，郑大平是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位。1901 年 12月 13

日，甲必丹郑景贵以八十岁高龄在槟城离世，葬于白云山广东暨汀州公冢。

有关郑景贵去世的年份，大部分资料误置为 1898 年，主要是因为郑氏的墓

碑刻文为 1898 年，实为郑氏先做生圹（陈耀威，2013：37）。45该地是郑景

贵与女儿庚娘合捐，约有数十英亩地（邝国祥，1958a：112 ）。唯后人在

七十年代相继售地建屋，今只剩两英亩（陈耀威，2013：70）。当时一项官

方报告称他为“当时所遗留下的少数重要人物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

把拉律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历史联系起来”（黄存燊，2006：161）。可见

郑景贵在槟城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槟城，有两条街道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亚贵街（Ah  Quee Street）与景贵街（Keng Kwee Street），主要是前一条街

由其献出，后一条街由他铺筑（Cheah Jin Seng,2012:162）。位于太平亚三

古邦（Asam Kumbang）的郑景贵路（Jalan Chung Keng Kwee，原名 Fraser 

Avenue）与郑景贵巷 Lorong Chung Keng Kwee，原名 Fraser Lane）亦为纪

念他而命名（李永球，2003：8）。 

 

                                                           
45
另见〈槟城庙宇文物及其价值〉，《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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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槟城阿贵街（笔者摄于 2017年 2月 7日于槟城） 

 

 

郑景贵给家族遗留下庞大的财富，包括橡胶园、锡矿场以及位于霹雳、

槟城、香港和中国等地的产业（Ho Tak Ming, 2009:121）。有关郑景贵子嗣

的资料十分有限，笔者从有限的资料中挖掘到以下资料：郑景贵的四子郑大

平（1879-1935）继承了他的家业，极力扩展家族的锡矿业（Khoo Su 

Nin,2007:77）。聪明能干的郑大平优游于商政两界，是郑景贵九个孩子中

最出类拔萃的一位，相比之下，其他兄弟就显得有点失色（Choong Kwee 

Kim,2004）。也是郑景贵的对头人陈亚炎的“义子”的郑大平于槟城圣芳

济学校（St.Xavier’s Institution）接受英文教育，毕业后除了协助父亲，也自

行创业，拥有数处大矿场，最著名的是端洛（Tronoh）矿场与峇株都莪

（Batu Tugoh）矿场。他重金聘请欧洲工程师，以现代化的机械技术为他的

深坑矿区服务，并创立第一间华人矿业有限公司——督亚冷华人锡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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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h Allang Chinese Tin Company）。这位具有发展事业眼光的锡矿大亨，

与父亲一般，除了承包政府的各种饷码、经营种植业及实业等，也是一位慷

慨好施的社会领袖。郑大平很受殖民地政府看重，他从 1921 年起担任霹雳

州最后一位华人甲必丹，至 1935年离世为止（黄存燊，2006：169）。同时，

他也担任马来联邦议员、历任吡叻议会议员、平章会馆与增龙会馆信理员，

以及中华总商会等要职。同样是采矿致富，但相对于其父郑景贵的勤俭，郑

大平无疑更懂得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经常歌酒欢乐，弦音不辍，非常讲究

排场。郑大平性喜运动与驾驶名车，也爱旅游观光，曾多次环游世界，而且

是首位渡过长江三峡天险的华侨，父子两代人的生活方式显然有天壤之别。

1918 年，郑大平获得政府准许印发一角钱钞票，46成为金融业的泰斗之一。

在槟城，郑大平兴建了不少华丽豪宅。其中，包括于新关仔角处（Beach 

Street ,目前为 Gurney Drive）兴建了一座堂皇无比的豪宅，这座大宅的建

筑形式由郑大平本身构思和设计，是当时最壮观的建筑之一，后转手卖出，

重建为上海酒楼（Shanghai Hotel & Restaurant），惟此酒楼已毁于 1960 年

代，现址为十数层豪华公寓。此外，郑大平也在乔治市南面的里劳(Relau)

兴建了一座备有游泳池的大宅，大宅数度易手，后已荒废。在当时，他是岛

上第一位拥有私人游泳池的豪宅主人，并经常于此设宴款待商界闻人（Tan 

Suan Choo,2011:12-13）。本身拥有两座奢华豪宅的郑大平，并不居住在祖

宅。 

                                                           
46
印上其名，凭票可向怡保平记栈换取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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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郑大平遗照（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图 3-16 郑大平获得政府准许印发一角钱钞票 

（笔者翻摄于 2014年 5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郑景贵的大儿子郑大养在加尔各答的 Doveton 书院毕业后，先是在政府

机关工作，几年后进入父亲的公司协助打理业务。此外，他也开设郑仰平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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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公司，并拥有上千英亩的大园丘（白伟权，2016b：117）。除了活跃于华

人社团，郑大养与欧洲社群也有密切关系，曾担任爱德华七世学校（King 

Edwards School）的董事。郑大养爱好马术运动，每年花在养马的开销超过

一万元，被欧洲社群认为是马来联邦最热衷运动的运动爱好者(白伟权，

2016b：296)。1886 年马来亚开始有赛马活动，郑大养是太平第一位马主

（D.M. Ponnusamy, 2001）。郑大养、大平两兄弟的社交生活与嗜好皆十分

洋化，加上他们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能够很好地与殖民地官员保持良好的

关系，深受他们的信任。以他们富裕的生活条件，因此他们并不居住在祖屋。

根据资料，居住在海记栈的是郑景贵的第八儿子郑大详（Chung Thye 

Siong），他同时也协助打理家业（Ronald G.Knapp, 2010:111）。 

 

 

图 3-17  郑大平的豪华大宅 

（笔者翻摄自 Penang Postcard Collection 1898-19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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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兴盛之后、走向没落 

 

海记栈自 1895年建竣，直至 1901 年郑景贵离世，一直是处于鼎盛时期。

1930 年起，郑景贵之子嗣不再居住在海记栈这间大屋。曾经璀璨夺目、堂

皇富丽的海记栈，自此门庭一片冷落，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绚烂光辉，乃至沦

为一个荒废的大杂院。直到 2001 年易主，新屋主耗费大笔资金与整整两年

的时间进行装修，大宅才告华丽转身。这座建筑没落了将近七十年，有关大

宅的历史和发展状况，资料非常匮乏有限。笔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探索

到由黄存燊所撰写的《华人甲必丹》的一段文字：“甲必丹亚贵为自己兴建

一座富有历史性的寺庙，位于槟榔屿教堂街（Church Street，俗称义兴街）。

这地点过去是义兴党的总部，现在则是林林王律师馆（Lim，Lim & Ong 

Advocates and Solicitors）的所在地”(2006:162)。事实上，黄存燊文中所指

的“寺庙”应是“慎之家塾”；而“律师馆的所在地”，应是“海记栈”，

而非“慎之家塾”。倘若以“慎之家塾”的功能及其建筑格局来看，“慎之

家塾”这家族祠堂重地，除了举行祭祀仪式或作为家塾的功能，相信难以进

行其他办公用途。此外，根据 Chan Suan Choo，海记栈大宅先后出租作为

律师楼、电器店以及航空公司办事处等用途。大宅楼下大片空地亦曾租借给

附近商行供泊车之用，大宅为了配合租户的商业用途而作了不少变动。包括

拆除装饰木雕，重新间隔空间的应用，密封所有的气窗，更改窗户的设计构

造等，以安装冷气设备（2011:25）。毫无疑问，海记栈曾经出租给多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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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包括律师楼作为办公之用。大宅长久以来并未得到良好的保管和照顾，以

致在多年以后，已是面貌全非，只剩遗址在风雨中飘摇。 

 
 

图 3-18 没落时期的郑景贵故居 

（笔者翻摄于 2014年 5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图 3-19 颓败破旧的侧面建筑与阳台 

（笔者翻摄于 2014年 5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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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景贵一生勤奋打拼，留下的房产遍布马、中、港，其丰厚殷实的家财

“富贵寿考终其身，泽传四世而未艾”能让四代子孙享祖荫（新马增龙会馆

联合特刊，1966：57）。亦有指郑氏有厚德深仁，故福泽能尔耶（世界客属

人物大全，1990：396）。一般俗语所说的“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对郑氏

家族来说，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即便如此，海记栈与慎之家塾经历了百多年

的风雨，大宅与祠堂早已失去昔日风采，后代子嗣最终亦保不住大宅的拥有

权。郑景贵历经艰苦奋斗，给家族留下庞大的产业，来到玄孙这一代，终究

节节败退。中国有句俗语：“创业难，守成亦不易”，郑景贵众多的孩子当

中，受到父亲宠爱的郑大平，顺理成章地成为“守成”之人。郑大平的成就

驾凌父亲之上，若说要守好家业，并将其发扬光大，精明能干的郑大平确实

表现得十分出色。郑大平逝世时遗下三位妻妾与十男七女，他的子女都是学

有专精的英才。此外，郑景贵在香港的孙曾辈也都事业成功，有祖上遗风，

乐善好施，曾孙郑中枢曾将其香港中环旧业，改建为十四层高的励精大厦47。

现在槟城的一名後代郑忠坚（Owen Chung，郑景贵玄孙），曾担任我国第

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贴身保镖。48郑景贵的子嗣众多，太平也有他的后

代。其后代現下散布五湖四海，唯并沒有完成他扎根槟城的最后愿望。最大

的原因则是因为后人的挥霍无度，导致家业衰落。 

根据郑忠坚，其父 Chung Ah Keoh（中文名不详）与祖父（郑大养，

Chung Thye Yong）生活极尽奢侈，都是游手好闲、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47
《聚焦增城历史文化名人:郑景贵》，http://www.zcwin.com/news/msrd/2014-09-05/24676_

2.html2014。 
48
访问张少宽——日期：2014 年 5 月 2 日，地点：槟城晋江会馆，时间：2.00pm-4.10pm。 

http://www.zcwin.com/news/msrd/2014-09-05/24676_2.html2014
http://www.zcwin.com/news/msrd/2014-09-05/24676_2.htm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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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郑大养拥有至少三位妻妾，坐拥郑景贵的遗产过日，嗜好赌博喝酒，也

染上抽吸鸦片的恶习。其父 Chung Ah Keoh 拥有两位以上的妻妾，同样爱

好喝酒赌博，惟其父并未吸食鸦片。虽然郑大养当年所分获的财产，只占其

他兄弟的一半，亦是庞大的数目。其父亲与祖父一向坐享其成，都不工作。

挥霍无度下，将其先祖父郑景贵遗留下的财富都散尽，以致他本身来到晚年

已届七十二高龄还需工作以谋求温饱 (Choong Kwee Kim,2004)。正如前文

所提，郑大养的生活与嗜好十分洋化，爱好马术运动的他每年花在养马的开

销不小。郑忠坚（Owen Chung）曾在 1985 年带领记者参观海记栈与慎之家

塾。面对残旧的祖居，郑忠坚即已道出心中隐忧：担心长遭岁月磨损的家祠

随时会坍塌。当时的慎之家塾入目皆是残垣断壁，墙面与柱子尽是攀缘植物

的枝丫，地面满是鸟粪污渍，建筑里的古董家具亦是布满灰尘。被遗弃的老

建筑摇摇欲坠，令人惨不忍睹。当时，作为三位产业信托人之一的郑忠坚，

语重心长地表示，希望能有人对这座老建筑予以关注，毕竟这是一座充满历

史价值的建筑，应当完好保存，遗留给下一代。令人遗憾的是，并未有人愿

意负起维修的责任。当时另一边的海记栈建筑，同样出现破旧颓败的现象。

不同于慎之家塾的家祠功能，海记栈这座家居建筑还能以间隔的方式分别出

租给旅游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广告公司等，以收取租金（ Jaqueline 

Tow,1985）。以此看来，可知郑景贵在本地的后代子嗣，从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到世纪末，对于郑景贵所留下的这两座产业，已鲜少给予维修保护，甚

至出现有心无力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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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景贵故居在 2001 年易手，除了以上所述的经济窘境，亦与“屋租统

治法令”不无关系。槟城的许多店屋，都受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屋租统治法令

限制。自 1966 年开始，政府规定所有屋主不得随意调高房客租金。当时房

租非常低廉，屋主所收到的微薄租金根本不足以维持大宅的经费。2000 年

后，政府废除了房租统治法令，屋主可以自由随性地调高屋租，这让槟城的

许多租户受到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宅的租户都迁出了。人去楼空之后，

沧桑残旧的郑景贵故居，在无人打理的情况之下，更是愈见颓残飘零。49 

 

 

 
 

图 3-20 沧桑残旧的海记栈外观 

（笔者翻摄于 2012年 4 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49
访问陈耀威——日期：2016 年 11 月 6 日，地点：拉曼大学双溪隆校园，时间：4.05 pm-4.

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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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槟城侨生博物馆 

 

历经百年岁月的海记栈大宅，在走过一段破落颓败、凄风苦雨的时日后，

终于 2001年转手。现任屋主孙崧茂（Peter Soon）是槟城的一位产业大亨，

也是嗜好收藏峇峇娘惹50（Baba and Nyonya）古董文物的商人，本着对建筑

与设计的了解与掌握，让他有信心能将这间老旧破残的旧屋翻新，赋予这座

建筑一个新的生命。孙崧茂砸下重金，耗费两年时间悉心修葺这间百年老屋。

他从中国引进超过六十位手工精致熟练的工匠与艺匠，极尽可能还原屋子的

结构，配以房子原本的建筑材料，包括木料、英国地砖、彩色玻璃以及铸铁

等，逐步完成大宅的修复工程。工匠以传统的手法，仔细将大宅逐步恢复原

貌。特别是旧有的木门与窗口，经过风雨的侵袭以及白蚁的蛀蚀，早已破损

不堪，工匠想方设法找来相同的木料，甚至从其他旧建筑的门窗拆下木料，

加以拼凑还原。至于旧有的木制屏风与破损的地面瓷砖，亦尽量修复并重新

髹上金漆，并通过各种渠道找回当时的英国地砖，将数以千计的地面瓷砖铺

砌还原。修复后的建筑依不同区域髹上不同颜色，以求视觉上看起来亮丽夺

目。建筑的格局形式依旧保持三间连栋式的双层店面，屋外的维多利亚铸铁

围篱与皇帽门柱也完好地保留，屋内的天井与厅堂等同样保留原貌。在修复

                                                           
50
峇峇娘惹指的是南来马来亚的中国人与马来女子生下的子女，以及后来在海峡殖民地时期

出生的华人群体，多属受英文教育的上流社会阶层。他们在血统上是华人，受的是英文教

育，说的是一口马来话，接触的是英国与西方文化。有本身一套独特的生活文化，融合了

中国文化和马来文化，体现在生活礼仪、饮食和服饰等。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峇峇

的政治意识与行为，大都是效忠于大英帝国与海峡殖民地政府。娘惹文化曾经繁荣一时，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和许多小群体文化一样面临着的消逝的悲哀。详见张娅雯、崔荣

荣（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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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屋主在原建筑楼下后部增设了一个集中西风格的会议室，以及以

娘惹器皿用具为主题的娘惹式厨房。 

2003 年，焕然一新的海记栈建筑，以另一种别有风味的面貌，展现出

全然不同的崭新身份——槟城侨生博物馆（也称峇峇娘惹博物馆，The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博物馆内楼房栋梁极其绚丽华贵，既有象征海

峡殖民地权势的西方建筑材料，也有充满中国古典韵味的建筑形式与装饰，

充分展现东方品味与西方时尚的特色。博物馆全面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这

也是屋主孙崧茂当初买下海记栈的最大目的（Chan Suan Choo,2011:43）正

如世界上所有的建筑，都是随着主人的意愿而展现其功能。海记栈这座百年

建筑，虽然外观与建筑形式依旧，其建筑功能，已从昔日的居住功能而转变

为现今的展览功能，扮演着展示峇峇娘惹（Baba and Nyonya）珍物的角色，

正式转型为峇峇娘惹博物馆。 

 

 
 

图 3-21 侨生博物馆内部一隅（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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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质功能（使用功能） 

峇峇娘惹博物馆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主要在于发挥作为社会所需要的作

用，即是博物馆功能。当前博物馆所扮演的主要功能是收藏、研究、教育与

娱乐四方面。除此以外，博物馆也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为旅游服务，并作为

反映本地区当前面貌的“窗口”。改为侨生博物馆后的海记栈，其正门并不

打开，宾客与参观者一律从建筑的侧门出入，入内参观需付入门费，馆内每

个区域皆有导览员负责讲解。博物馆楼上楼下，包括建筑后面的厨房与后院

全部开放，游客可随意参观拍照；珍贵物品都有导览员看守。槟城乔治市于

2008 年入遗后，由于旅游业的开发，地处世遗区热点的侨生博物馆，每天

吸引大量游客，每月有整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前来观光。随着屋主不断

的努力经营与策划，时至今日，侨生博物馆的展出单位已从原有的峇峇娘惹

文物（主要是在海记栈展出）与慎之家塾祠堂，扩大到多个不同的区域，包

括纪念品贩卖部、小娘惹厨房、娘惹首饰珠宝厅以及娘惹刺绣展馆等。2013

年，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网站 TripAdvisor 推荐了二十八个槟城最吸引人的

旅游景点，侨生博物馆名列榜首（光华日报，2013 年 2 月 16 日）。因为新

加坡《小娘惹》电视剧曾在此拍摄，而让许多人为这场景慕名而来。人潮络

绎不绝，整座建筑物非常热闹。从人群参观的情形及其规模来看，侨生博物

馆这个热门的旅游景点，散发的是一种非常浓厚的观光气息，尤其是 2013

年增设的娘惹首饰珠宝厅，倾向商业买卖的成分居多(光华日报，2013 年 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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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百年宅院，内部与外观均保持完整。馆内展示着孙菘茂收集了整整

三十年的个人珍藏品，包括从马六甲、吉隆坡与新加坡等区域所搜集到的

“峇峇娘惹”文物。馆内上千件珍贵的古董珍藏，都是十九、二十世纪期间

的精致古雅家具、日常家居用具与厨房器皿等。博物馆内摆设了极具娘惹特

色的服饰——歌峇雅（baju kebaya）、51别针——歌珑桑（kerongsang）、52

传统娘惹金饰项链、独具特色的绣珠花鞋、各式各样的粉彩瓷器（又称“上

海瓷器”）、描花多层便当盛器、闺阁少女的妆奁柜、凤冠霞帔与金银珠宝

首饰等，反映出丰富多彩的娘惹文化。正如前文提到屋主买下此屋的用意，

即是作为峇峇娘惹文物展览馆；屋主显然是希望通过峇峇娘惹的文物展览，

让参观者对娘惹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比如珠宝首饰被当做娘惹家族社会地

位与财富的衡量标准，每当重要节日、婚礼和生日会等隆重场合，娘惹们会

穿着色彩鲜艳的薄纱歌峇雅、纱笼和珠绣鞋，并佩戴华丽的首饰盛装出席。

首饰不仅有装饰功能，更具象征意义。如上文提到的胸针（Kerongsang），

除了显示家族的社会地位与财富，亦可以作为小孩的护身符使用。至于娘惹

厨房里的陶瓷，是这些海峡华人特地向江西省及广东省，要求定制而进口的。

峇峇和娘惹通常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之社会地位与声望较高，娘惹服饰

既有华服的款式特征，又有西服的蕾丝花边，显示了一种文化交融，体现在

服装的材料和做工上。实际上也反映经济实力，进而引申到阶层地位。 

                                                           
51
一种紧身的服装，剪裁充分显示腰身，配以峇迪沙笼裙。娘惹的 Kebaya 除了用料较好之

外，同时也以蕾丝花边绣在衣襟、长袖上。 
52

Kerongsang是峇峇马来语，意思是胸针或三枚成套的胸针，可用来扣紧上衣的前襟，也可

显示家族的社会地位与财富，或者作为小孩的护身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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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峇峇娘惹文物使民众的认识扩大，对于学术研究也有帮助。

对于大多数的游客来说，这些珍稀文物也提供了他们休闲娱乐与充实人生的

功效，是所谓“寓教于乐”。博物馆建筑内也保留了超过一百七十件稀世古

董，包括精致典丽的金漆屏雕与厚重的木制家私，皆以中国的红木制成的，

其设计则融合了中国、英国维多利亚及荷兰风格。还有以珍珠贝壳镶嵌花卉

及各种鸟类图案家具，牌匾对联以及郑景贵家族的一些照片等物，均为已故

郑景贵所拥有。严格来说，这些古董文物，已从当年的主角变成今天的陪衬

角色。收藏在这座建筑中的珍藏，不管是峇峇娘惹文物，还是郑景贵家族的

稀世古董，反映了这座建筑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印迹。 

 

 

 
 

图 3-22 急公好义牌匾（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166 
 

Chan Suan Choo 指出，有人会认为郑景贵与峇峇娘惹文化之间，似乎毫

无关联。然而，海记栈这座郑景贵的故居，作为乔治市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有着非凡的价值；以这座独特的建筑来容纳和安置珍贵无比的峇峇娘惹文化

遗产，两者相互辉映，无疑是最适合不过。前者，作为海峡折衷建筑与功能

的典范；后者，作为这世界上独特的文化遗产。二者之间的结合是最完美无

暇的配搭（2011：xxi）。 

 

二、精神功能、象征意涵 

 

自从海记栈大宅转型为“侨生博物馆”后，就这座建筑物的展示场景和

方式来看，都是属于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落差感，新与旧、古与今、现代与传

统的相映。典藏在这座建筑里，既有古老珍贵的郑景贵家族之稀世古董，也

有品味独特的峇峇娘惹文物，反映出一种时光交错的文化。正如侨生博物馆

的导览员，一面叙述着郑景贵的生平故事，其刻苦奋斗、力争上游的坚毅精

神，以及威风凛凛的身份地位；一方面又加以介绍各种珍贵的“峇峇娘惹”

文物，致力于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大宅里，折射出的是当年一代富商郑景

贵奋斗成功的精神，与峇峇娘惹的细致文化相互辉映。这栋百年老建筑，以

建筑本身来说，是一座典型的中国清末兼海峡殖民地的建筑物；既典藏着郑

景贵时代的珍贵古董，也藏有海峡殖民地时期的峇峇娘惹传统文物，里头所

有的摆设与装饰，中西合璧，加上本土风味，可说是跨时代的文化遗产，反

映出的是海峡殖民地的风味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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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郑景贵与夫人身穿官服的照片 

（笔者摄于 2014年 5 月 1日于侨生博物馆） 

 

 
 

图 3-24 纪念郑景贵的牌匾（笔者摄于 2014 年 5 月 1 日于侨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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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建筑物在 2003 年开放后，其身份已从郑景贵时代的家族大宅，转

型为“侨生博物馆”。槟城乔治市于 2008 年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名册后，这

座建筑更走向世界文化遗产。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老府邸，不但诉说当年

英国殖民丶华人移居开拓槟城的历史痕迹，也糅杂多种文化元素的交融。 

由郑景贵所兴建的海记栈，从显显赫赫、风风光光，走向颓败残旧、断

垣残壁；从集合多样化功能的家居、官邸兼商业基地的大宅，到杂居着七十

二家房客的破落户；从门前车马喧、往来皆鸿儒，到门庭冷落、一片凋零；

间中的过程，虽不至于有着“富不过三代”的宿命，却在几代人之后逐渐走

向难以力挽的境地，以致最终被迫转手出售。百年大宅，浴火重生后，从此

以新面貌、新名号、新功能出现人前，一切已是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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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张弼士故居 

第一节 引言 

    十九世纪末期，槟城的华人社会有了一些相当的转变。主要归因于英国

殖民政府在 1874 年后建立起对马来亚半岛的政治控制，展开对华人社会的

直接干预。海峡殖民地政府设立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管理

华侨组织机构、处理华侨移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事务，加上海峡

殖民地政府于 1890 年正式取缔秘密会党，秘密会党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激烈

斗争乃至引起暴动，无形中减少了许多社会与民生问题。经济慢慢走上轨道，

社会渐渐趋向繁荣安定，华人社会也逐渐稳定发展起来。虽然，实际上，秘

密会社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而是从公开转为地下活动，继续生存下去。

然而，整体而言，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社会仍是处于和平宁静的形势，并且也

渐渐发展起来。此时，由于英国殖民政府对“采锡热潮”所产生的显著效应，

打开了西欧发达工业国对原料殷切需求的庞大市场，造成大量华人不断移入

海峡殖民地。加上 1880 年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潮开始以后，华人移民开始在

星马一带定居并发展起来，槟城华人社会也相对迅速蓬勃发展。随着船运业

的发达，纷纷而来的华人，很快就掌握到马来半岛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开始

生产西方国家日益需求的原料，包括锡矿，橡胶与香料等。华人社群亦逐渐

发展出本身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英殖民地里形成了“国中之国”(Imperium 

in Imperio)的华人社会。十九世纪末，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移民人数的增



170 
 

加，不少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变得更富有和更有组织。他们从身无分文的移民

而成为千万富翁，进而成为南洋侨领，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从中国南来的华人移民多数都是刻苦耐劳、勤奋节俭的一群，当中能够

脱颖而出的，毕竟只有少数。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情形下，唯有那些具

有胆识或受幸运之神所眷顾者，能很快累积起庞大资本的创业奇才，得以在

工商界头角显露。大多数的下层阶级人士，劳碌一生，到头还是两袖清风，

只能谋一温饱（颜清湟，1982：2）。能够在极困苦的环境中奋起的成功华

侨，毕竟有限。正如黄建淳所言：“移民海外的华侨，从目不识丁、身无分

文以致崛起成为富商，再成为华人社会领袖的显赫人物，其间的过程绝非简

单，更非偶然”（1993：111）。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新马华人社会的阶

级结构，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迥然不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阶级“士农工

商”中，商人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不论如何富有的商人，始终不受人

看重。唯有通过经商然后购置土地成为地主，或者培养子弟勤奋读书、进而

通过科举制度晋升至士大夫的阶层，才能摆脱商人的低下地位，从此光耀门

楣，吐气扬眉，受人尊敬。 

在新马华人社会中，并无中国门荫世袭的贵族或高官巨室，亦无“士”

的阶层。颜清湟把新马华人社会的不寻常阶级结构，分为三个阶层，其中包

括：上层阶级如富有的银行家、贸易商、锡矿家与园主等，中层阶级如零售

商、店员与工匠等，下层阶级如工人、仆从和小贩等。在中国社会被视为四

民之末的商人，在新马社会却成为最高阶层。除此，阶级差别也反映在荣誉、



171 
 

地位和权力方面。由于没有贵族与士绅阶层的人物存在，因此华侨社会并无

显著的社会差别。即便如此，在华人社会与英殖民者眼里，“商”阶级的社

会地位通常高于一般“工”的阶级。在华人社会中，勤俭为华侨移民最普遍

的美德，财富为构成社会身份的主要指标。任何人如能赚大钱，即使一介平

民，亦可迅速爬到社会最高处。在理论上，任何人均有同等的机会致富，以

提高社会身份（1982：30-31）。由于这种阶级结构，造成华人非常渴望能

取得商人的阶级地位，借由阶级地位所带来特权，感受一种受人尊敬的心理。

富有的殷商一向被选为会馆组织的领导人物，他们慷慨捐助款项以利会馆业

务进行，并在会众群中赢得威望。这使得富有的华商产生了一种扬名显亲、

提高声望的观念。他们热衷于投身社群的公益事业，通过为同乡族群谋取福

利而取得既有的声誉，自然而然成了社会的领袖，起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士”

阶层的作用。除此，也有不少华人富商竞相解囊捐纳，而具有了清朝的官衔，

从此渗入绅士阶层。在很大的程度上，购买清廷官衔的强烈需求，起于光宗

耀祖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官衔所带来的社会声望。最重要的是：清廷的官衔

有助于承认和确认一个人在华人社会的实际领导地位和潜在的领导地位（颜

清湟，2010b：76）。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大多的富商大亨，把关心华人社会的福利公益事业

作为其提高社会地位、扩展其经济利益的手段。但是从客观上来看，他们的

付出与贡献，仍是有利于整个华人社会。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者，只一味的

掠夺资源和剥削华人劳工，华人富商的这种积极行动，对于华人社会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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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有其一定的意义。对英国殖民者来说，商人阶级是重要的一群，他

们能直接促进海峡殖民地的繁荣和发展。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称华人商人是

“上等和更受尊敬的阶级”（Victor Purcell,1967:73）。商人与英殖民政府

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英政府对于华侨商人，特别是财雄势大的富商，或委

以官方职位如市政委员、华人参事局委员、或封为太平局绅，或授以勋章，

作为对富商处于华人社会领导地位的一种承认。这些拥有巨额财富与地位的

商人，是殖民政府与华人社会之间重要的桥梁，也是清朝政府所要保护与争

取的主要对象（林远辉、张应龙，1991：243）。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清朝政府已经意识到海外华人已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可以捐助满清领事馆的维持费、救济金、防务经费和国家基金，也有助于发

展中国近代化的企业。尤其是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中国满清政府饱受列强

在军事、经济、宗教方面种种的侵略与欺压，在割地赔款之后，已是民穷财

尽，国库空虚。且满清政治腐败，百业不兴，面临国破家亡之边缘。为了达

致吸引侨资，清政府频频派遣外交专使到东南亚各地游说劝捐。清廷对于南

洋这些殷实富盛的商家，自是百般笼络（柯木林，2015：139）。 

在华侨社会的制度下，造就了许多的“甲必丹”、“饷码承包者”及

“港主”等著名人物。前文所提的闻名于太平、槟城两地的郑景贵、郑大平

父子与槟城的邱天德等，即是华人甲必丹兼饷码承包者；而“港主”是十九

世纪柔佛州的一种制度，当时马来统治者招揽华人到港腳（两河之间）开垦，

并称这些开垦的华人首领为港主。柔佛州的陈开顺、陈旭年与林亚相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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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当时的著名港主。他们都拥有经济权及司法权，能够开赌馆、设当铺、

专卖酒和鸦片等，还能发行钞票。这些拥有特别身份的人物，不仅仅是各种

制度的领导人，也是社会上的重要领袖。他们以崇高的社会地位，上可与殖

民地官员以及马来统治者周旋，下可为华人社会谋福利，具备领导社群的有

利条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历经辛勤奋斗，逐渐巩固经济地位，拥有庞大的

资产，坐拥起居于华丽考究的大宅。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加坡著名的潮侨

“四大厝”，分别由陈成宝、黄亚佛、佘有进及陈旭年四位潮籍富商所修建

的大宅。皆是飞檐雕栋，极尽园林之胜的巨宅（黄建淳，1993：134-135）。

在槟城，前文已述的甲必丹郑景贵，即是其中一名典型的华侨富商，其所兴

建的大宅“海记栈”被视为中国海外最精致的清代粵式建築。来到二十世纪

初，被公认为东南亚声望最显赫、财富最雄厚的张弼士（1841-1916），所

兴建的“光禄第”大宅（又名“蓝屋”），53被视为槟城最美的房子。张弼

士故居不仅是全马现存最大的清代中国园林式豪宅，在整个东南亚，同类的

百年巨宅恐怕也找不到第二座。相比之下，新加坡著名的陈旭年故居面积小

得多。 

    二十世纪初，大权在握的殖民地政府，逐步废除了华人甲必丹。华人社

会的领导权也从华人甲必丹转移到商人及企业家手中。他们主要靠经营种植

业、开采锡矿、制造业与零售业起家。早期的华人社会，财富的多寡是作为

                                                           
53
张弼士故居，由于屋子外墙以蓝色为基调，所以俗称“蓝屋”（Blue Mansion）。这也是

大宅原来的颜色。19 世纪，印度大量生产一种淬取自木蓝树的蓝靛 ，当时，乔治市、马

六甲和新加坡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以加入这种蓝靛的石灰水封刷。详见 Lin Lee Loh-Lim 

(2012,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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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领导层的尺度。因此，财雄势大且热心公益事业的富商或企业家，皆被

推举为华人社会的领袖（潘翎，2000：173-174）。张弼士即是在这样的情

形之下，逐步进入华人社会的领导阶层。张弼士由一位身无分文的移民，而

成为腰缠万贯的富商，再晋身为中国清廷的官员，是早年南洋华人移民社会

中，属于“商而优则仕”的少数典型代表之一（张晓威，2005：125）。张

弼士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角色，出任过晚清驻槟榔屿首任副领事，亦担任过新

加坡署理总领事，甚至还出任过清廷的商务大臣和管学大臣等官职。这些角

色的转换，体现出张弼士在东南亚和中国历史上多方面的的影响和崇高地位。

他所拥有的赐封荣衔、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以及本身在政商两界的精神魄

力，被誉为在十九世纪在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首屈一指的华侨巨富（李恩涵，

2003：166）。张弼士曾受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召见和重用，受赏为头品

顶戴，并授太仆寺正卿，被委为考察南洋商务大臣，成为东南亚华侨在清廷

担任高职的第一人，在晚清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颜清湟，

2005：101）。 

    近年来，张弼士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中国各地，包

括北京、广东与江苏等地，不少学者竭力搜索张弼士的遗文史料，寻访张弼

士的遗踪，并撰写学术论文，举办研讨会等，蔚然成风。然而，绝大多数学

者关注的重点是张弼士在南洋创业的经过与意义，其工商业实践与企业文化，

以及他对振兴中国经济实业的奉献，大抵都称颂并肯定了他对中国清廷晚近

的功绩。甚至强调要将张弼士置于整个晚清历史背景，乃至置于整个近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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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历史背景下，加以研究探讨（魏明枢，2009：22）。而对于他在南洋地区

的研究并不多。比起中国，本地学界亦较不重视张弼士的生平事迹，许多人

甚至忽略了张弼士在槟城的故居的重要性。 

张弼士故居坐落于槟城莲花河路54（Leith Street），长久以来被公认为

槟城最知名的华人大宅。这座俗称“蓝屋”的大宅，是张弼士当年的住宅。

大宅融合了中国传统特色与西式建筑风格，建筑富丽堂皇，极尽雕龙画栋之

美，设计与做工出类拔萃，反映了主人的身份地位之不凡与财富的雄厚。张

弼士一生行走中国大江南北与东南亚各地，居住过的豪宅难以计数；然而，

张氏众多的宅第别墅，在经过百年的风吹雨打与战火洗礼后，能够完整保存

下来的却是屈指可数。在东南亚，唯一保留得最完整的张弼士故居，是槟城

的这座“蓝屋”。张弼士离世后，豪华大宅遗留给他最溺爱的幼子张锦隆

（1914-1989）。张弼士生前立下遗嘱，大宅须永久保存，不得变卖。然而，

多年以后，百年老宅在长期疏于照顾与保护下，终究日益朽坏，甚至一度沦

为“七十二家房客”55的地步（方梦，2012）。其时，屋子已残破不堪、尽

显沧桑。张锦隆于 1989 年去世后，此屋立即转手卖给外人。在数名留英建

筑师的合力抢救修复下，换上新装的老宅焕然一新，翻身为展览馆与精品酒

店。大宅中间的主建筑转为开放并收费的张弼士展览馆，每天有专人为观光

                                                           
54
这条街道原名是（Leith Street）或称“莲花河”。当年张弼士住宅的泥塘中，原有许多莲

花，后被移植到门前的缸中，莲花盛开时，临风摇曳。后来，大家索性将原本的利士街

（Leith Street）改为“莲花河”。这街名其实是取槟城第四任总监督（George Leith）之名。

详见黄尧（2003：54）。 
 
55
本地作家方梦曾撰文记录幼年时随父母在此度过“七十二家房客”之一的窘困日子。据作

者称，四百方尺的房间月缴房租三十元，水电全包，一家十一口吃喝拉撒玩乐全在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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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导览，讲解有关豪宅主人的历史与建筑方面的文化特色。主建筑两侧的建

筑物则是主题精品酒店（Ronald G.Knapp,2010:128）。本章要讨论的即是张

弼士位于槟城的故居——“蓝屋”之兴衰起落与演变的过程。包括张弼士兴

建大宅的动机、大宅的建筑文化特色、象征意涵、发展脉络、功能意义演变

与其中的兴衰原因，以及张弼士与蓝屋的密切关系。 

 

 

 
 

图 4-1 张弼士遗照（笔者翻摄于 2014 年 5月 1日于槟城张弼士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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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张弼士：家世与生平 

一、 远渡印尼、赤手兴业 

    张弼士（1841-1916）本名振勋，号弼士，又号肇燮（兆燮），原籍广

东潮州府大埔县黄堂乡车轮坪村人（今大埔县西河镇车龙村）。在他大埔的

家乡中，大家惯叫他“兆燮”。父亲张兰轩是乡村私塾教师兼中医师，精于

医道，为人仁慈，秉性刚方。张弼士自小颇有才干，童年时即在乡里崭露头

角。因家道贫寒，随父就私塾读了三年书即辍学。虽然如此，由于梅州人业

儒的心理，加上文风鼎盛，读书出仕成为大家的追求。虽然读书不多，秉性

聪颖的张弼士却也识字不少，对他日后的事业辅助不小。1858 年，张弼士

在家贫无奈之下，渡海南下至印尼的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度尼西亚首

都雅加达）谋生。初时在一家华人米店当小伙计，寄人篱下充当学徒。由于

他做事勤奋机灵，加上为人忠厚诚实，深获米店邻居纸行店主的信任和赏识，

将他选为东床快婿，更资助他开设米店（黄尧，2003：52）。此后，张弼士

不断学习、吸收经验，渐渐熟悉了东家的行业。岳父身故之后，张弼士顺理

继承其家产，同时拓展旧有事业包括米店和纸店。经营有方之余，也开设酒

行。 

当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早在 1596 年荷兰人已抵达印尼，并于

1602 年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巴素，1965：676）。心怀大志的张弼士深知

在海外经商不易，他一面勤习当地语言，一面关注当地的社会与经济状况。

同时，也极力结交荷兰殖民当局，取得政府官员的信任。通过良好的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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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未久即获准承包酒税、鸦片、烟税、典当税等。通过垄断这些饷码，

张弼士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由是日益富裕（颜清湟，2010a：261）。当时，

荷属东印度的殖民者, 为了开发和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 采取开放垦植

的措施，放手让华侨开发种植行业。这一机遇，给张弼士的事业创造了优越

的条件。1866 年，张弼士得到荷属印尼政府分发一块肥沃的土地，他乘着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投放巨款创办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种植稻米和椰子，

开拓其多元化事业。由于垦殖园坵需要庞大的劳动力，家族与乡土观念浓厚

的张弼士，一面召请当地华工协助，一面写信请家乡亲友前来共同发展事业

（刘权，2002：131）。 

1875 年，张弼士的垦殖事业扩展到当时荷属苏门答腊北岸的亚齐

（Acheh），随后，他又与巴达维亚的华人甲必丹李亚义及王文星合作，于

槟榔屿开设土产商店（姚楠，1995：164）。可见，张弼士在很早的时候就

已经与槟城结下了关系。由于生意上的需要，张氏时常进出槟榔屿，因而结

下日后出任清廷驻槟城副领事的契机，也因此于日后在槟城兴建豪宅的原因。

到了 1877 年，他把经营范围扩展到苏门答腊的日里（Deli），成立裕兴公

司，经营树胶、咖啡、茶叶和椰子等生意。之后，又与苏门答腊华侨富商张

煜南（1851-1911，又名榕轩）合办笠旺垦殖公司。俩人投资数百万于种植

业，橡胶园地广近千里，雇用华工近万人，并购买新式机器焙制咖啡和茶叶，

得到非常可观的回酬。胆识与谋略兼备的张弼士乘胜追击，再与张煜南、鸿

南（1861-1921，又名耀轩）兄弟，合开了日里银行。当时，印尼的银行由

外资开办，办理银行事务对华人商家来说极为不便不易。张弼士的日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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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办理华侨储兑信贷和侨汇业务, 为华侨存款及汇款回国提供了方便, 深

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信赖，也赢得“苏岛富翁”之美誉。1886 年之后，张弼

士再把业务进军到马来亚，包括在槟榔屿独资创办万裕兴轮船公司。张氏购

买了三艘轮船航行于槟榔屿与亚齐之间，自行运载货物。此时，张氏亦在槟

榔屿置业发展（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294）。后又创办裕昌远洋航运

公司、广福远洋轮船公司，从此航运事业蒸蒸日上。及至 1895 年，张氏已

拥有九艘轮船，获利极为丰厚（李恩涵，2003：166）。张弼士的轮船公司

川行往来中国和美国太平洋航线（Lin Lee Loh-Lim,2012:14），为中国与东

南亚经济作出了杰出贡献。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马来亚各地陆续发现蕴藏量丰富的锡矿，张弼士也

在这段时间，于彭亨州（Pahang）文冬（Bentong）创办东兴公司，开辟商

场兼营锡矿；此外，他也在雪兰莪（Selangor）的吧生（Klang）开采锡矿

（邝国祥，1950b：154）。1897 年，张氏和槟城富商谢荣光（1847-1916）

以及著名矿业资本家陆佑（1846-1917）合作，引进现代采矿方法，进一步

开发矿业。之后，张弼士获得槟榔屿和霹雳两地的饷码专利，更扩大了他在

马来亚的商业范围。张弼士从事商业的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就是经营药材批

发生意。张氏组织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网, 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

在新加坡、雅加达、香港与广州各地开设分店。张氏把国内的名贵药材批销

海外, 再把海外的名贵药材及西药批销回国，奠下了往后客家人在新马一带

经营药材生意的承袭。张氏的经济事业，也扩展至中国沿海各省（王付兵，

2012：193）。1895 年至 1910 年间，张氏在山东烟台地区创建著名的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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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厂，成为中国近代酿制葡萄酒的先驱，也得到孙中山的高度嘉勉，题赠

“品重醴泉”四字。张氏又设立织布厂、砖窑和玻璃制造厂。同时，也在广

东和福建境内负责建设铁路，在汕头、大埔与广州等地也有产业（邝国祥，

1958a：106-107）。张弼士的成就远远超越其他海外华人的企业，在近代中

国史以及东南亚华人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二、一身二任的实业家 

1890 年代，张弼士已是成功的种植家、矿业家、金融业主、航运业及

其他实业的大亨，集资达七、八万两白银之巨，成为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首

屈一指的华侨巨富。此时，张氏开始受到清廷官员的欣赏和笼络，一方面是

由于张氏在商界交游广阔，在南洋华侨中颇有声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独

到的眼光与雄浑的魄力，令人侧目的“财”与“才”。1892 年，清廷出使

英国大臣龚照瑗路经槟城时，张弼士前往谒见，龚问起张弼士有关致富之道。

张回曰：“尽地利，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其置赢，

力行勤俭，择人任时。” 龚使对他大为赞赏，喻张氏为天下奇才（黄尧，

2003：52）。1891 年，清廷大臣薛福成与英国交涉成功，新加坡领事馆得

以升格为总领事馆，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及英属附近各岛。当时，清廷委派

著名外交家兼诗人黄遵宪为总领事，处理海峡殖民地侨民事务。及后，1893

年，清廷也在槟榔屿设立副领事，张弼士受新加坡总领事官黄遵宪推荐为槟

榔屿副领事官。有关张弼士正式就任槟榔屿副领事的时间，学术界一般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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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893年 3 月，张晓威考查实为 1893 年 5月 24日（2004：161-162）。一

如前述，张弼士被看中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当时的槟榔屿乃至南洋一带，已具

有一定的威望。此外，“智计过人”且“群相推重”的张弼士，对于慈善公

益事业，总是一马当先（张晓威，2009：164-165）。此外，张弼士也符合

了黄遵宪所设定的三个遴选条件：就地取材，公正严明与绅商充任（黄贤强，

2002，222-223）从此，张氏成为亦官亦商、一身二任的实业家。 

    1894 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回国任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在离任前

推荐张弼士接任驻新加坡总领事。至于张弼士留下的槟城副领事位置，张氏

推荐了棉兰侨商领袖张煜南（张榕轩）替代。也在这一年，张弼士因劝说东

南亚一带的富有侨商投资中国有功，清廷政府对他的出色表现予以嘉奖，张

弼士赴北京接领奖勋，亦是请张煜南这位“同姓三分亲”的生意伙伴作为企

业的代理人（M.R.Godley,1973:21）。早期新马为一家，新加坡有其重要地

位。新加坡是中国最先在国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主要是因为新加坡位

于中国和西方往来必经之地，是东南亚地区的交通与经济中心，又是国际商

埠，华侨集中之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期间，西方帝国在东南亚开

拓了不少殖民地，这些区域聚集了许多庞大的华人社区。在这区域的欧洲外

籍人士皆受到殖民政府的保护，而成千上万的华侨却独受欺凌（简光沂，

1999：147）。鉴于此，清廷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使中国外交得以展开，中

国国际地位相继提高，“遇有苛例，随时驳阻” 以照顾当地的华商和侨民

（丁凤麟，1987：544）。从另一方来说，清廷看中的是财力雄厚的华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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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为求强图存，以得到财源支援，锐意于实业的经营，于是，护侨政策

便成了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发展实业的手段（王赓武，2002：236）。张弼士

自担任清廷驻槟榔屿副领事再至驻新加坡代理总领事，忙于穿梭往来中国与

新马之间，积极展开对南洋地区的发展以及对华侨的保护与照顾，屡次与英

国殖民地政府斡旋，并热烈招揽华侨鬻爵买官，也大力劝导华侨回国投资

（林远辉、张应龙，2008：185-187）。 

1903 年，张弼士受慈禧太后恩赐召见，商讨兴革大计，勉其招徕华商，

振兴商务；并赏他“侍郎衔” 和“三品京堂候补”。嗣后，还赏他光禄大

夫、56并授予头品顶戴、升太仆寺正卿（韩信夫、杨德昌，2009：223）。一

方面是由于张弼士本身的商务长才，另一方面是清廷借重其才。无论奏陈商

政或建国要务，张弼士颇受皇朝器重。1904 年，他考察南洋商务后，上呈

朝廷“招徕华商振兴商务”奏折，提出振兴商务要从闽广入手，并提出兴办

农业、水利、路矿等十二条建议。清廷接纳了他的意见，并任命他为商务大

臣兼槟榔屿官学大臣。黄建淳评论张弼士为清季以来，南洋华侨之际遇受清

廷如此宠渥者，堪称为绝无仅有（1993：208）。 

三、奉献祖国、至死方休 

     张弼士自 1893年被委任为中国驻槟城的副领事，翌年复被调往新加坡，

升任为署理总领事。期间，促进了清廷与当地华人社会的联系。1896 年，

                                                           
56
清代文职正一品官员初授特进光荣大夫之阶，后定制改授光禄大夫之官阶。并可封赠启曾

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室。详见朱金甫、张书才（201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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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干练的张弼士奉召回国，协助盛宣怀策划兴建铁路，并被委任为中国通

商执行总裁。于中国各地设立公司，投资发展工商农矿业。1898 年，张弼

士以清廷高官的身份，向新马富商推销高达二百万两的粤汉铁路股票，居功

厥伟。1900 年，张氏被召回国，协助发展中国的商务贸易。1903 年，又捐

出二十万两作为创立路矿学堂的经费。由于张弼士在南洋素负盛名，具有极

大的影响力，前前后后为清廷筹得不少款项（柯木林，2015：139-140）。

颜清湟认为张弼士的才干备受赏识，因此曾被清末大臣李鸿章委派协办大清

银行，做过广东省佛山铁路总办、督办闽广农工路矿大臣、南洋商务大臣兼

槟榔屿管学大臣官职等。张氏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不仅仅因为他是声誉卓著

的成功企业家，也因为他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商业联系与影响力(2010：

257)。而张氏所提出的实业救国主张，是由于本身的亲身经验与对海外华商

状况的掌握（张晓威，2014：1489）。 

辛亥革命后，实业家身份的张弼士，同样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器重，重

用他为工商部的高等顾问，肩负重任的张弼士亦能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谈

笑自如。1915 年，年龄已七十以上的张弼士，还带领中国实业考察团，远

赴美国纽约进行实业考察。被当地《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Ronald G.Knapp,2010:139）。张少宽也指出，在张氏遗裔的《先考弼士府

君生平事略》中记载了张弼士当时身为美国实业考察团团长，年龄已七十以

上，犹远涉重洋，往返数万里航程，借此考求商务，并与美国政府磋商，联

合美资本家筹办中美银行，惟后来因袁世凯称帝而作罢（2002：17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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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士除了在南洋开办日厘银行之外，晚年，亦有意再创办一间中美银行，资

本原订千万，由中美两国负担各半，而他本身投资三百万，他也吁请南洋各

地的华人入股，可惜尚未筹成，于 1916 年 76岁时逝世（黄尧，2003：54）。

张弼士临终遗言：“死葬家山”，后代遵嘱将遗体运回国后，葬在广东大埔

故里。灵柩途径新加坡和香港，涉洋渡海不远万里，荷、英等国政府均下半

旗致哀，香港总督还亲临凭吊，生荣死哀，葬礼之盛大为空前所未有。可见

各界对他的敬重。 

 

第三节 张弼士一生的贡献与所获佳评 

一、对南洋社会的贡献 

承前所述，在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社会，有钱、有官位或有地位者，便具

备晋升为华社领袖的基本条件。但想要名副其实地成为公认的华社领袖，还

必须具备另外一个条件，那便是乐善好施，热衷各种慈善事业，尤其是当时

人们特别关注的教育、医药、宗教信仰与救灾等活动。此外，也有不少富有

的商人通过向清廷捐官，以便为自己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根据颜清湟，清

朝末年，从 1877年至 1912年间，新马两地买官鬻爵蔚为风气，这些官衔不

管是价格较贵较高级的官衔如：道员、道台和知府等，或是次等级的如：同

知、州同、监生等，都是属于虚衔（2010a：56-58），唯有槟城副领事一职，

以及驻新加坡的总领事一职，是满清政府在海外的实官。新马两地的著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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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富商，如新加坡的章芳琳、陈金钟、吴寿珍、邱菽园、吴进卿和刘金榜，

马来亚的张弼士、胡子春、余东璇、谢荣光和梁碧如等均踊跃捐官，借此提

高他们的威望和地位（柯木林，2015：176）。前文所提的郑景贵即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赤贫出身的他，成功崛起后，对太平与槟城两地的慈善与教育

文化事业做出许多的捐献，再加上买官鬻爵，而得以晋身华人社会领导阶层。

张弼士除了政商方面的辉煌成就之外，对于南洋地区的华文教育、宗教与文

化事业亦是贡献良多。1891 年，槟城第一庄严宝刹白鹤山极乐寺初建，张

弼士捐款多达 35，000元，名列第一。张氏与张煜南、张鸿南、谢荣光、戴

欣然和郑景贵等人，对极乐寺慷慨捐助，被推举为管理该寺产权的六大总理

（释宝慈，1923：83-85）。张弼士担任槟城副领事与新加坡署理总领事期

间，继续关注并支持社会公益事业。1895 年至 1896 年，张弼士领导槟榔

屿华人社会修建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张氏捐献 1，400 元，仅次

于捐款 1，500 元的郑景贵。 

1904 年，张弼士奉旨在南洋一带考察商务和劝办新式学堂，槟城作为

清廷政府的“劝学”中心（高伟浓，2012：406）。当时新马各地尚无正式

华校，华侨子弟若非进入私塾便是进入英校。尤其是当时在英殖民政府的统

治之下，许多华人家长在利害关系的权衡考量之下，多数把孩子送入英校，

以便日后易于谋生。这主要是能操英语者，易于与殖民政府和洋行行政人员

沟通，保持密切关系，工作方面能充任代理商，买办乃至公共事务管理者。

张弼士深感自己未受学校教育，在生活实践中深切体会到文化低下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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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恐华人子弟日久数典忘祖，中华文化从此逐渐断层，不惜捐献巨款创建华

文学校。这一年，张弼士于槟城港仔墘（现为林萃龙路，Jalan Dr Lim 

Chwee Leong）开办了新马最早的新式学校——中华学校。张氏以身作则捐

地产与校舍工料七万四千多元，并召集胡子春、谢荣光、梁碧如与张煜南等

一起慷慨解囊，共筹集十数万元作开办费与常年经费。由于张弼士对新式教

育之落力，因此被誉为中华学校的创办人，更是槟榔屿华校的开创人。槟城

孔圣中华小学内存有张弼士塑像，作为表彰他对创校的贡献（槟榔屿孔圣庙

中华小学庆祝创校百周年纪念特刊，2004）。当时，张弼士以槟榔屿第一任

副领事兼南洋学务大臣的身份，到中华学校主持挂匾藏书典礼。张氏以本身

历尽艰辛屈辱，意识到教育对社稷国家的重要性，发表慷慨激昂的陈词： 

“国家以近来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 况

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立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

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

乎？伏思我等华商，凡遇天下有事，筹款设账，莫不慨然解囊相助，各地有事，尚

且不分畛域，何况事出本屿学校之事，更非捐助各地赈灾可比！”（韩信夫、杨德

昌，2009：224） 

 

表达了新马华社在兴办教育上，应当不分省籍、通力合作（舒圣祺

（2008：19）张弼士并亲自移交光绪皇帝恩赐的一方御书匾额，上题“声教

南暨”57四字，另有图书集成全部（余定邦，2002：142）。清廷恩赐匾额，

可说意义重大非凡，一方面固然是朝廷对创办中文学校以教其子弟认识文化

的重视；另一方面，亦可见张弼士与清廷关系之非一般。 

                                                           
57
意为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和文化教育传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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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光绪皇帝恩赐御书匾额 

（照片来源：《槟榔屿孔圣庙中华小学庆祝创校百周年纪念特刊》 

 

 

 

中华学校，被认为是开创新马一带华文新式教育的第一章（郑良树，

2002：106）。1906 年，张弼士也在新加坡开办了第一所华校——应新学校。

1908 年，他献地建张氏清河堂，作为栽培族人子弟的场所。亦在港仔墘

（Maxwell Road）兴建“孔教会”，复创办“中华两等小学”（张少宽，

2003：50），以作为传授孔圣道理与教化华人子弟的场所（槟城新报，1911

年 8月 3日）。槟城中华学校的开办，对新马华侨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张弼士成为南洋华校的开路先锋，为南洋华侨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及后，槟榔屿的其他宗亲组织亦纷纷创办学堂（颜清煌，1991：284）。

1909 年，印尼的棉兰创建天后宫，张弼士连同张煜南、鸿南兄弟以及谢荣

光等人一起慷慨捐献。在 165位捐款人士中，张弼士与张煜南各捐二千元，

同列榜首（傅吾康、陈铁凡，1988：82）。可见张氏热心捐献，并不计较寺

庙是属于什么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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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 年，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正式成立，张弼士可说居功甚伟。张氏

长期在海外经商，深感当地侨商互不联系，而发动各行业侨商领袖共设华侨

商会，以图商务进展。张弼士率先捐款三千元，作为开办经费，并鼓励侨商

加入。此会一方面促进中国工商业经济繁荣与社会福利事业，同时亦协调该

地华人社会各帮派利益，在慈善与文化事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闫恩虎，

2009：153）。 

 

二、对祖国家乡的回馈 

事业成功后的张弼士，目睹了西方国家在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进

步，联想起祖国家乡的贫穷、落后与闭塞，基于爱国爱乡之情，萌起帮助家

乡亲人的想法。1900 年，黄河决口成灾，他发起募银百万余两赈灾，受清

廷赏赐“急公好施”牌匾。1903 年，张氏向清廷捐献二十万两助学金，次

年又为东海海防捐筹巨款。及后，又在汕头购置房屋数十所，开办“育善

堂”，为学生提供补助基金。1909 年，他捐赠十万元给香港大学，被授予

法学博士荣衔。辛亥革命后，他捐助福建民军七万元。除此，他也在香港捐

建静修庵，为九龙的一间教堂捐助建筑费。晚年还遗言捐助广州中山大学和

岭南大学修建校舍，现在中山大学有一座“张弼士楼”纪念他（韩信夫，

2009：94）。张弼士走上仕途后，将主要的精力致力于振兴国内实业上。他

在中国投资于经济建设，对中国建设现代化做出巨大的贡献（颜清湟，1982：

3）。1903 年，张弼士鼓励并劝说张煜南、鸿南兄弟回国投资潮安汕头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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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由华侨投资自办的铁路。从日里銀行至中国

通商銀行，再至大清銀行，都可以看到张弼士兴建祖国的热心。张弼士对于

国内至亲好友与桑梓之邦的关怀之情，在于他不仅具有慈善意识与爱国思想，

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整个中国的命运，对于侨居海外的移民有直接的关系。

在南洋创业的过程中，张弼士相比南洋的一些富豪，有着更强烈的民族家国

观念。 

 

三、张弼士的卓越精神与所获佳评 

张弼士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与社会环境特别是传统文化环境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郑观应指张弼士小时听父亲讲授司马迁《史記•货殖列

传》，一度感触说：“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

建树暇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安能郁郁久居乡

里耶”？小小年纪已然胸怀祖国，并且培养出爱国情操（2009：65）。张弼

士早年在荷属地区与马来亚兴商垦殖，发展当地经济和文化，增益税务，为

侨居地的社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故荷属殖民政府对其礼遇优异。每当他抵

达荷印时，都鸣礼炮迎接，英属亦如是。因其功名显赫，荷印殖民当局几次

欲授官予他，都被其婉言一一拒绝。在他看来，华人当为国效力，而非服官

异邦（邝国祥，1958a：105）。张弼士发迹之后，热衷功名，曾经斥巨资向

清政府捐购知府衔、二品及道员衔等官衔（颜清湟，1992：77）。然而，他

对荷属殖民地官员的封官献议，却始终无动于衷，可见其爱国情怀与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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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年张弼士担任槟城副领事，虽是清廷钦点之官员，然而领事署除了副

领事之外，只有一名秘书与一名翻译员，皆属于义务性质，唯一能得到的补

偿是较高的虚衔（姚楠，1995：163）。由此可见张弼士一心回馈祖国，为

国家效力之心。何况，身家千万的他，酬劳对他无济于事，名衔才是他所重

视。 

值得一提的是，张弼士年幼时只接受了三年的私塾初步的教育，然而，

从张弼士的遗文来看，张氏陈奏清廷的条议与奏折包含振兴商务、筹建铁路、

创办银行与酿酒公司及轮船公司简章、演说词与信函等，皆反映了张氏实业

兴邦的宏伟韬略，更见其精辟商才。张弼士办企业怀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凡事躬亲督察指导，因此公司事业欣欣向荣。 

清朝教育家梁绍文对张弼士有极高度的评价： 

“张弼士的伟大，不在乎(于)金钱的富有和禄位的崇高，他的伟大，就在他

肯做肯为的精神，与能收能放的气度；赚了世间不少的财帛，同时能散发许多财帛

于人间，这是何等胸襟，何等气慨！张弼士要做官，并不像新旧官儿的头脑——做

了官就可以发财，就可以封妻荫子。他做官，正是他肯做肯为的佐证；他以为服官

是替国家出力的事业，是实验他平日抱负的机会，所以他每年出许多钱，来作为他

理想上做好官的资料”（转引自黄尧，2003：52）。 

黄尧也认为张弼士是属于“有新思想，不为做官而倾全力做事的人”

（2003：54）。张弼士的好友郑官应（也称郑观应）对其极尊崇，誉之为

“商务中伟人”。郑官应在《张弼士君生平事略》指张氏济人利物为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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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国计为务。张弼士病殁后，郑官应对其作了全面评述，尤对张氏之晚年活

动赞叹不已，指出“所最难者，拥厚资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惮焦劳，无

非欲提倡实业，遂其救国救民之志”（转引自韩信夫、杨德昌，2009：70）。

魏明枢认为张弼士的成功是一个富而思进，实民族认同并努力付诸实践的自

我提升过程，将自我奋斗融入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之中（2012：5）。

在张弼士逝世多年后，槟城州政府为纪念张弼士对槟城的杰出贡献，在

1992年 12月 21日宣布，把原来的香港巷（Lebuh Hong Kong）易名为“张

弼士路”58（Jalan Cheong Fatt Tze）（张少宽，2002：214）。 

 
 

图 4-3 张弼士路（笔者摄于 2012年 4月 1日） 
 

 

张弼士之所以能享有如此好评与崇高的地位，在于他不仅是具有慈善意

识与爱国思想的商人之一，更在于他具有劬勤创业的精神与科学的企业管理

方法。张弼士的辉煌成就，使他蜚声中外，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洛克菲

                                                           
58
张弼士路原本位于光大（KOMTAR）建筑物，因 1972 年兴建这项大工程而被吞蚀了。

1992 年，政府有感于张弼士对槟城的贡献，将原来的香港巷改为张弼士路，不过也遭到当

地居民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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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较之同时代的侨领，如：张煜南、谢春荣、梁碧如、戴欣然等人，张

弼士无疑更高瞻远瞩，具有远见以及商业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能力。这可

从他所建立的工商王国地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各省，和他三次被清廷召见，

上书提出振兴经济十二条建议看出。谢佐芝认为张弼士的成功包含以下的因

素：勤苦砥砺，事必躬亲，握算持筹，尤精会计（1990：97）。 

 

第四节 张弼士故居——蓝屋 

一、兴建大宅的动机与立意 

张弼士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除了其显赫的身份地位与富可敌国的财

富，以及本身在政商两界的领导魄力和魅力，尚有他在槟城所留下的一座古

色古香、豪华富丽的大宅。2008 年，槟城与马六甲共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册，这座大宅成为槟城的古迹之一。十九世纪末的张弼士，处在政商的

全盛时期，当时他拥有大约七、八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资产，为海外侨商翘楚，

也是当时东南亚华侨中最富有者之一。在政商各领域都上了轨道之后，尽管

商务繁忙，在这踌躇满志的顶峰时刻，张弼士决意为自己兴建两座别具意义

的华丽豪宅。一间位于槟榔屿，另一间于大埔家乡，59并且皆取名为“光禄

第”（Ronald G.Knapp，2010:128）。张氏在印尼、中国、新加坡与马来亚

各地都有稳固的事业根基，他在这些企业帝国都建有豪宅别墅，一方面以安

                                                           
59
张弼士在中国的豪宅，包括：广州的张孝安堂与张裕安堂、广州河南的五知堂、烟台的别

墅、大埔故乡的云禄第与光禄第。详见李松庵（20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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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他成群的妻妾儿女，另一方面也彰显他雄厚的财富。晚年，却退居槟城兴

建这座大宅安享清福。张弼士建造这座豪宅有他特定的动机与立意，可分为

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 

（一）主观因素 

张弼士费尽心思于槟城兴建大宅，乃至于把大宅建造在莲花河路，有许

多的原因。就主观因素来看，主要是张弼士在走遍中国大江南北与东南亚各

地之后，始终觉得槟城的气候风景绝佳，适合他在此处安享晚年（梁绍文，

1924：70-71）。力钧在《槟榔屿志略》中提到：“槟城文风日盛，虽由山

川钟毓，亦提倡之有人”（1983：56），以此观之，槟城山水清美的独特景

致，是张氏所憧憬的。此外，张弼士最大的动机是给自己最宠爱的七姨太—

—陈锦宝（Tan Tay Po, ？-1932）居住。这位七姨太也是他遗嘱中唯一提及

的女人（Lin Lee Loh-Lim,2012:19）。 

张弼士自 1893 年走上仕途后，大大扩展了本身的政治经济网络，其声

望、地位与财富都处在人生的最顶峰。当时华人社会的许多富商，都起居于

雄伟华丽的华厦或别墅；加上早期移民社会的妇女人数不多，物以希为贵，

富商都以拥有多位妻妾为荣，以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们的大小妻妾佩戴

金饰珠宝，身着绫罗绸缎，出入以华丽的马车代步，生活优裕，处处表现出

一种上层社会人物的生活风格（颜清湟，1984：205）。1896 年，当时已位

居清廷驻新加坡署理总领事的张弼士，已拥有这种极尽奢华富贵的生活。对

他来说，能够锦上添花的是一间气势更宏伟的大宅院，以彰显他在南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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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显赫的身分地位。一如当时许多的华人富商，通过兴建豪宅来光宗耀祖、

炫耀财富。张弼士当时兴建这一座豪宅的用意，也正如卢林玲理所言：“通

过建筑所展现的中国特征，作为张弼士本人的一项文化宣言”（2012：38）。

合院式的大宅具备了现代性的象征，同时亦树立了权威的社会效果，是张弼

士最为重视的大宅之一（Khoo Su Nin,2007:107）。 

（二）客观因素 

张弼士发迹的处所，本在荷属印尼地方，他庞大的企业扎根在印尼，槟

城只是分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其企业的根支地位有了调换。作为商业城

市的槟城，开埠之后，一直是华人聚居与发迹的好地方，充满着蓬勃的活力

和商机。早在 1875 年，张弼士商业上一切货物的出入口，主要依赖当时槟

城自由港口的国际贸易优势。以地理位置来看，槟城与北苏门答腊的距离不

过一百多海里，其货物通过水路运输比陆路更为快捷。1886 年，张弼士于

马来亚各地扩展他的商业版图，包括在槟城独资创办万裕兴轮船公司，在彭

亨州与雪兰莪州开采锡矿。1896 年，张弼士身为新加坡的代理总领事，通

过与清政府的政治关系以及广泛的商业联系，利用爪哇与槟榔屿为基地，成

功地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商业王国，成为政商界的巨擘（颜清湟，2010a：

271）。张弼士在荷属印尼经商时，基于荷属殖民地政府对华人不太友善，

荷印华侨常控诉被拐与受虐，并请求设领，惟当时荷兰政府不让中国在印尼

设立外交使馆（庄国土，2006：82-83），这让张氏感到生命与事业不受保

障。于是他在 1890 年初将南洋的跨区域企业基地搬到槟城，并组设万裕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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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以管理各分公司。事实上，当时有些身家较多的荷属华商，也是在槟

城安家置业以保家产。随着事业日益扩大，张弼士必须于槟城设立一个办公

地点，以应接各部汇兑财货的结算。因此，张弼士于槟城建造大宅可说是顺

理成章之事。 

 

二、在莲花河路兴建大宅 

张弼士决定在蓮花河路建造豪宅的原因，关键原因亦在于蓮花河路的地

理环境。从蓮花河路（Lebuh Leith）順步走下，转弯是南华医院街 60

（Muntri  Street），这里是早期殖民地政府高官官邸或富翁私宅聚集處，因

而亦称“议员街”。此处紧挨着旧日的繁华商街牛干冬（Chulia Street），

以及后来热闹的商街槟榔律（Penang Road）。张弼士选择在这儿建造大宅，

相中的就是它的地理位置与周围的环境，集富贵与权势于一地了。 

    张弼士看中的莲花河街，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杜忠全在《老

槟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指出槟城的街道名称，不论是殖民时代或后殖

民阶段，皆蕴藏着一段段的历史文化与时代背景。多年来，槟城的版图，从

独立以前的英殖民政府直至今天的执政政府，已大不相同。槟州政府几度通

过重组街道路名系统，试图有意识地把路名“去中文化”和“去殖民化”，

始终不得要领（2009：44）。市内许多街道名称，市民仍旧保持着民间口耳

                                                           
60

Muntri 是旧式马来文，意指议员高官，即是今天的 menteri。直到后期，广东人在这条街

开设南华医院，并免费替穷人看病，使得这条街从此被唤作“南华医院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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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的叫法，乔治市的“莲花河”路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正如张少宽提到莲

花河路，亦有如此说法：“路名最能反映历史，前人多以实事、实物作为街

名”（2002：173）。蓮花河街建于十八世纪后期，是乔治市早期的街道之

一。其英文街名 Leith Street 是以英国驻槟城第三任总督李斯（George 

Alexander William Leith, 1765-1842）命名。早期，这儿种了一排又一排的椰

树，马来人把这条街道称为“椰叶街”（Nyior Cabang），华人则惯把这条

街道称为“莲花河”。事实上，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此处已不见莲花

芳踪。不少人提到“莲花河”总是将之与张弼士故居——“蓝屋” （The 

Blue Mansion）联系起来。也有人将这条街道称之为“客家百万富翁街”

（Hakka Millionaires Row）（Christine Wu Ramsay,2003:17）。 

1896 年，张弼士在莲花河路门牌 14 号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古色古香、

豪华富丽的大宅。建屋之际，张氏力邀和他同样拥有身份地位的客籍富翁友

人，一起于此购地建屋，以筑成一条“客家百万富翁街”。这几位客籍富商，

包括： 张煜南（1851-1911）、谢荣光（1847-1916）、61梁碧如（1857-

1912）和戴欣然（1849-1919）。谢荣光是当时苏门答腊的甲必丹，之后他

与梁碧如、张煜南、以及戴欣然都是继张弼士之后清朝驻槟的副领事。任期

依次为：张弼士、张煜南、谢荣光、梁碧如及戴欣然62（邝国祥，1958a：

32-33）。张弼士之所以邀约这几位客籍富商一起于莲花河街兴建大宅，并

                                                           
61
谢荣光、谢梦池和谢春生是互用的名字，张晓威于《近代中国驻外领事与海外华人社会领

袖角色的递换——以驻槟榔屿副领事谢荣光（1895-1907）为例》（2004），对其姓名与生

卒年份已作探讨，本文对谢荣光的姓名与生卒年份，依据张晓威此文。详见张晓威（2004：

172-173）。 
62
其中在戴欣然接任前，谢荣光曾有两度重做冯妇的记录。详见张晓威（200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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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纯属偶然。槟城自开埠以来，随着华人人口增加，各方言群华人纷纷创立

寺庙和会馆，逐渐发展出华人帮群之间的微妙关系（颜清湟，1982：26）。

华人向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天时地利不存在时，自然会倾向

“制造”人和。张弼士作为当时槟城客籍人士的首领，显然是希望运用自己

的影响力，以“人和”凝聚客家人的势力，把这些客籍富商团结起来，展现

客家人的力量。此外，张弼士号召客籍富商住在同一条街，亦在于他们之间

相同的方言与私人关系。张弼士与张煜南、鸿南兄弟，以及谢荣光的深厚交

情，建立于同是在印尼白手起家，并且同为富甲一方的商绅。他们不仅在业

务上往来合作，也曾共同推动槟城的宗教与教育文化事业。前文提到槟榔屿

极乐寺扩建（见表（4-1）），槟榔屿大英义学重建筹款（见表（4-2）），

以及创办中华学堂，他们都是主要的捐款人之一。这种共同热心公益的特性，

把他们的情谊联系得更紧。 

               表（4-1）极乐寺捐款芳名录 

姓名 捐款额度 姓名 捐款额度 

张振勋（客）              35，000元 刘金榜（闽）                 4，000元 

张煜南（客）                10，000元 戴欣然（客）                 3，000元 

谢荣光（客）                 7，000元 颜五美（闽）                 3，000元 

张鸿南（客）                 7，000元 邱汉阳（闽）                 3，000元 

郑嗣文（客）                 6，000元 饶喜娘                        3，000元 

陈西祥（闽）                    5，000元                                               

（资料来自:《马来西亚海外铭刻萃编》卷二，页 65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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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槟榔屿义学捐款芳名录 

姓名 捐款额度 姓名 捐款额度 

郑景贵（客） 1，500元 许心美等3人（闽） 200元 

张振勋（客） 1，400元 集商所（客） 160元 

谢荣光（客） 1，355元 颖川堂等3人 150元 

潘兴龙（客） 1，200元 以文斋等 2人 125元 

龙山堂（客） 400元 萃雅轩等2人 125元 

宝树堂（闽） 300元 戴欣然、胡子春等21人 100元 

（资料来自:《槟城新报》，1896年 3月 19日） 

 

此外，槟城英殖民政府为发展这个小岛，以自由港转口贸易吸引区域内

的商人，一方面贸易货品免抽出入口稅，另一方面对于土地政策也十分宽松。

只要有能力开发土地，任何人即可申请永久地契（张景云，2004：103）。

张弼士与其他客籍富商，即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在莲花河路取得大片土地。

张弼士大宅建于 1896 年，位于门牌 14 号的土地上；此外是建于 1907 年的

梁碧如大宅，座落于张弼士大宅对面门牌 7号；与张弼士大宅毗邻而建的是

门牌 8 号的谢荣光大宅（建屋年份不详），以及门牌 20 号的戴欣然大宅

（建屋年份不详）；戴欣然因限于所购地段狭长，无法建造大宅，只能筑成

三、四间小洋房。除此，还有与梁碧如同一排的张煜南大宅（门牌与建屋年

份不详）。在张弼士的号召之下，这四位客籍富商连同张弼士本人，在莲

花河路这条街上，建造了华丽考究的大宅，共同打造出一条 “客家百万富

翁街”，编织成了一幅殖民地时代的风景画。于是，原本极冷清寂静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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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逐渐形成一条饱含诗意，复备风情，音义俱佳，充满风流韵事的街道

（邝国祥，1958a：32）时至今日，“莲花河”雅名犹在，却是不见莲花不

见河。 

槟城自开埠后受西方建筑文化影响，建筑风格充满海峡殖民地风味。在

殖民地社会，由于不同方言群的互动，西方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及南

洋本土热带环境等多重因素，使得华人传统建筑渐渐与西方建筑风格相互混

合或异变，出现了混杂西方殖民建筑特征及风格之洋楼，形成一种风气，许

多富商竞相追逐。尤其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本地华人建筑以中西

合璧的形式出现，建成西式立面中式厅堂加天井的布局，应合了清末民初中

体西用的思潮。二十世纪初期，槟城“客家百万富翁街”上，一栋栋精心打

造的大宅院与洋房相继林立，建筑华丽新颖、尽显大富气势，一派繁华热闹。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张弼士既然邀约客籍富商在同一条街兴建大宅，这几位

富商建造的都是当时流行的盎格鲁印度（Anglo–Indian）风味的豪宅，一种

築有外廊，能够抵挡炎热阳光、适合热带气候的洋楼（Bungalow），包含

英印风格的多元文化构想的建筑，这在前一章已详细叙述。而张弼士兴建的

大宅，却是与众不同的中国传统五院落四合院（Lin Lee Loh-Lim,2012:16）。

虽然，张弼士的大宅一般被称为四合院。然而，根据陈耀威63，严格来说，

张弼士故居的建筑形式与中国北京传统“四合院”64大不相同。张弼士大宅

                                                           
63
访问陈耀威，日期：2016 年 11 月 6 日，地点：拉曼大学双溪隆校园，时间：4.05pm-

4.30pm。 
64
完整的北京四合院式由三进院落组成，沿南北轴线安排倒座房、垂花门、正厅、后罩房

（仓储）。每进院落有东西厢房，正厅房两侧有耳房。院落四周有穿山游廊及抄手游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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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重楼两堂两横式的客家堂屋。既主建筑在中，包含两个厅堂，左右两

侧另有建筑物。 

与张弼士有亲戚关系，并且曾经入住张弼士故居的邝国祥指出，张弼士

之所以建造传统院落大宅，主要在于两个考量：一是张弼士考虑到本身在各

处的屋宅，包括爪哇的巴城（旧称巴塔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苏门答

腊的棉兰、广东的河南、山东的烟台与大埔的原乡，都是同一样式的中国传

统屋宇。张弼士希望自己所拥有的宅第别墅都是一致的建筑款式。至于张氏

另一个长远的考量则是：如果他所建的屋宇样式传统古老，等他百年归老以

后，到时，古老的建筑物肯定不合一般潮流。万一以后子孙后代有意将之变

卖，恐怕也无人青睐，其豪宅自可永久保留。以此观之，张弼士有其独到的

眼光和长远的顾虑，他早已立定主意，不愿后代子孙出售他本身辛苦经营而

兴建的这所巨宅（1958a：32-33）。然而，世事难料，张弼士去世后，传到

幼儿手中的祖宅，不到百年时光，竟然无法保留而被迫转手易主。大宅在现

任屋主的装修规划后，已转变成展览馆与主题旅店。改变了张弼士当初兴建

豪宅的立意，即作为家族的居住屋宇。这部分将在较后篇章将加以论述。 

槟城自开埠以来，虽然人口激增，但华侨都保持着固步自封的状态，只

求丰衣足食，“苟全性命于海外，不求闻达于诸侯”。即便有许多千万富豪，

拥丰厚产业，雄于资财，在侨居地始终寂然无声，也未见有显赫一时的人物。

                                                                                                                                                               
住房连在一起，大门开在东南角。宅内各栋住房皆有固定的使用用途，倒座房为外客厅及

帐房、门房；正厅为内客厅，供家族议事。详见（乔匀、刘叙杰等，2003：256-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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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末，富商侨领如郑景贵、张弼士、张煜南、梁碧如与戴欣然等人崛起，

华侨才逐渐露出角头。明清时期，中国各地的建筑已发展出各自的文化特色。

不同建筑之间又有着相似之处，反映出稳定的建筑体系。随着华人移民海外

谋生，原乡的建筑文化也就被“移植”到他乡。 

张弼士位于槟城莲花河街的这座大宅院，建筑的细部或装饰都极为精致

华美，也是他所有的宅院中最为华丽典雅的一座，与大埔老家的大宅院相比，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一般人相信：这座大宅院才是张弼士的最爱。

黄尧对于张弼士故居的赞叹，亦反映在文字中：“槟城莲花河公认最古色古

香的大屋，就是张弼士当年的住宅。其故居是飞檐雕栋名闻遐迩的中国华夏。

置身其中，极富故国之幽思，亦显见财富的雄厚”（2003：135）。 

 
 

图 4-4  张弼士故居外观（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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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蓝屋——建筑形式与文化特色 

（一）建筑形式 

张弼士大宅建于 1896年，至 1904 年建竣。张弼士的这栋华夏，由他的

好友兼心腹张耀轩（即张鸿南）所承建。张耀轩是印尼棉兰（Medan）的著

名房产建筑商，他所承建的楼房大宅，不论布局结构，皆以中西合璧的方式

营建（张少宽，2002：186）。张耀轩本身在印尼棉兰也拥有一座豪宅，其

大宅建于 1895 至 1900年间，建设格局与张弼士的大宅十分相似，是中国与

荷兰元素结合的建筑（Ronald G.Knapp,2010:147）。而张弼士的豪宅则是中

国与英国元素交融而成的大宅。反映出建筑受殖民文化的影响。两者的布局

与规模，被认为是中国境外绝无仅有的建筑（Lin Lee Loh-Lim,2012:16）。

笔者透过 Chinese Houses of Southeast Asia 这本建筑书籍，仔细研究探讨并

作比较，发现张耀轩故居的建筑形式和内部装饰，与张弼士故居确实十分相

似。从充满中国风格的飞檐与瓦脊、安金雕花屏门、门楣雕饰与围墙窗花来

看，相信张耀轩在为张弼士建造大宅时，是以本身的大宅作为蓝图；或是张

弼士看了张耀轩大宅的蓝图而倾心，要求建造格式相同的大宅。尽管处于异

国的这两座传统中式大宅，外观与布局看似十分接近，然而，两座建筑所反

映的恰恰是不同殖民地的文化风情，以及屋主迥异的个人品味。 

张弼士大宅占地五万六千平方英尺，建筑物面积达三万三千平方英尺。

外观为中式的四合院，建筑正门面宽三开间，屋宇庭阁楼宇翼飞，檐牙交叠，

装潢华丽丰富，尽显雕龙画栋之美。建筑的规模、构造比例和空间规划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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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大宅以中轴为主，庭院布局讲究均衡、左右对称。大宅是先建主屋，

后建左右两翼房屋。主建筑正门面宽三开间，重楼三进。豪宅有三十八间房，

五个庭院，七个楼梯和二百二十个窗口；宅内共有五个天井，其中一个四方

宽大的天井设有回廊。大宅建筑格局排列有序，院落阔卓疏朗，四面房屋之

间连接，整体十分美观。规模庞大的宅院，尽显建造主人的经济实力，同时

也切合了罗香林所说的：“客家人的屋宇，多由创业的人一手经营，而分给

众多子孙。客家人建造房屋，地必求其敞，房间必求其多，厅庭必求其大，

墙壁务必整齐”（房学嘉等，2009：71）。 

张弼士大宅的建筑材料、构造与装饰风格十分独特，所有的工匠和建筑

师都从中国请来。大宅院建有十尺高的围墙，建筑内有厅堂、起居卧室、书

房与庭院花园等。大宅有许多中国建筑元素，屋前花园的装饰围栏，以象征

财富的中国金钱造型呈现。入门处的门楼木门由四片潮州式隔扇构成，主厅

的装饰和陈设则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两旁厢房中堂的金漆木雕屏风雕刻

精细，一片金碧辉煌，屋内的中国花鸟山水图案、牌匾以及屋瓦等配件，皆

是中国广东制造。宅院里两个繁复精细的螺旋式楼梯、阳台柱子与花式栏杆

及扶手，采用了苏格兰格拉斯哥麦法郎（Glasgow W.Macfarlane）铸铁厂的

铸铁工艺，彩绘玫瑰玻璃窗以及地板上的欧洲瓷砖，反映了跨文化的建筑色

彩，使这豪宅添增欧陆风情。大宅内外一派华洋融合，到处可见中西建材的

巧妙结合，如：苏格兰铸铁栏杆呼应广东木雕花窗、英国彩绘玻璃搭配潮州

剪黏装饰、靛蓝抹灰墙面对上六角红陶砖以及山墙上的剪黏艺术等（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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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Loh-Lim,2012:38-39）。宅里宅外，相互映照的是中西文化的磅礴兼容，

彰显十九世纪末时代精神。外来因素的加入不仅体现了张弼士的国际化身份

与强大的经济实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在中西文化的相互衬托与

对比中，展现了一种丰富的建筑风华，并有了新的发展。张弼士一方面追求

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也推崇并维护中华文化。张氏因此被认为是将西方元素

融入中国传统四合院建筑的先驱（Ronald G.Knapp,2010:134）。 

 

 

图 4-5 金钱造型的围栏（笔者摄于 2017年 2月 7日于张弼士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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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精美的铸铁栏杆 

（笔者摄于 2014年 5月 1日于张弼士故居） 

 

 

 

 
 

图 4-7 剪粘艺术（笔者摄于 2014 年 5月 1日于张弼士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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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特色 

张弼士虽离故国万里，仍门厅昭告不忘所本，故居大门牌楼上悬挂着堂

号“曲江衍派”，表示他是大诗人张九龄的后裔。从堂号的内涵来看，“曲

江衍派”亦带有炫耀远祖的伟业与美德，表明身为客家人的张氏，崇尚为政

谦让清廉、治家和睦与良好的家风（房学嘉、肖文评等，2009：196-197）。 

 

图4-8 张弼士故居大门牌楼（笔者摄于2010年1月17日） 

 

如前所述，中国的传统建筑一贯讲究风水，风水学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

的建筑环境学，是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相信，越是富裕的人

家越重视住宅的“风水”，以使家宅兴旺、诸事顺利。张弼士故居处处展现

了张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对美好事物与祥瑞文化的向往与追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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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宅第风水的讲究。Lin Lee Loh-Lim 认为，张弼士大宅与周边洋楼并非与

东北-西南走向的莲花河平行而建，而是略有偏斜，以至屋前面向马路的花

园呈斜方型，反映了对风水的考量（2012:41）。可见张弼士建屋之际，曾

礼聘风水师傅为大宅择选动土的吉日良辰，堪察大宅最佳的风水方位。并透

过建筑，把这样的文化传承。 

正如前文提到郑景贵的大宅，拥有一个宽敞明亮的中庭天井，主要是表

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精神，让房子里的人生活在一个和大自然非常亲近

的环境里。张弼士故居亦有一大天井在屋子正中，另有四个较小的天井于主

建筑后与两翼的建筑中。“天井”在古文中又指天花板，也泛指四周高中央

底下之地，其实也是一种院落。而方形天井为一宅之要，藏风聚气之点攸关

财禄，兼有采光、拔风通风作用（楼庆西，2004a：353）。雨天时，雨水从

房子四面向天井排水，即是所谓“四水归堂”（萧默，1999：736-737）。

张弼士故居根据风水规划，天井之处被确认为是风水宝地，也是整座建筑的

精华所在。在中式建筑中，一般安排前低后高的地面，前厅不得高于堂，堂

是整座建筑中最为重要的建筑。天井的水泥地板呈“凹”字型，天井处的石

阶刻意做成不同级数，即靠近前厅的石阶为二级，靠近后堂的石阶为三级，

造成主屋建筑呈现前低后高的地势。这种步步高升的格局，形成一种盘居斜

坡、背山面海的风水格局，亦以此寓意步步高升。大宅天井设计了一套特别

的排水系统，让雨水从屋顶的水槽迅速地导入天井，再从阴沟里迂回曲折地

流出，特意将风水学中称为“天财”的雨水保留在阴沟里，让它缓缓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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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钱财快进慢出的寓意（Lin Lee Loh-Lim，2012：46）。事实上，这也是

在热带气候中，降低室内温度，保持屋宇凉快舒畅的一种办法。 

 

图 4-9 大宅的风水宝地——天井 

（笔者摄于 2014年 5 月 1日于张弼士故居） 

 

 

大宅为了避开正方形天井的四角为“死角”，在大宅天井的每个角落皆

竖立两根柱子，使之呈现八角形，八为“发”的谐音，取其“发”之意。此

外，此处的每根柱子上有镀金装饰，柱子下埋金，构建了“四点金”的建筑

格局，以求财运亨通（Lin Lee Loh-Lim，2012：67）。张弼士故居除了上述

的风水布局，大宅围墙金钱造型的铸铁装饰，代表财源滚滚而来。主建筑两

翼的附设建筑物各有六间房，取其寓意“六六大顺”，蕴藏财气围绕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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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天井处的金钱造型排水出口 

（笔者摄于 2014年 5 月 1日于张弼士故居）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 门楼的楹联、匾额是极有特色的建筑装饰, 也是民

族精神和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可说是有门必有对联，对恪守传统伦理

与家族规范持续不断地起着灌输、训诫与警策的作用，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

文化氛围，体现了民族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理想。张弼士通过大宅的各种装饰，

以体现出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屋内的装饰，布满了幸福、圆满、美

好的象征。走道门楣上，悬挂着各种寓意吉祥的牌匾，字体浑然有劲。正门

两扇开，门上刻有金字“龙飞凤舞”，65其他如：“无逸有恒”、66“智乐仁

                                                           
65
出自宋·苏轼《表忠观碑》：“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 原形容

山势的蜿蜒雄壮，后也形容书法笔势有力，灵活舒展。 
66
无逸出自《尚书》，有恒出自《论语》，训勉族人不要贪图安逸，应坚持操守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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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67再如“敦诗说礼”68与“云蒸霞蔚”69等。二楼楼台大门上方也有横

匾墨宝“钟灵毓秀”，左右对联是“华堂大户气象巍巍允天下文蔚起，栋宇

新成仪容奕奕焕乎世德昭明”。张弼士虽然已经移居南洋多年，身在海外的

他始终重视中华民族的儒家思想，强烈地把中华文化内涵反映在其住宅中。

大宅各处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句，风雅备至，蕴含深刻的文化内涵。

正如欧阳珊所说： 

“门窗上的字画，是一种人文景观，也是建筑物和屋主心性的代言人。使原

本静态的、物质性的建筑物，变成有生命、有个性的有机体，同时提醒华人特有的

美学观念和欣赏趣味。”（2008：52）。 

 

 

 

图 4-11 门上寓意吉祥的文字 

（笔者摄于 2014年 5 月 1日于张弼士故居） 

 

                                                           
67
如出自《論語·雍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寄勉遨游山水之乐趣。 

68
出之《诗经》，说明以温柔敦厚的精神和古礼的规定办事。 

69
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

兴霞蔚”，用以颂赞宅子景色之灿烂绚丽，取好运上升和聚集的意思。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455746/44557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71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7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3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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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筑来说，建筑装饰是附加于建筑构件上的一种艺术处理, 如柱梁的

雕饰、屋面脊饰、外檐装饰, 大门入口装饰等。其艺术特征是充分利用材料

的质感和工艺特点进行艺术加工, 恰当地选择中国传统的绘画、雕刻、书法、

色彩、图案等多种艺术特点, 相互结合, 灵活应用, 从而达到建筑风格和美

感的协调和统一。这些装饰的目的除了美化建筑物外, 也有着严肃的心理和

文化意义。张氏兴建大宅时，正巧海峡殖民地华人从中国引进了一批匠师，

为当时新建成的庙宇进行装饰。张弼士聘用了这批现成的匠师，为他的大宅

进行“嵌黏”70（又称剪黏或剪花）。张弼士这座屋宇的许多墙壁、山墙、

山脊线等，皆可见到清瓷“嵌黏”的立体图案。屋檐下有各色瓷片粘贴成各

种人物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麒麟、龙虎、凤凰、孔雀等动物，以及各种

花木的艺术造型，制作精细繁复又栩栩如生。通过这些华丽的剪黏装饰，可

以欣赏到建筑的精巧尊贵与工艺之美。事实上，这座建筑最特出最精致之处，

就在“嵌黏”功夫。中国境外私人宅院中的剪黏，也以张弼士故居最多

（Ronald G.Knapp,2010:137）。除此之外，大宅处处可见精雕细琢的木雕、

石雕、砖雕等祥鸟瑞兽装饰，展现了极高的文化价值。张弼士不惜花费资财，

从海外运来材料，从用料、式样、题材到色彩、装饰等各方面, 竭其能力而

为之，耗时多年始完成兴建此宅，足见张氏对大宅重视之心。 

                                                           
70
这是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约 1600 年间），而盛行于清代的中国传统建築的裝饰艺术。

由于潮州自古就是岭南重要的陶瓷产地，拥有许多毀损、废弃的陶瓷破片，而被当地泥水

匠师利用发展成剪黏工艺來美化建筑。潮州人俗称它为“聚饶”、“贴饶”或“扣饶”，

后來随着移民的“落番”被帶至东東南亞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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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山墙精致的嵌黏（笔者摄于 2010年 1月 17日于张弼士故居） 

 

中国的客家建筑风格向来线条简洁清爽，屋顶常用青灰瓦，墙面喜欢用

白色的漆。门楣上多悬挂堂号，门两边多有对联，传递客家人简朴清淡、勤

奋尚文的特性（杨中介，2011：52）。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对照一下身为

客家人的张弼士，其故居的建筑风格与一般客家屋宇有何异同。张弼士故居

屋顶盖的是一般用于庙宇和大宅院的红瓦，也通称“中国瓦”，与中国的客

家建筑常用的青灰瓦屋顶不同。此外，大宅的砖结构也漆上了红色。在广东

建筑里，砖体上色是十分普遍的情形。通常，一般人家是漆灰色，唯有地位

高尚的人家才选用红色。张弼士故居之红色砖面应是有意显扬身份。张弼

士故居又名“蓝屋”，据说是由于外墙那非常不一般的蓝色之故。根据 Lin 

Lee Loh-Lim，靛蓝色就是张弼士故居原本的颜色。据称十九世纪时，印度

大量生产一种淬取自木蓝树的蓝靛，当时，乔治市、马六甲和新加坡大部分

的房子都是以加入这种蓝靛的石灰水粉刷，张弼士故居也不例外（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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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然而，修复后的大宅墙面，所呈现的靛蓝色，被认为与原来的颜色有

所出入。在这一方面，或许有其商榷的余地。从大宅的老照片来看，大宅修

复前后的颜色显然大有差别。此外，根据槟城文史工作者陈耀威建筑师，大

宅外墙原本白色，经过岁月长期侵蚀，墙面看起来肮脏，之后重新粉刷，才

髹成蓝色。修复后的颜色是超乎华人传统所能接受的蓝色。71从建筑学来看，

色彩作为建筑的外衣，不仅仅是防护和装饰作用，更包含着文化、政治与宗

教等方面的内涵。清代规定公侯的门屋为金色，一至二品官为绿色，三至九

品官为黑色，民居只能用灰色（刘月，2008：116）。根据笔者所搜集的中

国建筑学统计资料显示，最受汉民族喜爱的颜色是红色、黄色和绿色（高履

泰，1988：4）。当中，黄色是帝王之色，庶民不能滥用。红色象征美好、

幸福和富贵，祝愿和平多用青色（刘月，2008：116）。以张弼士当时头品

顶戴官位，张氏对于大宅的颜色应当有所讲究。笔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曾经多次参观当时已残破不堪、尽显沧桑的老宅。当时外墙的颜色，正如老

照片中历经岁月摧残后呈老旧褪落的颜色，并非现今这种令人目炫的“靛蓝

色”。这点，笔者在访问熟悉槟城历史事迹的老槟城人谢清祥，72同样得到

印证。 

 

                                                           
71
访问陈耀威,日期：2016 年 11 月 6 日，地点：拉曼大学双溪龙校园，时间：4.05pm-

4.30pm。 
72
访问老槟城人谢清祥先生，日期：2017 年 2 月 7 日，地点：槟城龙山堂，时间：

10.00am-12.10pm。杜忠全书写的《老槟城·老生活》、《老槟城的娱乐风华》之内容即由

谢清祥讲述，由杜忠全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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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没落时期的张弼士故居外貌（照片来源：阮湧俰） 

 

 

四、物质功能（居住功能） 

张弼士这座美轮美奂的大宅院，建筑格局属于重楼双堂双横式大屋，中

间建筑为堂屋，两边建筑为横屋。从建筑里空间的分配以及房屋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大宅四周的空间都是围绕着张氏家族的活动展开。在这座建筑背

景下，有着政商活动的轨迹，大宅同时也是一个日常生活的舞台，构成有次

序的家族生活空间。张弼士这座大宅院的建造工程分不同阶段进行，从

1896 年开始动工，主要是先建主屋，之后才添建左右两侧的横屋，至 1904

年才完全竣工。根据资料，在 1897 年的地图里，张弼士故居只有主建筑和

后方用长廊连接的外房（林霖，2013），可见两侧的建筑是之后才扩建。主

建筑内房间的功能和布局与东南亚一般的华人大宅大致相同，唯因主人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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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身份而扮演着更多更重要的角色。大宅后面建有一排共九间房子的建筑，

包括厕所与马厩等。他也在大宅的马路对面建了五间双层排屋，作为他的一

群女佣、园丁、厨师、男仆以及马夫的住所，这儿也是他失宠的妾室和侍女

的冷宫 。此外，张家厨房也设于此处，万一有祝融之灾，不致殃及他的豪

宅（邝国祥，1958b：87）。 

 

 

图 4-14 张弼士故居对面的建筑（笔者摄于 2014年 11月 11日） 

 

    前文提到郑景贵大宅于 1894 年建竣之际，张弼士曾带领槟城的达官显

要赴会庆贺，替郑氏祝寿。之后，郑氏在大宅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花园晚宴，

代替张弼士迎接一位来自中国的海军司令，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张弼士在槟城

尚未拥有本身的豪宅。等到张弼士的大宅于 1904 年建竣，张弼士已是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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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兼官学大臣，又获头品顶戴，除了日常的家居生活与商务上的往来，他

必须接见许多官场上的达官显要。许多重要的政商活动，不论是正式场面或

私人聚会，都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宅里进行。根据邝国祥：1900 年，八国73

联兵入京，清廷被迫签订“辛丑合约”，付出庞大赔款。议和后，派亲王载

澧、载泽分赴德日两国谢罪，赴德的那位亲王，路过槟城，张弼士即于此屋

接待亲王（1958a：34）。当时筵席排场之华丽，演戏吟唱，高谈阔论，燃

放烟花，极一时之盛。位居要职的张弼士又与英国殖民地官员以及华商密切

联系，在这里，张弼士频频设宴款待宾客，觥筹交错、衣香鬓影，不在话下。

大宅最为重要的功能，应是让位居要职的张弼士，以此处为政商重地。正如

邝国祥在文章中提到：“当年常来坐谈的宾客，皆是城中的富绅”（1958a：

34）。 

张弼士大宅客厅有一副华丽的中式镀金屏风，把客厅与建筑后面的部分

间隔开来，以便客厅后面的部分能够拥有隐秘。客厅后面为天井与祖厅上堂，

此处作为祭祀祖先和用餐等家庭活动之处。楼上是张弼士与家人的私人空间，

一楼大厅，是家庭活动的空间，其他房间则作为重要家庭成员的寝室。辈分

较大或是受宠的妻妾都住在主屋房间，至于那些失宠或关系疏远者则住在横

屋。大宅楼下大厅（即下堂）是接待宾客、执行领事职务与接洽生意之处，

左右两旁的侧房是张弼士的办事处兼企业王国的商业基地。在这里，身为名

孚重望的士绅，张弼士一方面运筹帷幄于国内外的商业，包括东南亚一带与

                                                           
73
英、美、法、俄、德、意、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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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的企业；另一方面，他也在这里应酬着商场上的生意伙伴与富绅巨

贾。 

张弼士在南洋发迹致富后，娶了多房妻妾，共拥有八位妻妾，八个儿子，

家族人口繁多，非得要有一间宽敞大宅来安顿如此庞大的家庭。张氏的原配

夫人陈氏一直在大埔原籍看守老家，大宅是张弼士最宠幸的七姨太的住所，

张弼士的三姨太和六姨太也曾在不同时期入住这间大宅院（Lin Lee Loh-

Lim,2012:27）。这座大宅院不仅供张弼士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同时也是

张氏进行各项礼俗活动的空间，包括：喜庆、寿庆与年节庆典，大宅成为家

族力量的象征。一生在政界商海中翻滚，张弼士期许自己日后卸下沉重的官

职与商务，大宅可作为消闲和休闲之处，既怡情也怡兴。 

 

五、精神功能、象征意涵 

从外观来看，无论是正面或侧面，张弼士故居是属于中国传统建筑，大

宅甚至被誉为“东南亚现存最大的清代中国园林式住宅”（联合早报，2012

年 3 月 7 日）。明清两代，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市民生活的提升，建筑除

供居住之用，当时士大夫阶级也存有“诗情画意”思想情调，以追求悠闲雅

致的意趣相标榜。官僚富商建筑中的自然风景布局，都具有山水画的特殊风

格（罗哲文，2001：128-129）。张弼士大宅虽被誉为“东南亚现存最大的

清代中国园林式住宅”，倘若与中国私家园林的规模相比，两者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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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相差甚大甚远。园林式住宅除了宅院，还需有山水、造石、楼台亭馆、

水上小桥、植物花卉、竹林莲池等等（楼庆西，2001：96-99）。从另一方

面来看，张弼士故居被认为是中国境外数一数二的建筑，主要是大宅是东南

亚一带所有故居中保留得最完整，占地规模也是最大的，加上建筑中布置有

自然园景的环境，屋前有花簇繁盛的大花园，屋内有五个宽敞的庭院，各建

筑之间皆以廊子相通，屋内房间多达三十八间，布局和规模兼具之故。 

张弼士作为当时朝廷的高官，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地都有广大的商贸人脉，

在印尼、新马两地又与荷属、英殖民地官员结交，如此身份地位的侨领，堪

称绝无仅有。相信张氏在兴建大宅之际，考虑过本身特殊的身份地位。他需

要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建筑，透过建筑的规模、材质、装饰和形式风

格，来表现本身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及权势。承前所述，大宅的建筑

设计结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建筑内部的装饰与建材却是糅合了中国传统、西

洋式与本地三种风格，展现了文化融合的痕迹，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如同象

征符号一般，展现着张弼士现代化的作风，具有创新精神的富商形象，亦反

映其家族产业与地位。可以说，张弼士为自己及庞大的家族打造了一个理想

的家居环境，有着中国士大夫的古典高雅，又带有西方建筑中时尚的味道。 

张弼士，如同大多数的客家人，营造房屋极讲究风水，认为一族一人的

成败兴衰，与屋宇的风水息息相关，建屋择地更是不遗余力。“蓝屋”建筑

面向东方太阳升起之处，前述其大宅呈现偏斜的方位，即是存在着风水的考

量。张弼士显然期望通过住宅与地形地物的某种暗合，获得通达顺利的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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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张弼士大宅门楣上悬挂光绪年间朝廷颁发的“光禄第”匾额，最能代

表张氏在当时的身份地位和个人风采。1903 年，张弼士觐见光绪皇帝，获

授太仆寺卿与光禄大夫，光禄大夫为正一品官职，是他仕途上至高的成就，

表明了他在当时显赫的身份地位，亦见其卓越的人际关系。今日槟城莲花河

路所见到的张弼士第宅，根据张少宽，大门处以隶书体书写的三个“光禄第”

是槟城书法家林思曼的墨宝，这与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所记载的

“门口悬挂着‘官郎第’或‘侍郎第’大匾额有异”（2007：145）。张少

宽认为，悬挂在张弼士故居的“光禄第”是后人补上的（2002：175）。毋

庸置疑的是，“光禄第”见证张弼士曾为官宦人家的地位，见证大宅作为旺

族兴盛的宅邸，以及其顶峰盛况。此外，宅内存有许多古董，包括大内赐物

——木刻板二十四史、乾隆御笔题写凯旋图十余幅和家具古物等（邝国祥，

1958a：35），充分凸显张弼士位居清廷高官的崇高地位。 

张弼士的大宅严格以中轴对称布局，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礼制，长幼尊卑

各有所位。由于大宅院的空间宽敞，使一家人既相亲又分隔，能够达到“情

足以相亲，功足以相助”的目的。建筑有着传统建筑的装饰手法，如：雕刻、

剪黏的塑造，窗棂、花式砖砌的组砌、镶嵌与彩绘等，蕴含吉祥祈福的内容

与象征。尤其是剪黏的青龙更是反映其一品顶戴的崇高地位（林霖，2013）。

整座建筑装饰精致，色彩丰富，线条流畅，建筑的门窗、梁柱雕刻精美细致。

通过精湛的工艺，从视觉上和内容上达到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效果，做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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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大宅所表现的强烈的中国风格，可说体现了他作为清

代朝廷官员的身份。 

 

六、儒家思想礼制的影响 

一般上，不少生活富裕的人家都会将建筑内外大事装饰，大致上只要不

触犯皇家的规矩与禁忌，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装饰（曹春平，2006：166）。

张弼士浸淫满清官场超过十年，深懂官场文化与儒学思想所主张的尊卑有序、

上下有别。张氏所建造的大宅院，雕龙画凤、古色古香，就规模来说可是堂

皇宏阔，用材用料均是质量考究，院落相套并附建有花园花厅的宏伟大宅院。

然而，作为清廷官员的张弼士，始终有所自律，丝毫不敢僭越清朝的房舍建

制。据史料记载, 中国宅第使用装饰装修的制度规定极严。宋制规定“非官

室寺观, 毋得彩画棱宇及朱黑漆梁柱窗雕”，明制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过

三间五架, 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直到清代，有关民居建筑装饰的制度

限制才被放宽。依清制规定：一、二品官邸第可建厅堂七间九架。梁栋、斗

拱、檐桷，只有品官可加以彩饰。一、二品官邸门饰可用兽面铜环（瞿同祖，

1999：148-149）。张氏当时积累的资产达七八千万银两，成为富甲南洋的

侨领，位居清廷高职，其大宅院建筑固然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然而，张弼

士豪宅正门面宽不过三开间，重楼深三进，距离官邸的七间九架甚远。建筑

装饰与门饰等，在清制建筑范围之内。可见，张弼士虽然身份富贵显赫、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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咤官商两界，在显荣炫耀之余，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张氏，自有一套游刃官场

的人生哲学，懂得如何自我克制与严谨收敛。 

张弼士所建造的传统中国式大宅，充满华人精神与内涵。自古以来，中

国传统建筑都是通过巨大的形体，象征权力的尊贵、威慑和礼制的森严与秩

序。唯有透过宽敞广大的建筑，才能更有力地彰显人与社会之“和”。中国

儒家凸显建筑以体现社会伦理等级、尊卑秩序的精神功能，从而崇尚一种

“大壮”之美（刘月，2008：18）。张弼士自小在农村长大，一直沿袭本身

的传统文化，他应是有意让建筑表现出它的精神功能，表达出张氏本身的理

念与追求。罗香林认为客家人由于上代是中原贵胄，虽辗转南下，而仍爱护

祖宗盛名气。他指出客家人“最重视祖宗的手泽，也最重视‘光前裕后’的

观念，每每兴建祖宗庙兼住宅式的大屋。因为这是崇祭祖先、繁衍子孙的基

地”（转引自朱佳新、李春兰，2006a：14）。 

拥有深厚民族情怀的张弼士，于 1903 年至 1908年间，也在家乡大埔兴

建一座外观简单朴实，占地却更为宽敞的客家围龙屋（也称为围屋、转龙屋、

客家围屋）。
74
以此看来，张弼士有意在日后告老还乡，于此古朴大厝安居、

颐养天年。百年老宅而今已成了大埔客家民俗文化村，是一座甚有价值的故

居（Ronald G.Knapp,2010:133）。 

                                                           
74
客家文化中著名的特色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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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张弼士大埔故乡百年老宅 

（照片取自：http://meizhou.alltrip.cn/jingdian/10700） 

 

 

第五节 张弼士故居的发展脉络与功能演变 

一、鼎盛时期的光禄第 

承前所言，在新马华人社会中，移民在异域社会，以财产之多寡作为衡

量其贵贱的标准，按财产将人们划分为不同地位等级，财富越多，社会地位

越高,也就越获得尊重(颜清湟：1991：133)。为了夸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最简捷的方式是，竞争服饰穿着奢华、比攀捐款数量、房地产多寡，获颁荣

誉和衔头多寡轻重等等。其中，要数兴建豪宅最能炫耀财富与光宗耀祖，从

实用层面而言，可作为家人定居场所；从精神层面而言，豪门大宅容易将物

质资本转化一种政治资本，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符号，立威显荣（陈达，

1938：118-120）。在南洋，于商界与殖民地政府颇具声威的张弼士，1893

年，得到驻新加坡领事黄遵宪的提拔，担任清廷槟榔屿副领事。一年后，黄

http://meizhou.alltrip.cn/jingdian/1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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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宪卸任归国，张弼士受推荐为代理驻新加坡总领事，官禄扶摇直上。1896

年，蓝屋建造之初，张弼士为清廷驻新加坡署理总领事官，负责辖管槟城、

马六甲以及附近的英属殖民地事务。因此，他经常往返新槟两地。1904 年，

“蓝屋”完工之时，张弼士被委为闽广农工路矿监督兼考察海外商务大臣，

后又被委任为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粤汉铁路总办，他的政治生涯达至巅

峰（颜清煌，2008：72-73）。张弼士肩负发展中国现代经济的重责，包括

开辟铁路交通，拓展矿业、农业与制造业等（M.R.Godley,1981:149-172）。

此时，这座建竣的宏伟豪宅——光禄第，是他的代言人，也与他荣耀显赫的

身份相互辉映照耀。尽管张弼士每年在此屋逗留的时间不长，雄浑壮观的大

宅，终究是他引以为荣的象征。身为朝廷命官的代表，领事或副领事必须接

待途径槟城的皇亲国戚和高官大臣（黄贤强，2008：112）。许多的豪门夜

宴，奢华排场都于此举行。正如黄建淳所写：在富庶的华人社会里，富商的

生活情趣几乎三日小宴、五日大宴，除一般酬酢外，亦有定期在彼此的别墅

聚会、品茗或饮酒作乐，遇有个人寿诞，更盛大庆祝（1993：136-137）。 

以张弼士当时的身份地位与所拥有的企业版图来看，这儿，是他海内外

企业王国的中心，是他国内外所有宅邸别墅中最为富丽堂皇的一间，也是他

接待中外达官显要的官邸；这儿，住着他最为宠爱的七姨太与关爱的家人，

是他可以安享晚年的居处。莲花河路的这座大宅因此成为张弼士许多重大事

件的现场，也是他安身立命之所。一如前文所言，张弼士故居向来人丁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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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生活气息，这座府邸除了办公和居家，也接见贵宾访客，三姨太和六姨

太也不时来短住，全盛时期非常热闹。张氏在此屋一直住到 1916 年离世。 

张弼士遗下子裔众多，散居大埔原乡、上海、香港、烟台与南洋各处。

居住在槟城的有张葛六太、五子仕琅、八子淦琅、女儿传姑、妹姑、五姑、

奶姑以及多位孙子（邝国祥，1958a：105-106）。 

 

图 4-16 大门上的光禄第牌匾 

（笔者摄于 2017年 2 月 9日于张弼士故居） 

 

 

二、没落时期的光禄第 

张弼士期许家族能永久保存大宅，并希望大宅能荫庇护族九代。张氏生

前曾叮嘱妻儿不准随意变卖转让豪宅，并立下遗嘱写明这间大宅在他儿子有

生之年都不能更换所有权人。然而，但随着张弼士在 1916 年过世，蓝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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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幼子张锦龙（译名，Cheong Kam Loong）手中，由于缺乏维修和照顾，

老屋经过岁月的摧残而破烂不堪，逐渐呈现残旧、剥落颓败之象，来到后期，

其子甚至沦落到将屋子出租给三十多户人家以收取租金过日。其时，大宅里

头已破旧不堪，一片衰败，已不见什么家具。张弼士的幼儿在此住到 1989

年过世，家族也逐渐迁离。后期，大宅的文物与古董由儿媳妇唐秀美一手掌

管，这位关键人物，一手打理着故居的管理、租赁和财政事宜，直到 1998

年 9 月过世，大宅也在市场上待价而沽（Lin Lee Loh-Lim,2012:33）。外墙

布满青苔霉斑，残旧不堪的张弼士故居，甚至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座庙宇。曾

经风光一时的张弼士家族遗迹在岁月风雨的摧折下，在家道中落之下，无奈

被迫转手。曾经名噪一时的光禄第，成了绝响！张弼士生前妻妾多位，遗下

子孙众多，散居大埔、香港、烟台及槟城等地。槟城中华小学校刊记载张氏

一子张淦琅曾任中华学校信理员，孙子张世荣曾任中华学校教师

（2004:73）。 

张弼士身后家业败坏，其实有迹可循。张弼士走上仕途后，将主要的精

力致力于振兴国内实业上，南洋的企业则委托张煜南、张鸿南兄弟管理。

1900-1903 年间，由于农业生产过剩，引起世界性经济危机，在这场经济危

机的冲击下，许多华侨企业陷于破产，张弼士的垦殖企业与药材行业的销路

也面临极大的影响。幸得同乡张鸿南的大力协助解救，才化险为夷。此后，

张弼士将之依为肱股，视为心腹。请他担任本身的总“挂沙”75，全权处理

南洋的产业与企业事务（李松庵，2009：75）。不料后来张鸿南竟然侵吞了

                                                           
75
马来语 Kuasa，意即全权受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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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弼士的家产。1930 年，张裕公司酒厂厂房失火，损失殆尽，元气大伤，

几经周折，勉强恢复生产。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张裕公司惨遭日军践

踏，生产大受影响。张弼士离世后三十年间，在国内外的产业都相继败尽，

负债累累，奄奄一息。此时张家后代家道破落，落魄穷窘不已（陈丹心，

2009：122-123）。 

张弼士生前创办中华小学，唯他把孩子全都送进大宅对面的圣方济学校

（St.Xavier’s Institution）接受英文教育，以便代表他对外发表。张弼士各房

子孙一向恣情放纵、挥霍无度，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于张氏的各项企业，

甚少参与经营。姚楠认为：张弼士作为张裕酿酒公司的创始人，更是这家公

司的“精神领袖”，但是张氏没有做好接班人的工作，众子女当中，仅有长

子秩招克绍箕裘，继承父业，出任张裕酿酒公司总理，将其发扬光大。其余

诸子，均无作为（1995：166）。张弼士去世后，留下千万元的遗产给后世，

然而各房兄弟之间为了争夺遗产，聚讼纷纭，使得张裕酿酒公司经历了一段

风雨飘摇的历程。可见张弼士的后世并未继承父亲的精神财富，注重的是那

看似享用不尽的家财（李松庵，2009：83-85）。 

张弼士在世时，豪宅门户森严，闲杂人等均不可入内。到二十世纪中期

开始没落，闲杂人等阿三阿四皆可随意进出（邝国祥，1958a：34）。笔者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曾数次参观蓝屋，彼时屋子破旧，屋内杂

乱无章，外人可自由进入参观拍照，屋内也有摊贩售卖印有张弼士故居的衣

服及纪念品等。曾在槟城韩江中学执教的方北方（原名方作斌），当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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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日报》的主笔黃荫文，以及副刊主任、也是时中学校校长邝国祥都曾居住

在张弼士故居。根据邝国祥，他在马来亚沦陷日本期间居住于此宅，当时城

内所有大屋都为日军占住，而此宅能够幸免，主要是因为建筑古色古香，不

合日本人口味，才得以平安住下，没有搬迁失所之忧（1958a：35） 笔者根

据手上资料，尝试拼凑大宅处于没落期的面貌。曾经居住于此的方梦指出，

大宅一度沦为混居的“大杂院”时期，除了中间楼座为张弼士几房儿媳与孙

辈外所聚居；左右兩側的楼宇，包括走廊、大厅与杂物间，甚至大宅外的库

房，修建了数十大小不一的房间，分租予有家累或男女单身房客。从中，张

家后人每月均分一笔为数不小的租金。发生在宅里的情事，有忧伤喜乐，在

不同的人事层面交织而成不同的生活形态，活生生是另一个版本的“七十二

家房客”（方梦，2011）。大宅仅有三间简陋的厕所设在大宅建筑后面，其

中一间让屋主上了锁，留给自己专用，两间供众多的房客使用，阵阵腥臭，

毫无卫生可言。厕所的安置是当初建宅时，考虑到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即

厕所不要正对房门，不处于风口上，也不要正对后门（高巍等，2003：97）。

厨房在回廊近房客上下的铁花旋转楼梯处，设了好几个炉灶供租戶煮食。地

板积下泥垢从未清理，却无形中成为瓷砖的保护层。楼下宽阔的厅堂连同屋

外一片广场，都租给传授武术的精武体育馆。每逢周日有一班音乐愛好者前

來抚琴打鼓唱老歌（方梦，2009）。到后期，租户甚至把摩多车驶入屋内停

放，也任意在楼上的露台红砖地板、柚木地板或几何型彩色陶砖上炊煮，把

晾衣绳系在安金雕花木槅扇屏门上；屋内的天花板和屋梁上堆满鸽子粪，猫

群在屋内外四处游荡。大宅里的木制百叶窗的漆料已剥落殆尽，剪黏装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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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情况十分严重（Lin Lee Loh-Lim,2012:28）。这种恶劣不堪的情形，一

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后期。此时槟城经济腾飞，大兴土木，不少古迹皆被折让

给新的高楼大厦。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张弼士的大宅随着家族的家道由兴

盛走向衰败，最终露出颓败残破之相，以至最终易手。 

根据资料，由张弼士居住于槟城的后人所成立的张弼士故居信托会，于

1988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一连两天，将故居内诸多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

与装饰，开放给公众人士投标购买。在这之前，张弼士后裔于 1986 年，在

“无能为力”下，大宅已酝酿转让（光华日报，1988年 12月 29 日）。 

 

 

图 4-17 年久失修、残破不已的大宅 

（笔者翻摄自《通报》1988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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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 

1989 年，这座被东姑阿都拉曼称之为“槟城最具历史价值的古宅”

（通报，1987 年 10 月 12 日），被迫转让。当时，不少发展商对这片颇具价

值的产业虎视眈眈。槟城建筑师卢光裕（Laurence Loh）与数位古迹爱护者，

本着对古迹建筑的重视与维护，担心张弼士故居会被拆除或倾毁，于是一起

集资买下了这栋破旧的古屋。1991 年，卢光裕凭着本身作为一位建筑师的

专业知识，以及本身所掌握的古迹修复知识与技术，费尽心思将这座破旧的

大宅重新整顿与全面修复。大宅修复工程繁复浩大，屋主特别聘请了中国的

巧手工匠前来施工，并采用了中国传统工艺，以十分讲究的修复手法进行修

建，力求保持建筑的完整原貌。目前，张弼士故居是由建筑师卢光裕夫妇所

拥有。根据屋主，身为一位专业的建筑师，当初大宅修复后，面对着许许多

多的使用建议与方案，经过再三的考量与慎重的计划，终于采纳了目前的方

案。一方面维持张弼士故居的主建筑，作为展览馆；另一方面开放左右侧建

筑作为主题精品旅店。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宅恢复原有的生活气息，体现其

精神面貌，让张弼士時代的光辉灿烂再现（Lin Lee Loh-Lim,2012:87）。该

建筑物目前已经成为槟城著名的旅游景点，并提供张弼士故居导览及精致酒

店住宿。 

一、物质功能（使用功能） 

一如侨生博物馆，张弼士故居展览馆同样扮演收藏、研究、教育与娱乐

四方面的功能，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为旅游服务，并作为反映本地区维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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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之努力实证。1995 年，焕然一新的“蓝屋”对外开放，扮演着一分为二

的角色。主建筑范围开放供公众参观，庭院左右两侧改建成气派不凡的时尚

主题旅店。一方面提供导览服务，让公众得以寻访张弼士的历史踪迹，探索

建筑文化源流；另一方面也让旅客体验当年富贵人家的奢华生活。主屋楼下

两间房辟为展览室，展示张弼士时代生活起居的各种器具物品，包括家族古

董、传统服装、照片、遗嘱原件与产业信托契据等。另外两侧的十八间精美

房间分别以“进士套房”、“山东客房”等不同主题供游客住宿。客房内保

存传统的中式装潢，配以客房主题之时代色彩的家具摆设，也拥有现代化的

空调与卫浴设备。与此同时，主屋上下堂区域与天井的空间，可作为举办音

乐会、举行婚礼、晚宴及主题活动等，楼上空间亦可作为研讨会或会议场所。

此外，大宅里也辟有典雅餐厅，每日提供精致的中式午餐与晚餐。 

张弼士展览馆与侨生博物馆是槟城游客常会参观的两个景点，然而，张

弼士展览馆的观光客与访客，比起侨生博物馆络绎不绝的观光客流量，有着

相当的落差。根据张弼士展览馆的导览员，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系、

建筑系及绘测系的师生前来参观与考察，主要是被这座建筑物精致独特的风

格与耐人寻味的建筑形式所吸引。这也反映了一个现象，参观张弼士展览馆

的游客，主要是被其建筑风格所吸引；参观侨生博物馆的游客，主要是为了

观赏峇峇娘惹收藏。堂皇富丽、金碧辉煌的张弼士展览馆，屋内布满许多古

董，包括张弼士及家族的物品，张氏与妻妾儿女的照片、古董家私家具与衣

物服饰等，甚至一些珍贵的文物与资料，如清廷御赐的“乐善好施”牌匾与



231 
 

中国为张弼士诞生第 165周年发行的首日封等。根据老槟城人谢清详，室内

摆设和过去没落时期所见有天渊之别，许多展示的收藏品是现今屋主在修复

后添加，76由此可見目前主人所作的巨大付出。开放供游客参观的张弼士展

览馆，受到良好的保护及严格管理，目前每天开放三次，时间是上午十一时，

下午二时以及下午三时三十分，入门票为每人十七令吉。讲解员以英语向游

客作四十五分钟的导览。导览员主要是讲述张弼士的生平与家庭故事，特别

是张氏身为清廷领事的显赫事迹，以及其宠妾七姨太的故事；除此，导览员

也非常强调大宅天井处的风水、雕刻精细的金漆木雕屏风、设计巧妙的木制

百叶窗、屋内的中国花鸟山水图案与吉祥牌匾等。2017 年 2 月 9 日，笔者

再次参观这座建筑，发现装修多年后的百年老宅，经过岁月的洗礼，出现老

旧的痕迹，部分墙面甚至漆料剥落。此外，建筑物后部亦增建了一个规模不

大的游泳池，供入住旅店的房客浅泳戏水。 

 
 

图 4-18 清廷御赐的“乐善好施”牌匾（照片来源：阮勇和） 
 

                                                           
76
访问谢清祥——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地点：槟城龙山堂，时间：10.00am-12.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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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历经百年历史的张弼士故居，包含着二合一的物质功能，既是张

弼士展览馆，亦是精品酒店。每天有访客入内参观，欣赏古迹建筑与中国传

统装饰之美，了解张弼士如何奋斗成功的历史故事；也有旅客入住大宅内，

体验当年大富人家的生活，并对这座古迹作深入浏览。虽然，经过流光岁月，

大宅的主人身份已转变，居住其中的人已非张弼士后世子孙；然而，张弼士

故居面貌得以重现，大宅每日有人走动其中，进进出出的人群给古老的建筑

带来生气，保持古迹的蓬勃生机，这是现任屋主所喜于乐见的 (Kenneth 

Tan,2011:66)。 

 

二、精神功能、象征意涵 

    修复成功的张弼士故居，转型为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后，荣获多个

奖项。1995 年, 荣获“马来西亚杰出修复古迹奖”（Malaysian National 

Architectural Award for Conservation）；2000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UNESCO’s  Asia-Pacific Heritage Conservation 

Award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中赢获“亚太平洋地区最佳文化遗

产计划奖”（Most Excellent Heritage Project Award）的荣誉；2004 年，获

得东盟旅游协会颁发最佳文化保护大奖（Best Asean Cultural Preservation 

Effort）；2011 年，张弼士故居被全球著名旅游指南丛书《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将之列入世界十大豪宅之一，成为大宅修复的典范（Lin 

Lee Loh-Lim，2012：101）。2012 年，张弼士故居再度被网选为世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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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宅之一。从以上一系列的国内外奖项认可与殊荣、甚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所颁发的奖项来看，张弼士故居，已从昔日破烂的七十二家房客，站上世界

舞台。凭着其独有的老宅气质与精神，通过建筑这物质载体，在乔治市古迹

的氛围散发出张弼士奋斗成功的伟大精神。 

     自 2008 年，槟城乔治市登录世界文化遗产，集荟萃建筑艺术、装饰艺

术于一身的张弼士故居，成为古迹区内其中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百年老宅

承载着张弼士与那个年代的历史故事 、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和艺术瑰宝。张

弼士生前怀抱“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族”的抱负与胸襟，故居的

内在价值保存了张弼士的崇高精神与张氏身为清代领事的光环。这座老建筑

不仅仅具有文物价值和建筑美学价值，也因为张弼士作为“商而优则仕”典

型代表，辉煌杰出的企业才干与政治生涯，使之成为一个非凡的人文空间，

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甚至被赋予了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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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叶祖意故居 

第一节引言 

华人移民在新马地区的发展，是伴随着英国人的殖民势力之推进而进行

的。从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末，是华人移民社会的形成期。这段时间，

华侨人口迅速增加，华人南来的经济性十分显著，不仅从商人数极多，参与

的商业范围亦广，从以商为主而逐渐转向采锡业、香料种植业和零售业。部

分移民通过艰苦的奋斗和积蓄，渐渐累积了资本，这是华侨经济原始资本的

积累时期。这时期的新马华人社会也开始发生重大的阶级分化，一个由富商

组成的华侨领导层由此诞生。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华人社

会的发展成熟期。此时华人在海峡殖民地各市镇，建立了相当基础的产业，

并掌握了相当的资本。这时期的转口贸易商业、农业与贸易服务的航运业，

包括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与柔佛等地的种植业，皆为华侨所控制。华人除

了经营采锡业，最重要的是投资种植树胶（黄松赞，2005：5-7）。这时期

不时产生出伟大的社团组织者或金融、工业方面的杰出人才，进一步加强了

华人经济的基础（王赓武，1988：230）。在新马众多出色的华商当中，槟

城的叶祖意（1868―1952）是其中一位典型的例子。比起同时期其他的著名

富商如陈嘉庚、胡文虎、林连登等，叶祖意的名气相对较低，有关叶祖意的

生平资料也不多，但是其生平事迹却有许多特别之处，对于槟城的银行业与

华人社会更是多有贡献与影响。在二十世纪的英属殖民地，叶祖意虽然属于

享有声誉的大商人，积极参与槟城不少发展事务，也受殖民地政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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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不在政治范畴发挥其才能，相较之前的几位侨领如：甲必丹郑景贵、

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张弼士、梁碧如副领事以及同时期的戴欣然副领事等，叶

祖意并无任何官衔，为人亦低调保守得多。有关叶祖意的生平事迹与文献资

料，也相对较少。 

叶祖意出身中国乡下贫农，初抵南洋之际，胼手胝足以劳力换取低廉的

生活费。工作数年后有了积蓄，从事一些小买卖，后逐渐在其他生意和工商

活动发展扩大，成为槟城备受瞩目的实业家和银行家。叶祖意对槟城作出巨

大的贡献和影响，是槟城华人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位殷商。

可以说，叶祖意是槟城华人从中国南来，在异乡重新扎根、奋斗成功的典型

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叶祖意独资创设万兴利银行，成为当时槟城乃至

马星两地名噪一时、功勋卓著的银行家。叶祖意于事业有成后，拥有了本身

的店屋住宅，故居是槟城乔治市 2008 年入遗的古迹建筑之一。经过岁月的

变迁更迭，叶祖意故居已改成叶祖意博物馆兼中西式餐厅。本文希望借叶祖

意故居为例，首先对叶祖意白手起家、成功创业的经历进行梳理，从中一窥

其成功因素以及其对槟城社会的贡献与影响；接着探讨叶祖意故居从英殖民

地时代到进入世遗后，历经百多年历史的古建筑之功能演变过程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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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叶祖意遗照（笔者摄于 2017 年 2月 7日于叶祖意故居） 
 

 

 

 

 

第二节 叶祖意：生平事迹 

一、渡海南来、异乡扎根 

有关叶祖意（1868-1952）的童年资料十分匮乏，仅知叶祖意为中国福

建省南安人，出生于乡间一个贫寒的家庭。双亲早逝，他在出世三个月即成

为孤儿，由祖母一手将他抚养带大。七岁那年，相依为命的祖母离世，幼小

的叶祖意别无依靠，只得跟随两位兄长一起耕田劳作，因此一直没有机会接

受教育。1885 年，在困苦的环境条件下，十七岁的叶祖意为了谋求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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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只得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槟城碰运气。早期的槟城华裔居民，基本

上都多依方言及籍贯而分为各种群体。他们以各自落足时间的先后，手艺的

细粗及工作经验之深浅而划分为“老客”与“新客”。叶祖意以“新客”的

身份初到侨居地，身无分文兼人地生疏，处境十分窘困，幸得投奔一位同乡

同宗门下当学徒。为了方便就地居住，叶祖意住进了当时的一间店屋

（Shophouse）。刻苦耐劳的的叶祖意，开始在槟城这块土地上打拼，最先

在港仔墘大水沟边替人理发，这也是早期南洋华工主要职业之一（曹春平，

2006：7）。当时的移民大多还蓄发留辫，叶祖意一手干净利落的剃头功夫，

使得他“剃头意”的绰号不胫而走，剃头生意也给叶祖意带来不俗的收入。

77与大多数的移民一样，叶祖意纯靠劳力挣钱，经过数年的辛勤劳作和省吃

俭用，终于拥有一些积蓄。由于叶祖意为人诚恳老实，因此得到当时第一个

开“土库”（即是经营洋人生意的商行）的商人吴德志所赏识，鼓励并支持

他自立门户经商。叶祖意具有能够适应营商活动的能力，1890 年，叶祖意

开始创建本身的生意，由小本经营逐步扩展业务。他在湾头仔（又叫惠州公

司街，Prangin Road）建立了“万兴利号”（意为万事兴利，取其吉祥意头）

商行，这是一家典型的华人贸易公司，主要是经营白米、椰油、锡米与树胶

等原产品贸易。当时海外的多数移民，很多是在国内和海外都结婚生子，

属于“两头家庭”的人。发妻在家乡服侍公婆、养育子女，续妾在海外协助

丈夫发展事业（陈志宏，2012：78）。叶祖意在这期间，回了一趟家乡，并

在家乡娶了一位林氏小姐为太太。之后，叶祖意又重返槟城继续谋生，留下

                                                           
77

2017 年 2 月 8 日访问谢清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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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在老家。数年后，叶祖意在槟城娶了一位颜姓商人的妹妹为妻，唯这段

婚姻只维持了几年，两人并无所出，最终以离婚收场。大约在 1900 年至

1910 年期间，叶祖意娶了第三任妻子，两人育有一对儿女，惟叶氏夫人于

生产后因罹患肺病而不治。1912 年，叶祖意娶了第四任妻子李清根（？-

1977），往后，李清根一直是他生意上的得力助手与生活伴侣。 

 

 

图 5-2  早期流动的华人剃头匠 

（照片来源：http://houseyce.com/who-was-yeap-cho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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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家与银行家的崛起 

叶祖意之起家，是从经营砂糖与种植橡胶着手。叶祖意砂糖事业的开展，

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印尼糖王黄仲涵（1866-1924）对他的大力提携。早

在 1800 年，当威省并入槟城作为主要粮食生产区时，已有不少中国的潮州

移民在沿海一带种植甘蔗等农产品（William H.Newell,1962:18）。到了

1835 年，甘蔗的园坵面积已达九百亩左右，每年提炼的蔗糖约有六、七百

吨。潮州帮在糖业方面的成就，使得他们在槟城的华人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骆静山，1984：238）。当时，威省一带的富商如许武安（1825-1905）、

纪来发（1835-1892）、连瑞利（？-1924）等家族都是著名的代表（许德发，

2003:272）。根据骆静山，到了 1861 年，威省有四分之三的蔗园已被欧洲

人占有，许多采用古老方法经营糖业的华人小园主，因不敌欧洲种植者大量

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而纷纷被淘汰（1984：238-239）。叶祖意却在 1895年

开始在威省一带种植甘蔗，经营红糖生意。当时出名的甘蔗园有加勒罗尼亚

（Caledonia）蔗园、古拉（Gula）蔗园、北赖（Prai）蔗园及峇都加湾

（Batu Kawan）蔗园等。叶祖意的糖厂每月生产量达三千吨，除部分供本地

消费，余者输到国外。数年后，威省糖业在面对爪哇糖业与国际市场的剧烈

竞争，以及新兴的橡胶种植业对土地的殷切需求下，发展迅速走下坡。然而，

此时的叶祖意却因为结识了爪哇糖王黄仲涵，得到黄氏授权他代理糖产并收

购蔗园，而在糖业经营上有了转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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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涵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府宝垄市区，是著名

的印尼华侨企业家，也是东南亚的白糖供应商。对于叶祖意老实诚恳的经商

态度非常赏识，决定与叶祖意一起合作，两人垄断了东南亚的砂糖生意。当

中，叶祖意控制了马来亚百分之八十的砂糖，成为新马第一代糖王，黄仲涵

则以“爪哇糖王”而蜚声国际。黄仲涵不仅在生意上提拔叶祖意，还将两个

女儿许配给叶祖意的儿子，其女黄绣娘嫁给叶之子叶金和，另一女儿黄腰嫁

给叶福和。两人缔结为亲家，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在此联姻的关系之下，

叶祖意的砂糖业务迅速发展。此后，叶祖意的砂糖业务稳健地发展了四十年

（谢诗坚，2006）。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来亚的经济命脉系于锡矿与橡胶这两种基础

工业，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和成长，为叶祖意提供了许多发财致富的机会。

当时，橡胶业是华人的主要财源之一，也是经济的第二支柱。经营橡胶园、

橡胶加工厂以及橡胶贸易皆以华人为多。然而，相比欧洲商人，华商并未具

备足够的资本以建立大型橡胶园，只有欧洲人才有庞大的资金与雄厚的能力

拥有大型橡胶园（黄尧，2003：113）。1896 年，陈齐贤与同乡林文庆在马

六甲开垦大片土地，引种橡胶树苗，开创了马来亚橡胶经济的先河。两人所

获得的成功，给新马两地的华商很大的鼓舞，在厚利的激励与诱惑下，不少

华人贸易洋行也纷纷从事橡胶的种植与买卖（巫乐华，1995：65）。眼光独

到、洞察时局的叶祖意，认为种植橡胶树所得的盈利回酬，远比种植甘蔗来

得丰厚，于是毅然斥资在橡胶业上，结果得到非常可观的回酬，万兴利商行



241 
 

给他带来了巨额利润。然而，叶祖意的事业雄心并不止于此，他把业务不断

扩大至种植稻米和木薯等，更投巨资在锡矿业上。此时，叶祖意的企业王国

已涵盖了橡胶、椰油、锡矿、船务和产业等（Tsu- I Yeh,1950:7）。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因受到战争的牵制，对马来亚的

殖民控制不得不暂时有所放松，这使得华侨的经济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叶祖

意更是从中获益匪浅。主要原因由于当时运输困难，水涨船高，造成糖价猛

涨，这给叶祖意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此外，由于西方汽车工业的兴起，使到

市场对橡胶的需求激增，价格也节节高升（韩山元，2006：44），这同样给

叶祖意带来巨额财富。随着锡矿的工业需求激增，英国开始依赖东南亚的锡

进口。当时，马来亚的锡产量已经超越世界上其他的产锡国，成为世界最大

的产锡国，槟城和威省先后设立了熔锡厂（谢诗坚，2003：236）。叶祖意

也在这个时候投资在锡矿业上，加入了益东熔锡公司（Eastern Smelting And 

Co.LTD）。早期马来亚的锡矿业者多数为客家人与广东人，大部分的福建

商人是从事零售和本地商贸，亦有港口贸易商和地产商人，少有直接参与马

来亚的锡矿业。叶祖意一个福建人，能够介入几乎为客粤商人所垄断的锡矿

业，殊不简单。根据资料，益东熔锡公司的前身，是锡矿业者李振和（Lee 

Chin Ho）于 1898年创立的成记熔锡公司（Seng Kee Smelting Company）。

在槟岛，东方熔锡厂（The Eastern Smelting Company）曾是唯一的炼锡厂，

所制成的“海峡锡砖”，质地优良，当年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名。根据邱思

东，1907 年，槟城锡矿熔锡业侨商，来自福建海澄三都长江社的李振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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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公司业务，与友人合作，并将资金增至一百五十万元，公司也更名为益

东熔锡公司（Eastern Smelting And Co.LTD）（2015：117）。在当时帮派籍

贯分明的时代，商业网络的模式都定位于血缘地缘。叶祖意作为一位福建商

人，能够联同李振和打入以客粤矿家为主的锡矿业，可见他的随和与开放的

态度，能够与人合作无间，也容易被人接受。当时马来亚各地开采的锡苗，

多数先运来他的熔锡厂，及至熔铸成锡锭后，才销往欧美各国。随着叶祖意

加入锡矿业，也让他成了著名的锡商。 

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华商不断在经济发展中做出贡献而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新马的华人也逐渐意识到银行业对于工商贸易的重要性。当时英

帝国正临维多利亚女皇繁盛时代的末期，几家规模庞大的英国银行已在本区

域开始其推动力。新马华侨有鉴于亟需建立本身的金融机构来为华商提供有

效的服务，以便维持并促进华人在商业的地位，纷纷出来筹组银行。当时新

马华人自办的银行之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华侨银行（魏维贤、许苏我，

1987：108）。这些应运而生的华资银行，一洗之前几乎都让西方资本给垄

断的局面，摆脱外资银行的制约与不公待遇。善于审时度势的叶祖意，有感

于当初自己创业的艰辛，也目睹了许多小商人借贷无门的窘境；况且当时许

多侨民在赚了一些钱后，都急着把钱汇回家乡。对许许多多的华侨来说，这

一方面的协助与服务于是十分重要的。有鉴于此，叶祖意于 1918 年开设了

银行部 (即金融公司)，为当时的侨民代理汇款回乡和汇兑；然后，也发展

到信贷业务和商业抵押贷款，逐步扩展成为兼具各种业务功能的现代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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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银行部，为他日后成立万兴利银行奠下了基础。1935 年，叶祖意独资

创办万兴利银行，为企业发展需求资金援助提供了重要管道，对槟城乃至马

星的经济成长，具有一定的助益。颜清煌即曾肯定新马华人银行对华族经济

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促进华人商业与巩固华商金融有着重大贡献

（2006：6）。二十世纪首二十年内，新马的橡胶产量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

段，银行业也是二十世纪之初富有华商开始经营的一项大企业，精明能干的

叶祖意恰逢其盛。 

 

第三节 对槟城社会的贡献与影响 

一、教育事业 

海外华人在追求理想生活的过程中，华人的传统文化赋予他们不少精神

上的力量。华人移民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力更生，不屈不挠地面对

一切困难。不少移居海外的华人，尽管长期往返家乡与侨居地之间，事实上，

有一部分移民早已“落地生根”定居下来。新马华商在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

方面，投入最多的财力和心力，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这一块。为了传播自己的

文化，许多华商出钱出力创办学校。通过学校，向自己的子弟传播祖先的传

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郑良树，1998：6）。在槟城的华人社会，乐善好施并

且重视教育的富有华商侨领，不胜枚举。在叶祖意之前有社会侨领郑景贵甲

必丹、张弼士领事、梁碧如领事，企业家谢增煜与颜伍美等，与他同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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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戴欣然领事、林连登与胡文虎等。叶祖意在四十岁时，已然事业有成，成

为当地富商之一。在繁华富庶的华人社会里，穿着质地优良的服饰，几乎成

为显现个人财富的一种重要方式（黄建淳，1993：138）。发迹后的叶祖意，

虽然出入豪门大宅，依然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常年一袭传统白衣白裤，安

步当车，自奉甚俭。 

自 1940 起，叶祖意即已非常热心教育慈善事业，这一年，叶氏曾捐赠

一千五百英镑给英国，以作补助战争之用（南洋商报，1940 年 5 月 23 日）。

和平后之后，不少学校复兴开学，创立于 1912 年的中山学校（取自孙中山

之名），因战后学生激增，原有教室不敷应用，而校舍因年久失修破漏不堪，

董事会乃有兴建新校之举。1949 年，叶祖意献出一块十英亩地皮（座落在

峇六拜机场附近）予中山学校，而当时建校的建筑费用等估计需十万元左右，

这事获得当时被誉为“万金油大王”的慈善百万富翁胡文虎（1882-1954）

之大力响应，慨然俯允承建费不足之数。叶祖意与胡文虎两人一起携手合作，

遂完成当地华社的一大心愿。1950 年，叶祖意也应胡文虎之邀，为斥资三

十万的菩提学院新校舍主持开幕仪式，并于会上宣布捐出一笔款项（Straits 

Echos,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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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叶祖意于中山学校奠基礼上 

（笔者翻摄于 2017年 2月 7日于叶祖意故居）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新马与中国的关系顿告中断，导致当时的

华校高中毕业生升学无门。华人社会为了维护华文教育和延续中华文化，积

极兴办教育乃至创办大学（利亮时，2015：18）。当时已步入晚年的叶祖意，

几乎全身投入慈善与教育的建设工作。1949 年，当时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

大学成立，由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Malcolm MacDonlad）出任名

誉校长。成立之初，大学当局特在槟城参政司官邸设鸡尾酒会，宴请各界领

袖，以筹募款项。当时，叶祖意是首位以个人名义捐献最大数目的乐捐者，

78慷慨捐出了二十五万元，槟城另一位富商林连登也捐出五万元。叶祖意先

                                                           
78
马来亚大学公开向社会大众募款，在马来亚海内外总共筹得 361 万 5159 元。主要捐献者

包括：新加坡壳牌石油公司（Shell Company of Singapore）和盎格鲁撒克逊石油公司（Angl

o-Saxon Petroleum Company Eastern Ltd - 10 万元）、婆罗洲文莱政府（10 万元）、Trono

h 马来亚锡矿业集团（Tronoh Malayan Tin Group - 10 万元）、新加坡华侨银行（10 万 44

元）、新加坡海港局（10 万 1000 元）、伦敦炼锡公司（London Tin Corporation）、盎格鲁

东方（马来亚）集团（Anglo Oriental (Malaya) Group – 23 万 2000 元）、槟城富商叶祖意



246 
 

于 1949年 8 月捐献十万元；之后于 1950 年 2月，再捐出五万元，指定这十

五万元供马来亚大学设立中文图书馆；同年 7月，叶祖意再度捐赠十万元，

前后共捐献了二十五万元予马来亚大学。当时，马来亚大学的名誉校长兼最

高专员麦唐纳，称他为“马来亚大学的乐捐先锋”，指其仁风善举值得大家

敬佩。叶祖意与华人社会对教育的慷慨捐输，也赢得了英国殖民政府的赞赏

(Straits Echo,1949)。许云樵在 1953 年《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二辑》谈论南洋

华侨与大学教育，对叶祖意赞赏有加，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叶祖意老

先生，他生前虽富可敌国, 但节俭成性，不肯乱花一文錢, 到去世前，却捐

出二十五万元给马来亚大学，並且指定专作创设中文图书馆之用（1953：页

数不详）。”根据资料显示，叶祖意本身也在事后慨叹：“早年想捐一角五

分作公益事都不可能，今日尚且能够以二十五万元捐助马来亚大学，主要是

为了提倡中华文化。”（温梓川，2011：60）。 

叶祖意对传承中华文化的心意，主要与叶氏出身贫微且幼年失学有关。

由于饱受不识字的痛苦，因此叶祖意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深信教育对下一

代十分重要，视兴办教育为本身对社会的责任。在英国殖民政府的影响下，

英文教育被视为改善生活条件的一个途径，能说英语意味着能有机会与外国

人接触交往，在华人社会与英国殖民政府的关系中，也处于相当关键的地位

（颜清湟，1991：138）。槟城的英文学校，很早即已出现，著名的大英义

学（Penang Free School）创办於 1816 年。当时，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华人商

家大多把孩子送入英校，目不识丁的叶祖意也把六个孩子全部送入当地英校，

                                                                                                                                                               
（Yeap Chor Ee - 25 万元）、新加坡中华总商会（50 万元）。2016 年 3 月 5 日阅自 http://

cn.nus.edu.sg/about-nus/history/milestones/25-1949） 

http://cn.nus.edu.sg/about-nus/history/milestones/25-1949
http://cn.nus.edu.sg/about-nus/history/milestones/2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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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们将来比自己更出色、更有作为。在家里，叶祖意对于孩子的管教也

非常严厉。然而，这却使得他的孩子比起其他上流社会的孩子，显然并没有

多大机会见过世面（谢诗坚，2006）。虽说叶祖意自幼为孤儿，但来自中国

乡间的他毕竟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一生十分尊崇儒家思想，注重家庭伦

理。叶祖意在日常家居生活中，也把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与民族价值观教授于

子女，对子孙的影响颇为深远。叶祖意去世前，叮嘱儿孙将其位于槟城黄金

地带红毛路（Northam Road，今改名 Jalan Sultan Ahmad Shah）的豪华大宅

——“家园”（Homestead）及全部地皮捐出作教育用途。2006 年，叶祖意

的孫子叶良发（Stephen Yeap）遵照遗嘱把家族巨宅“家园”以及位于大街

路头（China Street Ghuat） 的产业，正式捐赠于民政党所创办的宏愿大学

（Wawasan Open University，后改名“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真

正落实“百年树人”的千秋大业。为了纪念已故叶祖意的远见卓识，其孙子

也把叶祖意的铜像矗立于宏愿大学。叶祖意对教育的执著与支持，也薪火相

传至其后人。叶祖意逝世后，其子孙也继承叶氏这份兴学办教的坚持，叶氏

家族成立了“叶祖意慈善基金”，提供奖贷学金培养专才。叶氏家族也在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创建了 Disted College，校址就在叶祖意的中路产业。后来

进行扩建，并与 Stamford College 合并，而成了今日的 Disted Stamford 

College，展现了对教育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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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益慈善 

海外华人社会中，许多富商积极参与各种社会与慈善活动，借以提高本

身的社会地位与名声；叶祖意一生行善却以不事张扬的形式为多。人固不知

其富，他亦不肯以富示人。由于出身卑微，叶祖意对一般贫苦大众，具有一

定的感情。有关叶祖意扶贫济弱的事迹，笔者通过一些散佚的资料而整理出

来。1930 年代，叶祖意捐献一万元于槟城与威省银禧基金会（Penang and 

Province Wellesley Silver Jubilee Fund），作为施赠贫苦无依的老人。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在马来亚的哥打巴鲁登陆，并南下向新加坡挺进。日本

政府取代了英殖民政府的统治地位，给马来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叶祖意一

家为躲避日军的侵袭，从市区逃至浮罗山背（Balik Pulau）的乡间小屋避难。

目睹许多难民处于饥寒交迫的情形，悲天悯人的叶祖意马上从口袋掏出一千

元给救灾委员会，让他们为难民提供食物与救济品（C.S.Wong，1966:79）。

1938 年，中国抗战期间，武汉合唱团南来槟城作盛大演出，主要目的为中

国难民筹賬。当时，叶祖意捐献了十万元给中国有关当局，而他提出的唯一

条件是不要具名，当局只得以“无名氏捐献十万元”刊登在报章上。此事轰

动一时，唯“无名氏”的真实身份始终不为人知。事隔多年，在一次记者对

他进行采访中，叶祖意谈到珍惜物力，对可用之物，不可废弃。当时，叶祖

意透露：“我曾捐献中国十万元，但我决不肯浪费一滴油！”多年前的低调

善行，才在无意中泄露；其节俭性格与淡泊名声，可见一斑（温梓川，201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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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业的成功，叶祖意积极参与华社事务，1910 年，叶祖意担任槟

州南阳堂叶氏宗祠族长，设立“惠泽尊王姓叶公司”，带领宗族团结一致、

共谋福利，他同时捐出地产以创建叶氏宗祠。1950 年，他又在叶氏宗祠左

侧，捐赠一块地段供建慈济宫，唯建筑工程进行途中，叶祖意不幸离世。后

由其夫人李清根继续领导，终在 1954 年建成。虽然此地为叶祖意捐赠，但

捐款数目却由家人名义分担，可见他的不好名（张灿泉，2006：67）。林水

檺在提到成功的移民华商，曾这么说：“顺利者发迹变泰，商而富则绅，进

而挤入上层社会。不过绅而后对钱财如何区处，能否落力回馈社会，则全视

个人的本质而定。善于聚财并善于散财，有不平凡和深刻的意义，对社会国

家都有巨大的贡献”（林水檺，2003： xxvii/绪论）。以叶祖意的无数善

举来看，叶氏肯定是属于“善于聚财并善于散财，对社会国家都有巨大的贡

献”的一位。 

三、整合社会商业活动 

如前所述，由于新马华人经济的发展，需要借助于银行的借贷与融资，

加上华商深感自资创办银行的必要；因此，华资银行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马新地区出现了十一家华资银行，包括：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华

侨银行、太平银行、华人联合银行、怡保中兴银行与万兴利银行等，这些银

行都是由一位以上的股东或集合多人的财力物力，才能成立起来的银行。

1935 年，叶祖意却一举独资创办了本身的万兴利银行，这在当时的银行界，

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当时新马著名的银行家和董事多数为闽籍企业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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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谦、林文庆、陈齐贤、陈祯禄、李光前、林秉祥与叶祖意等，都兼任几

家银行的董事。叶祖意连同这些银行家，逐步打破了西方银行对华商进出口

业流动资金汇兑的垄断局面，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廖大珂，2013：

71）。叶祖意以两百万元创办了万兴利银行，整合民间的商业活动，为企业

发展需求资金援助提供了重要的管道，对槟城以及新马的经济成长，达到整

体性经济利益的目标。万兴利银行成立之际，其各方面的条件包括资金、规

模、管理或经验等，相较于财势雄大、组织完善的外资银行，自是无法相提

并论。然而，万兴利银行初时为侨民提供的融资便利及其他金融服务，对于

当地华人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当这些华商发达之后，他们往往

会把大量资金存入万兴利银行，此举无异增加了银行的流动资金。二者之间

的紧密关系，使万兴利银行的利润迅速增加，稳健成长。正是通过这样的契

机，叶祖意愈发意识到银行集资对小商人尤其是侨民华商的帮助，从而为其

往后的商业发展奠下了基础。叶祖意的万兴利银行，也崛起成为新马区的重

要银行之一（张灿泉，2006：67-68）。该银行在新马两地的分行曾一度扩

展至 48 家，这是一个骄人的纪录。万兴利银行陪伴槟州人民走过近一个世

纪，其商务涵盖半岛、东马及新加坡，对本区域的工商界以及华人经济的发

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遗憾的是，1970 年，马来西亚政府推行“新经济

政策”，在此项政策下，不少华资银行被逼转让股权，以达到重组社会的股

权分配。在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政府加速金融机构的合并措施，万兴

利银行为南方银行收购；2006 年，南方银行又被联昌银行（CIMB）所收购。

从此，万兴利银行成了历史的陈迹（苏杭，2014）。 



251 
 

 

图 5-4 前身为万兴利银行的 CIMB Bank 

(照片来源：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GTWHI)http://www.gtwhi.com.my/）. 

 

 

 

1930 年，世界经济大恐慌，不景气席卷全球。马来亚的原产品如橡胶、

锡米和出口，首当其冲地暴跌，锡矿尤甚。由于经济发展迟缓，商业贸易逆

转，以及大规模的循环性失业，不少矿主因此而倾家荡产。商会和平章会馆

联合召开全槟华人社团会议，协商改善当时金融窘迫、市场萎缩的局面（槟

城新报，1930 年 10 月 27 日）。叶祖意却在这个时候，得到巨大的盈利。

促成这样的商机，主要是叶祖意经营的窍门。叶祖意以独到的眼光，以及对

市场的敏感，大胆地进行逆向操作。叶祖意趁着锡价低靡时，大量买进并囤

积这批锡锭，耐心等待，等到经济逐渐好转时，他的囤锡在伦敦及纽约的锡

市场起了制衡作用，锡价的回涨给他带来巨幅的回酬，业务更是蒸蒸日

（Wong C.S,19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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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良机，叶祖意得以于 1933 年放眼地产业的发展，于土

库街（Beach Street）推行大规模的建筑计划。早在 1883 年，英殖民地政府

已在这儿进行填海工程，是槟城最繁华的码头地带。1884 年，英政府于此

兴建了海峡殖民地重要的政府部门，欧洲商人也在此建立办事处与货舱等。

借着港口的优势，及至二十世纪初，码头一带的商业已蓬勃发展起来

（Marcus Langdon,2015:18），两间由外资拥有的熔锡厂，包括 Straits 

Trading Company 与 Eastern Smelting Company 也设立起来。自“维多利亚”

时代（1837 年）以来，此处已是国际银行与商号荟萃财富之地。来到十九

世纪末，这一带已是槟城的主要通道与金融区域。叶祖意最先开发的地段是

位于大街路头（China Street Ghaut）的三层楼高建筑，取名为叶祖意大厦。

这是槟城第一座采用钢骨混合水泥兴建的建筑物，由槟城第一位华人建筑师

洪万和承建（黄存燊，2006：173）。叶祖意大厦的建筑风格简洁经典，宽

敞通风，而且设备新颖，适合作办公室与货仓之用；叶祖意也把大量囤积的

货物与锡锭储存于此。凭着坚定的信心与强大的经济实力，1934 年，叶祖

意又在此兴建万兴利大厦，作为象征自己的银行事业的基地。这时期，叶祖

意的商业领域已从原产品企业而转向房地产范围。1938 年，大厦落成后，

叶祖意将万兴利银行部扩充为万兴利银行；银行总行设在槟城，分行则设在

新加坡。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之际，槟城的经济无可避免地也面对严重的打击，

许多人遭受失业浪潮所袭。叶祖意这位被认为当时岛上最大的产业家，其接

二连三的大规模建筑计划，却为数以千计的槟城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新式建

筑兴建完成，叶祖意把其建筑物出租，带动了土库街一带的商业活动。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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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这儿的建筑物成为英殖民地政府驻槟参政司（相等于槟城总督）的

政府办公大楼（Tsu- I Yeh,1950:7）。对槟城来说，叶祖意当时大规模的建

筑工程有着非常特殊的三重意义，首先是作为引领建筑的先锋，其次是创造

了庞大的就业机会，三是让世界各国对槟城的看重与认可（Daryl Yeap,--

:9）。雄心勃勃的叶祖意，在 1935 年十二月，也买下了属于联华利(Bean 

Wah Lee)的炼油厂，并向德国订购了一台最新的炼油机器投入生产。这时

期的叶祖意，被认为对槟城的经济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图5-5 叶祖意大厦（照片来源：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GTWHI)http://www.gtwhi.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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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奋斗成功的叶祖意 

对于少数白手起家的移民，颜清湟有精辟的见解：南来的移民，能够白

手兴家，都是靠辛勤劳作累积资本，之后自行经营，渐渐掌握了二盘商和零

售商的生意，商业才略具规模，经济地位也渐渐稳固。至于身份的向上流动，

最主要的是靠本身的制约能力。一是个人的才智与适应环境的能力；二是借

助亲属的帮助，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三是能够克服社会上某些不良诱惑的

能力，特别是赌博、酗酒或吸食鸦片等不良恶习（1982：31）。前文所述的

郑景贵与张弼士都是属于这种类型。一介贫民兼自幼孤儿的叶祖意，更是比

其他人多了一份坚持与毅力。叶祖意的私生活严谨，无不良嗜好，饮食节俭，

生活简单。一生为人处世、经商营业，秉持的是诚实、节俭与毅力。刻苦耐

劳的叶祖意，即使来到晚年，事业家财累积丰厚，仍是事事亲力亲为，每天

都到公司办公巡视，工作八小时以上（刘士木，1950）。对于时间的掌握和

应用，叶祖意有自己的一套观念，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叶氏每次从槟城到新

加坡视察事业和开会，往返皆乘搭飞机以节省时间。 

事业有成的叶祖意，已经把槟城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乡。早年，叶祖意

一直住在位于大伯公街的老店屋，这里是他最初落脚的地方。1931 年，叶

祖意购买了位于红毛路（Northam Road）一间建筑独特的白色巨宅。这座充

满意大利罗马风格的大宅原是槟城富商林妈栽（Lim Mah Chye）的豪华私

邸。建于 1919 年，斥资七十万的堂皇建筑，因屋形模仿美国白宫，故有

“小白宫”之称。建屋之际，林妈栽特地聘请苏格兰籍建筑师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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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Stark）为他设计豪宅，所有建材都是从欧洲入口的意大利云石与精

美雕刻（Keith Hockton and Howard Tan,2012:52)。后林妈栽后因赌场失利，

不得已将豪宅转售予叶祖意。叶祖意将这座豪宅命名为“家园”

（Homestead），并于 1936年，从居住了近半个世纪的老店屋，搬入这间美

轮美奂的大屋，一直住到 1952 年离世为止。对槟城许多富商来说，红毛路

具有某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这儿是当时槟城英殖民政府高官的汇集地，

后来成了上流社会闻人的住处。二十世纪初，许多华人社会名流如暹籍闻人

许树清、连瑞利、林连登、吉打苏丹以及后来的骆文秀等，皆在此建造风格

奢华的西式大宅（许德发，2003：284）。叶祖意入住红毛丹路的豪华大宅，

在某种程度上，象征叶氏已经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如颜清湟所言，在新马华

人社会中，儒家思想始终影响着华人移民的态度。在新的移民社会，人们以

财产之多寡来衡量别人，对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表示尊重(1991：133)。事实

上，除了以财富，官爵职衔也代表人们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自 1912 年

后，新马华人社会已无买官鬻爵的制度。79在当时的社会，为了夸耀自己的

财富和地位，外表成了富人炫耀自己的简捷形式。这种强烈的阶级观念，反

映在服饰穿着、捐款数量、房地产多寡、生活方式、荣誉、地位和权力方面

（黄建淳，1993：134-138）。在槟城，叶祖意的企业王国愈发扩展，并拥

有许多的产业；在新加坡也拥有一座占地宽广的豪华巨宅。以叶祖意雄厚的

财力物力，要为自己兴建豪宅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身家丰厚的叶祖意并

未在槟城兴建本身的大宅，而是仅仅从居住已久、规模不错的店屋，举家搬

                                                           
79
这是富商取得社会声望的途径之一，即付出一笔捐银向满清政府买官衔。详见颜清煌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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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至他买下的另一所富丽堂皇的大宅“家园”。这种做法，和当时富有人家

以建屋“炫富”的做法不一般。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是与他的“节俭”性

格有关。前文已提，叶祖意从年轻至老年，一直是布衣布鞋、安步当车，过

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叶祖意买下林妈栽的二手豪宅，其实上亦非本意，而是

因为太太李清根极力游说，劝说他出手协助林妈栽度过难关；况且大宅的价

格也让他觉得“物有所值”。一介平民如他，在华人社会上，既无任何官爵

勋衔，亦没担任什么显著高职；他不需要像拥有官衔的郑景贵、张弼士与梁

碧如或其他社会闻人一般，兴建豪宅以彰显本身的身份地位。这时期的叶祖

意，已经上了年纪，庞大的商业网络就在槟城，对他来说，入住“家园”这

座豪宅，与家人享受更舒适的生活，是他最好的选择。况且，这座规模庞大、

富丽堂皇的大宅，也足以衬托其显赫的社会身份与庞大资产。 

 

图 5-6 “家园”大宅外观（照片来源：

https://i.pinimg.com/originals/b4/ce/65/b4ce65a4bdf1115eaa7c63592a9d405e.jpg ） 
 

https://i.pinimg.com/originals/b4/ce/65/b4ce65a4bdf1115eaa7c63592a9d405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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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11月 27日，叶祖意的第三儿子叶福和（译音，Yeap Hock Hoe）

的盛大婚礼就在这座豪宅举行，娶的正是印尼糖王黄仲涵的女儿。在这之前，

叶祖意的第二儿子叶金和（译音，Yeap Kim Hoe）同样娶了黄仲涵的女儿。

1947 年，年届八十高龄（华人虚龄）的叶祖意也在这堂皇富丽的大宅举行

盛大的寿宴，英文报章 The Straits Echo 于 1947 年 10 月 16 日报导了槟城

商界的巨富商贾与殖民地高官显要皆来向这位备受敬重的“The Grand Old 

Man”祝寿，反映了他的亲和力与受人尊敬。在英殖民地政府的制度下，凡

是对社会有所贡献以及拥有正面影响的人士，大多都受英政府的封赐和委任。

1951年，马华公会创办人之一兼第一任总会长敦陈祯禄（Tan Cheng Lock）

向当时的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亨利葛尼（Sir Henry Gurney）推荐叶祖意

受封有功勋衔，以肯定叶氏对槟城超过半世纪的贡献，并密函通知叶祖意的

太太李清根，唯此事始终无法实现。数周后，亨利葛尼被杀害；七个月后，

叶祖意也逝世（Daryl Yeap，无年份：15）。1952 年 5 月 26 日，叶祖意与

世长辞，安葬于日落洞甘密山（南洋商报，1952 年 5 月 30-31 日）。叶祖

意治丧委员会也秉承叶氏一向行善的心意，捐出一万一千元作为助学金（南

洋商报，1952 年 6 月 24 日）。万兴利银行的控制权先由他的遗孀李清根掌

管，后交由他的儿子叶福和（-1980）接手，1986 年由叶祖意的外孙吳永盾

接任。叶祖意遗下 950 万的遗产，这是一笔令人咋舌的数目（联合晚报，

1986 年 4 月 29 日）。叶祖意的太太李清根与四男二女，长子联成（译音，

Lean Seng）、二儿金和（译音，Kim Hoe）、三儿福和(译音，Hock Hoe)

以及幼儿福兴（Hock Hin），皆子承父业，并且在新马的商界与社交场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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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活跃。两名女儿为金玉（译音，Kim Gaik）与金珠（译音，Kim Choo）。

为纪念叶祖意的伟大贡献，槟城有一条道路即命名为叶祖意路（Jalan Yeap 

Chor Ee）。 

张灿泉指出，闽南人长于经商，对外来刺激适应力强，置身异域，富挑

战性，因而养成了豪迈慷慨的习性（2006：60）。这些特质都一一印证在叶

祖意身上。综观叶祖意的一生，虽然出身贫农、不曾受过教育，但他为人诚

恳、懂礼仪，也能刻苦耐劳、不屈不挠地面对一切挑战。在发迹后，个人生

活仍是十分淡泊节俭，并能自觉地抵制当时社会的恶习之侵蚀。在经济活动

中能审时度势，有着勇于冒险的精神和当机立断的经营方法，终为自己创造

庞大的财富。 

 

第五节 叶祖意故居 

前文提到叶祖意在发迹之后，除了在新加坡拥有一座豪华大宅，并在槟

城买下一间“二手”豪宅“家园”；尽管叶氏在槟城拥有不少产业，但叶氏

并未在槟城为自己兴建任何房子。叶祖意故居位于九间厝80（Penang Street）

与大伯公街81（又称九间厝后，King Street）（杜忠全，2009：161-163），

这是因为当时这地点只有九间店屋（Lo Man Yuk,1900:216），福建音念成

kau keng chu，这里是槟城最早的街道，乃至早期富有华人居住的街区。老

                                                           
80

Penang Street 路分三段，此段位于 Light Steet-BishopStreet 之间，称九间厝。 
81

King Street 路分四段，此段位于 Light Steet-BishopStreet 之间，称九间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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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建于 1880 年代，是叶氏于 1885年南来槟岛落脚的首间房子。从店屋的

建筑年份来看，房子并非由叶氏所建。笔者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这座老店

屋原属槟城著名的“胡椒大王”胡泰兴(1825-?)，莱特街（Lebuh Light）的

丰隆银行建筑物亦是胡泰兴故居。根据杜忠全，叶祖意是在事业有成，拥有

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后，才向前任屋主买下，作为自己的家宅。82老房子既非

叶祖意所建，因此本文在讨论叶祖意故居时，无法像前面的章节，探讨屋主

兴建大宅的动机与立意，包括主观与客观因素，以及如何通过建筑形式与建

筑装饰体现本身的理想与追求。无论如何，笔者以为，叶祖意在发迹后购买

这间老房子，有其主观与客观方面的考量。从主观方面来看，是叶祖意在事

业成功后，为自己与家人寻找一个安稳温暖的居所而作的决定。这间老店屋

是他当初南来之际，最先接纳他、给他温暖的地方；这儿也是他白手起家、

成家立室的第一间“发祥”房子。居住多年，已有一定的感情。况且，与其

搬迁到一个新的环境，从头适应，倒不如在一个熟悉又舒适的地方继续住下。

客观因素来看，这地点与叶祖意庞大的企业之地理位置有关。首先，这间老

店屋位于槟城繁荣的商业区，出入与交通十分便利；况且，老店屋与叶祖意

位于惠州公司街的“万兴利号”商店以及临码头的产业与商业中心距离不远，

对他来说，每日往返办公视察业务都十分方便。 

叶祖意这栋门牌 4号的老店屋，屋身特別長，从前门到屋后长一百五十

尺，主体横跨两条街，即从九间厝道路这端到九间厝后那端。大伯公街集工

                                                           
82
访问杜忠全 ，日期：2016年 4 月 11 日，地点：拉曼大学金宝校园，时间：11.00am-

11.40am。证实叶祖意发迹后买下这间老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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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经济活动，是当年各个“公司”，即是各宗族所设立的祠堂或庙堂以及

各行业公会与会馆等建筑的荟萃之地（张少宽，2013：46）。“九间厝”的

建筑物为当年槟城华人社会领袖胡泰兴所拥有，叶祖意居住的店屋就在靠近

街头“九间厝”的这一段，也是其中的一间，是当时主要的商业聚集区。早

年要兴建店屋楼房谈何容易，若非富甲一方即为地方士绅，况且地段与当时

土库街（Beach Street）的繁华地区非常靠近，房子的价值可见一斑。根据

高丽珍的研究，土库街集合国际金融机构，传统汇兑与批信业，对新马地区

的锡矿开采，橡胶业，城市建筑以及其他政治经济脉动，发挥积极的影响力，

因此也带动了“九间厝”这一带的商业区蓬勃发展（2010：122）。这座老

建筑位居槟城乔治市古迹区的核心区，是 2008年乔治市入遗的古迹之一。   

 
 

图 5-7 早期的大伯公街（King Street） 

（照片翻摄自：PENANG:500 Early Post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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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早期的土库街（Beach Street） 

(照片取自 http://says.com/my/lifestyle/old-photos-of-penang) 

 

 
 

槟城历史虽短，但二百多年来，在中西文化相融的历程里，槟城的老店

屋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住居形态，那是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结合下发展出

来的住居形态。从建筑外观来看，叶祖意故居是双层楼房，也是店屋，具有

“店—屋”两种功能，一是“店”铺功能，另一种是“屋”的居住功能。如

前所述，叶祖意于 1885 年南来槟城，最初当一位理发匠，后来创建了自己

的商行“万兴利号”，来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叶祖意已是槟城赫赫有名的

银行家兼实业家，家业丰厚无比，却依旧住在这间老房子。叶祖意从青年到

老年，从身无分文到腰缠万贯、从孑然一身到子孙满堂，在此居住了近半个

世纪。直到 1936 年，六十多岁的叶祖意才举家迁往红毛路的另一栋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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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展开人生的另一段历程。从以上这么一段经历，可以看出叶祖

意与这间老房子的关系密切。 

 

一、建筑形式 

在讨论叶祖意的老店屋之建筑形式前，还必须先了解乔治市的老店屋发

展轨迹。槟城拥有最多的华人店屋，早期的房子建设简陋，最早的店屋建筑

是单层木造、棕榈叶屋顶之建筑，容易引起祝融之灾。经历几次大火灾之后，

英殖民政府规定城内所有房屋必须以砖瓦和瓷砖建造。当时，砖造房屋是身

份地位的与财富的象征，砖屋的增加佐证了资本社会的财富累积（Mai Lin 

TJOA-BONATZ,2015:210-211）。初期的店屋构造多为一层至两层楼，后来

才逐渐出现两层至三层楼高的店屋。这些店屋多沿袭中国南方城市的街屋，

建筑内部都有庭院和中庭（或称天井），建筑装饰带有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

特色。在槟城有史以来的民居建筑中，老店屋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一方

面在于数目之多，超过一万间；另一方面在于种类之多，可分为六大类。根

据乔治市世界遗产办事处、Arts-ED 槟城艺术及古迹教育学会与槟城古迹信

托会所公布的店屋资料显示，槟城的老店屋，从外观上来说，有六种不同的

建筑风格、形式、结构、间架与原料的采用等，唯功能变化不大。83从建筑

外观上，无法看出居住者的身份地位。建筑内部格局和装饰上，则因主人的

                                                           
83

 详见页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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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品味和经济条件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面貌，富有人家的店屋，华丽辉

煌尽在其中。这些内容，单从门前经过的路人是难以望见和想象。 

 

图 5-9 “华南折衷式”老屋特征（照片取自

http://penangshophouse.com.my/wp-content/uploads/2014/08/A3_brochure-

OUT_CN_FA2-copy.jpg） 

 

叶祖意故居，是叶祖意初到槟岛落脚之处，当时是以单身汉的移民身份

入住这间店屋。依照这座店屋的建造年份（1880 年代）来看，再对照槟城

老店屋的六大种类，叶祖意的这栋店屋是属于第二时期的“华南折衷式”

（建于 1840-1900 年之间 ）建筑。从店屋的建筑特征来看，这座传统店屋

的特点是与其他店屋成排依街建造，排与排之间被纵横交错的大路、后巷和

橫巷所包围。屋身长兼窄，屋与屋之间由一面共同的墙壁隔开。店屋外观是

http://penangshophouse.com.my/wp-content/uploads/2014/08/A3_brochure-OUT_CN_FA2-copy.jpg
http://penangshophouse.com.my/wp-content/uploads/2014/08/A3_brochure-OUT_CN_FA2-copy.jpg


264 
 

简单的两层楼房，整体高度比第一期的“早期槟榔屿式”高。叶祖意此屋经

装修后，内部已从双层改建成三层楼。由于殖民地政府于 1822 年颁布莱佛

士条令，规定所有店屋必须有个公共空间供人遮风挡雨，因此店屋前面有个

五尺宽的“五腳基”（也叫骑楼）。由于这时期的建筑风貌沿袭自中国，因

此也不排除“骑楼”是受中国南方建筑影响（Ken Yeang,1992:134-135）。

店屋的屋身窄长，主要是英殖民時期屋主必须按照房屋的阔度缴税，因此，

当时的人们建造“窄长”的屋子，以避免缴付更高的稅费。以店屋为主的乔

治市，早期建筑物的色调以浅淡色为主，有白色、靛藍、土黃与浅青，工匠

以石灰加上顏料，製成水灰漆，使墙面保持透气。叶祖意故居的白色的墙面，

同样保留了殖民地最初的颜色。这一时期的店屋都由当年的华人工匠建造，

因此注入了许多中国原乡的建筑材料与特征，包括中国式木制雕花大门，窗

口上的气窗形状、窗口的玻璃扇形窗以及根据风水的五行：金、木、水、火、

土所建造的不同形式的山墙与天井等，这种建筑的样式在某种程度上象征家

乡情怀。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富裕起来的人们日益追求现代化社

会。 

然而，如前所述，由于叶祖意故居经过大事装修，不论是屋内屋外的建

筑形式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从外围观来看，目前叶祖意这栋故居，总让人

误以为这座时尚典雅的店屋是一座新建的建筑。其实不然，这建筑已历经百

多年岁月。楼下建筑正面以中轴为主，开了三个拱形大门，正门居中，反映

出均衡、左右对称的格局。从这三扇玻璃大门，外加铸铁围篱，可窥见融入

现代化西式建筑元素的设计手法。二楼同样有三扇双开式落地窗，窗口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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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着半圆形的装饰，三扇落地窗之间有着非常独特的海峡殖民地风味的柱子

设计，窗顶保留着当时本地流行的气窗。 

槟城在 1880 年代的老店屋，门窗、楼梯与栏杆多是采用木料建造，而

这座建筑原有的木制大门与左右的木窗已被更换。木制大门与左右窗口都已

改成拱形玻璃门，原本窗口上借以流通空气的气窗已不复在。正门门楣上有

一方牌匾刻着“叶祖意”三个大字，中文字底下是英文的 HOUSE OF YEAP 

CHOR EE，开门见山地让外来者知晓此屋为叶祖意故居，亦为识别姓氏的

象征。二楼立面墙是三扇落地对口开窗，窗口上的装饰为半圆形，靠近屋顶

的气孔依旧保留着。步入大门为格局方正、宽敞明亮的大厅，此处原本为向

外的店面空间，一般店屋也在此处摆设祭拜祖先神明的神座。神桌的背面立

有隔板或是可拆除的透雕的隔扇门，隔扇门后则为过度空间，一般可作为起

居空间。如今，这部分保留了方正宽敞的空间，看起来是客厅区域，两旁摆

设了中式古董家具，地面铺以设计简单的英式磁砖，空间充满中西合璧的味

道。由于店屋并不可能四面开窗，因此，此屋开有两个天井；这应是考虑到

采光、通风与排水作用而建，助以减缓屋内的闷气，亦是天然的空调。这也

是前文所提的天井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里“天人合一”的精神空间。这间经

过装修的老店屋，天井处原本放空的上方已覆盖了一面玻璃，除了起到自然

照明作用，也反映出时代感，同时也有保安防御与保持室内干爽的作用。老

店屋的另一个天井位于 The Sire 餐厅处，置放不少悬挂盆栽，让绿意提升生

活空间的品质。老店屋后堂有一个制工精细的铸铁螺旋式楼梯，直通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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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天井的栏杆亦采用铸铁栏杆，展现殖民地时代的文化风情。建筑里的各

楼层铺以质地自然温润的原木地板。 

 

 

图 5-10  叶祖意博物馆（笔者摄于 2011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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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铸铁螺旋式楼梯（笔者摄于 2011年 8月 29日） 

 

 

图 5-12 门楣上后来添置的牌匾（笔者摄于 2017年 2月 7日） 



268 
 

台湾古迹专家李乾朗曾指出：街屋（即是店屋）的精华是在屋子“里面”

而非“外面”，装饰的重点在于门窗、隔屏、木楼梯与楼井（天井）栏杆的

雕饰。这是因为店屋在先天上丧失了表现外观造型及外部空间之条件，只好

求诸室内（1982：601-602）。从叶祖意故居的建筑装饰来看，以上所提及

的各种建筑装饰，确实非常讲究。这座老店屋于 2005 年经过翻新重建，装

筑形式已经改观，不少建材也被取代了。从店屋内外的建筑形式与所采用的

建材来看，不管是木料、铸铁或地砖，雕工与设计都十分细致，足见屋主与

匠师所花的心思。诚如前文所提，天井在建筑上起着很大的作用；除了之前

所讨论的风水学的心理平衡作用与“财禄攸关”的寓意，天井对于店屋的作

用尤为重要。以店屋来说，天井在流动空间中，加强了内外或上下空间的流

动感，调高了视觉之可及性，进一步丰富了空间之语彙（Mai Lin TJOA-

BONATZ,2015:214-215）。店屋天井空间的另一个特质，应验了老子的一句

话：“凿户牅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84店屋天井的特色，恰恰成了

叶祖意故居的一道风景。 

店屋面向大伯公路的一端，是店屋的第二进，即是内宅部分。这部分于

2008 年起已改为 The Sire 餐厅，提供各类精致的中西餐美食。餐厅这一端

的门面与博物馆的门面有所不同，左右两侧为大门，居中是一面设计别致的

大片窗口，窗口上为餐厅的英文招牌——The Sire Museum Restaurant，餐厅

门口也保留了遮阳挡雨的“五脚基”。二楼同样是三扇落地对口开窗，唯窗

口上的装饰为三角形，与另一端的叶祖意博物馆之半圆形装饰有所不同，窗

                                                           
84
房屋要凿空门窗的部分，才能有房室的功能。 



269 
 

口之间同样有着独特精致的海峡殖民地柱子。从外观来看，建筑既有现代风

味，又保留着殖民地的风貌。 

 

 
 

图 5-13 叶祖意故居客厅一隅（笔者摄于 2017年 2月 7 日） 

 

 

二、文化特色 

叶祖意这间老店屋，比起郑景贵故居与张弼士故居，显然简单朴素得多。

虽然，一般来说，店屋建筑会因主人的财富家产、身份地位与品味的不同，

在细部处理乃至装饰上有所差异。这时期的店屋，多数取用中国原乡的建筑

材料及特征，装饰上除了制模标志或是商号，也有通过雕刻、塑造或组砌的

方式表现的吉祥传统装饰如凤凰、蝙蝠、水瓶与四季花等，或是通过镶嵌或

彩绘方式表现的吉祥图案如连年有余、龙凤呈祥、福禄寿喜等，让人领略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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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其中的丰富历史与文化意义。这些反映了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形象

而直观地表征着文化精神、价值取向、民系心理思维方式与审美理想。笔者

多次到乔治市进行实地考察，见到的老店屋，门窗上的木雕古色古香，建筑

虽然老旧，老得自然的房子依然保存完好。根据笔者数次的参观与观察，发

现叶祖意这座建于 1880 年代的店屋建筑，比起一般的传统店屋，已大不相

同。尤其是上述所提的中国传统立体或平面装饰特征，并未出现在这间店屋

建筑，这是值得探讨与研究之处。 

陈耀威于 2016年 4月 17日受访时指出，在乔治市的古迹区内，店屋属

于二级古迹，可修改作其他用途，惟房子外观的屋瓦、装饰、窗户与屋内的

木板须予以保留。叶祖意故居经过重建装修，许多部分已经过改造，老店屋

并非原貌。叶祖意故居不像郑景贵故居或张弼士故居，其现任屋主在修复的

过程中都尽可能恢复原貌，并且设法找回原本的建材或重新制作传统建筑装

饰如剪粘和木雕等。这座老店屋与同时代的店屋建筑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

差别，许多原本出现在建筑上的特征都已消失了。由于老建筑并非原貌，倘

若笔者以装修后的新建筑面貌来讨论其建筑文化特色，恐怕无法反映叶祖意

时代的文化特色。因此，笔者只能通过屋内实物与实地考察所得，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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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寓意吉祥的墙面中式条屏 

（笔者摄于 2017年 2月 7日于叶祖意故居) 

 

 

 
 

    从建筑的文化特色来看，叶祖意这座属于海峡殖民地时代“华南折衷式”

建筑的店屋，建筑内涵结合了风水、环保、祈愿、艺术及实用等元素。屋内

的两个天井，除了作为采光、通风与排水作用而建，也与华人的“风水”有

关。一如前述，“水”意即钱财，天井里“四水归堂”的格局，符合了华人 

“肥水不外流”的说法。老建筑的天井下水道口，可见到古代铜钱的形状，

既能阻止杂物排入下水道，在风水上又有聚气纳财之意，可见传统建筑风水

理论的影响。老屋墙面用透气砖，且使用白灰水进行油漆，以便地下水透過

老屋墙面进行排水气，也有助降低室温，这也是一种环保手法。85外侧原有

                                                           
85
《传统店屋的解码》讲座–2014 年 12 月 8 日，林玉裳主讲。槟城椰脚街 15 号，星报大

厦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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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峡殖民地立面装饰，充满建筑的艺术美感与质感，以及屋内昂贵精致的

铸铁螺旋式楼梯与花式栏杆，反映了跨文化的建筑色彩。老旧平实的店屋，

体现的是店屋的实际功能。屋内每个区域的建筑平面方正，外观形体均衡对

称，都是一种吉利和谐的自然表现。 

 

 
 

图 5-15位于餐厅天井处的堂号（笔者摄于 2014年 4月 1日） 

 

 
 

像多数的华人家庭，叶祖意于居所悬挂了叶氏堂号“南阳”。堂号是一

种文化密码，也是文化财产。即使度海南来，叶祖意亦不忘祖训。斗大的堂

号除了光宗耀祖，意在砥砺后代子孙不忘所本。其“南阳” 堂号悬挂于餐

厅天井处，入门可见。此外，餐厅里头也有一副“中外咸钦”的牌匾，足见

叶祖意所得的敬仰与钦佩。老店屋内有不少具有祈福纳祥图案，包括中式条

屏、挂画、巨幅屏风、对联与各类古董家具等。这些寓意吉祥、色调古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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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条屏，包括了多副手工精致的刺绣条屏与贝壳镶嵌条屏等墙面挂饰，主

题有“松鹤延年”，以不老松和童颜鹤比喻老人高寿，企望长生；有“喜

在眼前”，以喜鹊寓意吉祥到、好运来；有牡丹盛开的图案，寓意国色天香，

富贵荣华甲天下。可见主人对美满安定而富足生活的期盼。屋内的中式古董

家具多以深色为主，亦摆设多尊瓷质佛像，体现他的虔诚信佛之心。老店屋

简约的中式摆设，渗透着主人对传统文化的探寻与积淀。 

叶氏家庭在整个大厅的设计以中华文化的元素为主，透露一种低调内敛

的奢华。然而，从后代子孙的生活照所体现的西式生活品味与不少的峇峇娘

惹器皿来看，证明了生活在殖民地的叶氏家族在生活上逐步起了变化。 

 

三、物质功能（居住功能） 

一般来说，店屋的使用功能是伴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而演变。主要

是因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性质的不同。早期马新的华人移民多为男性，

商店亦为男性移民所经营，店屋前面部分作营商，后面部分与楼上区域成为

他们的栖身之所。一旦他们成家立室，他们所经营的商店则逐渐转成了家族

生意的模式。店铺与后面之居住空间将会分隔开来，男人居前照料生意，妇

女和老幼则居后处理家事（Khoo Salma Nasution&Halim Berbar,2012:60）。

从这种商店的转变模式来看，不论是直接或间接，自然也改变了店屋的使用

功能。同样是作为经营生意与居住的功能，但居住功能逐渐演变成繁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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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宗接代的家庭生活之功能。若屋主事业有成，另置产业作为商业基地，其

原本的店屋或将转为全居家用途。在槟城，有不少店屋是全店铺或全居家用

途的，这是因为这种店屋建筑大量采用适合本地气候和地理环境的本土材料，

如木材、泥砖和白灰，同时也具备使房子自然通风凉爽的天井和排风口，同

时双层店屋具有隐蔽性的建筑形式，适合多种使用功能。 

前文提到，叶祖意初到槟城即落脚于此。十九世纪前，前往东南亚经商

或工作的华人移民，在赚到钱后会有衣锦还乡的念头。来到十九世纪后，许

多劳工阶层的移民，在赚了财富成为有钱人或有声望的人士之后，则往往留

在当地成家而定居，并融入当地社会。这主要是侨居地的社会经济渐趋稳定，

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日子久了之后，他乡已成故乡。南来的叶祖意，也在

槟城落地生根。叶祖意的事业一路扶摇直上，家庭人口繁衍增加，但生性节

俭的叶祖意依旧与家人住在这间老宅子，并未为自己兴建任何豪宅。随着叶

氏在槟城的产业与日俱增，事业成功后的叶祖意在槟城大展拳脚、大兴土木。

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叶祖意将经营企业的触角拓展至大街路头

（China Street Ghaut），兴建了三层楼高的叶祖意大厦；除此，土库街

（Beach Street）临码头一带的繁华商业区，也有他的许多产业，包括叶万

兴利银行以及近乎一整条街的货仓与办公楼等。那区域是他的商业王国，版

图之大，无人能及。从地理位置来看，叶祖意的企业办事处与他的这间店屋

距离不远，而且家里聘有司机载送，其生意往来的所有商业活动，是在他的

办事处进行。叶祖意与夫人拥有四男二女，一家八口，加上佣人，需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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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空间不小。叶祖意当时这间双层店屋是作为全居家用途，并未发挥其“店

铺”的功能。 

前文提到拥有官衔的郑景贵与张弼士，他们一方面要接待商场上往来的

商家朋友，同时又必需应酬官场上的达官显要；因此他们的大宅，扮演着多

重角色，既是家宅和商业基地，又是官邸，盛大的排场与热闹的气氛可以想

象。相比之下，身为平民老百姓的叶祖意，虽然殷商，拥有庞大的企业，经

济条件已大大提升，也活跃于华人社会，积极参与教育和慈善活动等；但由

于叶氏生活淡泊、朴实低调，不像一般商绅经常豪门夜宴，三天一小酌、五

天一大宴，其家居生活简单得多。况且，叶祖意无官无职，自然少了许多不

必要的应酬，其家宅所扮演的功能角色也相应简单。一般上，贵宾或生意上

有所往来的客人都坐在大厅中聚谈。根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显示，在叶祖意

的家庭里，叶氏的寿辰以及华人农历新年，是家里最重大的两个节日。每逢

家里的主人公叶祖意诞辰，家人都会特别为叶祖意举行隆重的寿宴庆祝，叶

祖意也趁着喜庆行善捐赠，曾在庆祝八十岁诞辰时捐赠钟灵中学一万元（南

洋商报，1950 年 10 月 15 日）。农历新年，作为一家团圆欢庆的节日，同

样是这个家庭大事庆祝的时刻。在上述这些特别的日子里，老宅子才会张灯

挂彩、大事庆祝，一家人同欢共乐。老房子见证了叶祖意人生与事业的顺遂，

这里也是叶祖意在繁忙的商海中翻滚后、休闲与颐养身心之所，衬托着叶祖

意益发兴隆的企业王国与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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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叶祖意博物馆内部摆设（笔者摄于 2017年 2月 7日） 

 

 

 

四、精神功能、象征意涵 

从外观来看，白色墙面、素净利落的叶祖意故居未见有何特别之处。乍

看之下，不过是槟城许许多多老店屋的其中一栋。但整体外观看起來是相当

典雅别致，不失现代时尚，尤其与其邻近的老旧店屋相比之下，素雅的叶祖

意故居更显得突出。以老建筑来说，牌匾是建筑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当于建

筑的眼睛。叶祖意故居不似郑景贵故居或张弼士故居，建筑内外有着许许多

多的匾额或对联。这座三层楼的博物馆，仅有门楣上耀眼的牌匾，金漆的

“叶祖意”三字与底下的英文字母 HOUSE OF YEAP CHOR EE，以及屋内

的堂号“南阳”，显得特别突出和珍贵。这方凿有“叶祖意”三字的牌匾，

是这座建筑物和屋主的代言人，体现了叶祖意白手成家的奋斗精神，也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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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叶祖意一生节俭诚信的民族商业思想，以及子孙表达对先人崇敬的情感色

彩。 

承前所述，这时期的建筑设计拥有许多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注入许多

闽粤建筑风貌与建筑材料，反映了那时代的建筑技术和艺术特色，隐隐透露

出早年的庶民美学，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此外，老店屋是早期许许多多华

人移民落脚之处，烙印着他们刻苦勤奋的精神，以及他们为建设槟城所扮演

过的重要角色与贡献。前文提到叶祖意的这座老店屋经过大事装修后，已失

去了许多传统的建筑特征。但老宅子的空间与里头所珍藏的每一样物件，仍

是十分具体地表现出叶祖意的生活理念与信仰。从最初当理发匠所使用的理

发凳椅，经营买卖时使用的算盘与杆秤，乃至经营银行业时所使用的戳印机

与支票打印机等，无一不是代表着叶祖意的克勤克俭、奋发上进的奋斗史。

即使来到晚年，家产万千的叶祖意依然惜物念旧，珍惜并保留着这间他最初

入住的老房子，其后代子孙也尽最大的能力重修这间老房子。可以说，老房

子刻印着叶祖意一生勤勉节俭、自爱自律的精神；更有着后代子孙珍惜前人

资产、发扬先辈遗爱人间的美好品德。 

 

五、儒家思想礼制的影响 

前述槟城的华人建筑多受中国建筑文化影响，而中国儒家思想注重以建

筑来体现尊卑礼序，对于各阶层的住宅的大小、间数、形式、结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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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等，各有定制，界限井然，不许随意建造。由于房屋之制详细而等级区

分显著，所以只要一望某人的宅第，就可知道房主人的身份地位。这种建筑

礼制，对于海外华侨仍具有无形的影响与约束。前文提到的郑景贵甲必丹与

张弼士领事，皆是例子。拥有二品官位（虚衔）的郑景贵与位居清廷高职的

张弼士，即使身家资产丰厚，身处南洋离国万里，在兴建富丽雄伟的豪宅时

仍是自我约束，不敢违制擅越清朝的房舍建制。瞿同祖指出清制对庶民有以

下的约束：庶人不论如何厚富，他可以造几十所房子，但每一所房子的厅房

都不得过三间（指间架），门只一间或无。庶人门饰最为朴素，不得以彩饰

加于栋宇（1999：149）。叶祖意一介平民，无官无职，况且其故居并非由

叶氏所建，从老店屋的建筑来看，受中国传统儒家建筑礼制的约束不大。 

从老店屋门面的均衡对称、拥有两个天井的两进空间格局来看，仍是儒

家建筑礼制中的一种空间秩序。建筑有前后空间之分，左右之别，秩序井然，

这些都是中国建筑礼制的痕迹。叶祖意故居是建于十八至二十世纪间的排屋

种类之一，这种店屋建筑都具有基本相同特征：一般有着中国故乡建筑的模

式，融合了各方建筑风格营造出来。建筑风格上是中西合璧，有木质的雕花

门和气窗，窗下是陶瓷制成的花鸟图案，式样简洁；此外，建筑构造上也有

欧式的落地百叶窗、立面壁柱以及水泥花砖。从以上的建筑形式来看，可见

这时期的店屋建筑包含了中国建筑的文化特色。叶祖意的这间老店屋门面狭

窄，墙面素白色，符合清制的民宅要求。屋内不少老旧的器皿用具、中式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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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家私与摆设，体现了贫寒出身的叶祖意节俭低调、爱物惜物的传统儒家美

德。 

 

第六节  叶祖意故居的发展脉络与功能演变 

叶祖意从单身到成家、从年轻到晚年，从以小本生意起家到成为家喻户

晓的银行家兼企业家，一直住在这间老店屋。直至 1931 年，叶祖意买下了

位于红毛路（Northam Road）的二手大宅“家园”之后，才于 1936 年居家

迁入这座豪宅。之后，叶祖意一家三代都住在“家园”。在槟城，红毛路是

花园洋房群聚的地方，道路两侧矗立着一栋栋欧陆式的别墅。除了叶祖意的

豪宅之外，华人社会闻人如连瑞利、林连登与许树清的居宅目前依然存在。

在寸土如寸金的槟城，地皮昂贵也难求。难得的是，叶祖意的孫子拿督斯里

叶良发（Stephen Yeap）遵照祖父遗嘱，于 2006 年把家族巨宅“家园”正

式捐赠于民政党所创办的宏愿大学（Wawasan Open University），并把豪宅

里数百件叶祖意时代的家具古董搬回原本的老店屋（黄雨云，2014）。 

至于叶祖意与家人搬离后的老店屋，则出租于其他业主。笔者搜寻多时，

到目前为止，有关这间老宅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文献资料，

十分匮乏。根据叶家后代子孙：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最后的业主迁

离之后，这间历经百多年历史的屋子，一直被空置荒废多年。曾经一度是大

富人家的宅子，这时期所呈现的面貌已是惨不忍睹，内部建筑已经圮废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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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不堪，只有一小部分的建筑还保留着原始面貌。直至 2005 年，叶祖意

的孙子叶良发才着手将这间祖屋翻修改建。店屋在乔治市属于第二类古迹，

被允许某种程度的修改或增建，以适应当代的生活或工作使用，唯必须尊重

老店屋的空间位序。这间老店屋的修復工程包括巩固大宅的结构，将原本两

层的楼房改建为三层楼高的建筑，并加强房子的防水和通风系统等，整个修

復工作耗时近三年，才让残破的古屋浴火重生。2008 年，焕然一新的叶祖

意故居在华丽转身之后，成为 The Sire 博物馆兼餐厅（The Sire Museum 

Restaurant）。餐厅取名为 The Sire，意即貴族，代表叶祖意的崇高身分。经

过装修后的老宅子，新屋主将屋身极长的建筑物一分为二，位于九间厝这一

端的建筑空间保存为叶祖意博物馆，并开放给公众参观；临大伯公路那端的

建筑空间则转型为中西式餐厅。根据叶良发，其家族保存叶祖意故居，有着

特殊的意义，主要在于纪念祖父一生辛劳、奋斗成功的精神，那是对祖父一

种至高无上的致敬。此外，设立叶祖意博物馆也是出自于一种维护古迹的意

愿，希望通过这种努力能够让槟城的旧建筑物长存，世世代代都可以見证这

些历史遗留下來的珍贵遗产。 

虽然，叶祖意并未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但他十分尊崇儒家思想，注重

家庭伦理。叶祖意在家教育子孙后辈要爱护幼小，尊敬长辈，懂得感恩孝亲，

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人物。故居得以完善保存，相信与叶祖意对子孙的教养

很有关系。经过百年岁月的洗刷，又经大事装修的叶祖意故居，与原貌有了

一些相当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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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The Sire 餐厅门面（笔者摄于 2012年 4月 1日） 

 

 
 

图 5-18 The Sire 餐厅一隅（照片取自 
http://pgtravel.blogspot.my/2008/12/420092008-2008-09-sireking-

streetlight.html） 

http://pgtravel.blogspot.my/2008/12/420092008-2008-09-sireking-streetlight.html
http://pgtravel.blogspot.my/2008/12/420092008-2008-09-sireking-streetligh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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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质功能（使用功能） 

叶祖意故居至今已传至第五代人，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建筑，从外观看

起来只是一间典雅的双层楼房；然而，越过五脚基，踏入这栋楼房，眼前那

宁静又古朴雅致的客厅，摆设了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低调地彰显自家财力

的氛围，让人瞬间感受到这间民宅博物馆有别于乔治市的其他古迹故居，包

括前文所提的郑景贵故居（侨生博物馆）以及张弼士故居（张弼士展览馆兼

精品旅店）。转型为叶祖意博物馆的老宅子虽然无人居住，依然隐隐透露着

一种静谧温馨的寻常家居生活气息。大事整修后的叶祖意故居，修复得十分

完整，整体是新旧交融、中西合璧的建筑，既反映了殖民地时代老店屋的特

色，也带有时尚新颖的味道。叶祖意故居作为博物馆，其主要功能一如侨生

博物馆与张弼士展览馆，在于发挥作为社会所需要的作用，包含收藏、研究、

教育与娱乐四方面。作为乔治市的华人古迹之一，也是旅游景点之一，扮演

着开拓国际文化交流，维护古迹的角色。 

叶祖意博物馆是一间私人博物馆，参观者只需付费马币十三令吉，即可

沿着底层一座黑色雕花的铸铁楼梯，上到二楼，然后逐层逐个区域参观。博

物馆提供华语和英语的语音导览器，参观者可自由细细浏览。诚如前文所述，

叶祖意的后世设立这间博物馆主要的目的是以此纪念他们的先贤——叶祖意；

除此，他们更希望这间博物馆能够成为研究槟城发展史的一个支点，让参观

者通过导览与各类文献文物，进一步了解华人移民开发槟城的历史。楼高三

层的博物馆之面积共有一万五千平方尺，里头布置了五个展示厅，分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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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早期的移民、叶祖意的生平历史、家庭生活、海峡新生代以及美丽家园

的各种文物，包括老照片、文献、古董、海峡殖民地的娘惹餐具与器具等。

一方面浓缩着华人移民建设槟城的历史事迹，引领参观者一窥叶祖意刻苦奋

斗、丰富多彩的一生；另一方面也感受叶祖意家族富裕奢侈的生活。这些遗

物鲜活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历史遗留下来的时光碎片。通过瀏览这五

个大厅，参观者能够概括地了解叶祖意的一生以及槟城的发展史。 

 

 

图 5-19 叶祖意的亲手笔迹（笔者摄于 2017年 2月 7日于叶祖意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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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叶氏族谱（笔者摄于 2017年 2月 7日于叶祖意故居） 

 

博物馆里收藏着叶氏家族的古董家具与各种珍藏品，以及数百件叶祖意

生前的物品，包括黑檀木桌椅与橱柜、清代花瓶、镶嵌贝壳玉石的巨幅屏风、

中国花鸟画、对联牌匾以及经典老唱机等，都是价值不菲、难得一见的百年

古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叶祖意那笔画拙朴的亲笔签名、叶氏族谱以及

早期理发匠所使用的木制椅凳。珍藏在玻璃柜里的叶祖意亲笔签名，“叶祖

意”三个字乃由一笔一划努力拼凑而成，蕴藏着一股坚毅无比的力量。族谱，

是中国人寻根问祖、血脉传承的载体，不仅延续着家族的血脉，更传承着祖

上的遗训和期望。所谓“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在中国，家谱有约三

千年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承载着伦理规范，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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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格精神，维系着社会秩序。叶氏族谱，体现的是叶家绵延家风、不忘祖

宗先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里另一件珍贵的古物——

传统理发椅凳，可说具有非凡的意义。通过这张拥有百年历史的椅凳与照片，

带领人们一同穿越记忆的长廊，一窥叶祖意昔日刻苦艰辛的时光。同时，这

也是叶祖意的后代子嗣表达对祖父的崇敬与纪念。笔者早前参观叶祖意博物

馆所见到的理发座椅，是一般印裔理发店的大型座椅，并非目前所见到的可

携式的传统木制椅凳。可见，屋主下了极大的心思寻找旧时代的物件。馆内

的摆设装饰既有中国传统韵味，也包含了西方特色，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收

藏品。 

 

 

图 5-21 传统木制椅凳（笔者摄于 2017年 2月 7日于叶祖意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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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祖意的生平历史之区域，可看到博物馆经营者别有用心地展示了叶

祖意一生经商所使用的各种工具与文件，包括叶氏开始经营小本生意时所用

的杆秤与算盘；及后经营企业与银行业所使用的戳印机、支票打印机、旧式

打字机、旧式电话、私人与生意上往来的信笺文件等。通过有条不紊的陈列

展示，配上文字图片加以说明，梳理出历史脉络的同时，又有明显的时代印

记。 

 
 

图 5-22 阁楼的家居生活空间 

（笔者摄于 2017年 2 月 7日于叶祖意故居） 

 

 

 
 

走上阁楼，此处的“家居生活”区域展示了珍贵的叶氏族谱、叶祖意与

家人的家居照片、海峡殖民地时代所流行的娘惹碗碟器皿、各式以藤竹所制

篮子与饭盒等。馆内也展示了叶氏家族于美丽家园庆祝叶祖意太太李清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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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生日的庆典舞会照片，以及叶祖意的家族参与槟城赛马公会活动、赛

事照片与奖杯等，以及墙上亦叶家美轮美奂、堂皇富丽的豪宅“家园”的巨

幅照片，反映了大富人家的富贵生活气派。通过语音导览以及馆内的展示品，

参观者得以对叶祖意的生平事迹以及海峡殖民地时代的历史有更多的认识。

叶祖意后期在槟城的生活已渐渐“在地化”与“多元化”，每日的餐饮方面

包括中餐、西餐与泰国餐，甚至马来式与印度式食物，也喝下午茶，展现一

种饮食文化的交融。家中使用的语言参杂了马来词汇的福建话，与原乡的福

建话有出入。叶祖意家里雇有华人“妈姐”（女佣）、马来司机以及印度园

丁，后代子嗣追求欧式情调的生活，也常参与跳舞与赛马等活动，反映出殖

民地时代的生活面貌。 

 
 

图 5-23 叶祖意子嗣的生活照 

（笔者翻摄于 2017年 2 月 7日于叶祖意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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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叶祖意的家庭照 

（笔者翻摄于 2017年 2 月 7日于叶祖意博物馆） 

 

 

    笔者前后多次86到老宅子参观、进行考察，发现参观的访客不多（每次

只有笔者一人），这与侨生博物馆与张弼士展览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人潮显

然大有差别。针对此，笔者询问了馆内的工作人员。根据管理员，实际上展

览馆的访客不少，参观者以西方游客居多，亚洲游客中以新加坡游客较多。 

叶祖意故居面向九间厝后（King Street）的 The Sire 餐厅，以提供精致

中西餐为主。餐厅内的布置非常雅緻，天井下爬满攀藤植物，墙上一片绿茵

茵。凡在餐厅享用餐点的客人，可免费参观叶祖意博物馆。在马来西亚，这

                                                           
86
实地考察日期：2011 年 8 月 29 日；2012 年 4 月 1 日；2014 年 5 月 1 日；2017 年 2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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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附带着古董收藏品的博物馆复合式餐厅不多，这种别用心思的经营手法，

算是別树一帜。2017 年二月初，笔者到槟城进行实地考察，再度参观叶祖

意故居时，愕然发现 The Sire 餐厅已结束营业；惟叶祖意博物馆依旧保留完

好。百年老宅，虽已物是人非，难能可贵的是，名人故居依旧保存完善。 

 

二、精神功能、象征意涵 

叶祖意博物馆的设立，如门楣上金器闪亮的“叶祖意”牌匾，除了光宗

耀祖，更期盼叶氏后人也能延续这份荣耀。叶祖意的孙子不负祖父的期望，

不仅完好地保存了老房子，在修复这间老店屋所下的功夫，无论布局或雕刻，

施工质量的讲究，可说是耗尽心思。建筑空间里大小适中的尺度，沉稳内敛

的古董家具与珍贵的收藏品，一方面体现出叶祖意朴实无华的作风，另一方

面又显示出大富人家的豪华之气。衬托出叶祖意舒适温暖的家居生活，家庭

和谐的天伦之乐。 

一如前述，在当时的海峡殖民地，叶祖意属于享有声誉的大商人，积极

参与槟城的发展与建设，极受殖民地政府的重视。然而，相较之前的几位侨

领如：郑景贵、张弼士、梁碧如与戴欣然等，叶祖意并无任何官衔，无法在

政治范畴发挥其才能。即便如此，作为当时华人社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叶氏

仍不间断地为槟城华人社会做出贡献。其丰厚物力对于槟城、乃至马新华人

社会的重大影响，加惠后人，不在言下。《礼记》中的<大学>篇有一段话：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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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

聚。”87从叶祖意一生对社会的奉献来看，彰显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 “有

土之前必先有德，有财之后所必需背负的社会责任。”这是叶祖意故居最大

的象征意涵。 

作为乔治市历史古迹之一的叶祖意故居，如今已是古迹区内其中一份珍

贵的文化瑰宝，更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宅子承载着的是十九世纪海峡殖民地

华人的文化，移民的奋斗史以及槟城发展的历史轨迹。叶祖意故居的存在，

除了是对建筑文化的保护，更肩负着历史传承与观光发展的作用。世上多数

人以为多储蓄金钱，多购置产业，代代富贵，便是子孙之福。殊不知，中国

有句民谚：富不过三代。许多富有人家的财产从积累到崩败的过程，正如曹

雪芹所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如前所述，

拥有富贵荣华的富商如郑景贵与张弼士，遗留给后代的祖宅，百年之后，均

无法保存。无法脱离“富不过三代”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兴灭。而

叶祖意故居却为何能够延绵至第五代人，依旧闪烁着光芒呢？这与叶祖意的

财富观念以及从小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叶祖意生前热衷创造财富、

崇尚节俭生活、乐于慈善公益，一生自奉甚俭，却将金钱施之于教育，培养

千千万万人才，贡献国家，为自己子孙计，亦为他人计。正是这种身教言教

的精神，形成了这个家族在追逐物质之外的更高理念。除了继续保持财富的

                                                           
87
指的是：所以君子首先要考虑的是德行。有了德行就有了民众，有了民众就有了国土，有

了国土就有了财富，有了财富就有了功用。德行是本，财富是末。轻本重末，就会从老百

姓手上抢夺财富。所以说，国君聚敛财富，百姓就背离而去；国君布施财富，百姓就络绎

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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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叶祖意的子孙也实践着祖父的理念。虽然，在叶祖意离世多年后，其

后世子孙也为争夺家产名分而诉讼不断。然而，如前所述，其子嗣慷慨地把

家族豪宅“家园”以及其他产业，捐赠于宏愿大学（Wawasan Open 

University），同时也成立“叶祖意慈善基金”，提供奖贷学金培养专才。

可见，叶祖意的百年建筑能够传承至第五代，莫过于叶祖意“取诸社会，用

诸社会”的伟大理念，以及对子孙身教言教的精神。 

 

 

图 5-25海峡殖民地时代所流行的娘惹器皿 

（笔者摄于 2017年 2月 7日于叶祖意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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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郑景贵、张弼士、叶祖意故居的功能演变： 

宏观归纳 

第一节 郑景贵、张弼士、叶祖意三人合观的意义 

本文对郑景贵、张弼士、叶祖意故居之功能演变展开研究探讨，并将重

心立足于建筑之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之演变过程与原因。研究过程中发现郑

景贵故居与张弼士故居都有专书详细记载人物以及建筑的面貌与使用状况，

包括中文与英文版本，但书中并未对建筑的功能演变，包括物质功能与精神

功能做出论述。至于叶祖意故居，目前学术界尚未见到以他作为研究对象，

即使是相关的传记，亦是局部与零散的记载而已，颇为不足。这主要与他们

三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郑、张二人都是十九世纪海峡殖

民地身份显赫的人物，他们在华人社会卓越的表现与贡献，使得他们受到极

大的重视。郑景贵是十九世纪末马来亚最具影响力的华人锡矿家，是叱咤拉

律战争的关键人物，也是建设太平的功臣，同时对槟城华人社会贡献显著。

张弼士虽然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发迹，但在槟城成为数一数二的富商后，除

了政治、经济与教育，不忘于慈善公益事业，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声

望崇高的侨领人物。郑、张二人所经历的历史事迹已有人加以记载。他们的

故居在乔治市华人古迹中，具有十分独特的建筑风格，是华人居住建筑的典

范，并且都已登上世界舞台。至于叶祖意，不管是人物与故居的资料都十分

有限，一方面是叶氏平民商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与他低调保守的作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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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故居虽也列入乔治市的古迹范围，外观店屋式的故居并未十分引人注目，

受重视的程度不及郑景贵与张弼士二人的故居。 

大约在 1990 年，槟城政府即已开始策划申请乔治市为世界古迹。根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指南，欲将乔治市申请为世界古迹，除

了必须有详细的历史遗迹目录和管理方案之外，也必须要有槟城乔治市的历

史涵义、各种学科的历史面向以及地方社群的历史遗迹和故事（光华日报，

2002 年 1 月 1 日）。毋庸置疑，以华人古迹为主的乔治市，除了具有独特

风格的华人建筑物，华人的历史事迹意义重大，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与文献都

值得发掘、探索与研究。 

本论文在讨论乔治市华人古迹的功能演变时，把郑景贵、张弼士、叶祖

意三人合观，主要在于彼等的相似之处。三位人物均对槟城作出巨大的贡献，

他们的故居都是乔治市华人古迹区里的重点古迹，也是华人古迹中居住建筑

的代表，三座百年故居都已相继转型为博物馆。此外，三人都是属于早期南

来的移民，三者年龄相距大约一个时代，均是胼手胝足、白手兴家的成功人

物，皆在财富累积到相当丰厚之后投资于建筑上，正是“发家致富，买田做

屋”的典型（姜雨葳（2015：81）。郑景贵与张弼士是属于拥有官衔的领袖，

在当时的华人社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郑景贵既是清廷资政大夫，也是华

人甲必丹，其中西合璧的故居代表的是英殖民地统治制度下的华人首领甲必

丹之屋，具有代表本土官衔的地位。张弼士为清廷首位驻槟城副领事，后升

任为新加坡署理领事乃至头品顶戴、光禄大夫，其古色古香的故居代表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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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侨领的宅邸。郑、张二人身份崇高，但官职不同，建宅各有意图，豪宅

建筑形式与装饰更是各不相同。叶祖意身为一位殷商，并无任何官职，故居

非叶氏建造，而是在富裕后买下，代表的是一般民宅。 

乔治市的华人古迹是历史发展中一段重要实证，华人故居曾经是涌现无

数历史重要人物与许多重大事件的场所。保存了古迹之后，并非当然地拥有

了族群的历史记忆。一处古迹如果没有经过发掘其内蕴与衍生的记忆，可能

就变成一种死古迹，与废墟无遗。老建筑，特别是故居，代表的是一种延续

与传承，里头有丰富的人文与生活的面貌，包括建筑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

建筑是生活的壳，人是它的灵魂，唯有代代传承，老房子才能累积岁月的故

事，承载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繁衍生息。随着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活的

繁荣，乔治市越来越多的老建筑被利用于经济与商业活动，不少华人故居经

过修复改建后，先后转型为博物馆或其他用途。郑景贵故居、张弼士故居与

叶祖意故居等，在修复后都已转型作为不同类型的展览馆。这些清代侨领士

绅与殖民地时代的故居建筑，是构成乔治市华人古迹的重要部分，代表着厚

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两百多年的历史蜷缩于盈尺方寸之间，在历史上具有举

足轻重的价值。记录这些故居的演变，有其重要之处。长期书写有关槟城课

题的杜忠全指出，乔治市的入遗的效应已逐渐发酵，世遗古迹与文化遗产的

议题亦陆续浮现，引起相当的关注与讨论，人们更是有了深切的体会（20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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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老房子见证了一个家庭的兴衰起落与历史的演变。

三座老房子除了跟移民历史有关，也记载了华人移民如何在我国扎根，以及

对国家与华人社会的贡献。张集强受访问时指出：对一个家庭而言，最重要

的是家庭和睦与凝聚力量。对一座故居而言，历史文化非常重要，因其中记

载了一座建筑物的历史轨迹与一个家族的发展印记（郭慧筠，2017）。本文

对郑景贵、张弼士、叶祖意三人合观的研究，可为当前乔治市华人古迹故居

空白或不足的部分，提供一些重要的补充与辅助。 

 

第二节 故居演变机制：主观、客观 

一、主观因素 

从一座故居的变迁中，我们可以观察出许多社会现象，包括主观因素如：

屋主家族的兴衰起落、后代子嗣是否懂得珍惜把握先人所遗留的财产、长辈

身教言教的精神、家庭的财富观念以及对子女从小的教育方式等等，都是影

响一座老宅子的传承与延续之因素。建筑是家族的象征，随家族的浮沉而存

废。 

郑景贵给家族留下庞大的产业，足以让后代子孙享受用之不尽的荣华富

贵。第四儿子郑大平的成就更是驾凌父亲之上，他的子女亦是学有专精的英

才。此外，郑景贵在香港的孙曾辈也都事业成功，颇有成就。其堂皇富丽的

豪华大宅，因何沦为一个荒废的大杂院？甚至无法保存而转手他人？笔者在

访问的过程中，受访者多有保留，仅知大宅传到曾孙郑忠坚手中被迫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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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料，1901 年，郑景贵离世后，其第八儿子郑大详继续居住在海记栈，

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郑景贵的子嗣搬离海记栈后，大宅出租给数个不同

的单位。郑景贵的曾孙曾经接受记者的访问，反映了祖父郑大养与父亲

Chung Ah Keoh（中文名不详）在生时玩世不恭、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据

他指出，父亲与祖父一生游手好闲，拥有多位妻妾，嗜好喝酒赌博，甚至染

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家人不曾从事任何工作，一直过着坐享其成的生活。到

了郑忠坚这一代，家道已衰落、财产几乎耗尽 (Choong Kwee Kim,2004)。来

到二十世纪末，由于后世无法好好保留祖屋，大宅终于被迫转手。 

张弼士同样遗留万千家财给后世，更立下遗嘱写明这间豪华大宅在他幼

子有生之年不得更换其有权人。张氏去世后，国内外产业相继败尽，负债累

累；加上各房子孙一向恣情放纵、挥霍无度，为了争夺遗产而聚讼纷纭，最

终走向家业破落之途。二十世纪末，其子嗣不仅将豪宅内的古董家具与装饰

等公开标售，甚至连大宅也不保。一切如汉宝德所说：“一切建筑的生命似

乎应合于人生的悲欢离合。当人生与成就达顶点时，建筑就丰盛的成长，红

门绿瓦，千窗万户，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当人生的气运衰败的时候，

建筑自然就随着主人衰败了”（汉宝德，2007：156）。 

叶祖意故居顺利传承至第五代，由其孙子进行翻修改建，经过装修后的

百年老店屋依旧保留为祖宅。这点，比起郑、张二者的祖宅不保，转手脱售

他人，是难能可贵得多。究其原因，莫过于叶氏家族根基稳固，能够同心协

力保存祖宅。这与叶祖意一生勤俭朴素、爱物惜物的品德，良好的家庭财富

观念以及对子女的家庭伦理教育，甚有关系。叶祖意的后代子孙秉承祖父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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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不惜将位于黄金地段的家族豪宅“家园”以及其他产业捐赠予宏愿大学

（Wawasan Open University），同时也成立“叶祖意慈善基金”，提供奖贷

学金培养专才。除此，其子孙更将一脉相传的祖宅，开放供公众人士参观，

为我国的华人古迹做出贡献，更为世界文化遗产尽一份力。这个实例，在我

国，是属于少之又少的典范。可见，叶祖意生而为善，死仍为善，因此遗泽

长流。 

二、客观因素 

三座故居的转型乃至功能演变，客观因素除了经济状况与经济利益的考

量之外，新的屋主，被视为老建筑再利用的核心人物，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研究中发现，新屋主对古迹故居的保存与利用之决策，包含了不同的原因与

考量。一种是对先辈的缅怀与致敬 , 如叶祖意博物馆的主人叶良发

（Stephen Yeap），不仅秉承叶祖意的遗愿，将家族产业捐献给教育机构，

更妥善保存了这座祖宅；另一种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怀与重视，如“侨

生博物馆”的主人孙崧茂（Peter Soon）与“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的

主人卢光裕（Laurence Loh）。孙崧茂因钟情峇峇娘惹文物，而将郑景贵故

居修复为侨生博物馆，以展出娘惹珍藏。卢光裕则是本着对古迹建筑的维护

与保存，而对张弼士故居投入巨大的心力，希望能唤醒社会大众对古迹的重

视。建筑，如汉宝德所说：“除了居住的功能外，只是一些符号，代表了生

命的期望。建筑与人生一样，有其寿命，有兴建、完成、倾塌的生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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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随着主人的生命节拍而存在。”（2004：17）。而老建筑最重要的价值，

除了其建筑功能，就在于它体现环境变迁的过程、原因或结果。 

郑景贵故居与张弼士故居不约而同面对易主的命运波折，皆是后代子嗣

的无能为力而转手。郑、张两座故居，分别于 2001年与 1989年易主。之后，

郑景贵故居于 2003年转型为侨生博物馆，张弼士故居则于 1995年改为张弼

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继郑、张两座故居，叶祖意故居也于 2008 年转成叶

祖意博物馆。随着乔治市入遗，位于古迹区内的这三座名人故居一跃成为世

界文化遗产。老建筑这样的一种转变趋势，并非偶然或孤立。 

槟城市政局于 1987 年就拟好古迹保护指南，规定所有具有历史价值的

建筑物，必须予以维护和保存（星洲日报，2008 年 7 月 8 日）。自 1990 年

开始，即已着手推动文化、教育与环保活动，作为发展槟州经济与基本设施

之外的三大崭新施政方针。1992 年，槟城继续展开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

作。为了补救过去受摧毁的历史建筑物，槟州政府亦拟定了保留历史古迹蓝

图。期间，对三座承载着厚实历史与社会意义的老建筑，进行保护与修葺的

工程。其中包括了张弼士故居、孙中山基地纪念馆与赛阿拉达斯故居（Syed 

Alatas Mansion），并且取得不俗的成果（许子根，2016）。在这项计划下，

张弼士故居与赛阿拉达斯故居先后转型成了博物馆。1996 年，槟城成立了

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以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将取乔治市作为世界文化遗

产的地位。1999 年，乔治市首度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遗意愿，并着

手进行筹备工作。2005 年，乔治市连同马六甲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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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申报文件，由于申报文件不足而以失败告终。这项努力一直持续多年，

2007 年，乔治市与马六甲再次以“马六甲海峡的历史城——马六甲与乔治

市”为题，再度呈交直申报文件。至 2008 年，经过三度申遗，乔治市正式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期间，槟城的文史工作者主办了一连串与槟城

课题相关的文化活动，包括 2002 年的《槟榔屿华人事迹》研讨会；2005 年，

槟城韩江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办《槟榔屿华人研究学术交流会》等。官

方组织如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民间团体如槟城古迹信托会（Penang Heritage Trust），非营利组织如乔治市

古迹保护行动（George Town Heritage Action）等，多年来更不间断地向公

众灌输维护古迹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槟城古迹信托会，深耕槟城古迹保护

已逾三十年。 

由上观之，可知槟城多年来已展开保存古迹的工作，投入对古迹课题的

关注与研究。槟城的古建筑物，包括本研究的三座故居之保护、修葺与转型，

并非一夕之间的事。   

值得关注的是，这三座故居，在进行修复时，都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

保存建筑原貌的努力。尤其是张弼士故居，由于现任屋主卢光裕为一位专业

绘测师，加上本身是古迹修复专家，对于保存与修复古迹，具有一定的专业

水平。决定修葺这座老建筑之际，他即已立志要把它打造成槟城乃至马来西

亚的古迹模范之作。对于建筑的工艺技术与材料都非常考究，他特别找来中

国的传统老匠师，以细腻的工法与装饰手法，全面恢复老建筑华丽繁复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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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至于郑景贵故居，新屋主孙崧茂同样砸下重金，特聘中国熟练的工匠，

悉心修葺这间百年老屋，到处寻找并采用原本的建筑材料，还原屋子的结构

与面貌。叶祖意故居虽然经过大事翻修与改建，其孙子叶良发在修复过程中，

也尽力保存老店屋的立面特征与外貌。保存古迹，修复建筑，需要庞大的财

力物力人力，三座古迹现任屋主所作出的努力，体现了彼等为延续乔治市整

体古迹风貌的决心与努力。虽然，三座故居在转型后，建筑的功能有所改变，

但是仍在不同程度上以维护原貌为先，体现了老建筑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第三节 从故居走向博物馆 

在早期的移民社会，建筑是社会人士心目中豪华高贵的象征，体现了财

富权势，代表了社会阶层的骄傲。然而，财富的聚散倏忽万变，建筑亦随着

屋主的兴衰而起伏变幻。在乔治市的华人古迹中，名人故居是一种独特的人

文景观，也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故居因人而名，其价值因人而存，名人

故居是名人生活的见证，也是保存、传承名人精神的场所。 

郑景贵与海记栈二者关系密切，雄财阔略的郑景贵以兴建冠冕堂皇的海

记栈为荣，美轮美奂的海记栈也因郑景贵的财势权威而立，二者相互辉映。

海记栈大宅反映出海峡殖民地时代移民南来奋斗成功的轨迹，也散发出中西

融合的“海峡折衷式”(Penang’s Straits Eclectic houses )建筑风味。大宅发

挥着家居、营商兼官邸的功能，从鼎盛时期走到没落，从门前车马喧到门庭

冷落，在几代人之后走向难以力挽的境地，最终被迫转手出售。大宅转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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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生博物馆后，从它多元的展出单位来看，透露出相当浓厚的观光与商业味

道。无可否认的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侨生博物馆亦是保存“峇峇娘惹文

化遗产”的另一种方式。 

张弼士从小就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后来，他又因经商与担任清廷

驻槟城的副领事、以及新加坡署理总领事，长期在中国、印尼、星加坡与马

来亚等地逗留，深受中国文化与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他在中国与南洋各地

的宅院，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张弼士的这座大宅与

其仕途的步步高升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双重性格也在这座宅院中有直接表现。

张弼士的豪宅从初建而历经鼎盛时期而颓废没落，一切非张弼士初衷，也非

张氏所能想象。一代人努力奋斗而建的辉煌豪宅与家业，由于后代子嗣不懂

得珍惜和把握，在挥霍无度之下，富不过三代自是有迹可循。今天，宏伟的

的张弼士展览馆，不见屋主家人身影，但有游客访客踪迹，豪宅作为居住建

筑的物质功能和意义，已然大不相同。从古迹建筑空间再利用的观念以及古

迹维护理论来看，现任屋主保留了古迹的主要外貌，更新内部空间为其他用

途。正如汉宝德所言，把古迹改变为融入生活观念的空间，使之成为一个新

旧和谐的共同体，让古迹得到第二个生命，不失为保存古迹的一种方式

（2012：156-159）。张弼士兴建豪宅的时代与郑景贵相去不远，都是处于

十九世纪末之际。由于当时正值清末，又受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两座大宅均

是中西合璧；然而，张弼士故居显然更加倾向于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张弼士

故居的转型具有十分特出的意义，在于它是槟城古迹保护的先锋，标志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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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转捩点。在这之前，许多人对于古迹维护的认识非常薄弱。张弼士故居的

修复工程，更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古迹保存的经典之作。  

叶祖意从劳力低层慢慢地累聚涓滴，一步一步地安家置业，乃至攀上华

人社会的上流阶级。相对于郑景贵、张弼士二人，叶祖意乃是无官职的平民

商人，最欠缺的就是士大夫气息，因此其生活方式与住宅规模，不受官场文

化的束缚。叶祖意这位商业巨贾，并未以兴建大宅炫耀。叶祖意故居作为一

种文化载体，见证了叶氏的人生历程与贡献，凝聚着叶氏刻苦奋斗与成功的

精神。有别于侨生博物馆与张弼士展览馆，叶祖意博物馆展现的是一份完整

的叶祖意生平历史，以及华人移民建设槟城的轨迹。叶祖意故居能够传承五

代，并且一脉相承，反映了其子孙善于保存前人财富与资产。叶祖意故居，

作为文化遗产建筑，无论是从历史、文化意义角度还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

出发，都具有十分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地位。作为一种时代名人的精神承载，

叶祖意展览馆的收藏品与资源相当丰富，故居具有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见证能

提升大众的人文精神。 

转型为博物馆的三座建筑，各有独特的风格与特色，在乔治市这个古

迹城，更是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角色。承前所述，博物馆的功能，除了

观赏馆内的艺术品、鉴赏历史文物、学习知识与休闲娱乐，除此，博物馆

具有文化景观的一个主导性特征, 能全面并深刻地揭示社会的发展状况，

因此，博物馆必须利用其藏品发挥为社会服务的主要作用。博物馆也是教

育机构，以教育大众有关历史与文化的演进。博物馆通过展示和诠释, 对

历史文化建设有一定的认识，产生学习资源, 产生一种特殊的“博物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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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Museology) (Abu Talib Ahmad，2015：2) 。谢林霖指出，展览馆作为

一种旅游资源，潜在的商业价值，对于乔治市的经济发展也有着推动的作用。

老建筑得以保存，化身为博物馆不失为保存古迹的好方法（2016）。 

作为乔治市地性标古迹的三座博物馆，由于世遗的光环与旅游业的发展，

而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三者所受青睐的程度不一，侨生博物馆与张弼士展

览馆，每日参观人数众多，而且也出租空间作为各种活动的场所。尤其侨生

博物馆，由于曾是新加坡电视剧《小娘惹》的拍摄场地，许多人慕名前来参

观，加上馆内丰富的娘惹收藏品，颇受游客喜爱，使它名列槟城最受欢迎的

旅游景点榜首。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是古迹修复的典范，曾经荣获多

个奖项，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0 年所颁发的“亚太平洋地区最佳文

化遗产计划奖”，而有着崇高的古迹地位。除了提供导览，这座建筑物也开

放两侧的空间供旅客住宿。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者冲着张弼士这位人物

而慕名前来，有者因为张弼士展览馆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崇高地位以及在建筑

领域的盛名；为了一睹张弼士生前居住的大宅，为了一览建筑风格独特的内

部空间与装饰，而不惜耐心等候导览时刻的开放。叶祖意博物馆则显得人迹

寥寥，似乎有点冷清孤立。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受导览方式与展览内容局限所

致。叶祖意博物馆是通过语音导览器的方式进行导览，这种导览过程，既单

向又单调，使参观者缺乏参与感；而且语音导览器的音量极小，让人感觉枯

燥乏味。此外，馆内展览内容限于叶祖意生平展，欠缺吸引力与感染力；除

此，宣传力度不足也是原因之一。奋斗精神是叶祖意伟大的人格，社会教育

是故居的灵魂，也是博物馆重要的功能之一，期盼现任屋主能够更深入的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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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叶祖意故居深厚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理念。除了展览陈列藏品、文物收藏保

存、学术研究与服务接待四大功能的同时，也给这所故居注入更多功能，如

举办有关叶祖意的学术讲座，历史文化讲座与各种艺文活动等，将叶祖意故

居打造成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交流平台。 

建筑的兴衰起落，见证了豪宅建筑并没有客观存在的价值，它的存在，

完全是为了完成主人的使命，随着主人的生命节拍而存在。新建筑是因主人

发迹而开始的，因主人事业飞黄腾达，而有富丽的景象，车水马龙的活动；

另一方面，也因主人的衰退或失败而归于沉寂，终因岁月之磨蚀，无人照料

而破败。建屋的一代去世，建筑就必须瓜分，而失去其原有的功能。二、三

代后如无人再度发迹，就成为大杂院了。如果家族的生命变动不居，建筑是

没法做弹性的适应的，只得随家族的浮沉而存废了”（汉宝德，2004：17-

20）。 

客观来说，城市经济产业发展，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并创造出

新的使用功能，以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趋势。必须强调的是，

古迹建筑的转型应以不损坏历史文化遗产为大前提，力求从物质层面上使历

史建筑的功能得到延续，在有限的使用寿命内体现出建筑的空间功能。正如

汉宝德所强调：一间建筑，其用在空间，不在外形（2011：17）。这种空间

结构不仅是人们用于生活的场所，同时也可以给人们带来文化价值的体现与

社会教育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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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观之，可以看出三座故居的演变与转型，从故居到博物馆，除了与

家族财力经济及管理因素，更与现代都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整体环境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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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 

第一节 “古迹”与“物质、精神”功能 

 
槟城的移民带来了原乡文化，包括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与建筑文化等，

形成多姿多彩、各见特色的地方色彩，为槟城的社会文化添加丰富的元素。

华人移民为槟城的发展作出不少贡献，也在当地留下许多别具特色的住宅、

会馆、宗祠与寺庙建筑等。早期的移民并无能力建造大屋，主要是因为他们

多半把储存的财富寄回家乡，期望本身能在年老时返乡安度晚年。到了他们

晚年的时候，久居之地，他乡已成故乡，这些拥有财富的新兴士绅巨商，才

有更大的能力为自己在异乡建造房屋。于是，一时出现了建设壮丽宏伟的大

宅（Ken Yeang,1992:125）。时至今日，槟城所见的华人古迹大宅，依旧保

留着非常考究的建筑外观与内在装饰。 

槟城的百年建筑，构成了槟城独特的社会风貌与历史篇章，同时也反映

了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当地不少华人故居，皆蕴藏着一段段的

名人生平事迹、传统建筑礼制、历史文化与时代背景。从这些英国殖民地时

代的建筑，可以看出华人的归宿感与认同。豪华大宅反映了华人富商强大的

经济基础与炫富的心理，这些建筑不仅结合了中西文化的元素，装饰与建材

也朝向非常极致的品质追求。随着社会、经济和历史的演变，经过百年岁月

的转折与人事变迁，乔治市一些华人古迹故居，在新屋主的重新规划与修复

后，焕然一新的建筑看似重现当年辉煌灿烂的面貌；但这些老宅邸已转型为

不同性质的建筑物，并且扮演着不同的建筑功能。从这些改变，可以看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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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不仅仅是硬体，而是会跟着时代以及使用者的需求而不断改变样貌的一

种有机体。这些转变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流动的例证。人们每每看到的都

是房子“现在”的状况，常常忽略了“过去”的样貌光景。事实上，一座建

筑物之所以兴建，主要是为了符合使用的需求与功能。不论是什么形式，建

筑物的价值，始终由建筑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决定。 

本文从建筑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两方面来探讨乔治市的华人

古迹故居，研究中发现：乔治市不少古老的建筑，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变迁，

不论是物质面的使用功能，还是精神面的象征功能，都已今昔有异。自乔治

市于 2008年 7月 7日成功申遗后，市内 4665间建筑物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古

迹，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自屋租统治法令于 2000 年结束，加上世遗的光环，

城里老建筑的价格不断飙升，不少的旧屋都已改头换面，转型作为其它用途。

建筑的物质功能改变了，其原本的精神功能与象征意涵，也随着建筑的转型

而改变，乃至逐渐流失。古迹建筑的功能演变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持续

缓慢的。如前所述，郑景贵、张弼士与叶祖意故居的功能演变过程与原因，

主、客观因素各异，在很大的程度上，却是随着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活的

繁荣，而被利用于经济与商业活动。 

十九世纪的华人社会，屋主建屋多数是一种落叶归根的主观意念，兴建

豪宅也能达到光宗耀祖、炫耀财富的目的。郑景贵与张弼士都是在步入晚年、

聚集了庞大的财富之后，才考虑到在槟城为自己兴建豪宅。从客观方面来说，

当时的槟城商业繁荣，拥有良好的自由港口，地理位置又适中，郑、张二

人出自于商业上的考量，于是决定在此定居。郑景贵建宅于义兴街（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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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含有征服其长期对手义兴会党的意味；张弼士选择在蓮花河路

（Leith Street）建造大宅，则是相中此处集富贵与权势于一地的环境。彼时

郑、张二人都已晋身槟城的华人社会领袖，事业官职更上层楼。郑景贵的海

记栈大宅受到海峡殖民地建筑形式之影响，拥有雄浑坚实的维多利亚铸铁围

篱与皇帽门柱，反映出这栋建筑的堂皇气派，也体现郑景贵身为华人甲必丹

的身份。张弼士的大宅蓝屋，属于古色古香的两堂两横式重楼大屋，建筑的

飞檐与瓦脊、山墙上的剪黏艺术以及象征财富的中国金钱造型的围墙等，充

分体现中国风格，也代表了张弼士崇高的清廷官员身份。两座大宅的布局空

间皆以中轴为主，庭院布局讲究均衡对称，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体

制。除此之外，两座建筑同样拥有极大的方正天井，天井在中国传统建筑

风水中是攸关财禄的方位；这显示驰骋官场商界的郑景贵与张弼士，对宅第

风水的看重。张弼士大宅中，尚有另外四个面积较小的天井以及许多寓意吉

祥的楹联、匾额对联等，显示他不仅注重建筑的风水，更推崇并维护中华文

化。而郑景贵过后更为自己建造生祠“慎之家塾”与生圹，显示自己的“全

福”。      

至于未具官衔的富商叶祖意，虽然腰缠万贯，在槟城拥有各种企业与庞

大的产业，甚至于 1935 年独资创办了万兴利银行，在新加坡也拥有豪华大

宅。但个性朴素节俭的叶祖意，并未为自己在槟城兴建任何大宅。叶氏所居

住的店屋，是他从中国南来最初落脚之处，此店是他发迹后向前屋主买下做

为自己与家人的居处。叶祖意于晚年从居住多年的老店屋搬迁至新买的豪宅。

叶祖意购买这座店屋有着主观与客观上的考量，主要是看中其优良的地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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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老店屋位于乔治市早期的商业区，同时与其庞大的企业基地相距不远，

都是处于槟城的繁荣地段。从外观来看，叶祖意的老宅子是素净简单的双层

楼房，屋身窄长的建筑门面以中轴为主，反映出均衡、左右对称的格局。老

店屋内的两个天井，相比郑景贵与张弼士的大宅，无疑显得较小。但作为采

光、通风与排水作用的功能以及华人所讲究的“风水”的作用是一致的。屋

前与屋后外侧皆保留了殖民地时代的立面柱子，屋内拥有一个制工精细的铸

铁螺旋式楼梯与花式栏杆，反映了跨文化的建筑色彩。 

十九世纪的海峡殖民地，苏格兰 Glasgow W.Macfarlane 公司所制造的

铸铁柱子和花栏杆，象征着财富与地位，并传达现代进步的意象。因此当时

的富有人家，在宅子上都尽量利用铸铁工艺，以凸显期新兴社会地位及财富。

大富大贵的郑景贵甲必丹与张弼士领事，都不约而同采用了这建材。二者的

大宅内外皆有中西建材融合的元素，体现了屋主博览众长的开放性格以及精

雕细刻的生活态度。两座大宅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在屋内外瑰丽繁复

的装饰，包括剪黏艺术、门楼堂号匾额、吉祥牌匾、墙面的颜色、各种精雕

细琢的雕饰等，金漆木雕屏风与对联等。而经过大事装修的叶祖意故居，老

店屋原本的不少传统建材与装饰已被取代，原有的木料门窗已改成铸铁与玻

璃门窗，原本露天的两个天井也盖了一面玻璃屋顶，采光之余也反映出时代

感。 

中国儒家凸显建筑以体现社会伦理等级、尊卑秩序的精神功能。从郑景

贵的海记栈以及张弼士所建造的大宅院来看，身为二品官（虚衔）的郑景贵

与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的张弼士，身为朝廷官员，彼等的建筑面宽皆是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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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间为限，建筑内外的装饰、屋脊与门窗用色等虽是极尽华丽繁复，仍是谨

守清制建筑礼制。相对而言，虽然叶祖意的老店屋建造的时期比郑、张二人

的大宅更早，但老宅只是普通连排店屋的其中一间，既非叶氏本身兴建，亦

非什么豪宅，加上叶祖意无官无职，庶人之家，明显少了清代建筑礼制的拘

束。 

在旧貌换新颜的沧桑巨变中，从三所故居的功能演变过程与原因，可以

看出三者之间一些异同的现象。经历了百年岁月的老宅，期间有过辉煌灿烂

也有过衰败没落，唯历经风雨而转型后的建筑功能却大不相同。拥有官衔的

两位侨领——郑景贵甲必丹与张弼士领事，他们堂皇宏伟的大宅，扮演着多

重的角色与功能。既是供家族安居以及与家人享受天伦之第宅，是他们颐养

天年的宅邸，同时也是办事处兼商业基地。大宅是他们一切商务往来、交际

酬酢甚至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宾客的空间。除此，大宅也象征他们的官邸，是

他们接待中外达官显要、讲究排场的空间。与此同时，大宅显然也在于向公

众人士展示他们的财势与身份地位，有着功利目的的体现。两座故居都经历

了由盛而衰的过程，相继沦为七十二家房客的大杂院。经过岁月的摧残，破

烂不堪的老屋，最终只得拱手让人。郑景贵故居传到曾孙郑忠坚这一代，即

被转手。88张弼士故居，是因为幼儿张锦龙(译名，Cheong Kam Loong)逝世

后，家庭没落而迁出，并变卖这座大宅，其他家庭成员则已移居他处。89曾

经风光一时的郑景贵故居，在转手后，海记栈转型为“侨生博物馆”，专门

                                                           
88
访问王福顺，侨生博物馆经理，日期：2014 年 5 月 1 日，地点：侨生博物馆，时间：

12.50pm-1.20pm。 
89
访问杜忠全，日期：2016 年 11 月 4 日，地点：拉曼大学金宝校园，时间：11.00pm-

11.4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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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峇峇娘惹的珍贵文物，并开放给公众参观；而慎之家塾则保留其作为家

祠的原貌，郑景贵的后代也保留回来祭祀先人的要求。曾经名噪一时的张弼

士故居，在经过修复保存之后，改成了“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开放

让公众参观张弼士当年居住的主建筑。今天，“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

已成为亚洲古迹修复的经典之作，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无独有

偶，“侨生博物馆”与“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这两座建筑皆扮演着展

览的功能，唯张弼士故居左右两侧的建筑也为旅客提供豪华住宿的功能。相

比郑景贵与张弼士，生性节俭、淡泊名利的叶祖意，早期在故居过的是平凡

简单的家居生活，其店屋故居所扮演的功能，无形中也单纯得多。叶祖意最

初是以单身汉的移民身份入住这间店屋，到后来有了家室，也一直住在这儿，

直到买下豪宅“家园”，才举家迁离这间住了半个世纪的店屋。这间店屋于

他，不折不扣是他与家人的繁衍生息之地。叶祖意故居曾出现残旧不堪的情

况，原因是曾经出租给他人，未受到良好的保管之故。后由其孙子展开修复，

并保留为“叶祖意展览馆兼餐厅”，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唯目前餐厅已不

再经营。 

从物质功能来看，转型为博物馆的三座名人故居，扮演的是博物馆的功

能，包括收藏、研究、教育与娱乐四方面。三座建筑物都有着坚固、美观与

适用的条件，在三者之中，如梁思成所指，“适用”被视为建筑的主要要求，

而建筑的经济更是一种重要的问题（2005：117）。乔治市入遗后，三座古

建筑都已跃上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舞台，扮演的是面向世界、开展国际文化交

流，为国际旅游服务，并作为反映本地区当前古迹面貌的“窗口”。侨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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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展示的是峇峇娘惹的各种珍藏与文物，体现的是峇峇娘惹的文化蕴涵；

馆内所珍藏的郑景贵时代的古董文物，已从当年的“主角”变成今天的“配

色”。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一方面供访客参观这座独特的古迹建筑之

美，并了解张弼士伟大的生平事迹；另一方面也提供高品味的住宿，让旅客

体验海峡殖民地时代大富人家的生活。叶祖意展览馆主要是展示叶氏一生艰

强奋斗的故事，从理发匠到成为新马大银行家的过程。三座博物馆，通过不

同形式的建筑物与装饰、室内的收藏品与古董，反映各自的文化特色。正如

汉宝德所指，一座建筑，其用在空间，不在外形（2011：17）。 

三座建筑物转型后的精神功能，与过往有着明显的不同。侨生博物馆糅

合了海峡殖民地时代的峇峇娘惹文化与清末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见证了

郑景贵家族的兴衰起落，反映了郑景贵南来奋斗成功的拼搏精神，也散发出

中西融合的“海峡折中式”的建筑风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逐渐消逝的峇

峇娘惹文化之保存，既传承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价值观，又吸纳了西方文化

与本土文化的元素，可说是交织了历史文化发展与变迁积淀下来的跨时代文

化遗产。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挟着文化遗产保存的典范，除了深厚的历

史文化内涵，更有着教育、古迹修复与文化传承的功能。老宅子保留为张弼

士展览馆，主要意义在于纪念张弼士，这不仅是对张弼士的历史定位，体现

张弼士的伟大抱负与奉献精神，更让人纪念张氏对中国与南洋华人的贡献和

影响（吴卫军，2009：124）。叶祖意展览馆承载的是十九世纪海峡殖民地

的华人历史文化，从叶祖意一生的奋斗历程看槟城的发展轨迹。叶祖意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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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作为对古迹的维护与保存，其潜在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见证，蕴含了叶祖意

与子嗣崇文重教、勇于探索的精神。 

除了博物馆的功能，这三座建筑物，作为文化遗产事业承载主体之一，

不仅完好地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而且更进一步保护人文底蕴。当越来越多的

人走进博物馆，接受历史文化的洗礼和教育，人们也将日益关切人文与环境

的和谐，博物馆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将会进一步提升与拓展。正如学者

所言：博物馆具有引导公共礼仪改革的功能, 即修改外在行为模式或内在

的精神或文化上的转变，明确地将大众作为改革的目标（Bennet,Tony,1995：

100）。一个地方，最关键的地方是它内在的文化价值，有了精神和文化，

就有了自己的灵魂。透过开拓创新的思想，勇于奋斗的精神，能够亮出这个

地方的人文价值。笔者认为，乔治市的这三座建筑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正具有这样的条件。博物馆是文化机构与藏品中心，是个人和集体身份之

间相互作用的场所，记忆与历史的汇合地。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乃至无形

文化遗产，关系紧密。三座建筑物原本的主人都是十九、二十世纪的名人，

名人对于城市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伟大的精神影响着后代子孙，他们遗下

的足迹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物。这些名人故居在转型为博物馆后，除

了是重要的城市文化遗产，亦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城市

历史底蕴的载体，一个城市生命历程的见证，一个城市特色的重要体现。可

以说，三座博物馆蕴藏着郑景贵、张弼士与叶祖意三位顶尖侨领人物一生对

槟城社会的贡献与坚强奋斗成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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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建筑物有了一种精神和文化，将不再是简单的建筑物，而是有了自

己的灵魂。通过博物馆的各种展览与教育活动，与城市发展规划联系，与自

然生态和谐相处，发挥博物馆的文化功能与社会价值，让参观者感受伟大人

物崇高的奋斗精神，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水平，丰富知识与陶

冶情操。笔者希望，在乔治市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区，能够通过以下的方式将

转型后的博物馆办得更出色。 

一、 重视博物馆的硬件建设，包括独特的建筑本身、建筑装饰与文

化装饰品等。引导参观者对建筑结构美学以及传统文化特色，

作进一步的欣赏与认识。 

二、 加强文化内涵，促进文化旅游；面向历史，挖掘历史，让过去与

未来对话，传承历史文化。加强文化景观与社区居民的连接，做

好社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三、 改革创新，努力提升人性化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以优质高效、亲

和务实的服务活动，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博

物馆事业惠及全社会。 

四、 重视经济创收之外，对于社会效益、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公益形象

的维护，保持平衡和谐。以德治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信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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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视基础研究，承担研究任务。利用博物馆作为文化教育事业的

组成部分，在社会上发挥塑造并提升人文素质，培育国民精神的

重要功能。 

六、 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求，保障社会基本文化权益，让所有社会成

员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让博物馆保存身兼文化景观与历史遗存的

多重意义。 

从宏观上来看，正如我国知名学者佐摩（Jomo Kwame Sundaram）在

Penang Story – Globalization and Penang 一文中指出：“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于 2008 年宣布槟城与马六甲共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册，以及民众对保

护文化遗产的觉醒；我们对于槟城这个地方的认知，不仅仅限于庆祝其‘文

化的多样性’，而应进一步扩展到深入探讨槟城作为所在地、于本区域和全

球上的历史地位。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汇集地，加上‘文化的多样性’，

槟城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精神场所’”（2011）。而这三座古迹故居

更是国际社会的“精神场所”中华人古迹故居的“重中之重”。三座故居为

殖民地时代营造的大宅，建筑物本身除具有历史价值外，更多了一份特殊的

人文精神。在乔治市的华人古迹区里，这三座保存良好的华人古迹故居，已

成了槟城著名的旅游景点，更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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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文研究的“意义” 

一、“居住”类古迹：有何意义 

    在槟城这个移民社会，有关华人历史记忆的建构与维系，华人民居扮演

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民居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与地方文化内涵，具有个别群体

的代表特色。通过这种“居住”类古迹，先辈开拓槟城的记录，才得以一代

代地流传下去；通过故居建筑，后代子孙才能体会祖先是如何筚路蓝缕、胼

手胝足地为建设家园而做出奉献。在历史事实之外，通过实质的史迹和研究，

能更清楚的认识历史的时代性，感受先人建业的艰辛。保住这个时期的一栋

建筑，就等于是留着这一段时期的一部分历史，这对形塑新一代国民的国民

教育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保留历史建筑，而没有通过各种渠道让更多国民

认识到这些历史建筑的来历与价值，其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意义与深远人文精

神，就无法传递给更多人。这些居住建筑，在经历长时间之后，对于生活在

周遭的居民而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的认同感，跨越族

群与宗教限制，对于建构多元族群社会关系（Social Bond）起着一定的作用

（张集强，2012）。 

透过“居住“类古迹的功能演变研究，反映出一种轨迹，即：建筑可以

是社会生活组织的工具，也可以是家族繁衍生息的基地，还可以是个体养生

娱情的手段，乃至供群体休闲娱乐与充实人生的空间。对于社会生活组织来

说，建筑是社会礼制之具；对于家族繁衍延续来说，建筑是阴阳之枢纽；对

于养生娱情、休闲娱乐与充实人生来说，建筑是具有实用效果的人文艺术环



317 
 

境（王鲁民，2002：111-112 ）。古迹建筑，不只是故居；而是先辈创建的

古迹，先辈住过的故居，一砖一瓦，都有代表意义。古迹代表着民族的文化

精粹，也具有时代的魅力。在我国，华人古迹代表海峡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面

貌，移民的生活轨迹，以及先辈对这片土地的贡献，是华人南来的印证（杨

保筠，2009：20）。华人故居，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仅仅关乎华人的宗教、礼

俗文化与历史；实际上，正如本文的研究显示，这些建筑的发展，关系到华

人社会在马来西亚的发展，以及华人文化在我国落地生根的历史。陈漱石指

出： 

“缺乏古迹的地方，漠视文化的族群，对历史的解释力将会趋于薄弱，对文

化见证的功能也将会逐渐降低！而我们华族先民祖辈在马来西亚土地上的血汗历史

将会被篡改甚至抹杀”（2003b：174）。 

通过这些可见可触可摸可及的硬体古迹，我们才会对华人历史有进一步

的感知。保存古迹不是保存古董，华人古迹的存在，可避免华人文化的断层，

避免社会的疏离关系。这些文化遗产历经两百多年的演变，时至今日，经过

一次又一次的修复，无论是建筑外观，还是内部装饰，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功

能，已经有所改变。然而，百年老宅始终保存其独特又丰富的物质价值、精

神价值与意义。老宅子见证了名人的成长或贡献，留下了他们的生活痕迹，

承载着历史沉淀与文化内涵，凝聚着人们的情感、文化回忆与想象空间。正

如龙炳颐所说：“城市的符号与记忆，两者相辅相承、不可或缺，城市中的

每一座建筑物、每一角落，都记录了人民的宗教信仰、社会、经济等等的一

切活动。不同的建筑物和场所，将人与人之间的脉络联系起来”（2008：4-

5）。通过对乔治市华人古迹故居的功能演变过程与原因，本研究发现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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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华人社会里，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想想、家族伦理、礼俗规范和价值观

念，始终是重要的文化，深刻地影响到华人。而建筑功能，无论是物质上的

使用功能，或是精神上的象征意涵，都折射出以上的各种因素。 

 

二、乔治市古迹的世遗表意义 

本研究是根据槟城州政府联合槟城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和槟城博物院

（Penang State Government，Pusat Warisan Pulau Pinang，Lembaga Musium 

Negeri Pulau Pinang）所提供的古迹范围资料，立足于这一份官方的乔治市

古迹世遗表，而对乔治市的华人古迹故居进行研究。在乔治市诺大的古迹范

围中，世遗表选择了三十六间各民族的故居、庙宇、宗祠、教堂、学校、基

督教坟场、码头建筑等与六个古迹区，将它们列为世遗表的重点古迹，主要

是基于这些建筑或区域的独特性与代表性，体现了乔治市古迹区所融合的多

元文化。乔治市的文化价值並不完全在单独的几栋建筑，更准确的说，其价

值落在整个多元文化交融中所呈现的一股既协调但又充满张力的城市街道场

景；由许多族裔所交错出的一般生活及宗教內容。有整体的建筑构成这个城

市，才表现出其价值，当得起“世界遗产”的桂冠，这个价值是世界性的

（关越，2005：序），不只是属于马来西亚或槟城而已。 

本文通过乔治市古迹世遗表的华人古迹故居研究，进一步认识我们丰富

而多元的文化遗产，重新检视槟城自开埠以来的历史，重拾本土艺术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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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华人古迹故居，反映了槟城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建筑风

格受到东西文化的冲击，逐渐发展出独特的槟城海峡折中式(Penang’s Straits 

Eclectic houses )建筑，也展现出建筑物独特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这是

乔治市华人古迹建筑得以列入世遗表的原因。 

笔者在考察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乔治市除了尚存的华人古迹故居，亦有

不少华人古迹遗址。与张弼士故居比邻而建的谢荣光大宅，在主人离世后改

为新槟日报报社。1969 年，因道路扩建，大宅已被夷为大马路（Jalan 

Sultan Ahmad Shah）。位于张弼士故居右边的戴欣然大宅，曾经充作酒吧

（ Leith Pub ），后已拆除改建成红园小食中心（ Red Garden Food 

Paradise）。原本位于此的 Leith Pub 则迁至张弼士位于对面街的双层排屋

继续经营（翁丽珠，2017：14）。2017 年 2 月 7 日笔者到此作实地考察，

但见该处一片破落残败景象。至于同建于这条街道的张榕轩大宅，则已无迹

可寻。促成这种现象，主要是与社会的飞速发展，造成这些珍贵的建筑被无

情地拆除，許多重要史迹都在“发展”的堂皇名义下被无情消费和浪掷。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所提的人物，如谢荣光与戴欣然都曾担任清廷驻槟

城的副领事。与梁碧如故居比邻的“华都酒店”地址，原为早期槟城、霹雳

两 地 的 锡 矿 家 谢 昌 林 的 大 宅 （ Khoo Salma Nasution and Malcolm 

Wade,2006:135）。经过岁月的流转，当年繁华热闹的街景，已不复见；一

栋栋繁复华丽、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大宅，亦不见踪迹。如今，仅剩张弼士

故居与梁碧如故居，见证着被发展的巨轮所淘汰的建筑遗址。其中，梁碧如

故居并未在本研究的范围内，希望有学之士能对此进行研究探讨。去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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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来者犹可谏，对于历史，对于古迹，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些更为积极、宏

观的态度？ 

乔治市古迹区是个承载历史厚度的地方，需要有相应厚度的史实记录。

而一般人的古迹观念相当贫乏，相关的入门书非常不足，专题的研究更是少

见。本研究希望为乔治市古迹世遗表，提供一些关于华人古迹故居的研究成

果。 

 

第三节 本文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可续继续研究的课题 

一、“古迹”可建筑学化 

 
本文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主要是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加以探讨华

人古迹故居的功能演变。由于乔治市的华人古迹范围庞大，笔者仅选择三座

故居作为研究重点。郑景贵与张弼士的资料较多，因此本研究在第三章论述

郑景贵故居的功能演变之过程与原因，能有较为完整的叙述与讨论。尽管如

此，有关郑景贵故居从鼎盛期走向没落时期的部分，由于资料的短缺不足，

使得这一时期的面貌出现不甚完整的现象。本研究第四章论述张弼士故居，

因人物与故居的文献资料相对充足，因此得以较全面、完整地论述故居功能

转变的过程与原因，并尽可能地将每个时期的面貌加以拼凑建构。至于叶祖

意故居，尽管同样被列入乔治市华人古迹范围中，但是，诚如前文所述，至

今未见有故居的相关文献或资料，叶祖意的生平资料亦是零星松散。致使本

研究的第五章，在讨论有关叶祖意的故居空置荒废多年的这个部分，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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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欠缺不足而使得本章节在文字论述上无法完整地加以论述；相对而言，本

章节的篇幅亦相应较短。此外，槟城的老店屋是华人古迹中非常珍贵的一部

分，店屋被视为槟城的社会文化经济产物，也是最普及的文化遗产。除了数

量庞大，类型之多，更是历史文化的象征，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社

会面貌。叶祖意的这座老店屋，由于曾经大事修复，使得它与同时期的店屋

相比，有了相当的差异。此一部分，诚如笔者在前文提到，由于笔者并非建

筑系专业，研究恐有不够深入之处。 

古迹是属于建筑重要的一环，乔治市的这些古迹故居有盛极一时的辉煌，

荟萃海峡殖民地的建筑艺术与建筑装饰，蕴含中西融合的创新建筑文化，展

现丰富的艺术精髓，是极其重要的文化遗产。它们的发展规律与历史轨迹，

有待学者以专业的角度去发掘和阐明。古迹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

过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发展源流。通过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能够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王鲁民，2002：7）。故此，个人以为，

本研究所提出的不足之处，希望有学者专家如建筑师从专业的角度去加强研

究。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与未来，并以专业学科的视野形成

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 

 

二、“功能演变”社会学分析 

建筑功能的演变，是城市新陈代谢的有机组成，建筑的生命有赖于各种

积极利好的因素，才得以延续。本研究的三座故居，在不同时期历经了建筑

物的功能演变，实际上有着建筑物转型的一种趋势。这三座建筑转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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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落在二十一世纪前后，从时间的先后来看，先是张弼士故居于 1995 年转

型为张弼士展览馆兼精品旅店，之后，郑景贵故居于 2003 年成为侨生博物

馆，2008 年，叶祖意故居也成了展览馆。承前所述，这种演变趋势与槟城

政府自 1990 年展开对古迹的维护以及申请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册的策略有

关。 

    乔治市古迹区里的华人古迹，是殖民地时代移民社会的生活场景，是历

史文化跨域交融的物证；在今天的商业时代，成为乔治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也是旅游景点。为追求进步及优质生活，城市化发展已成为全球趋势，近年

来文化创意产业更是渐渐冒起，曾经乏人问津的老建筑，根据不同的使用功

能而被翻新修复，被注入新生命，赋予新创意，使得旧建筑空间又重新活起

来。古迹观光，也被视为一种文化产业。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与文化观光是必要的。不可忽视的是：古迹的价值，优先于其商业

价格。如果过分强调其经济价值，不惜牺牲原有景观原貌，足以对古迹造成

极大的伤害。当许多老建筑面临命运改变时，建筑功能的转换成为必然。本

文所探讨的三座古迹故居之功能演变，反映了乔治市古迹区内一种古迹再利

用的趋势。汉宝德认为，古迹建筑空间再利用的观念，已从古迹维护的理论，

即是从古物珍玩的观念逐渐改变为融入生活的观念。古迹的再利用，必须在

古迹的空间输进一些人文活力，使古迹保存的领域得以扩大。而重要的古迹，

只要是拥有科学、艺术与显著的历史价值者，都值得保存，值得仔细维护，

认真修复，使古迹得到第二个生命。即是保留古迹主要的外貌，只改变其使

用功能，更新内部空间为其他用途。把整个古迹范围设计为一个新旧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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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作为文化创意、艺文活动与大众休闲之处（2012：156-159）。卢

光裕认为，一种更为积极的保护方式，应是结合古迹建筑本身的特点，修其

神而非其形，对古迹建筑做适当的改造和功能置换，挖掘原有建筑的新潜能，

使它们能够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梁慧颖，2015）。比如：本文所探讨的三

座名人故居，都是年久失修的老住宅被改建成博物馆。一方面是历史精神的

发扬，另一方面也是文化观光的重要品牌。这种功能调整转换，可以使不同

特点的历史建筑发挥其作用，展示文化的多样性，并创造出新的使用功能，

更好地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社会学研究的重心，很大一部份放在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实态与社会演

进的过程，不但注重描述现況，也不忽略社会变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

广泛，小至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至全球化的社会趋势与潮流。这种

多层次、多面向的研究分析，能从微观社会学看古迹故居，从宏观社会学看

古迹遗产，又从综观社会学探討人与文化遗产的整合。笔者希望本研究未竟

之处，能有后来者通过社会学加以研究分析，相信会有一个别于本论文的研

究成果。 

 

三、“世遗” 

    乔治市入遗后，市区内一切文化古迹, 均是人类文明的遗产, 为全人类

所共享。保护历史文化古迹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 而是全人

类的共同事业。乔治市的古迹区是本区域最大的古迹面积，不少城市的古迹

在现代化的发展下，都已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相比起来，乔治市的古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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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保存得相当完整，这并非在每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尤其是在入遗之后，这

些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华人古迹，以其饱满丰富的生命力，展现其深层的中

华文化内涵与历史痕迹。古迹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文化活动之留存证物，是活

生生的稀有遗产，具体地反映每个地方、每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代表了年代

的传承，是真实的历史见证，在一个城市的文化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探讨的课题。对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探讨，是对“过去的创

造力与真实性的尊崇”（刘益昌、赵金勇等，2014：17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评估马六甲和乔治市时，对这两个

在历史上扮演着独特“交界点”的港口，因其來自印度、中国、马来群岛和

欧美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多元文化特点，列下了三个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 1: 因文化交流而形成多元文化的贸易城镇。 

    普世价值 2: 拥有有形和无形多元文化遗产的见证。 

普世价值 3: 拥有多元文化的建筑和城市景观。 

    所谓“普世价值”即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超越国家、族群或宗

教背景的人都认同的价值。这也意味，联合国除了以政治的手法来调解国际

间的问题与纠纷之外，也正在利用世界遗产的概念，来寻找一个巩固通行于

全世界的共同价值观。这种珍贵的价值观，相较于政治的解决问题手法，更

着重于建设跨族群、地区、宗教的交流，从中达到推广普世价值的概念，促

进世界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册，是一面保护网。入遗，

对于所在地是一种荣耀，一份无上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证明其

价值已为全世界文化界所肯定。因此，乔治市入遗后，所有有关乔治市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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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发展务必顾及、加以记录、给予支持和推广，以便可以突显乔治市以下

各个方面多元化的特征: 

 商业和贸易活动。 

 日常的文化活动和习俗。 

 古迹建筑和城市景观。 

乔治市和马六甲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文化与古迹建筑是同等

重要。然而，许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在古迹建筑上，忽略了古迹城的精神层次

与古迹建筑的保护条例（张丽珠、司徒瑞琼，2011）。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

不仅只是旧建筑而已，包含了建筑里外生活与营生形态及文化传承，后者是

更为重要的非物资文化。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老建筑需要保留，并且延续

其生活场景，才是入遗的意义，才是世遗的整体价值。 

汉宝德认为，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知识资产，也是我们的文化骨干。不管

是传统建筑或各种方言习俗，都是重要的文化资产，应该加以重视。尊重地

方特色的发展，多样化的地方风貌正是文化上百花齐放的丰盛景象，是国家

的一种重要资产（2013：33）。文化是一个有机体，是生命表现的根据，在

生命历程中会形成属于这个民族的表现形式和象征形式。而建筑是文化的具

体反映，一个民族传统建筑的灭亡就是该文化的衰亡。保存古迹的目的是延

续文化生活和凝聚生命力，也在于古迹具有旅游价值、经济价值与教育价值

等。要维护古迹，必须先唤醒社会大众对古迹的重视。根据 Chai,L.E.的研

究显示，近 71%的乔治市居民皆认同保存古建筑，多数居民对于保存古迹都

有一定的共识（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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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文化遗产是大家的公器，唯有把眼光放远，才能在国家经济发展

之余，也拥有人文精神上的富足。欲强调古迹保存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首

先，须引导市民认识城市的历史资源，重新肯定古迹在社区的价值；同时，

也鼓励社会大众进入并参与公共事务领域，重塑一个市民空间及兼具历史文

化特色的生活环境。文化遗产必须保存，地方知识必须挖掘、保留、累积和

传承，然后让知识建构与运转更多的知识，我们才有可能在时空的矩阵中明

确辨识自己的位置。文化遗产，见证了我们的历史。唯有通过文字记载和图

片的保存，才能更好地留住历史的真相。 

我国知名绘测师 Hijjas Kasturi 在受访中指出：古迹是曾经涌现无数历

史主要人物与上演许多重大事件的场所，古迹的价值在于将过去与现在和未

来联系在一起（2011:55）。正如前文所述，保存了古迹，并非当然地拥有

了族群的历史记忆。一处古迹如果没有经过发掘其内蕴与缘生的记忆，可能

就变成一种死古迹，与废墟无疑。陈再藩指出，我们应当了解古迹与历史轨

迹的相为表里，当古迹得以保存下来之后，撰述历史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

维护古迹，一定得先有文化上和历史意识上的共识（2002：116）。一个拥

有古迹的地方，一个重视古迹的民族将能不断发掘、参与和创造历史与文化

（周泽南、陈漱石，2003b：147）。乔治市入遗至今十年，在世遗的桂冠下，

要如何透过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重新审视乔治市这老城，检视国家历史，

重视本土文化价值与艺术，进而研究与探讨先贤祖辈所遗留的丰硕遗产，留

意起过往被忽略的古迹之美，值得正视（杨丽琴，2017）。正如世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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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醒觉，需要从小就灌输给民众。认识是一切的开始，通过对文化遗产的认

识，然后好好的保护它，再研究记录，才知道要往哪里走（陈燕棣，2012）。 

一座城市向前发展，免不了有所取舍以达成目标。对于发展与文化遗产

如何达致平衡，必须提升民间文化遗产保存意识，更需依靠政府制定革新政

策，鼓励文化保存。一些历史建筑固然要完整保存，另一些历史建筑，基于

历史与文化元素，可利用创新思维重新发展，并与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连接。

当历史古迹与现实生活连接，文化将川流于日常生活中。    

由于故居同时具有个体性及社会性，是文化的终极实体展现，故居里的

每件图像符号，都是形式，也是象征。一栋建筑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存放某

种东西。掌握一座建筑，就必须涉猎所有领域，包括：文化、社会、政治、

商业、历史、家庭、宗教与教育等（Paul Goldberger,2014:35）。本文面对

深厚磅礴的华人文化遗产，进三座华人故居行研究考察，实在力有未逮。本

研究只是对乔治市世遗的故居作初步探索，若干关键处仍是未臻理想。乔治

市世遗的范围庞大，包括了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笔者盼望在未来能尝试

对世遗老宅里外的文化活动、有形与无形的生活文化，有更进一步的研究与

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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